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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空间理念的辩证释义


胡　潇

【摘要】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依据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重要发现对空间现象做出了哲学概括，在反对唯

心主义空间观念的同时，批判了空间理论的形而上学。对空间与物质运动的关系，进而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关系，做出

了实践唯物论的辩证分析，认为空间作为物质运动形式依循物质存在样态而变化；人类的生存空间则随着生产方式的

发展不断被再生。因此宏观的宇宙空间和微观的人类生存空间，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内含抽象与具体、有限与无

限的辩证关系。理解和掌握恩格斯空间理念的辩证法，对于科学认识日益深入的宇宙学发现，正确掌握人类生产对社

会空间日益复杂的建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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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伴随人口的增加，生产力布局的
地理改观，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紧缺，生存空间

挤迫，城市化空间再造运动与全球化空间争夺，

使人们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日益紧张。而人类交通

条件的极大改观，通讯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凭借

高科技手段在太空领域进行的种种探索与价值诉

求，又在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改变着人类的空间

理念。科学的发展，让爱因斯坦相对论宇宙学改

写了牛顿经典力学提供的空间解释，后者表明空

间随着物质运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宇宙学理论

的一再刷新更是不断挑战人类原有的空间观念。

但科学领域空间思维方式的变革，却有哲学的先

导。正如恩格斯所说，把宇宙视为一个永恒运

动、不可消灭的相互联系总体，“在这种认识在

自然科学中实际起作用以前很久，哲学就获得了

这种认识”①。其中，离当代人类对空间问题的

认识最近，并深刻引导人们去探索和阐释空间问

题的哲学理念，当首推恩格斯的空间学说及其辩

证法思想。

恩格斯对空间问题的认识，领跑他在世的许

多空间学说，提出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空

间可变理念。他的空间思想，逻辑地启发了爱因

斯坦的相对论学说，哲学地影响了海德格尔从时

间与存在之关系的探讨开始，晚年转到了对人之

存在意义与空间之相关性的关注上面，有了

“筑、居、思”问题深刻而机敏的哲学沉思，并

就空间再造与人的诗意栖居之价值关联做出人文

解释。最为显著的，是恩格斯对后继者西美尔空

间理论的思想先导。西美尔在其论文 《空间的社

会学》中，对恩格斯深入探讨过的空间辩证法，

进行了独具新见的开拓性研究，具体地论述了空

间的五种属性：排他性、分割性、社会互动的空

间局部化、邻近／距离、空间的变动性。应当说，
他关于空间的社会性、等差性和可造性研究，丰

富、发展了马、恩的空间理论，为后来的空间问

题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

阵营中，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学说，哈维、詹姆

逊、苏贾等人的空间社会、文化学说，将马、恩

的空间理论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

与价值高度，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到了生产的空间

之研究上，进一步强化了空间问题的社会－文化
意义。基于上述原因，在空间问题被人们从科

学、哲学以及实际生活方面日益重视的今天，重

读恩格斯空间理论的辩证法，当是一件极有意义

的事情。

一、空间的抽象与具体

恩格斯在谈到其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唯物论原

则时曾指出：“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

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

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②恩格斯声

明的这一自然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精神，正是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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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解析中深刻阐明其抽象与具体辩证法则的思

维利器。

在恩格斯看来，空间作为物质运动存在的形

式，它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其普遍意义，

就像物质、运动的广泛性、客观性那样，根源于

万事万物之中，物质、运动的绝对性、客观性，

决定了空间的绝对性和客观物质性。这是不依人

类的存在及空间被感知为转移的。他明确指出：

“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

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

的事情。”① 反过来也一样，脱离物质运动的空

间和时间，同样不可思议。恩格斯把时间、空间

定义为一切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

这种辩证唯物

主义的时空观表明，时间、空间 “物质的这两种

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

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②。在这里，

恩格斯事实上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空间现象之抽象

性和具体性的辩证思维方法。他认为，空间作为

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总是和具体的物质样

态、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物质及其运动方式、存

在样态、关系格局，既通过具体空间展示出来，

它们又是生成空间具体性的根据。物质及其运动

的具体性，和空间的具体性，彼此形成不可分割

的依存关系和互动机制。空间的具体性，应当也

只能从物质存在样态、物质运动的关系、格局的

具体性中获得说明。恩格斯以其空间研究和诠释

的科学事实，向我们证明了这一判定。他认为，

空间与物质存在样态的具体统一，主要表现在：

其一，空间是物质存在样态的具体形式，不同物

质样态意味着不同的空间；其二，物质样态是可

变的，因而空间也是可变的；其三，人类生存空

间是实践性的空间，空间内的客观事物及其关系

都成为人为现象，被实践所改造、所再生产，因

而人类的生存空间也是被人类实践所改变、所再

生产的空间，要联系人类空间生产实践的具体

性，去考察和理解生存空间的实践性和历史具体

性。

在谈到在人类生存空间的被改变过程中，社

会物质生活的格局也随之改变的历史事实时，恩

格斯从社会生活层面具体地揭示了空间与物质存

在样态的内在联系。他指出：“伟大的地理发现

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

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

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
"

地

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世

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③很显然，恩格斯在

这里强调的是人类活动的空间变化与人类社会这

种特殊物质运动及其存在样态的具体联系。其中

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对空间具体性理解的一种方

法论原则：从物质的存在样态去具体地观察、思

考和诠释空间现象。这种思维范式，还见诸于恩

格斯对其他社会物质生活方式变迁的说明中。在

谈到德国因为经济流向的改变而使其历史方位改

观的现象时，恩格斯写道：“世界贸易的道路从

德国移开了，于是德国好像被排挤到了穷乡僻

壤。” “文学和语言完全衰落了；神学僵死的说

教；在其他科学领域内德国也退化了。”④ 十分

清楚，社会经济运动的改道和中心位移，让德国

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空间位置以及在世界历史

谱系中的空间地位变形了。事实如此，交通及其

经济流转中心的位移，使德国在西方产业革命中

严重滞后，几乎要倒退回中世纪。直到１９世纪
下半叶，这种历史的倒退因交通的改善、经贸交

往的变革才被刹住，德国重新走向新的文明世

界。对于交往革命改变德国历史命运和文明空间

位置的作用，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肯定：“铁路和

电报，现代化的蒸汽印刷机使得这种荒唐的倒退

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它们正逐渐地和

坚定不移地消灭封建关系和行会关系的一切残

余。”⑤ 这种新兴的空间实践对历史倒退的扭转

及对德国社会的重新定位，亦即是物质运动样态

和空间联系之同一性的历史展示，是社会性的物

质运动对空间具体性的实际生成与表达。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从社会物质生活的具体

样态与其空间形式在生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互动性

和因果同构性的辩证关系方面，揭示了空间在物

质运动中的具体性。他和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

言》中一道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

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

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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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① 如果把地理大发现及

其世界市场的开拓，当作空间实践、空间生产方

式及其造成的特定空间格局，那么，工商业的发

展和交通业的现代化，则既是空间生产的手段、

致因，又是空间生产带来的结果和赖以展开的形

式与条件。正是这种空间与物质生产实践的具体

联系，凝成了物质运动的特定空间态势，也造就

了承载和显示这种空间特质的物质生产运动，即

蕴含一般物质运动要义的社会物质运动。这种关

于物质生产同构于空间生产的思想，以及据此关

于空间具体性与物质 （生产）运动存在样态之关

系的说明，让恩格斯从空间的历史具体性法则深

刻地理解甚至预见到了社会物质运动的历史趋

势。在说明欧洲交往革命的空间意义与文明价值

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从历史发展的空间相关

性出发，把科学预见的眼光投向了当时还处于封

建主义的中国。他们在１８５０年写道：“世界上最
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

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

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

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在万里长城这个

“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上能够看到这样

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
!

平等
!

博

爱。”② １８８６年，恩格斯还谈到在中国修建铁路
对本土文明的影响。他说：“中国的铁路建设可

能开放；这样，这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

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③ 由

此可见，在恩格斯的空间理念中，环绕人类的生

存空间，不仅在宏观方面受宇宙天体———太阳系

发展变化之物理建构的具体规定，更受人类物质

生产尤其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再造，形成与社

会物质生活方式的同构性和变迁的同步性、互动

性，因而表现出空间建构和演变的社会历史具体

性。在一定意义上，他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理

念：空间是一个物质的连续体，它由相互接触的

物体的空间关系所构成。这一空间模式的所指，

自然是有边有际的具体物理空间。

在解读社会化空间现象以及马、恩空间学说

时，哈维曾经强调空间及其理解与社会这一特殊

物质运动的相关性：“如果时间和空间既是社会

的又是客观的，那么由此可以推断社会过程规定

了它们的客观化。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研究

这些过程呢？首先，不能借助于思想、观念和信

仰世界来理解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化，而是从社会

再生产物质过程的研究来理解它们。”④ 这一诠

释，让我们看到了对空间之物质具体性的理解，

不但是肯定其客观性的前提，同时也是肯定生存

空间之社会化再建构的理据。从空间的具体性出

发，人们可以推知，生存空间的社会物质性也就

意味着它的可生产性，进而意味着空间实践及其

人为空间格局本身具有社会性、政治性、经济

性、工具性和策略性，空间的生产体现出了生产

方式的特点，内含生产方式的具体性。这样，理

解空间的具体性便不仅是一个空间思维的辩证

性、客观性问题，而且关涉唯物史观的时空向度

是否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法则的问题。因而空间

的具体性理解，直接将人们的空间思维引进了认

定空间与社会物质生产两者彼此生产和互相表征

对方的辩证境界。

对人类而言，自然界的物理空间是一种先在

性的存在，是人类生命滥觞之所。然而，人类这

一特殊物种因其生产劳动的能动实践，并非消极

适应自然界，其生命本质力量的展开给自然空间

打上了实践烙印。空间在物质实践中被社会化、

二重化了：成为原生和再生或天然与人化的统一

场域了。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这种不断延续的空间

二重化，使环绕人类生存的自然空间成了社会存

在和发展的基础，又在物质实践中不断转化为社

会空间，在与社会的物质、能量、信息变换中延

续自己的存在。同时，社会空间参与地理大自然

的运动，并最终受其支配，受到自然法则的规

定。人类社会化地形塑物质空间，其空间产品如

马克思所说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成为社会财富的

一种形式。空间生产在形成具有使用价值的空间

产品之同时，又在这使用价值的交换和享用中承

载交往的社会关系。因而空间生产既是生产力的

又是生产关系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正如哈维引述

穆恩的思想所指出的，社会实践 “不仅在时间和

空间中或者通过时间和空间而发生”，而且它们

也 “构造它们在其中发生的时空”，因此社会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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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具体地生产了他们自己的时空”。① 这些见

解，能让我们能更好地在由物质生产对空间之社

会的、历史的具体建构中，去深悟空间的具体

性。

空间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的现象，我们在

对它作具体的、历史的理解中，并非不能有抽象

的把握。具体和抽象从来是相互依存的，彼此从

自己所规定的对方那里找到说明自身的理由和根

据。

人类研究和理解空间，在思维能力进到不用

去想象存在的真实，而能真实地想象存在的时候

!

便能将空间与物质运动的一体化当作既定的绝

对性事实，撇开物质运动的具体内容及其与空间

变异的具体关联，而去理解和把握空间。这实际

上是切割了空间与具体物质运动的内在联系，而

对空间进行的纯数学、纯观念的计量、演绎和抽

象把握。对于空间关系的这种抽象的理解、研究

和把握，恰如恩格斯指出的，人们 “为了能够从

纯粹的状态中研究这些形式和关系，必须使它们

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内容作为无关重要的东

西放在一边”②。就空间存在的形式而言，人类

对空间这种观念处理方式，实际上也是对空间之

绝对性、客观性的一种反映方式。因为绝对性的

空间，是不能用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去理解和把

握的，不能凭感官 “触摸”空间。在一定意义上

说，是空间的绝对性，决定了人类理解空间之方

式的抽象性。凡绝对性的存在，在人类思维中都

只能凭概念、语符、逻辑去加以抽象地理解和把

握。正如恩格斯前面所述，离开物质运动的空

间，在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人类思维将空

间设定为无物的空间，用抽象方式去加以把握，

则是可能的，甚至在认识空间的活动中是必要的。

与此同时
!

因为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总是千

差万别、生动具体的，这决定了物质运动的基本

形式———空间也总是与具体的物质运动形态融为

一体，作为各别的具体空间样态而存在。这样，

便构成了空间的历时性、特殊性和相对性。思维

对空间的这种客观属性的反映、理解、掌握，始

于对各具体空间的生产实践、感性接触和理性具

体的把握。如此而来，人们面对的空间便不仅具

有抽象意义上的绝对性空间，而且还有具体意义

上的相对性空间。空间之对于人类的两重意义，

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体对空间的双重理解和掌握的

方式：抽象的概念把握和实践理性的具体把握。

恩格斯关于抽象空间与具体空间辩证关系及

其认识论的说明，还直接与亚里士多德的空间

“两分法”相关。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对空间

的认识，能够直接观察、测量、把握的是物体的

“特有空间”，因为它是物体的直接包围者，与具

体事物结合在一起；而 “共有空间”则是可以脱

离具体事物的，因而超越了人的直观感知能力，

需要用抽象思维去把握。人们对 “共有空间”的

认识是以关于 “特有空间”的认识为基础的。一

定程度地可以说， “共有空间”与 “特有空间”

在认识论中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

概括，后者是前者的体现。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

从大量具体的 “特有空间”中提炼概括出一般

的、 “共有空间”之概念的。这种对 “共有空

间”即抽象空间与 “特有空间”即具体空间之

关系的辩证分析与诠释，自然影响到了恩格斯，

并为他所?借。然而，亚里士多德对空间与物质

运动之关系的解释却为恩格斯所反对。亚氏认

为，空间是固定的容器，容器是可移动的空间；

空间可以在其内容物离开后独自存在，而别的任

何事物离开空间却不能存在。显然，他的观点对

后来牛顿所主张的 “绝对空间”理念是有深刻影

响的。亚里士多德与牛顿都主张空间可以离开物

质而存在。然而科学与哲学双重地证明，空间与

物质是不可分离的，设想有离开物质的空间，无

论怎样辩解，最终必然导致物质与空间的分离，

在主张无物质的空间之同时必然导出无空间的物

质之谬论。这类思想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恩格斯的

批判：主张时空以外的物质存在，或物质存在之

外的时空，都 “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③

值得重视的是，恩格斯的空间学说所内包的

时空理论，很久以来就对人类的空间认识产生了

良深的影响。他将时空界定为物质存在的基础形

式，划清了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时空观的界限，

颠覆了以往人们关于时空是与物质无关的独立存

在理念。面对恩格斯的定义，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念客观上已无法立足，时间既不是物质之外均匀

流淌的河流，空间也不是消极装储原子的容器。

相反，只要是物质存在就必定占领或构建空间，

经历时间，时空是物质存在的情势和体现。这

４

①

②

转见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３卷，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８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４１页，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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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恩格斯把时空与物质的关系彻底澄明了，他

不仅继承了唯物主义关于时空的客观性、广延

性、持续性等合理思想，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对

时空的本质予以科学的界说。这对于爱因斯坦关

于时、空形态依物质运动性状的变化而变化的规

律性发现，不无启发意义。它从哲学上给爱因斯

坦相对论时空观预留了思维的逻辑空间。

需要进一步肯定的是，恩格斯空间学说中抽

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对人类科学地解决空间认识

中的问题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他依托对物

质运动的客观性、绝对性确认，使其基本存在形

式之空间的客观性、与物质共融的绝对性进而做

出一般的抽象界定和确证具有了逻辑的必然。这

为彻底克服将空间与物质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的

“实物论”和 “虚空论”提供了思想武器，从最

为普适的抽象意义上界定了空间与物质的关系，

使自外于物质的一切空间理念无法立足。同时恩

格斯从物质的运动变化去考察和说明空间与物质

的具体关联，并认定环社会之自然空间的可塑性

和变动性，以对空间之具体物性的论述，克服了

脱离物质运动的、静止不变的绝对空间论，并否

定了 “容器论”的消极空间理念，强调了空间与

物质运动之具体的、历史的相互规定性。这对于

爱因斯坦关于时、空形态依物质运动性状的变化

而变化的规律性发现，进而从哲学上为其相对论

的创立预留了思维的逻辑空间。反过来，爱因斯

坦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对于空间形态与物质运动

的内相洽性之证明，对于空间依物质运动速度、

引力场作用强度而变化之机制的揭示，又以自然

科学的事实确证了恩格斯空间辩证法的真理性。

二、空间的有限与无限

谈到恩格斯空间理念的辩证法，有一项重要

内容是不能忽略的，即关于空间的有限性与无限

性之辩证关系的思想。

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对 “时间和空间”

作了专题讨论，其关于空间有限与无限之关系的

辩证法叙事，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独具慧眼的深

刻洞察。他指出：一是 “世界在时间上
#

有开

端，在空间上
#

有终点”；二是宇宙 “无限性和

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

总是开头就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这种

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无限序列一

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

限的线。”①亦即空间有了端点，与其无限性意义

势成悖论；同时序列的线性无限延伸，更不符三

维空间的无限性。三是 “毫无目的和目标地测度

虚无缥缈的空间，也是一无所得”。②

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既是内容丰富、思维深

刻的，又是需要认真厘析、深入阐释的。首先，

恩格斯肯定了整个宇宙、自然界存在的永恒性和

无限性，它既无时间的开端，亦无空间的边际。

这不仅直接否定了上帝创世说的唯心主义观点，

也给将有限空间的识见移作无限空间的解释这样

一种形而上学观点以严厉批评。受到恩格斯严肃

批判的杜林，曾经把宇宙的运动归结机械运动、

归结为力。恩格斯从整个宇宙物质运动全体的无

限性和它的局部运动、个别运动形态的有限性关

系出发，指出杜林把有限空间的物质运动形式无

限放大的错误：“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它把

从本性来说是相对的、因而在同一时间始终只能

适用于一部分物质的那种状态，当做某种绝对的

东西而转移到宇宙。”③这种充满辩证智慧的批

判，完全被现代宇宙学研究的科学事实所证明。

宇宙学揭示出在宇宙总体中存在规模不等的中、

小宇宙，形成宇宙物质的不同结构和存在方式。

较大尺度的宇宙之结构、运动和演化模式，不是

小尺度宇宙天体系统的简单延伸。广义相对论表

明，宇宙中所有事件都具有一组确定的四维时空

坐标，对应于 “四维流形”中的一个代表点。任

两个代表点之间的联系可能是类时的，类光的，

或者类空的。若两个代表点之间的联系是类时

的，则它们之间可以存在因果关系；若两个代表

点之间的联系是类空的，则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

因果关系。宇宙中任何事件附近的时空性质都由

该处物质的分布所决定。④ 显然，在空间问题上，

把局部的、相对性的东西，当作全体的、绝对性

的东西推及整个宇宙，于逻辑上就是混淆了空间

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关系，它无法理解有限，更无

法理解和把握无限。

恩格斯提出了空间 “二次无限”的理念：

“和这些
$

被数学具体计量的物体———引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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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５４页，第５７
页，第６６页。

参阅樊军辉等编著： 《简明天文学教程》，北京：地质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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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比起来，地球的质量显得是无限大，而它也

就被地球上的力学当做无限大来看待。地球半径

等于无限大，这是考察落体定律时整个力学的原

则。但是，当我们所考察的是那些用天文望远镜

才能观察到的恒星系中的、必须以光年来计算的

距离时，不只是地球，而且整个太阳系以及其中

的各种距离，都又成为无限小了。这样，我们在

这里不仅有一次的无限，而且还有二次的无限，

我们的读者如果高兴的话，还可以用自己的想象

构造出无限空间的次数更高的无限。”① 宇宙空

间的总体、宏观、中观、微观结构及其内包的不

同层级宇宙之时空维数递变关系法则，确实被恩

格斯关于空间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思维，做出

了精准而真实的概括和原则性的诠释。

在恩格斯的空间意识中，对自然界总体宇宙

的无限性与人类 “可见宇宙”的有限性是有严格

区分的。他指出：“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

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

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时所用不着

的。此外，只有几百万个太阳中的一个太阳和这

个太阳系，才是我们的天文学研究的主要基

础。”②值得欣慰、值得肯定的是，恩格斯关于

“我们的”即可见宇宙和整个物质世界的大宇宙

之关系的认识论说明，既是对亚里士多德、牛顿

有关空间理论的时代性发挥，亦为当代天文学的

发现所证明，更为当代宇宙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

基础。

现代宇宙学自爱因斯坦开始，到美国的伽莫

夫，分别经历了爱因斯坦 “相对论宇宙学”、弗

里德曼 “大爆炸宇宙学”、哈勃 “膨胀宇宙学”、

伽莫夫 “热大爆炸宇宙学”等理论或宇宙模型的

演绎。这些现代宇宙学说，通过对可观察宇宙的

各类信息的收集、加工、研究，深化和扩展了对

宇宙的了解，并对 “不可见宇宙”进行了多方面

的推导。科学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人类观察难以

企及的整个大宇宙，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

中心亦无边缘的，它应当是由无限量的 “小宇

宙”构成。这些 “小宇宙”大小不等，如类星

体、星系、星系团和超星团等。人类所处的太阳

系，只是无数 “小宇宙”汪洋中的一粟。目前，

人类对宇宙观察的空间已延伸到 １００亿光年之
外。而这个可观察的宇宙，则是有发生起点的，

它源生于约１４０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若把观察
的尺度缩小到恩格斯当年所指的 “我们的宇

宙”———太阳系来分析问题，那么，这个小宇宙

更是有始有终、有边有际的，它是一个十分有限

的空间。现代科学发现表明，银河系约有 １０００
亿颗恒星，这远超出恩格斯所讲的几百万个太阳

数目；而且，人类对宇宙的探测也远远越出了小

小的太阳系。但恩格斯囿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

制，对银河系恒星数量猜测的失准性，并不妨碍

其致思路径的正确性。因为恩格斯把宇宙分为

“我们的”、有限的可见宇宙和当时科学不曾或今

后也难以企及的、无限的总体宇宙，是十分合理

的空间哲思。

在谈到对宇宙空间认识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关

系时，恩格斯还指出：“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

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运动也

就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只要认识到宇宙

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那就

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来……笛卡儿原理———宇宙

中存在的运动的量是永远一样的———只是在形式

上有缺点，即对无限大应用了有限的表达方

式。”③物质和运动，这样两个范畴，是对宇宙事

件的客观实在性和变化发展属性做出的最高抽象

概括，因而它们普遍适应于一切宇宙事件的说

明，其指谓的对象是绝对的、永恒的，因而是无

限的。但具体的物质形态及其运动方式，则是不

断转换的、有生有灭的、有限的。物质和运动的

无限性、绝对性，正是存在于各具体宇宙事件的

有限性、相对性之中，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恩

格斯正是从这种宇宙的时空统一性视度去解释空

间之有限与无限关系的，他指出 “诸宇宙在无限

时间内的永恒重复的先后相继，不过是无数宇宙

在无限空间内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④。这就

是说，宇宙空间的无边无际是与其时间的无始无

终联为一体的。然而，笛卡儿将时空无限的宇宙

总体问题以有限时空的方式加以表达，形式上有

缺陷，致思路径却是正确的。恩格斯曾经肯定了

从有限性的东西开始，去探索和理解无限性的东

西这样一种计数与致思的必要性。他说：“开端

和终点正象北极和南极一样必然是互相联系的，

如果略去终点，开端就正好成为终点，即序列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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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６１１—６１２页，
第５８０页，第４０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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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一个终点，反过来也一样……在数学上，

为了达到不确定的、无限的东西，必须从确定

的、有限的东西出发，所以一切数学的序列，正

的或负的，都必须从一开始，否则就无从计

算。”① 正是因为无限寓于有限之中，所以人类

也只能通过认识有限去不断地接近无限。正如恩

格斯说的 “进入我们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

象”，但人们能够通过有限对象的认识而达至无

限的知识境界。因为 “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

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

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

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

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

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是把许

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②在此，恩格

斯谈论的当然是如何从有限空间、有限宇宙现象

的认识，经过理性概括、科学综合而达到对其无

限多样性及永恒性、普遍性把握的辩证法。这种

“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与我们

所要进一步说明的，整个宇宙无限时空中的事物

能否被人类完全认识，是有严格区别的。因为后

者既无法全部进入人的认识视界，同时又不是人

类认识所触及的事物在空间中之同构、同态、同

性的广延和多样性的铺陈。

因此，在认识宇宙空间的各类事件过程中，

与宇宙事件之空间有限性和无限性相关涉的人类

认识之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决不是我们在课堂上

讲哲学原理所谈到的是因人的思维至上性和非至

上性那样一种辩证法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这种

思维能力的解释，在范围上只能应对人类面临的

有限世界，在时间上也只能适应于人类生命存活

的有限时期。原则上，它不能解决无限宇宙空间

及其各类事件给人类认识带来的无限性困难。

对于宇宙空间无限性问题之认识的不可企

及，科学告之我们，既不是人的思维能力问题，

也不是认识工具的功能问题。根据相对论，信息

的传播速度有限，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发

生宇宙膨胀的情况下，对来自距离非常遥远之区

域的信息，人类将只能收到很小部分，其他大部

分的信息将永远无法传播到我们的区域，永远被

隔在人类的 “可见宇宙”之视界外。这一相对于

人类空间视域的盲区，是由物质运动及其时空结

构本身造成的，因而是人类认识难以超越的。

在宇宙学的论争中，对于 “我们能否观测到

退行速度大于光速的星系”这个问题，目前大多

数学者的回答是：“不能，因为这些星系处在我

们的视界之外。”这一 “视界”问题，源于任何

信息的传递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的限制。根据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在暴涨时期宇宙中存在

着微小的量子热涨落，随着暴涨这些涨落被放大

到宇观尺度，这就成了当今宇宙中所有结构的种

子。如果暴涨的确发生过，宇宙空间中的大片区

域将因指数膨胀而完全处于我们可观测的视界范

围以外。科学观测发现，宇宙加速膨胀之后，现

今可观测的宇宙越来越多的部分将膨胀到人类视

界以外而同我们失去联系，最终成为无法认识的

世界。与此同时，宇宙学家们认为宇宙的未来存

在有两种图景：如果宇宙能量密度超过临界密

度，宇宙会在膨胀到最大体积之后坍缩，在坍缩

过程中，宇宙的密度和温度都会再次升高，最后

终结于同大爆炸开始相似的状态———即大挤压状

态。相反，如果宇宙能量密度等于或者小于临界

密度，膨胀会逐渐减速，但永远不会停止。恒星

形成会因各个星系中的星际气体都被逐渐消耗而

最终停止；恒星演化最终导致只剩下白矮星、中

子星和黑洞。这些致密星体彼此的碰撞，会相当

缓慢地导致质量聚集而陆续产生更大的黑洞。宇

宙的平均温度会渐近地趋于绝对零度，从而达到

所谓大冻结。此外，倘若质子真的极不稳定，重

子物质最终也会全部消失，宇宙中只留下辐射和

黑洞，而黑洞也会因霍金辐射而全部蒸发。宇宙

的熵将增加到极点，以至再也不会有自组织的能

量形式产生，致使宇宙 “热寂”。宇宙不断加速

膨胀，宇宙正在解体。人们推断，宇宙的寿命约

在１０的１９６次方年。因此，即使是在可见宇宙
中，弱小的人类也无法穷尽对所有问题的观察和

认识。宇宙解体的末日，人类在哪里呢？这是靠

盲目自信的勇气不能自我圆场的。有限的人类面

对无限的宇宙空间，其对空间的认识总是有力所

不及的空场。这从认识和诠释的方法论上，要求

人们正确处理宇宙空间之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

系，进而也正确处理人类对宇宙空间事件认识之

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在这方面，恩格斯的空

间理念及其认识论方法，不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

深蕴启发意义的哲学致思之路。

（责任编辑　林　中）

７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５６页，第５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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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范畴的审美性和历史性意蕴


———卢卡奇行动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解析

王浩斌　王　巍

【摘要】“实践”是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具有特殊意义的范畴，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卢卡奇

所提出的 “行动”概念上。卢卡奇的 “行动”概念主要是针对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而提出的。他为了解

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借助费希特的行动哲学思想，从理智直观、艺术审美性和历史性来阐述 “行动”概念的内

涵。理智直观是卢卡奇与费希特行动概念的相通之处；而审美性和历史性则是卢卡奇行动概念的独创之处。遗憾的是，

卢卡奇的 “行动”概念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因此最终走向了乌托邦主义。只有马克思的

实践概念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仅仅强调批判，更是强调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与

把握，是革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关键词】卢卡奇；实践；行动；费希特；审美性；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０８－０８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卢卡奇
在其 《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许多核心

概念都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

逻辑，如总体性、阶级意识、历史等，国内学界

对此进行了许多深入的讨论。不过，从德国古典

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被学界所关注到的概

念可能都不如 “实践”概念来得重要；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说 “实践”概念是卢卡奇 《历史与阶

级意识》一书运思的思想基础。然而，这一重要

的 “实践”概念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原因可

能是因为卢卡奇本人对其所提出的实践概念进行

了自我批判。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

中，卢卡奇说道：“我对书中的核心概念———实

践———的理解，它遭到歪曲，并变得狭隘了。在

这一问题上，我同样想把马克思作为出发点，企

图把他的概念从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歪曲中解放

出来，并使它们适应当前伟大革命高潮的需要。

当时我首先确信的是：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思

想的纯粹直观性质。因此，在这本书中，革命的

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与其说它符合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

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

主义。”①此外，国内学术界虽有部分学者注意到

了卢卡奇对实践概念的这一阐述；然而，由于国

内学者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角度来解读实践概念，

过于强调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来源，这就遮蔽了

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即费希特的行

动哲学，尤其是严重忽视了费希特的行动概念与

卢卡奇实践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而不能准确地把

握住卢卡奇的思想特质。在德国古典哲学史上，

费希特或许可以说是一个带有悲剧性色彩的人

物，他生在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前有康德、后

有黑格尔，他们的耀眼光芒遮盖住了费希特的思

想魅力，导致他对卢卡奇的影响没有在西方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受到应有重视，本文拟从这一

视角展开分析。

一、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卢卡奇行动

概念的德国古典哲学背景

　　国内学界对卢卡奇实践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两
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肯定卢卡奇实践概念的科

学性，认为卢卡奇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的实践概

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卢卡奇的实践概念是对马

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资本论》手稿的经济学哲学思想新探”（１１ＣＺＸ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浩斌，（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　巍，（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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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实践哲学的科学表达。这种观点的问题在

于，无法清晰地界定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实践问题上的理论边界。第二种观点是批判卢卡

奇的实践概念，认为它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具

有理论的局限性，无法真正回到马克思的实践概

念。这一观点对我们深入理解卢卡奇的哲学思想

具有启发意义。然而，这一观点由于仅局限于从

黑格尔哲学的视角来解读卢卡奇思想，导致其分

析不充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由于过于

强调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来源，从而遮蔽了他思

想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即费希特的行动哲

学。

在外国学者当中，美国学者汤姆·洛克莫尔

曾注意到了卢卡奇与费希特之间的关系。他在

《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吗？》指出，“在卢

卡奇看来，费希特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主客体

统一的论证表达得相当清楚，依照其论证，费希

特将这种主客体的统一定位于精神能动，但事实

上这种主客体的统一是由无产阶级的行动来实现

的”①。不过，洛克莫尔把卢卡奇理解成费希特

主义者，则是在另一个理论维度上走得太远了，

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倒退到德国古典哲学

的理论境域中，从而忽视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对

德国古典哲学所产生的变革性，也忽视了恩格斯

所指认的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问

题。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从什么角度来

如何理解和把握卢卡奇的实践概念问题。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界的这些理论观点，只

是抓住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环节———或者是

黑格尔，或者是费希特，而缺乏从德国古典哲学

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整体思想史线索对卢卡奇

的实践概念进行全面的把握。在此，本文选取四

个关键性的理论节点———康德、费希特、黑格

尔、马克思———对该问题进行阐述。贯穿其中的

核心问题则是康德哲学中所提出的自由与必然的

冲突问题。

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 “二律背

反”的第三组命题中对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给

予了系统的阐述。其正题是：“按照自然律的因

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惟

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

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反题是：“没有什么自

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而

发生的”。② 也就是说，人在物自体领域拥有自

由，而在现象界则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那么，

面对自由与必然的冲突时，人的行动该呈现何种

状态呢？

康德认为，人的行动在现象界和物自体领域

呈现为 “两种实践”③ 状态。一是在现象界，人

的行动是技术地实践活动。所以，人的行动是受

到自然因果规律的制约，呈现机械的状态，人没

有自由的行动。二是在物自体领域，人的行动是

道德地实践活动。由于 “道德地实践的各种规范

完全建立在自由的概念上，完全排除来自自然方

面的意志的规定，则构成了各种规范中的一种完

全特殊的样式”④，所以人的行动不受必然规律

的制约，是自由的、无条件的、应该的行动。也

就是说，在物自体领域，对人的行动起规范作用

的已经不是自然法则了，而是实践理性中普遍有

效的、无条件的实践原理。人只有服从了实践理

性中最高的绝对命令即 “善良意志”，他的行动

才能获得自由。因为 “善良意志”是自由行动的

价值源泉，与此同时，它也是主体先天所具有

的。这就表明了，在实践领域一旦主体为自身立

法，他的行动就遵从了自身的法则，那么主体行

动就是自由的了，主体成为了自己的主宰者。由

此可知，主体的自由行动来自主体内部，是由主

体的意愿决定的，而不是外在的规定。上述两种

实践活动，虽然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自身的合理

性，都具有说服力，但是却很难统一起来，正如

卢卡奇所说，“康德在哲学上的伟大就在于，在

这两种情况下，他不是随心所欲地、独断主义地

决定沿着哪个方向前进，从而掩盖问题的不可解

决，而是坦率地、不折不扣地突出了问题的不可

９

①

②

③

④

［美］汤姆·洛克莫尔：《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

吗？》，张梅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７２
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７４页。
“两种实践”即技术地实践活动和道德地实践活动，引

自俞吾金：《一个被遮蔽了的 “康德问题”———康德对 “两种实

践”的区分及其当代意义》，《复旦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Ｉ．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Ｕｒｔｅｉｌｓｋｒａｆ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９，

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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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①。由此可见，“二律背反是古典哲学的第

一个高峰，是通向后来发展的出发点”②，也就

是说，人很难摆脱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所

以，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如何摆脱自由与必然的冲

突问题成为康德之后的哲学家所要思考的哲学问

题。

面对康德的哲学问题，黑格尔和费希特都给

出了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黑格尔主要通过主客

体统一辩证法来解决康德的 “二律背反”问题。

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着问题。在 《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在认同黑格尔的同时，

就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通过主客体统一辩证法解决

“二律背反”时存在的理论问题。一是卢卡奇认

为，虽然黑格尔的主客体统一辩证法存在着解决

自由与必然冲突的方案，但是最终 “误入了概念

神话的找不到出路的迷宫”③，走向了概念辩证

形而上学体系，具有浓厚的泛逻辑主义色彩。也

就是说，黑格尔主客体统一辩证法虽然包含现实

具体的内容，但是它只是对现实对象的概念的、

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具有浓厚的逻辑先在性、

超感性、超历史性，缺乏对现实具体的、生动的

把握，究其根本是概念的自我运动。二是卢卡奇

认为，“黑格尔哲学已不可能在历史本身之中发

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它被迫超越历

史，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自我发现的理性王国。

然后从这个理性王国出发，把历史把握为阶段，

把出路把握为 ‘理性的狡黠’”④。黑格尔主客体

统一的辩证法是脱离现实社会历史条件的，只存

在于彼岸世界，其最终的出路是 “理性狡黠”。

实际上，黑格尔想通过 “理性狡黠”告诉我们：

理性是支配整个宇宙万物和人的历史活动的绝对

力量，历史的运动发展是服从于理性的，是在理

性的支配下向前运动的。具体表现为，在冥冥之

中，理性将它自己的目的和意图施加到某个特殊

的存在者身上，理性通过这个特殊的存在者将自

己外化。这是对理性的地位和作用做了过渡的诠

释———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无所不能的上

帝，这导致黑格尔陷入了 “泛理性主义” （ｐａ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泥淖中。

由此可知，卢卡奇意识到，当黑格尔的主客

体统一辩证法陷入概念辩证形而上学和走向 “理

性狡黠”时，就注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由与必

然的冲突问题。因此，当卢卡奇面对德国古典哲

学的理论困境时，他并没有停下思考的步伐，最

终在费希特的 “知识学”中找到了解决康德哲学

中自由与必然冲突问题的最优方案。因为，在费

希特的代表作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他通过

提出知识学的三条基本原理来克服康德哲学中的

二元对立，特别是在其第三条基本原理 “自我在

自身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以与一个可分割的

自我相对立”⑤ 中，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的

对立最终达到了统一。那么，能够保证费希特知

识学中主客体统一的基本根据是什么呢？这个根

据就是 “本原行动” （Ｔａｔｈａｎｄｌｕｎｇ）。费希特指
出：“本原行动是一切思维与行动的本原，是绝

对能动的自我，因而也是主客统一体，而把握这

样的本原行动只能是人的理智直观。”⑥ 这一理

论指认与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到的

“要由行动 （Ｔｈａｔ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来证明和指出的主体
和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事实上，在

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产的历史的统一中得到

了实现，并找到了自己的基础”⑦是一脉相承的。

上述思想史梳理表明，在实践概念上，卢卡

奇并不仅仅是从黑格尔的角度来阐释实践概念，

他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阐释，即从费希特行动

哲学的角度来阐释实践概念。对于更强调主体性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而言，从费希特

行动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卢卡奇的哲学思想，更能

够洞悉卢卡奇的理论走向。既然康德哲学中的二

律背反是在费希特知识学第三条原理中解决的，

而第三条原理的理论根据又是 “本原行动”概

念。那么，“本原行动”概念具有什么因素使得

它能够弥合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冲突问题呢？

第一，费希特认为，本原行动是主体纯粹自

我意识的活动，而自我意识的活动中最为重要的

因素是理性。在 《伦理学体系》一书中，费希特

明确指出：“理性不是一种特定存在和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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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⑤

⑥

②③④⑦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

译，第２１２页，第２１３页，第２２８页，第 ２２９页，第 ２２７—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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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费希特：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ⅶ页。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６卷，张慎主编，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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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而是行动，是真正的、纯粹的行动。”①

也就是说，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理性即行动，

行动即理性，二者是同一的。由于 “理性的本质

特征在于，行动者和受动者是同一个东西”②，

所以在理性的统摄下，主体和客体最终统一在一

起了。那我们进一步追问，理性是靠什么将主客

体统一起来的呢？费希特告诉我们，理性是依靠

它自身的直观能力将主客体统一起来的，“理性

直观它自身；它之所以能这样做，并且在这样

做，恰恰是因为它是理性”③。理智直观是人所

有意识活动的出发点，“理智直观对所有哲学来

说都是唯一的、牢靠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

就能解释意识中发生的一切”④。由此可见，理

智直观是自我体察自身的本能活动，是对自身生

命的静观和把握，它以自我本身为对象，当自我

通过反观自己的内心，真实的自我才能被发现，

主体才能把握到真实的自我存在，这时主客体才

能达到真正的统一。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理智

直观是对于自我返回自身的行动的直觉，对行动

的直观不同于对感性存在的直观，它所直观的不

是经验世界中的客观事物，而是对自我的绝对的

能动性或本原行动的直接意识，行动是与僵硬的

存在相对立而得到解释的，它是我由以得知某物

的东西。最后，理智直观是以自我自身的本原行

动为对象的，直观者与直观对象是同一个东西，

具有同样的力量和本质，二者处在一种不言而喻

的直接同一性中，是一种当下了悟。”⑤ 也就是

说，主体的生命力量源自于人的自我内心，主体

对自我内心的静观成为主体生命力量的源泉，构

成了改变世界的内在驱动力。由此可知，费希特

的本原行动概念是其哲学理论的核心并且深深地

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例如，“理性就是行动”

这一费希特知识学的理论特质则在卢卡奇的行动

概念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第二，费希特一方面认为理智直观是理性的

本质性规定，另一方面他又赋予理性以艺术审美

的内涵。艺术审美是理性所达到的另一种境界，

是自我理解自身的直观活动，艺术审美 “把这个

世界看做是由我们所创造的……它是它自身内在

力量的产物；这样人们便把它看做是充实的，有

生命的。这方面的考察是美学的考察”⑥。在艺

术审美中，自由与必然达成了和解，“艺术不是

思、不是情而是融贯了人类所有主体要素和能力

的对象化活动，它既合规律又合目的、既有心灵

又有技术、既特殊而又普遍，是符合人类主观意

义又适应客观社会规则的动态生存方式———真正

的艺术必是一种文化技艺”⑦。由此可知，艺术

审美是源自于自我内心的活动，是自我返求诸己

的活动。艺术审美使自我脱离非我的规定，让自

我独立自主地站立起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费

希特所说艺术审美中 “自我的内心活动”是主体

先天所具有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依靠后天的教

育能够培养出来的，它是人的先天本质与后天努

力的全面体现。任何的教育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束

缚主体天赋的发展，都会扼杀主体天生所具有的

创造力。费希特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已经暗示了精

英主义的立场，它与马克思所强调的代表普罗大

众的无产阶级立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西方马克

思主义在其理论思潮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远离大

众、躲到象牙塔之中，与费希特所暗示的精英主

义立场不无关系！卢卡奇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

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也使得他的行动概念具有

了浓厚的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浪漫主义气息，

也正是如此，使得卢卡奇的哲学思想引领了西方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进方向。

综上所述，费希特从理性的理智直观和艺术

审美两个不同的方面诠释了 “本原行动”概念的

理论特质。当费希特的 “本原行动”具有了理智

直观和艺术审美的特点时，它便具有了强烈的意

志主义和浪漫主义因素，倍受德国浪漫主义和人

本主义思潮的青睐，也深深地影响了卢卡奇的

“行动”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卢卡奇的

“行动”概念与费希特的 “本原行动”概念是一

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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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文：《费希特美学的现代性理解》， 《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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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美与历史：

卢卡奇行动概念的独特内涵

　　面对德国古典哲学中对康德哲学问题的复杂
争论，卢卡奇主要通过借助费希特的行动哲学来

解决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并基于

费希特的行动哲学思想发展出具有马克思实践哲

学意蕴的 “行动”① （Ｔｈａｔ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概念。它既
有与费希特行动哲学的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独

创之处：相通之处体现在行动概念具有理智直观

的特点；独创之处则体现在行动概念具有审美性

和历史性的内涵。卢卡奇实践概念的独特内涵

———审美性与历史性，成为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一个鲜明理论特点。

卢卡奇的行动概念与费希特行动哲学的相通

之处主要体现在：行动概念具有理智直观的内

涵，因为费希特和卢卡奇都认为自由与必然的冲

突在主体的理智直观活动中得到了消解，获得了

统一。在卢卡奇的哲学思想中，理智直观具体体

现在主体具有自觉性和反思性两个方面。卢卡奇

每每谈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都认为主体的自

觉意志是无产阶级行动能够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

素，因为 “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把人类

从即将来临的灾祸中解放出来。换言之，当资本

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与此相

关的人类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

熟，也就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意识”②。也就是

说，无产阶级要想改变既有的社会历史结构，如

果仅仅依赖于客观经济的向前发展来获取无产阶

级革命的胜利，而不将 “阶级斗争的经济必然性

提高为自觉的愿望，提高为有积极作用的阶级意

识”③，那么无产阶级最后将被资本主义彻底收

编。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

就必须 “把决定发展命运的权力交给了人的自觉

行动”④，只有当经济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行动

的自觉性合二为一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获

得胜利。理智直观除了具有自觉性的内涵，还具

有反思性的特点。主体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既

能够认识真实的自我，又可以把握真实的社会结

构。也就是说，自我反思是自我意识的沉思活

动，是人的主观内省活动，它要求主体回归自

我，关注自我的本心。在回归自我，关注自我本

心的过程中，一个纯粹的自我才能够得以展现出

来。当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之时，主体依靠自己

的先天直观能力透过虚假的现象去把握真实的社

会存在。也就是说，当无产阶级不断地反思自己

的行动，它才能不断地认识到真实的自我存在，

它才能依靠他的先天直观能力，透过资本主义物

化社会的层层迷雾，真实透彻地把握资本主义社

会。正如卢卡奇所说：“无产阶级不能害怕自我

批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给它带来胜利，因此，

自我批评必然是它的生命因素。”⑤理智直观的自

觉性和反思性连接着主体的内部自由世界与外部

的必然世界。当主体的内部自由世界与外部的必

然世界合二为一的时候，无产阶级的生命力量就

会被源源不断地被激发出来，从而让整个社会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卢卡奇通过用行动的理智直观内涵弥合了

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后，他在此基础上又赋予了

“行动”概念以审美性和历史性的独特内涵。当

行动具有了审美性和历史性的内涵时，卢卡奇的

哲学思想的二元分立状态就愈加明显了，即他的

行动概念既具有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外壳，又添加

了浓厚的浪漫主义因素。卢卡奇行动概念的审美

性与历史性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卢卡奇认为，当主体通过对艺术作品

进行鉴赏和创造活动时，横在主体面前的自由与

必然不可逾越的深渊消失了，因为 “艺术作品的

内在完善能够掩盖横在这里的深渊”⑥。也就是

说，当主体进行艺术审美活时，主体就摆脱了自

由与必然的冲突。那么，艺术审美活动是如何使

得主体摆脱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呢？卢卡奇认

为，由于艺术审美具有方法论功能和世界观原

则，所以它才能弥合自由与必然的冲突。

一是艺术审美活动具有沟通物自体世界和现

象界的方法论功能，这其中主体的自我意识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费希特也曾提纲挈领地谈到

过应该赋予这个原则的方法论功能：艺术 ‘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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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的行动概念是他针对实践范畴的审美性和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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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立场变成为普通的立场’，这就是说，在先

验哲学中只是一种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的问题的假

设的东西，在艺术中以完善的状态存在着。艺术

证明了，先验哲学的这种要求必然来自人的意识

结构，这种要求必然根植于这种结构中。”①

二是艺术审美活动能够重新建构主体的世界

观，主体在其指导下不断地摆脱近代西方传统哲

学中机械化的、科学化的、实证化的思维方式，

最终把握到整个社会的本质。因为纯粹的艺术审

美是非实证主义的、艺术化的、创造性的活动，

它将主体置身于一种纯粹美学的境界。当主体进

入到艺术审美境界时，主体就如同艺术家对世界

的观察那样，通过一种纯粹的直观把握真实的客

观社会结构。也是就是说，艺术审美活动能够使

主体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即人类要想认识世界的

根本途径是纯粹的审美直观。诚如卢卡奇所言：

“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指出造成这些问

题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个社会历史根源赋予美

学，即关于艺术的意识，以一种世界观性质的意

义，这种意义是以前的艺术发展阶段从未能拥有

过的……这一时代的艺术原则获得了体系理论

的、世界观性质的意义。”②

卢卡奇意识到，艺术审美的方法论功能和世

界观原则的核心内涵是主体自我意识的活动。因

为，只有在艺术审美活动中充分发挥主体的自我

意识活动才会有效地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

题，“只有当主体 （意识、思维）同时既是辩证

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只有当主体因此在一个

由它自己创造的、它本身就是其意识形式的世界

中运动，而且这个世界同时以完全客观的形式把

自己强加给它的时候，辩证法的问题及随之而来

的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对

立的扬弃的问题才可以被看作是解决了”③。在

艺术审美活动中，主体将自我意识中的渴望和追

求发挥到极致，主体通过主观的努力才能领悟到

自身存在的意义和认识真实的社会存在。艺术审

美活动的主体是对客观世界的建构不是一种反映

式的接受性直观，而是先天直观。当主体对客观

世界进行主体创造性建构的艺术审美活动时，人

和世界存在的意义才得以彰显。然而，当卢卡奇

“行动”概念具有了浓厚的艺术审美内涵，其浪

漫主义色彩也就更加浓郁了———从某种意义上

说，艺术审美是一种双刃剑，它既可能直观地把

握世界，也可能陷入乌托邦的浪漫主义幻想。

第二，卢卡奇认为，行动就是历史，历史就

是行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

另一方面又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

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

化”④。自由与必然的冲突也在主体的历史性行

动中得到了弥合。那么，主体的历史性行动是如

何弥合了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呢？在这一点

上，卢卡奇主要是通过对无产阶级历史性行动的

未来指向性和自由性的阐释来回答上述问题。那

么，什么是无产阶级历史性行动的未来指向性和

自由性呢？

首先，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历史性行动的未

来指向性是指其对既有物化社会结构的改造并在

此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说，无

产阶级行动是要 “摒弃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

性和非生产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

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

的，因而也必定是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⑤。回

顾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变化和流动是其

永恒的主题，诚如卢卡奇所言，“历史的本质恰

恰在于那些结构形式的变化”⑥。也就是说，人

类社会历史总是从一个瞬间推进到另一个瞬间，

从过去推到现在进而推进到未来。当人类社会步

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人受必然性的统治越来越深

的时候，无产阶级承担起了解放人类，争取自由

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渴望打破既有的社会存

在，渴望创造一个自由与必然和谐统一的未来社

会，以 “过程的名义对现在采取行动”⑦。当无

产阶级开始对未来社会进行创造的时候，他们需

要依靠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改变着既有的社会存

在。具体体现在，无产阶级要通过阶级内部个人

之间的联合，组成一个强大的有机整体，在这个

整体中，无数个人将自己的意志汇聚成一股巨大

的意志之流。在意志之流的引领下，无产阶级开

始对未来社会进行创造。当无产阶级开始对未来

社会进行创造性的行动时，他们就在自身中体验

到了创造的力量。无产阶级在创造中不断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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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自身，在发展壮大自己中学会创造。无产阶

级的使命就是在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限地去

接近这一目标。真正的行动是不断地创造和变

化。在创造和变化中，行动与灵魂深处的自我达

到同一，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的存在方式。创造的

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无数次的自

我努力才能实现。

其次，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行动是

自由的行动，“自由———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家所

理解的那样———是实际的东西，是一种活动”①。

无产阶级在进行历史性行动时，首要就要求无产

阶级能够自由的行动，自由的行动是指无产阶级

能够按照自己的主见来做事情，其具体体现在无

产阶级能够摆脱外在的各种羁绊和束缚，把主体

内在的自我灵魂释放出来，不断创造纯粹自我的

过程。当无产阶级挖掘自我的本心和把握真实的

自我存在时，“靠这种内在的信念”②才能真正领

悟到客观世界的本质，从而进行自由的行动和创

造。这种内在的信念体现在阶级意识上：“阶级

意识的能动和实践特征是直接影响所有个人具体

行动的原则，另一方面，它在同时又是有意识地

参与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③也就是说，无产阶

级只有具有真正的阶级意识，在真正把握自己

时，他的行动才具有真正的自由性。自由的行动

的内在动力是源自于主体的生命，并以主体的生

命为中心向外喷发出巨大的能量。由此可见，主

体的生命中充满了内在冲力和无限激情，这种巨

大的、无限的力量使得无产阶级征服和改造整个

世界。总而言之，在无产阶级历史性行动的过程

中，无产阶级的自由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确立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

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立场；客观的经

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

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

自身的自由的行动”④。因为，无产阶级的自由

行动更意味着是一种创造性行动，是一系列相互

链接和相互渗透的创造性行动，它能够打破既有

的历史存在状态和进程，“历史正是在于，任何

固定化都会沦为幻想：历史恰恰就是人的具体生

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的历史”⑤。

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卢卡奇

行动概念的反思

　　以上分析表明，卢卡奇的 “行动”概念通过

充分发挥主体的自觉性和反思性，以及培养人的

艺术审美境界和提倡人的自由性和创造性来建构

具有灵魂性的革命主体。在革命战争年代，无产

阶级这些宝贵的品格是不可或缺的，这可谓是卢

卡奇行动概念的精深之处。但遗憾的是，卢卡奇

的 “行动”概念过于强调自我意识和艺术审美的

内涵，忽视了对无产阶级行动所需要的具体的、

历史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剖析，尤其是忽视了对资

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方式的解剖，这也构成整个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重大理论缺陷。

如果行动最终只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艺术审美

的内涵，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停留在革命浪漫

主义色彩的冥想之中，只能立足于软弱无力的文

化批判之上，革命最终将在血淋淋的现实教训中

走向破产。因此，当哲学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当

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时，哲学的目光不能仅仅停

留在审美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只是一种

“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当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

没有革命的行动；然而，这种理论不是审美，不

是哲学，而是对社会的解剖，是实事求是的社会

调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当马克思的哲学革

命发生之后，哲学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就是对资

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

马克思哲学革命以及他的实践哲学 （实践

的、历史的唯物主义⑥）告诉我们：只有 “从实

证的现实科学研究中才能引发出来的新的现实批

判张力！”⑦ 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当中。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

的实践概念摆脱了审美意蕴下的沉思和冥想以及

形而上学的抽象，摆脱了对资本主义外在的哲学

批判，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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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质关系即经

济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关系与阶级关系，也就

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以卢卡奇所

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则远离了现实政治经

济关系的分析，甚至远离了现实的阶级关系，而

只是着眼于阶级意识———从 “思维与存在关系”

的哲学角度来说，这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视域从存在转向了思维。也就是说，卢卡奇的行

动概念只是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

上，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已经摆脱了对资本主

义外在的哲学批判，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

产领域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科学的

解剖。

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 （即政治与文化公共

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也是第二国际

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创

始人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认为上层建筑的作用。恩

格斯的说法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

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

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

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

模型，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

论和实践上的破产。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

经济矛盾的淡化，“经济决定论”作为第二国际

对马克思主义的 “正宗”解释，早已声名狼藉。

作为对 “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反思与理论反拔，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关注点上必然要走向了经

济问题的对立面———文化与上层建筑。因此，他

们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解必然也是从客观性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走向强调审美内涵的主体

性逻辑。这也是卢卡奇在实践问题上走向费希特

行动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内部因素。

此外，在２０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
于资本的输出与垄断，国内的经济问题可以外部

化———转移到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阶级

斗争被民族冲突所掩盖，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已

取代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

新形式。这是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层面来分析。就

国内斗争而言，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领

域也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主战场，而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则凸现出来并加剧。卢卡奇

因此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

地们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

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

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

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

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

的支柱。”① 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

上，强调不仅关注经济方面，更要关注文化政治

与意识形态的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

由此勃兴。

在此，需要关注到的问题是，在１９世纪７０
年代的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之后，马克思就开始把

目光转向东方社会，开始关注殖民地问题，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有关于全球化的课题，

但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深入系统地探讨这一问题。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的

全球化对欧洲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于是单纯

地把欧洲革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问

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思路的局限性所

在。这就使得卢卡奇只能通过激活 “行动”概念

的审美内涵并且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思考革

命的问题。这一历史与理论教训提示我们：虽然

“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虽

然革命需要勇气与决心；但革命者在行动过程中

的理智直观、自我理解以及审美意识，实际上都

是要建立在对现实实践———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之上。这正是马克思实践

内涵的深刻与精妙之处！

由于从政治经济学走向哲学、从存在走向思

维，卢卡奇的思想之路正好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

历史相反，即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倒退到马克思早年的哲学思考之中———这也

是卢卡奇的思想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时期的青年马克思更为接近的原因。当然，需要

指出的是，虽说卢卡奇的 “行动”概念最终偏离

了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但是这种偏离是一种深

刻的偏离：正是由于卢卡奇从审美和直觉的层面

来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行了一种虽然片面但又

十分独特和深刻的解读，使他成为了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开山鼻祖，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

与文化上取得了不俗的理论成就。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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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思想移居

———以概念史为视角


侯小丰

【摘要】自由，生发于社会，演绎于概念，它以思想移居的方式构筑了自身的历史。社会史与概念史交织的每一个时

段都以思想驿站的方式标度着人类对自由的领悟水平。以概念史观之，在希腊城邦民主制的鼎盛时期，自由的概念是

缺位的。希腊化时期，自由从人类的存在方式第一次变成为人类反思的对象，自由的概念史才开始其观念的里程。从

发轫于伊壁鸠鲁哲学和斯多葛哲学的对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最初觉解，到近代社会形而上学自由观的确立，自由的

概念一经生成，便乘着逻辑的翅膀飞升出一条相对独立的精神轨迹。而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批判所创立的 “历史科

学”则为自由概念史开拓出 “社会现实”这一新的思想栖居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际上就是一次自由

的思想移居，它并不是自由自身发展的断裂，而是关于自由的一个新的理论视域的开启，是自由从思辨理性向实践理

性的转向。

【关键词】自由；思想移居；古希腊；概念史；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１６－０９

　　自由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人类文明最伟大的
成就就是从人的内在规定性中发现了自由意志，

从此人因为自由而挺立于世间并获得尊重。自

由，生发于社会，演绎于概念，它以思想移居的

方式构筑了自身的历史。社会史与概念史交织的

每一个时段都以思想驿站的方式标度着人类对自

由的领悟水平。以概念史观之，在希腊城邦民主

制的鼎盛时期，自由的概念是缺位的。换言之，

自由的存在先于自由的概念，如同黑格尔的逻辑

学所呈现的一样，只有当自由的此在存在转化为

对象化的存在之后，自由的本质逐渐显露，自由

的概念史才开始其观念的里程。希腊化时期，希

腊世界的不幸成就了自由的概念史。希腊黄金时

期之后希腊公民的光荣和尊严不再，自由之于城

邦生活渐行渐远，直到成为人们追思的对象，作

为概念史的自由方始拉开帷幕。其标志是自由从

人类的存在方式第一次变成为人类反思的对象，

表现为作为现代自由确立之前提的自我意识和个

人主义意识第一次得到觉解。它们散见于伊壁鸠

鲁哲学和斯多葛哲学中。而自由的概念一旦生

成，便乘着逻辑的翅膀飞升出一条相对独立的精

神轨迹。卢梭把自由作为普遍意志的原则提升为

哲学问题，康德把自由意志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则

确立在道德领域，黑格尔把包含私人生活的伦理

世界纳入哲学形而上学的视野，使自由的概念获

得了现实性内容，马克思把社会现实具体化为人

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从而把政治经济学提升为哲

学的内容，他们都历史性地扩展了自由的视域，

同时也改变了自由的问题域。也就是说，自由的

概念史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成长、自我价值认同形

成的曲折过程。正因为如此，自由的诉求并不以

自由概念自身的圆满为圭臬，而是以人的尊严和

价值的无限发掘和最大程度的实现为旨归。如果

说德国古典哲学完成了形而上学自由概念的形式

的完满，那么马克思则通过其 “历史科学”的建

立拓展了自由的视域，给出了现实自由之可能性

的实践道路，从而结束了意识哲学关于自由的纯

粹精神遨游，实现了自由从概念史到社会现实的

思想移居。

一、形而上学自由概念的确立

从笛卡尔把自我意识作为思维的主观性原则

到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然权利的假说，自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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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思想移居

史在经验领域发展到一个顶峰。作为启蒙思想家

中的另类，卢梭在其特立独行的精神漫游中，不

仅追问了自由的存在根据而且追问了现存文明对

于自由的合法性，这样一来，特殊的、个体经验

性的自由意志便过渡到了自由的普遍形式，从而

把自由提升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康德以道德良

知为基础把自由意志作为绝对命令在主观形式领

域确立下来。黑格尔不满意于康德纯粹抽象的道

德自律的空洞性，在区分了道德与伦理的前提

下，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作为实体性内容充

实到自由的概念之中，最终以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确立了自由的客观形式。至此，自由的概念史发

展到顶点。

（一）自由概念的经验演绎

经过中世纪蓝色迷雾的千年遮蔽，当自由作

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普遍意识开始觉醒时，自

由概念史方始复活。之所以说它是一种复活，是

因为它不是先要独创一些新的概念，而是直接从

由文艺复兴所复活的希腊哲学和文化中去寻找现

成的理论资源。只不过这不是简单的借尸还魂，

而是把新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由的历史概念中

去，给予天赋权利、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等概念

以全新的解释。

对自由概念史的复活具有解放意义的是笛卡

尔的普遍怀疑，它以精神的独立和意志的自由确

立了思维的主观性原则，从而冲破了中世纪以来

传统和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一部 《形而上学

的沉思》，首先把独立思考着的人置于精神自由

的广阔空间，把精神的意愿，也就是意志的自由

置于思辨的风口浪尖上，而之前傲视众生的先哲

教诲和神谕训诫却被搁置一边，精神向着自己的

内心而思，从而获得存在的根据和意义。在笛卡

尔那里，清楚明白的知识不单要诉诸于推理，更

要借助于理性的直觉和想象，而后者正是意志自

由的体现。虽然笛卡尔以 “我思”确立了思维的

主观性原则，但其中所彰显出的意志自由还不是

普遍意志，它从属于思维着的个体，是自由精神

向着未知、向着不确定性求索的一种开放的意

向。笛卡尔哲学以理性主义的方式表达了近代社

会的个人主义意识。单就自由而言，笛卡尔的这

种自觉的 “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仅仅是一个抽

象的哲学思维的原则而已。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并

赋予现实历史内容的应当是把自由诠释为 “天赋

权利”的社会契约论。

就在笛卡尔去世的第二年，１６５１年霍布斯
出版了全面表达其政治社会观点的著作 《利维

坦》。霍布斯不是从宗教而是从经验和理性中引

出国家。他将国家视为 “人造的物体”，力图通

过对人性的分析找到最适合的国家形式。而由于

人的自私、贪婪的本性使得其原初状态———自然

状态，只能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摆

脱人人自危的状态，人们只好接受与人的意志行

为有关的自然法的指引，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

即自然状态下人人持有的自由，组成社会共同

体，亦即公民社会。尽管在各种治理形式中霍布

斯选择了君主制，但是他适时地表达了法律至上

的现代民主政治观点，要求君主和臣民共同遵守

契约，没有人凌驾于契约的法律约定之上，臣民

的自由也仅仅是契约自由。不仅如此，霍布斯还

框定了世俗社会与基督教权利的边界。他认为统

治权是国家的灵魂，因此在公民社会，国家的治

理必须由世俗权力来实施，教权只应从事信仰和

教化的事务。

与霍布斯不同，洛克的自然状态所假设的社

会更为温和而有秩序。在他看来，自然状态是一

种平等、自由的状态。平等，即人们平等地享有

同等的自然条件，平等地享有同样的自然权利，

平等地运用自己身心的能力；自由，即人们 “可

以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

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

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

意志”①。洛克强调指出，自由不是没有理性的

放任，而是在自然法支配下的自由，因为自然法

本身就是遵从人类理性建立起来的。自然法的基

本内容包含了现代自由的基本原则，如人人平等

独立，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

和财产；人人共享自然－社会的一切物品；人人
有义务遵守自然法并在自然法的限度内有权惩罚

违反自然法的人。最为重要的是，在洛克的理论

中，国家和人民是平等的缔约双方，自然权利的

保全始终是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根据，一当政府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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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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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公民的天赋权利，人民就有充分的理由推翻

旧政府，再另行选举出新的能够保全公民权利的

政府。为了能够制约国家权力，洛克最早提出了

分权说，主张立法权和执行权相分离，后来被孟

德斯鸠发展为三权分立理论。

工业革命之后，自由的社会史和自由的概念

史开始作为两条轨道载着人类新文明的列车通向

人人心向往之的自由。不过这两条轨道并不总是

并行的，而是时常交织缠绕，因此这趟新文明的

自由列车总显得趔趔趄趄。近代自由的社会史是

以资产阶级大革命这种伴着血腥和厮杀的轰轰烈

烈的形式出现的，那是在欧洲和美洲时断时续绵

延了几百年的战争，有内战，有列国征战。期

间，洛克的政治理论在社会史中演变成强劲的自

由主义运动，自由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

英国和法国在不到２００年内重演了对方的历史，
表明了现实自由的迷茫和探索。美国在处女地上

开垦出自由的国度，但是黑人、妇女则不在自由

光环的荫庇之下。自由的概念史就是在对社会生

活的这种动荡和苦难的反思中生发和成长的。

自由的社会史与其概念史互为规定又互相映

射、彼此推动： “在先进国家，实践启发理论；

在落后国家，理论鼓起实践。”① 在这方面，霍

布斯和洛克均有着哲学家鲜有的幸运与光荣。从

《利维坦》到洛克的 《政府论》，以理论的方式

概括了英国近代社会的追求普遍自由的革命历

程。《利维坦》问世之时，英国刚刚经过两次内

战，社会和政界正在探求采取何种政治体制，霍

布斯恰在这时提供了一剂治世良方。１６５３年克
伦威尔建立了独裁专制的护国政府，实现了霍布

斯的政治理想。在罗素看来，洛克的政治理论

“是在英国已经实施的那一套东西的总结”②，所

以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进程影响不大。但是，

“他本国的政权落入了和他抱同样政见的人的掌

握，恰在这时他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哲学著作。在

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他主张的许多意见在这以后

许多年是最有魄力、有威望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们

所奉从的”。③ “在法国，洛克的见解在实践方面

引起了反抗现存政体，在理论方面造成了与风靡

的笛卡尔主义的对立，因此它明显地对形成事态

过程起了不小的作用。”④不仅如此， “他的政治

学说，加上孟德斯鸠的发展，深深留在美国宪法

中，每逢总统和国会之间发生争论，就看得见这

学说在起作用。英国宪法直到五十年前为止，拿

他的学说作基础，１８７１年法国所采订的宪法也
如此。”⑤

我们看到，自由概念史的理性架构并不直接

等同于自由社会史的现实。自由的概念史立足于

自由原则的批判和现实不自由状态的讨伐，表现

为自由思想的变动过程；自由的社会史则立足于

关于自由的某个解释原则之普遍的求解、认定和

应用，其中人的有限性和政治的非理性因素使自

由思想之实施的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因此，自由

的 “‘社会史’和 ‘概念史’处于一种交互性的

历史性的紧张之中”⑥。但是，人类自由的现实

历程在总体上的确能够呈现出一条与其概念史趋

近的发展脉络，因为历史的长河在滤去了浮在水

面上的泡沫之后呈现出的必将是清晰的河道和滚

滚逝水。这也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

和逻辑的统一。

（二）自由概念史的形上路径

霍布斯和洛克通过天赋权利所给予人的生而

具有的自由权，还停留在经验领域的个体意志阶

段，由此引发的政治自由的普遍求索，也还是经

验视域中的权利诉求，尚未达到普遍意志的觉

解。从卢梭追问国家权力的根据、反思人类现存

的文明开始，自由作为一个普遍原则进入了形而

上学的视野。

（１）与霍布斯和洛克直接为现存国家做辩护
不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反其道而行之，以自由

为原则，反思了现存的文明所加之于人的不自

由，对国家权力的来源及其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在卢梭看来，权利不是来自于强权，而是来自于

约定。以此观之，此前的国家都不是经由人类自

由地设计的，而是建立在暴力、强迫、掠夺和私

有财产之上的，因而所建立起来的秩序并不适合

于人类自身。这就是为什么有国家以来的人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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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⑥

④⑤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李约

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 １２９—１３０页，第 １２９
页，第１３４页。

③　 ［英］罗素： 《西方的智慧》，马家驹、贺霖译，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８９页，第２８９页。
［德］瑞因哈特·考斯莱克：《社会史和概念史》，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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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都伴随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

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因此把人自然的存在

归结为自由的存在。在卢梭那里，社会秩序是建

立在全体人民特殊的约定或契约基础之上，原本

应当给予人社会自由，使人获得比天赋的自然自

由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是严酷的现实却与人最初

缔结社会契约的良好愿望相反，放弃天然自由的

代价不是得到了更大的社会自由，而是沦为 “合

法的”被奴役的境地。因此应该根据自由的原则

———自然的正义原则，做自己的救世主，建造一

个能够体现全体公民意志的法治社会。卢梭在此

强调，公共意志就是社会的法律，它不是由国家

后天强加给社会的，而是作为每个人的自由意志

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天性之中，只要把每个个体的

意志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人人都能洞见到自己

的意志与公共意志相符合。卢梭由此区分了 “众

意”和 “公意”。他指出，公民个体的特殊意愿

之和并不等于普遍意愿，只有代表了自由意志的

普遍意愿才能构成国家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也就

是说，“自由的概念不可在每个人的偶然任性的

意义下去理解，而必须在理性的意志、自在自为

的意志这个意义下去理解”。① 因为人类理性的

自由本性为公意的形成提供了内在的保证：人类

天生具有的理性认识能力使得人们可以通过个人

的洞见 （众意）达成理性的共识 （公意），这样

人类通过自己给自己立法，证明了自身并不完全

受控于自然必然性。黑格尔认为，提出 “意志作

为国家的原则”这一思想，是卢梭对自由概念史

的贡献，“他所提出的国家的原则，不仅在形式

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是思想或是思维本身的原

则”。②

由此可见，就自由的概念史而言，卢梭的真

正意义不在于怎样看待国家，而在于他把自由上

升为原则，提到了普遍意志的高度，使自由真正

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开启了自由的形而上学的历

史。③ “皮埃尔·莫内认为：“对于卢梭来说，自

由能够为个人所直觉，这是自律所能体验和要求

的感觉。”④ 如果说，洛克使自然状态中的个人

拥有了内在权利，那么 “卢梭极大地扩展了内在

之声的范围”，“也是使自律的自由成为德性的关

键这一信条的起点。他是现代文化转向更深刻的

内在深度性和激进自律的出发点”。⑤ 但是，卢

梭并未对其自由原则进行系统的论证，因此其作

为公意的自由意志尚未在哲学上确立起来。真正

完成这个工作的是康德。

（２）康德接过了卢梭的问题并以先验逻辑论
证了它。康德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能

力，把道德视为人对自由的内在自觉，从而以道

德良知确立了绝对自由的主观形式。他把自由从

知性认识领域剔除，使之归之于信仰领域，并以

道德自觉和自律为普遍法则的实践理性作为自由

的存在理由，而把实践理性能力的显现作为自由

的认识理由，从而完成了对人类理性的批判考

察，最终得出了 “人是人的最高目的”的自由断

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卢梭是康德

哲学的过渡。康德哲学所包含的真理在于 “它承

认了自由”，因为它 “把思维理解为本身具体的，

自己规定自己的东西”。⑥而在笛卡尔那里，思维

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并无具体内容，就如同

在卢梭那里，公意仅仅是一个抽象原则一样。

康德是最理解卢梭的思想家，他把卢梭称为

“道德世界的牛顿”。恩斯特·卡西勒激情地说：

“当康德写道，如果不能使正义获得胜利，人类

存在于世间便没有任何价值时，他表现出一种真

正的卢梭式的思想与情操。”⑦ 《实践理性批判》

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卢梭的 “公意”的完成。卢

梭区别了 “众意”和 “公意”，并把公共意愿视

为社会生活中个人自由的最高表达。康德则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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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⑥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贺麟、王
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２３４页，第２５６页。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２５４页。
张盾认为：“康德给人类自由以最高的表达，将自由从

一个政治问题提升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笔者则认为，卢梭把

自由提升到普遍意志的高度本身就是把政治自由变成了一个哲

学问题，康德的论证只是在先验领域把自由作为普遍原则确立

为实践理性的最高法则，论证只是问题的一种完成方式，所以

黑格尔说康德哲学承认了卢梭提出的自由原则。参见张盾：《道

德政治的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法］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曹海军

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８６页。
参见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

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４９３—
４９４页。

［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彼得·盖伊编，

王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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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区分为准则和法

则：“准则就是意志的主观原则。客观原则就是

实践规律。”① 他实际上是论证了卢梭的自由观，

并把法则确立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原则，把自由意

志规定为道德行为的终极原因。如果我们做一个

简单粗浅的对照，把卢梭的 “众意”换成康德的

“准则”，把 “公意”换成 “法则”，然后去寻找

形成准则和法则的原因，就会发现对准则的偏好

源于人的自由任意或曰个人的情感、利益等个体

性的欲求和偏好，而对法则的遵守则源于人的理

性自律，即对自由意志的自觉。这就是一个理性

存在者所意识到的 “应当”： “要这样行动，要

使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做一个

普遍立法的原则。”② 这种 “应当”已经摆脱了

一己行为的主观任性而上升为普遍的立法原则，

即实践理性的法则。只有这种单纯的形式才是恒

定的，它因排除了个体自由的主观性差异而具有

了普遍性和客观性，才能成为独立于个人意志而

存在的德性法则或普遍的实践法则。

综上所述，当康德把自由意志确立为绝对命

令，标志着哲学上的自由概念正式生成。康德从

主观形式上确立了自由的绝对至上的地位，使自

由真正挺立于主体的意识中，并成为哲学形而上

学的核心问题。

（３）自由意志作为绝对命令在康德的先验哲
学体系中确立起来了。不过，在黑格尔看来，作

为批判理性大厦的拱顶石，康德的自由概念始终

无法走出二律背反的困境，因此并未完成自身真

理性的证明。

康德哲学的困难变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动力，

知性思维的陷阱变成绝对精神的生长点，形式逻

辑和辩证逻辑呈现给我们的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黑格尔深刻认同斯宾诺莎实体即主体的观念，指

出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

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

主体”。③ 这样黑格尔实际上就打通了知性思维

中主观与客观之间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使他的

概念———绝对理念同时容涵着主观精神和客观精

神的全部内容。于是，自由的概念到黑格尔这里

不再抽象，他以逻辑视域的转换消解了康德自由

观的所有矛盾。黑格尔辩证逻辑的魅力就在于，

绝对精神在其骄傲、自信的展开过程中，一路播

种，一路收获，把种子和泥土的厮杀与拥抱、风

雨和彩虹的较量与亲吻等一切经历与一切磨砺，

都通通变成自己的丰富内容收藏在行囊中。概念

具体了，概念现实了，概念最终成为自由的原

则。因为概念已不复是康德的概念，它已经成长

为一种精神，一种遨游于自然、社会和历史之间

的绝对精神。这个自由精神因蕴含了人类的全部

历史和现实过程，达到了绝对理念这个客观精神

自身的圆满。

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的遨游拓展了自由的概

念。其中，客观精神分三个阶段外化为自由意志

的不同形态或层次，它们分别是单独的意志、特

殊的意志或主观意志、实体性的意志，在逻辑学

中分别对应人的三种存在形式，即个人的直接存

在、个人在反思中的存在、个人的概念性存在，

在法哲学中分别是法律意义上的存在、道德性存

在和伦理性存在。黑格尔理解的道德始终都是自

由意志的主观方面，是良心的绝对自治。这一点

与康德的道德自律———按法则行动———颇为一

致。但黑格尔认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所实现

的自由都具有片面性，只有自由在国家中的实

现，才能克服二者的片面性，达到自由的理念。

以此为标准，在他看来，卢梭、康德所主张的自

由都没有达到 “实体性的意志”的高度，因为他

们只是提出了自由的原则，并没有把自由真正在

现实中实现出来。

黑格尔关注的重点是自由作为现实性在客观

精神中的发展，他对现实的理解可谓深刻和敏

锐。《法哲学原理》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活生生

的伦理世界，其中 “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调节

与结合普遍理性原则与个人意志和利益的关

系”④。但是最终对于黑格尔来说，自由意志或

普遍意志的现实化只能是理论上的，是一个思想

的客体。法国大革命，虽然从意志方面掌握了自

０２

①

②

③

④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年，第２２页注释１。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９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０页。
参见张慎主编：《德国古典哲学》，叶秀山、王树仁总

主编：《西方哲学史》第６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５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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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原则，但其实现自由的过程却充满了血腥和

恐怖。因此他只能无奈地写道：“尽管自由本身

是具体的，但自由在被他们应用到现实世界时却

仍是未经发展的、带着抽象性的。要把抽象的观

念应用于现实，那就是破坏了现实。”① 在黑格

尔眼中，经过法国大革命和康德理性批判的洗

礼，自由概念仍然未充分发展。也许，自由的概

念在现实中永远都不能发育成熟，达到它所应有

的高度，因为自由原则只能在意识中发展，在德

国人带着睡帽的头脑中发生自由的革命风暴。

黑格尔不仅把自由作为概念运动的内在动力

而贯穿于其思辨哲学体系之中，而且还把国家作

为绝对理念的最高形式从而赋予自由以伦理的客

观内容，最终完成了对自由的客观形式的证明。

我们有理由确信，德国古典哲学是自由从自在阶

段向自为阶段的过渡。因为直到马克思揭去了黑

格尔绝对精神的神秘面纱，自由的思想才移居到

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这个坚实

的地基上。

二、自由的思想移居：从概念史到社会现实

一个体系的完成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终

点的到来同时就是另一个起点的开始。马克思就

屹立在这个新的起点上。

康德和黑格尔把人类意识中的自由发展到顶

点，使人类确信自由是人的最高的和绝对的价

值，是人的尊严本身。但是绝对精神同时也是阻

隔自由的概念史同自由的社会史有机连接的观念

屏障。如何找到一个新的阿基米德点，以便在现

实的地基上支撑起人类的自由理想，便成为时代

留给马克思的迫切问题。

（一）在现实自由的诉求中发现社会现实

德勒兹认为，一个理论的提出，需要一系列

独创的概念来撑起其思想的 “内在性平面”。而

凡是哲学创造活动，都是独特的。当马克思发

现，用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已经不能够把握到真正

的社会现实，他就必须通过对现实的研究创造出

自己关于现实的一系列概念才能达到对社会现实

的真实把握。惟其如此，他对现实的解释原则才

能在指向现实存在的概念体系中确立起来。在这

个意义上，“普适原则不仅什么东西也解决不了，

而且本身必须被解释”②。就是说，康德、黑格

尔所留下的哲学遗产———关于自由的普遍、抽象

的观念对于真正的社会现实是无能为力的。那种

在理解中的和解除了证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

丝毫不能改变不自由的普鲁士德国。于是，马克

思以自己所理解的社会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

———来重新理解和规定人及其本质。从诀别康

德、再批判黑格尔、再清算费尔巴哈，马克思通

过对自己哲学信仰的不断反思和批判，“揭穿同

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③，最终突破传统

形而上学自由概念的重重迷雾，把彼岸自由拉回

到此岸的社会生活，为自由思想找到了社会现实

的坚实地基。为了揭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

本质，站在现实地基上的马克思把自由直接向人

的社会存在敞开。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发现

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物质生活资料的生

产活动，这样社会现实就具体化为人的现实生活

和实践活动，从而实现了自由从意识向现实的思

想移居。这同时意味着，自由在马克思那里完成

了从抽象到具体再到现实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使

自由的概念史与其社会史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现

实的地基上有可能真实统一起来。然而，如果没

有解读社会现实的概念体系———社会基本矛盾运

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创造，自由的思想移居就不可能实现。正是

“历史科学”的建立使马克思为现实的 “此在”

的自由开拓了新的理论视域，使其 《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中的 “社会关系”概念不再抽象，

《巴黎手稿》中的 “自由人联合体”不再是空

想。《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马克思自由理论

的科学架构，他的历史科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社

会现实——— “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以及他们的活动

过程”④，为哲学开辟出一块可供自由精神驰骋

的处女地。“按照尼采的裁决，你如果不首先创

造概念，即在一种纯属概念的直观当中把它们建

１２

①

②

③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贺麟、王太
庆译，第２５６—２５７页。

［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

是哲学？》，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２０８页。

④　 ［德］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

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页，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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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起来，那么通过概念你获得不了任何知识。这

种直观可以是一个领域、一个平面、一块土壤，

但不混同于概念，它是概念的幼苗和培育概念的

人物的庇护所。”① 马克思以他的人类物质生活

条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等代表其历史科学的核心概念所开辟出来的领域

就是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过程，他把黑格尔的

现实概念具体化为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和消

费，把他的伦理世界具体化为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运

动，把私人活动具体化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

系，从而以人的实践活动为 “内在的思想平面”

重新诠释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更进一步，

他把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置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

产总过程去分析，透过商品生产的表象揭示出资

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把当前的社会基本

矛盾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这一

社会现实所蕴含的未来发展必然性则体现在无产

阶级所要求的普遍解放———自由人联合体的建

立。马克思由此断言，每一个人的自由都将实现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而不是实现于任何一

种静止的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之内。

我们知道，康德哲学的全部旨趣就在于回答

“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哲学的全部使命则在于

探寻 “自由何以实现”。前者是一个理论问题，

后者则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问题的解决不能单

纯依靠一个抽象的先验前提，它更需要一个可以

直观其本质的社会生活平台。而如何在普遍的意

义上把握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如何以一个包含

社会生活全部内容的概念来统摄现象界？这是马

克思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就是说，他必须创造

出一个全新的概念来把握思想中的时代。这个概

念便是社会现实。在综合的意义上，马克思将其

表述为 “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仅仅是黑格尔

法哲学中所讨论的市民社会；在分析的意义上，

马克思将其具体化为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以及由

此引发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基本成

型，比之于康德和黑格尔时代成熟许多，资产阶

级革命的先行者英法等国家的主要社会矛盾，由

资本家和封建地主转为新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的矛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无

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资本剥削的苦难中迅速发

展壮大起来。欧洲世界社会主要矛盾也由资本主

义早期的民族国家转而为两大阶级的对抗。对此

托克维尔有过形象的表述：“在巴黎这座城市里

……社会被切成两半，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由于

有共同的欲望而结成一体，而那些略有资财的

人，则因共同的忧虑而结成一体。”② 然而这样

一个活生生的充满阶级对抗的社会现实，并不能

直接生成化解矛盾与危机的 “现实”概念。马克

思需要一个能够洞穿现实、直面未来的概念，以

使其现实自由的诉求实践化。

黑格尔法哲学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生

活世界，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对这个世界的抽象

把握。马克思充分吸收德国的思想资源来完成自

己的理论构建。作为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不单

熟稔其概念运动的辩证法，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

接受了黑格尔所馈赠的一个包含未来发展必然性

的 “现实”概念；他还从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

和社会哲学家洛伦佐·冯·施泰因那里接受了一

个 “为工人群众的增长所规定”的 “社会”概

念③。马克思突破黑格尔的概念视界，直接进入

到具体的社会生活的现实，把黑格尔的家庭、市

民社会、国家的理念具体化为生产方式和交往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社会进步的动因

不再是概念对自身片面性的克服与扬弃，而是新

的生产力突破原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打破原来的

矛盾运动的平衡，从而建构一种新型的生产关

系。而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同时就是新的社会阶

级的生成，它们都是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运动的结

果。这样马克思就真正深入到历史本质那一度

了。在他那里，无论是历史科学之前提还是人的

活动之出发点都是历史性的，并且是物质性的，

是在人的现实活动中生成的生产力的总和。

（二）把实践确立为思想的 “内在性平面”

“建构主义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ｅ）确信，任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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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法］吉尔·德勒兹、 ［法］菲力克斯·迦塔

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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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的活动都必须在一个平面上进行，以便获得

独立自足的存在。”① 如果说康德思想的 “内在

性平面”是先验，黑格尔思想的 “内在性平面”

是理念，那么，马克思思想的 “内在性平面”就

是实践。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

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就是在实践中展开

的，社会关系就是人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

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就是说，黑格尔的家庭、市

民社会和国家这个伦理的领域，在马克思那里就

是社会关系的领域，就是实践领域。对于社会关

系或伦理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并未停留在康德抽

象的道德和黑格尔抽象法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

追问了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根据，或者说，现实的

伦理关系的存在根据。康德把实践理性归结为道

德的自律，而忽视了市民社会、国家对于自由的

意义；黑格尔第一个区分了道德与伦理，并把道

德视为自由的主观形式，把伦理领域视为自由的

客观内容，即自由意志实现于家庭、市民社会和

国家。经历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度体悟，马克

思发现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那就是颠倒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黑格尔

应该受谴责的地方，并不在于他如实地描述了现

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

家的本质。”② 伦理关系的形成不是来自伦理世

界外部的规定性，如神的意志或者绝对理念的统

摄，而是来自实践活动的内部。就是说，伦理关

系不是被规定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黑

格尔把伦理关系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家庭、市民

社会、国家。国家作为 “伦理理念的现实”高居

于伦理关系的最高层次。黑格尔把国家当做 “绝

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因此国家实际上是

自由意志的化身。在黑格尔的逻辑中，国家这个

绝对的理念当然有权来规定市民社会和家庭的形

式，因为 “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

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

绝对目的。国家是地上的精神”③。但是马克思

从实践出发，发现市民社会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私

人交往领域其实被更为根本的经济关系所支配。

马克思通过历史的考察进一步将经济关系具体化

为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劳动分工导致劳动产品

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平等分配，进而导致私有财

产的出现。正是私有财产使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出

现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不一致的局面，并由

此引发了阶级对抗。这时 “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

形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 （不论是单个的还是

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

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建立在真实的联

系基础之上的”④。而国家内部各种政体形式的

斗争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

式，这些形式下面才是不同利益集团或不同阶级

之间真正的斗争，因此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工

具，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因此，一

切政治关系或法律、道德的关系都是由经济关系

———市民社会———决定的，国家只是这种关系发

展的一个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不是

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样

马克思就在实践的 “内在性平面”上，揭示了市

民社会和国家的真实关系，从而揭去了黑格尔法

哲学的神秘面纱。黑格尔最高的自由意志在国家

中的实现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圆满，那是基于

民族国家内在统一性之上的思考，而对于资本主

义国家的被统治阶级———无产者阶级———来说，

自由则不啻于自由的神话。

黑格尔把实践活动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实

际上是将自由的主体理解为绝对精神。马克思把

实践活动理解为人为满足物质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而缔结社会关系的过程，将自由的主体理解为现

实存在着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人从自己的物质

生活需要出发进行生产活动，并通过这种物质性

的生产活动缔结了自己的社会关系。人在这种实

践活动中创造了自己的本质。因此，在其现实性

上，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马克思

的哲学视域就由传统哲学的抽象存在、抽象道德

转向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人在其中规

定自己、确认自己价值并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的

生产活动，他的思维对象也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

的对象，而是人类生活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在马

３２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 ［法］吉尔·德勒兹、 ［法］菲力克斯·迦塔

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第２０９页。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３２４页。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

２５８页。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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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那里没有一般的存在范畴或一般的物质范

畴，而是代之以实践———社会存在和物质生活需

要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没有一般的意识和观念，

而是代之以社会意识和意识形态。黑格尔的抽象

的法、抽象的道德在马克思那里具体化为意识形

态，即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也就是我

们今天所谓的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但它并不是

代表所有人的核心价值，而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核

心价值。因为马克思以他的阶级概念把社会中的

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

级，二者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利益和地位

均不相同。而拥有不同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地位的

阶级，其各自的文化倾向和价值指向也是根本不

同的。这样，法、道德等意识形态也都打上了阶

级的烙印。

马克思通过 《资本论》的研究，终于走出了

德国哲学的思辨大厦，真正完成了从概念史向社

会史的艰难转身，实现了自由的思想移居。

所谓自由的思想移居，是指随着自由概念史

的视角挪移或所立足的思想地基之转换。随着社

会的变迁，自由的概念史与自由的社会史进而出

现裂隙甚至背离。当自由的现实不再符合自由的

概念时，思想家们意识到，他们曾经认同并维护

的观念是被 “他在”包围的 “自在”，因此对他

们曾经信仰和维护的社会观念史提出质疑。于是

自由以概念的形式展开社会史的批判。在批判中

确认已经构成社会史的自由实际上是 “他在”笼

罩下的自在，因而是一种现实的不自由。因此，

理性必须在 “他在”的批判中重新规定自由。随

着自由的目标的改变，自由概念史的理论支点发

生转移，自由的思想移居由此生成。自由的思想

移居所导致的新的视域带来新的时代问题并引发

出现时代对 “自在”和 “他在”的重新界定和

认可，其结果是关于自由的新的解释原则的形

成。马克思以实践为其思想的 “内在性平面”，

以历史科学为解释原则，把自由的社会史和自由

的概念史统一于他的社会现实，把自由实现于社

会实践之中，这便是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的自由从意识转向现实是以对传统形

而上学的反叛为前提的。他以社会现实为栖居

地，把自由从天国沉降到人间，从而实现了自由

从概念史向社会现实的思想移居。这种移居并非

自由自身的革命，而是在大的历史时代变迁中自

由理论的存在形态自身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换言

之，是自由所栖居的社会历史环境的改变根本上

改变了自由的视域。

三、结　　语

如果把古希腊看做古典自由的起点，那么马

克思就是现代自由的起点。两个起点的共同之处

在于自由是向着人的现实、人的生活世界、人的

存在敞开的。只不过前者是以质朴的形式呈现出

的人类自由的自在状态，是没有经过反思而对象

化的自由，后者则代表了人类自由走向自为的态

势，是自由对象化之后从概念史转向人的社会现

实。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际上就是

一次自由的思想移居，它并不是自由自身发展的

断裂，而是关于自由的一个新的理论视域的开

启，是自由从思辨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当

然，作为 “自由的思想移居”之逻辑结果的共产

主义，因其内涵的 “现存”与 “现实”之间内

在的紧张关系，使得一个原本屹立在社会现实基

础上的现实的自由———共产主义———变成了一个

超越性的问题。这也印证了自由的概念史与其社

会史之间的巨大张力。而关于共产主义的所有歧

义和争论恰好表征了马克思自由观的无限魅力。

至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自由的思想逻辑上撼动

了这个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现代世界的根

基，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

规律的揭示，其目的不仅仅是要埋葬一个旧世

界，更是要建立一个以自由为标度的全新世界。

时隔１００多年后我们惊喜地看到，马克思这种资
本主义批判所展现的新自由观，激发了现代社会

意欲驾驭资本逻辑的各种社会改造方案，使得今

天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

权利之外，另外形成了所谓的社会权利，成为社

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

实现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某些方面的构想。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也许并不意

味着资本主义历史的结束，但资本主义的历程却

一定蕴含着共产主义的生长。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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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 “末人”之忧


方　敏　旷三平

【摘要】在福山看来，推动历史前进的最终动力是人的 “激情”，自由民主理念因满足了人的 “激情”而终结了历史，

但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 “末人”的出场。末人世界面临两个挑战：一方面表现为人们的 “激情”的满足依然是不完整

的；另一方面，“激情”有被泯灭的危险。走出 “末人”困境的出路在于重建道德共同体，保持 “激情”与自由民主

的内在平衡。

【关键词】末人；福山；激情；道德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２５－０４

　　在 《历史的终结与末人》①中，福山宣称：

二十世纪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证明了西

方自由民主制度是 “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和

“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因而标志着 “历史的

终结”。二十多年来，学界对福山的 “历史终结

论”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但是，书名的另

一半——— “末人”却很少得到研究与探讨。既然

历史终结了，何以出现 “末人”？ “末人”的出

场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意味着什么？如何走出

“末人”的困境？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一、末人的出场：

从 “最初之人”到 “末人”

　　冷战的结束是福山写作 《历史的终结与末

人》的直接历史动因。面对冷战结束、苏东剧变

这一历史性事件，福山追问：“这是自由民主幸

运的瞬间辉煌，还是存在一种最终会导致所有国

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长期发展模式？”②也就是说，

存在一部以自由民主为终点的普遍世界历史吗？

在福山看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在于找到衡量

历史变迁的最终标准，福山认为这个标准就在于

“人性”之中。 “要是不研究超历史的标准———

人性，那就无法探讨 ‘历史’，更不要说 ‘普遍

历史’。”③按照这个逻辑，自由民主之所以优越

于历史上其它的意识形态，就在于其更好地满足

了人性，从而终结了历史。那么，人性怎样推动

历史到达自由民主呢？福山以人性为基本线索，

建构了一部从 “最初之人”到 “末人”的历史

辩证法。

福山研究人性的起点是 “最初之人”，这是

“自然状态”中的人，很多思想家研究人性都以

此为出发点。在柏拉图看来，支配 “最初之人”

行为的内在动力可以区分为：欲望 （ｄｅｓｉｒｅ）、理
性 （ｒｅａｓｏｎ）、激情 （ｔｈｙｍｏｓ）④。人类的行为大
多数可以由欲望和理性加以解释，但决定人的超

越性的一面主要在于人的 “激情”，这是尊严、

勇气、公共精神、无私等情感的源泉。人的 “激

情”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在获得他人承认之

前，人并不能被称为人，因为人还未获得确立自

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福山认为黑格尔第一次明确

提出了 “承认”问题，“柏拉图的激情其实正是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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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承认欲求的心理学基础”①。在福山看

来，欲望和理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选择资本主

义的市场经济，但它们还不是人们追求自由民主

的最终动力，只有人的 “激情”或 “承认”的欲

求才能引导历史最终走向自由民主，但这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

“最初之人”为了获得承认，将展开生死之

战，结局是主奴关系的形成。主奴之分的依据是

对于死亡的态度。因为不惧死亡，主人展示了人

的超越性，奴隶因为畏死而放弃斗争。但主奴关

系是不稳定的，因为主人和奴隶都未得到真正的

承认。主人得到的只是不具有完整人性的奴隶的

承认，而奴隶则不被承认为人，正是这种不完整

的承认构成了主奴社会的基本矛盾。历史不属于

安于现状的主人，而是属于劳动的奴隶。奴隶通

过劳动既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又在劳动成果中确

证了自己的人性。奴隶开始了追求平等承认的斗

争，逐渐克服了死亡的恐惧，成为自身的主人，

这就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可以看出，福山对历史

的这种解读基本上借用了黑格尔 －科耶夫的主奴
辩证法。

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自由民主理念已经道成肉

身，“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从天国来到人

间。从前的奴隶成为主人，但并不是奴役他人的

主人，而是自己的主人。在福山看来，相比于其

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自由民主为理念的

普遍同质国家更好地满足了人类的 “激情”，所

有的国家和民族迟早都会走向自由民主。历史因

满足了人性而终结，但历史的反讽在于，“后历

史时代”中的人似乎已经失去了推动历史前进的

动力， “后历史时代”的人就是 “末人”。 “末

人”就是不再超越自己，满足于平庸和舒适享受

的个体。 “个体性在大革命后的国家 （第一次）

实现了。但是，成为一个个体，也就是本义上的

人，———就是得到 ‘满足’，就是不再想、不再

能自我 ‘超越’：成为非其所是。”② 人类已经找

不到理由超越自己，那就是 “人之死”或 “人

的重新动物化”。在福山看来， “末人”将自我

保存放在首位，很像在历史起点处畏死的奴隶，

但 “末人”的处境或许更加糟糕，因为奴隶还有

创造历史的可能，而历史终结处的 “末人”不再

有内在的动力超越自身。自由民主制度下最典型

的公民就是 “末人”，放弃了对自身优越价值的

信仰而选择自我保存。“满足于当前的幸福而并

不羞愧于自己不能超越这些欲望，末人已经不再

是人了。”③

对于福山来说，站在历史的终结处，已经不

必要争论历史上存在的意识形态是否会卷土重来

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来自自由民主本身。福

山的问题在于：自由民主是否会像历史上的社会

形态一样，因为内在的矛盾最终走向衰落？

二、末人世界的双重挑战

既然福山把历史归结于追求承认的历史，自

由民主优越于历史上出现的其它意识形态和政治

制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更能满足人们的承认

需要。但是，一旦人类得到满足，就会丧失超越

自己的动力，自由民主社会将呈现为 “末人世

界”。在自由民主体制中，激情 （Ｔｈｙｍｏｓ）是否
得到安顿而完全满足、承认是否得到真正实现

呢？这可以展开为两个问题：第一，自由民主社

会是否真正实现了其所宣称的普遍而平等的承

认？第二，平等的承认本身是否值得追求？这两

个问题构成了对于 “末人世界”最根本的两个挑

战。

先来看第一个挑战。西方的左翼力量指出，

自由民主社会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普遍而平等的

承认，原因在于：贫富分化、劳动分工和经济地

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必然结果，经济地位

不平等的人不可能得到平等的承认；而且，不管

资本主义经济如何繁荣，只要有相对贫困现象的

存在，人们的承认就会是不完整的。福山承认，

贫困问题在自由民主体制下是无法解决的，虽然

当代福利国家通过各项政策以极力缩小各阶层的

贫富差距，但新的问题也相伴而生，任何一项给

予弱势群体平等尊严的努力都意味着削弱他人的

自由和权利。从历史上看，追求平等如果走向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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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 “末人”之忧

端，将会严重威胁到个人的自由。从法国大革命

时期的伯克、托克维尔，到当代的伯林，都已经

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反思。可以看到，从自

由社会诞生的那一刻起，自由体制和平等的诉求

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所以福山认为，自由民主

体制带来的平等承认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

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保守的右翼。“来自右翼

的质疑指出，自由社会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不能普

遍化，而在于平等承认的目标本身。问题在于人

生而不平等，使不平等的人均等化不是在肯定

人，而是否定人性本身。”① 福山认为这个挑战

更为切中自由民主赖以存在的基石，“末人”已

经失去了曾经推动历史甘愿舍弃生命的 “激情”，

成为只求舒适生活与自我保存的布尔乔亚，成为

尼采所说的 “没有抱负之人” （ｍａｎ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ｈｅｓｔｓ）。

在尼采眼中， “末人”是一个获胜的奴隶，

末人道德是完全的基督教道德。但是这种 “上帝

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种弱者的偏见，是要把少

数的强者拉低到大多数弱者的地平线上。也就是

说，自由民主体制就是基督教的世俗化，充满

“激情”的高贵主人将会消逝，奴隶道德取得了

完全的胜利。“没有牧人，而只有一个牧群！人

人都要平等，人人都是平等的：谁若有别样感

受，就得自愿进入疯人院。”② 在尼采看来，“末

人世界”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

人性将会枯萎，人类找不更好的理由以超越 “末

人”的动物欲望来去为更高贵的东西而斗争，将

会沉湎于物质享乐之中；另一方面，末人世界必

将带来价值虚无主义，作为最高道德价值象征的

上帝已经死亡，作为终极目标的至善已经不再是

人类追求的目标；

福山赞同尼采对 “末人世界”的诊断，但不

同意尼采的解决方式。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根

据尼采的思路，总有某些天赋高贵的主人将会由

于不满于 “末人”的平庸而回到 “最初之人”，

拿起现代武器重新展开生死之战，正如施特劳斯

所指出的，“总是会有 ‘主人’（ａｎｄｒｅｓ）反抗这
一毁掉了人性的国家、或者说反抗其中不再有高

贵和伟大行为的可能性的国家”③，但如此一来，

历史必将陷入 “永恒轮回”；另一方面，尼采公

开反对自由民主体制，查拉图斯特拉再次下山，

将人类从末人世界中拯救出来，以超人取而代

之，但这样会带来极权主义的危险。福山认为，

必须保持 “激情”与自由民主体制的内在张力，

既不能以 “欲望”和 “理性”完全消解 “激

情”，又不能让 “激情”过于放纵而威胁自由民

主体制自身。正如一位评论者指出的：“福山关

切的危险不是布尔乔亚式的民主会导致人性的堕

落，而是堕落的人再也没有能力守护民主。”④

针对以上的两个挑战，福山认为必须重新思

考自由民主体制的未来。既然是以人性来解释历

史，以人性的本真要求为自由民主辩护，那么，

解决方案还得到人性中去寻求。

三、走出 “末人”的困境：

重建道德共同体

　　上文已经指出，“末人世界”的双重挑战在
于：一方面，人们 “平等承认”的欲求无法完全

满足；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侵蚀中，人内在

的超越性有可能被泯灭。如何寻求既满足人的平

等要求，又能保持人的 “激情”的解决方式呢？

通过对自由主义发展历程的考察，福山找到的方

案是重建道德共同体，提升社会资本，从而保持

自由民主内在的平衡。

重建道德共同体有助于走出 “末人”面对的

双重困境。一方面，基于一定伦理原则的道德共

同体，一般都会满足成员的平等诉求，而不考虑

该成员的出身、财富等社会差别。个人相对于国

家来说，只是一种 “原子式”的存在，国家不可

能完全满足差别化的个体的平等承认的欲求，相

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会团体不仅能够培

育公民的平等意识，而且还能锻炼公民的民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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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能力。另一方面，道德共同体是以公共的善为

基础的，道德共同体培养了公共道德如慷慨、无

私、同情心等等，这些共同体的成员往往为了团

体的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私利。道德共同体

的意义在于使得 “激情”不至于完全淹没在市民

社会的欲望和理性之中，使得个人不至于沦为消

费主义完全主导的 “末人”。福山认为，早期资

本主义的道德共同体既保障了人们之间相互承认

的诉求和尊严，保持了公共精神和社会美德，而

且促进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

令福山担忧的是，“２０世纪中期构成美国文
明社会的道德社群 （从家庭、街区，到教堂乃至

工作场所）受到冲击，许多指标显示总体组织社

团的程度在下降”①。这个时期被福山称为 “大

分裂”。早期道德共同体的衰落主要表现是：一

方面，离婚率和单亲家庭的增多不断促使核心家

庭衰落，这既是道德共同体衰败的原因，也是其

直接结果；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却日

益兴盛，但这些群体大多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联系

在一起。但是 “有共同价值观的社团———其成员

愿意为了社团的利益而牺牲权利———越来越少，

而正是这样的道德社团，才会产生对提高组织效

益至关重要的社会信任”②。

那么如何重建道德共同体以走出 “末人”困

境呢？福山认为可以从文化和政治架构两个方面

加以考虑。

第一，重建道德共同体，必须反对文化相对

主义和绝对的 “宽容”。民主时代的美德之一就

是宽容，但是宽容也具有相对性。因为无分善恶

的绝对宽容将会使人们失去道德辨别能力。“当

尼采在一百年前说出 ‘上帝死了’的时候，他便

是宣布了这个所谓的事实。这时善与恶第一次表

现为价值，它千奇百怪，从理性和客观的角度说

没有哪一种价值优于另一种价值，善与恶确实存

在的美好幻觉被彻底驱散了。”③ 人们既然无法

区分善恶，不能肯定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生活方

式，就只能成为沉沦于肉体保存与舒适生活的

“末人”。

第二，必须变革制度，防止公共团体完全丧

失道德追求，而沦为赤裸裸的利益集团，而这些

利益集团主要基于理性化的契约，主要目的是在

政治领域保护各自特殊的经济利益。这些基于经

济利益的集团完全是 “末人”的代言人。所以福

山近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治衰败问题，因

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对抗导致政党的纷争，特别是

发达国家曾经运行良好的三权制衡制度沦为 “否

决式政体”，政党之间陷入利益之争而无法导致

决策及其执行，导致公共的善受到损害。

因为 “历史终结论”，福山已经被学界符号

化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但我们还应该注意

到其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福山重启 “末人”

问题对我们理解当代世界有着双重意义：从理论

上看，福山在判定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同时，

清楚看到了自由民主最大的挑战来自自身所创造

的 “末人”，重新激活了一个多世纪前尼采的

“末人”批判，而且，自由与平等的张力等当代

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都和 “末人”的思考有着内

在的逻辑关联。从实践上看，由于全球化进程的

加速，“末人”问题不局限于发达国家，任何从

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遇

到 “末人”问题。一方面是传统价值的衰落，另

一方面 “原子化”的个体陷入物欲而不能自拔。

福山对于道德共同体的重视也与社群主义的思路

不谋而合，拥有文明、健康、活力的公民团体是

一个社会良好运转的保障，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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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为什么是维希留的时代而不是鲍德里亚的时代？
卓承芳

【摘要】本文从法国理论家让·鲍德里亚与法国思想家保罗·维希留不同的学术思想背景出发，分别从 “速度”何以

超越 “物”、“失神”何以超越 “象征交换死亡”、“消失”何以超越 “内爆”以及 “超活”何以超越 “超真实”等方

面，阐述维希留如何可能取代鲍德里亚，揭示维希留的唯物主义的速度政治学内涵，突出他技术思维批判的技术批判

思想，高扬他的 “速度的高级牧师”的重要身份，最终回答了２１世纪为何是维希留的时代，而不是鲍德里亚的时代。
【关键词】鲍德里亚；维希留；物；速度；象征交换与死亡；失神；内爆；速度层；超真实；超活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２９－０８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包括后现代主义理
论在内，法国激进社会批判理论逐渐成为引领欧

美乃至世界各国社会思潮的风向标与策源地，产

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各领风骚的学术思想大师。正

像 《后现代状况》的作者大卫·哈维所说：后现

代状况作为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历史地理学的一

种神秘化的空间与时间体验，作为时空压缩的历

史地理景观的一种主观文化症状，有四种激进的

突围策略在这其中，有一种夸张的修辞学。试图

通过建构一种能够反映并希望支配它们的语言与

想象而骑上时空压缩的老虎。鲍德里亚与维希留

狂乱的作品可以属于这个范畴。因为它们似乎死

心塌地地要与时空压缩整合，要用自己的浮夸的

修辞学来复制它①。我们不仅要问谁是维希留，

为什么哈维要把他与鲍德里亚相提并论？本文还

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当今思想界已经不再是鲍德里

亚的天下而是维希留的时代？

一、谁是鲍德里亚？谁是维希留？

让·鲍德里亚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

有争议的作家之一。②鲍德里亚自１９６０年代初期
在索邦大学学习德文，后来在一个中学教授德语

期间遭遇了莫斯的人类学和巴塔耶的哲学，自此

逐渐发展出了一种莫斯 －巴塔耶的隐性逻辑。
１９６６年鲍德里亚参加了在高等实验学院的罗兰
·巴特的研讨课，同时在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大师列斐伏尔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社会学博士论

文 《社会学的三种周期》。鲍德里亚思想中的

“多边性和一张非线性的厚度”也是深深令人折

服的。③正如鲍德里亚对自己的全面总结：“２０岁
是荒诞玄学家———３０岁情境主义者———４０岁乌
托邦主义者———５０岁横跨各界面———６０岁搞病
毒和转喻。”纵观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很多人

将其称为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代宗师，甚至

“被誉为新纪元的高级牧师”。④

鲍德里亚的学术出场是从对自己老师列斐伏

尔和德波等的左派政治立场的背叛开始的，而这

种背叛就是 “后马克思思潮”的逻辑缘起。鲍德

里亚不仅 “反对这个现代性”，更从根本上全力

“批判和拒斥全部后现代景观”。⑤在早期 《物体

系》和 《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把自己的老

师列斐伏尔、巴特、德波等人对资本社会最新变

化的批判转喻成了一种抽象的哲学反思，而鲍德

里亚的最初语境其实是 “莫斯、巴塔耶那种以原

始社会中的礼物回馈交换关系和非功利耗费观念

为核心的草根主义历史观”。⑥而１９７２年完成并
出版的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可以看作

９２

 作者简介：卓承芳，（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南京２１００１２）三江学院讲师。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闫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４３５—４３６页。
②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陈维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页。
③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序言第２页。
④　 ［美］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３页。
⑤⑥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序言第３页，序言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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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后马克思语境中以叛逆的姿态，向反马

克思主义逻辑通道的最早转变。鲍德里亚先是对

德波的 “景观社会”观念符号学做了修改，之后

彻底 “告别马克思”， “提出了自己的聚焦于生

成差异性能指的象征劳动和符号价值存在的当代

资本主义批判逻辑，并直接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和经济拜物教理论”。① 在１９７３年出版的 《生

产之境》鲍德里亚已经将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义”作为直接攻击和否定的 “靶子”，指出马克

思的错误是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学构架普遍

化了，只在 “交换价值体系”中才会出现的

“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和 “生产方式”，被

马克思泛化为 “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②在 《象

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在 “受到晚期拉康

思想”的影响下，从 “消费社会”到 “符号社

会”，再到 “拟真社会”，走向了真实存在意义

上的死亡，而反对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统治的

“现实革命”却最终演变成一种唯心的 “观念造

反”。③鲍德里亚的思想来源之丰富，不仅在于其

欧洲左派老师的深刻影响，更来自其深层的莫斯

－巴塔耶的逻辑的影响，同时还来自与他一起共
事了三十年的法国著名建筑学家、哲学家、媒介

理论家、城市规划师保罗·维希留的影响④。

保罗·维希留１９３２年出生在巴黎，父亲是
意大利的热内瓦的共产党，和母亲信奉法国天主

教。维希留在１９３９年在南次港口，二战期间精
神上受到希特勒的 “闪电战”⑤ 的重创。尽管维

希留未曾接受过系统的建筑学培训，但在巴黎的

美术工业学院受到培训之后，与杰出的现代主义

者马提斯一起在法国首都的各种教堂绘制彩色玻

璃的艺术家工作，这种职业经历为维希留顺利进

入了建筑学领域创造有利条件。维希留在阿尔及

利亚独立战争时期随军加入了殖民军队做军事服

务 （１９５４－１９６２），之后维希留在巴黎索邦大学
学习胡塞尔的现象学，并听到了梅洛·庞蒂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的现象学课程，而梅洛·庞蒂
的身体现象学也成为他的速度本体论的重要依

据。在１９６３年维希留遇见了建筑师克劳德·巴
朗 （ＣｌａｕｄｅＰａｒｅｎｔ），同年二人一起建立了 “建

筑学原则”（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组织，并发表
了多篇有关建筑学的文章，在学界产生较大影

响，而他的 “都市主义”（ｕｒｂａｎｉｓｔ）的自我风格
也逐渐展露。 “倾斜功能”⑥ （ｏｂｌｉｑｕ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是维希留与巴朗提出的极为重要的理论，直接推

动了建筑学的后现代转向，在英语世界也掀起了

革命浪潮。维希留的 “倾斜功能”具有的双重含

义：外在是针对建筑学领域的创新，内在是意图

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并由此到达广泛

意义上革命。这种聚焦于新的 “拓扑学”（ｔｏｐｏｌ
ｏｇｙ）的 “第三城市秩序”，“被固定的表面”和

尝试 “水平的城市”的理论。⑦ “６８运动”期间
的维希留是充满了激情的马克思主义的 “同情

者”，他身处 “革命的中心”，参加 “革命运

动”，行动中无不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解放决

心和革命激情。二十世纪６０年代的维希留一直
致力于 “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但是 “６８运动”
之后，他认识到 “没有获得政权”是 “不可能

干涉空间”的，于是他放弃了 “空间”而转向

研究 “时间”、“速度”、“速度学”等主题。⑧这

种 “认识论断裂”被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

思的 “认识论断裂”相比较。

维希留创造的第一部主要作品，一个关于战

争建筑学的摄影和现象学研究， 《碉堡考古学》

（Ｂｕｎｋｅｒ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５）。“战争”让维希留
开始对大西洋墙的碉堡感兴趣，发现了神秘的而

难以理解的建筑结构，它们像复活岛的形状。十

岁时维希留就开始质疑这些结构，通过勾勒和拍

摄那些碉堡希望能了解战争的 “极权主义”的维

度，《碉堡考古学》的第一张照片是在１９５７年拍
摄，最后一张在１９６５年拍摄。⑨作为一个战争婴
儿 （ｗａｒｂａｂｙ），维希留承认 “战争是我的大

学”⑩。正如约翰·阿米蒂琪 （Ｊｏｈ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
在 《维希留访谈录》中说的：“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维希留的主要观点是 “倾斜功能”和 “投

射”，并运用格式塔理论或者被感知的精神形式

的 “事件”心理学理论瑏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

出了 “当代城市空间的无止尽的军事化”是促使

了 “速度的来临”或者 “时间政治”和 “城市

０３

①

④

⑤

⑥

②③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年，序言第７—８页，序言第８页，序言第１０页。

ＳｔｅｖｅＲｅｈｅａｄ，ＴｈｅＰａｕｌＶｉｒｉｌｉｏＲｅａｄｅｒ，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

⑦⑧⑨⑩瑏瑡　Ｊｏｈ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ＶｉｒｉｌｉｏＬｉ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１，ｐ１，ｐ４，ｐ５６，ｐ２２，ｐ３７，
ｐ２．

ＳｔｅｖｅＲｅｄｈｅａｄａｎｄＰａｕｌＶｉｒｉｌｉｏ，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ｆｏｒａ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４．



２１世纪为什么是维希留的时代而不是鲍德里亚的时代

空间”的 “解域化” （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而针
对信息传播中的电讯技术革命，维氏开始质疑

“速度空间以及研究军事技术和文化空间组织的

联系”。此时以维希留写的 《速度与政治》和

《大众防御和生态斗争》为代表作；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维希留通过 “消失的美学”的观点进入另

一个重要的阶段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维希留关

注 “过度暴露的城市”， “战争”， “电影”和

“知觉的后勤学”的 “碎片化”阶段。②这些都是

基于 《消失的美学》 （１９９１）、 《消失的向度》

（１９９１）、《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１９８９）
和 《视觉机器》 （１９９４）；二十一世纪文化理论
集中在 《极地惰性》、《沙漠之屏》、《马达的艺

术》、《信息炸弹》、《整体意外》和 《期满的策

略》③。维希留从建筑学领域中生发出的以 “速

度学”为核心的速度政治学批判，最终走向全领

域批判的 “全能政治”的 “加速现代性”批判。

二、维希留为什么与如何

可能取代鲍德里亚？

（一）为什么是 “速度”而不再是 “物”？

维希留吸收了鲍德里亚的对 “物”的几重解

读：首先 “日常生活消费之物”，是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和人经常打交道，和人发生日常生活

关系的物品；其次包含了 “高科技成分或者元素

的技术之物”；再次包含了 “高科技产品结构中

非本质的部分”或者说是 “从技术本质所引申出

的意义的层次”；鲍德里亚的 “物”是区别于

“一般之物”，是 “差异之物”或 “符号之物”，

提出了 “速度不是一个现象，而是现象之间的关

系，即是相对性本身”。而在这点上无论是维希

留的 “速度”还是鲍德里亚的 “物”，皆由德国

的包豪斯设计流派的 “物只有在它的形式被解放

为一种符号功能的时候才真正的存在”④ 的观点

的历史生成性的发端。鲍德里亚指出，只是在包

豪斯的在场中才出现了 “物的革命”，而 “正是

包豪斯学派建构了幻境的普遍的语义学，在其中

每一件东西都成为了功能和意指关系的凝结

物”。⑤至此，“所有的东西才成为物”，而在维希

留的 “速度”理论中表现为有了 “速度”， “所

有的东西才成为物”。

维希留的 “速度”不仅是 “相对性本身”，

还是 “环境” （ｍｉｌｉｅｕ）， “既包括两点之间的，
又包含由交通工具激起的环境”，换言之， “速

度”是 一个让我们逃离的环境，是一种我们直

接录制后通过录像磁带机器，通过信息科学和

“自动化” （ｒｏｂｏｔｉｚｅｄ）的体系参与的环境。⑥

“速度”构成 “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世界”，而

“现象”是事物 “表征”的，能被人 “知觉”到

的一切情况，而 “环境” （ｍｉｌｉｅｕ）是 “指以人

为主体的外部世界，是地球表面的物质和现象与

人类发生相互作用的各种自然要素与社会要素构

成的统一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

是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条件”⑦。

维希留的 “速度”范畴要比鲍德里亚的

“物”的范畴大，维希留对身体的关注主要就集

中在对 “速度”的研究，维希留认为 “速度是

看作认识的最初特征，而时空被看作速度的产

物”。首先，“速度使我们可以 ‘看’”，速度除

了可以很快地到达目的地，更 “使我们可以看见

和预见，用摄影和电影来看，用电子产品，计算

器和计算机来预见”。其次，“速度改变着世界的

视野”。１９世纪通过运用摄影和电影，视觉变成
了 “客体”，而今天视觉变成了 “电子客体”，

电视机和多媒体正在使时空的近景崩溃。最后，

“速度使我们看见不一样”，“速度”在维希留的

现象学展望中是 “世界视域或者说是世界知觉的

一个完整的部分”。⑧在分析科索沃战争时，维希

留提出了 “速度就是战争的本质”。⑨ 因此，维

希留的 “速度”是包含了所有与我们相关的一

切，而鲍德里亚的 “物”是基于消费社会的研

究，而维希留的 “速度”则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各

领域。鲍德里亚通过消费社会的批判来解决经济

问题，是一种赋予戏剧性的，根本无法实现实质

性问题。瑏瑠相对于鲍德里亚而言，维希留对 “速

度”的研究更加具体全面，而不是仅限于一个领

１３

①

④

⑦

⑨

②③⑥瑏瑠　Ｊｏｈ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ＶｉｒｉｌｉｏＬｉ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１，ｐ３，ｐ３，ｐ３，ｐ７０，ｐ．７９－
８０．

⑤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４页，第１８５页。
⑧ 　 ＳｔｅｖｅＲｅｄ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Ｖｉｒｉｌｉｏ，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ｆｏｒａ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ｐ４４，ｐ４５．

［法］保罗·维希留：《欺瞒的策略》，陈慧敏，萧旭智

译，台湾：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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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这也决定了 “速度”思想可以走的更远的重

要原因。

（二）为什么是 “失神”而不再是 “象征交

换与死亡”？

鲍德里亚从具有某种象征性含义的 “非等

价”的交换到 “象征意义上的死亡”，而 “死

亡”则是具有 “象征意义上的死亡时间”。鲍德

里亚用 “一种否定性的目光来看待物品的功能化

世界”，表现出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即一

种 “让物物着”的 “浪漫主义情怀”。在 《符号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 “物的差异性操持”被

鲍德里亚指称为 “人与人关系的化身”。① 而鲍

德里亚宣称的 “一种拟人的方式的在场”也给了

维希留极大的启发。鲍德里亚指出广告生产出了

自主购物的消费主体，其实是幻觉主体，真实的

消费主体是无。② 鲍德里亚认为， “大众传媒假

手影像和流行媒体塑形出来”的 “真相”是以

“我并不在场”为前提的，这种 “实际不存在但

有偏偏存在的事实”就是 “幻影”，因而 “我们

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

生的眩晕”。③ 正因这种暴力的 “无目的和无对

象”，才使它变得无法控制，而 “技术的缺陷”

和 “故意的技术破坏”，是 “代替生产的根本方

法”。“今天消费社会之功能的物质生产塑形的质

性被颠倒了”，生产物品恰是为了早日死亡。④此

时商品死亡的 “加速”的力量已表露出来，“加

速”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已经初露痕迹。鲍德里亚

的 “死亡”不仅是消费主体的 “死亡”，也是

“商品”的死亡。广告等大众传媒在实行 “无动

机是最大的驱动性”， “无强制是最大的强制”，

“无压迫是最大的压迫”的阴谋。这种 “温柔地

对你进行掠夺”是 “一种可以在你不知不觉的伪

构境中控制大众的购物行为”。大众传媒 “无意

识的劝诱”使我们消费了一种 ‘心中的宁静’，

一种意识形体构序之下的伪宁静”。⑤

维希留汲取了鲍德里亚的 “象征意义上的死

亡时间”，将之放宽到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

“死亡”，只是 “死亡在维希留的著作中仍然是

弥散的”。维希留自创了 “失神” （ｐｉｃｎｏｌｅｐｓｙ）
一词来代替 “死亡”以表示其对 “死亡”的重

视，“失神”（ｐｉｃｎｏｌｅｐｓｙ）指的是暂时性 “死亡”

或者 “半癫痫 （ｓｕｂｅｐｉｌｅｐｔｉｃ）”的无意识的状
态。在维希留看来，人类世界在面对最终死亡之

前经常被这样的短暂的 “死亡”打断。而这种

“死亡观”是人类经常有的无意识行为，而并非

被设计的 “死亡”假象，既然是人类本能行为就

是有可能改进和提升的，并非无能为力的，这里

可以发现维希留 “失神”思想中的唯物主义的一

面，同时也是对现实的积极反应，并非如鲍德里

亚一般消极无助的思想。

（三）为什么是 “消失”而不再是 “内爆”？

维希留从鲍德里亚基于现代信息和媒体技术

的发展提出了 “内爆” （ｉｍｐｌｏｓｉｏｎ）概念中，看
见了我们所处的 “高科技时代是一个新的仿真时

代”，主要的特点在于 “计算机、信息处理、大

众媒体和生物克隆等前沿技术主导着我们这个社

会”。⑥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的渗透到处都

是，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组织都处于技术和大众

媒体的控制之内。鲍德里亚指出在这样的一个仿

真社会中，在这一信息爆炸和被符号支配的现代

技术世界里，不但传统哲学的意义消失了，能指

与所指分离了，能指不再有所指了；而整个社会

处处都在发生内爆。⑦鲍德里亚用 “大众媒体”

来分析 “内爆”，认为在现代技术社会中，由于

大众媒体的 “无孔不入”，导致了 “信息泛滥”；

人们面对着媒体的 “狂轰滥炸”，面对着各种各

样的 “广告宣传”，大众感到 “厌倦和麻木”，

并充满了 “厌恶之情”， “内爆”导致的结果是

“媒体的终结或消失”。大众媒介不再是 “传播

社会意义”和 “轰动性社会事件”的载体，而

仅仅是信息。 “媒体的内爆”终结的是 “实在、

意义、内容、信息交流等具有意义和表征性的东

西”，因此 “媒体和社会内爆”的结果自然是一

切 “终结了”。这一点既表现了鲍德里亚对 “资

本运作”的批判，也表现了他 “虚无主义”的

精神特质。⑧

维希留认为加速的现代性必将导致人类走向

“消失”，这是媒体和社会内爆的结果，却不是

２３

①

②

③

⑥

［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世

纪出版社集团，２００１年，第１４页。
④⑤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第４１页，第４８页，第４７

页。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江苏：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页。
⑦⑧　孔明安：《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

想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１页，第
１１１页，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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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是指 “我们不断地

牺牲空间来换取时间，甚至在天文时间之上争取

机械时间”。而通讯工具的极速发展，所 “删

除”的不仅是 “大西洋或者太平洋”而已，而

是整个地球；所缩减的不再是任何一国的领土，

而是将地球缩减成 “一个没有延展度的点”；所

争取的不仅是 “有间差”的 “机械时间”，是没

有 “持续性”的 “实况时间”。① 在加速社会中，

不仅是鲍德里亚说的 “媒体的终结或消失”，而

且是整个世界虽然走向了 “内爆”，我们将生活

在 “无人之地”与 “全球在线”的双重时代。

鲍德里亚对于 “内爆”的研究纠缠于 “信

息技术”，主要是一种基于消费社会的经济学领

域研究，而维希留将之发展到了各种领域。维希

留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的形成。“大众通

信的加速”同时意味着 “过时的工业战争让位于

信息炸弹和信息战”，而 “军事冲突”逐渐变成

“光速战争”。② 维希留揭示的新的 “内爆”形

式：加速的信息技术将军事生活与人民的日常生

活划上了等号，即全民皆兵，而人民的日常生活

成为时刻的战争准备或者战争本身。除了军事的

形成，维希留 “消失”旨在揭示 “技术脱域化”

带来了 “这里和现在”的消失，以及 “虚拟门

户” （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ｏｒｔａｌ）或者伴随着 “技术上帝”

（Ｇｏｄ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 “幽灵会议”（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ｅｓ）的出现。维希留在 《速度与政治》

中提出了 “加速的继续不断”暗示了 “自然地

理空间”的 “消失”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和 “一种

实时的新型政治”（ａ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ａｌｔｉｍｅ）的
出现。③

鲍德里亚认为 “冷漠和沉默”是 “大众抵

抗现代技术媒体”的方式的 “内爆”，而维希留

则认为我们面对 “内爆”时不仅可以选择 “冷

漠和沉默”，更好的选择应是选择一种摆脱技术

控制的 “慢生活”。维希留的 “消失”已经从单

纯的 “信息技术内爆”走向了地理空间、军事、

政治等更加广泛的社会现实批判，并进一步提出

如何走出 “消失”的策略。

（四）为什么是 “超活”而不再是 “超真实”？

维希留认为在速度作用下，社会已经从鲍德

里亚的信息技术走向 “信息炸弹”的时代，他赞

同鲍德里亚关于现代信息技术的 “超现实性”几

乎模糊了现实与非真实的界限的观点，并由此提

出了超越 “超真实”的 “超活”概念。维希留

的 “超活”概念既存有 “超真实”的含义，即

“比真实更真实的”，更暗示了加速网络时代的人

类其实活了两次：一次是现实中的，一次是网络

中的。鲍德里亚则认为仿真是超真实的状态。而

真实或实在消失之后出现的就是超真实。④ 然而

“现代数字技术的魅力和魔力”就在于其 “超真

实性”，因此，以追求真实、理性和反思批判精

神的科学技术的无限发展，在消灭原始的 “实

在”的同时，导致了 “超真实”景观的出现。

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数字技术和媒体技术的

高速发展，导致了整个社会都发生整体的 “内

爆”，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 “超真实”现象。维

希留继承了鲍德里亚的 “非真实代替真实”，同

时还原了真实世界的存在，因此维希留的 “超真

实”要更加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没有否定

物质世界的存在，仅仅留恋于虚拟世界。

维希留的 “超活”概念深刻阐释了人类对速

度的追求亦如对财富的追求一般，个人到国家皆

迫切。当代资本主义试图用 “和平策略”来奴役

人，而 “速度”成就了人类 “超活”的可能，

信息技术的 “加速”让人类实现网络全球化，并

不断地引爆信息炸弹，在视觉机器的监视和威慑

中，人类穿梭在现实与虚拟之间，双重威慑促成

人类 “超真实”的生存状态。“全球化”让人身

心皆疲的 “机器人”，沦为 “全球化”暴力统治

下的工具，维希留从全球化的极端统治模式的批

判出发，希望找到一种摆脱 “速度暴力”的全球

魔咒，力图回到一种摆脱信息技术义肢的主宰和

控制的生活，还原身体本源的知觉世界的方式和

体验真实自然的唯物主义情怀，他追求的是 “一

种城邦的那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式的主体间性”。

较之鲍德里亚揭示的经济策略，维系留则将 “超

活”对资本主义 “新政治”策略的分析批判更

为深刻全面，而摆脱 “超活”的途径也更具实践

３３

①

②

③

④

［法］保罗·维希留： 《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台

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２００１年，第３页。
ＳｔｅｖｅＲｅｄｈｅａｄａｎｄＰａｕｌＶｉｒｉｌｉｏ，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ｆｏｒａ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
Ｊｏｈ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ＶｉｒｉｌｉｏＬｉ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ＳＡＧＥ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１，ｐ．２７．
孔明安： 《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

究》，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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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三、维希留何以可能超越鲍德里亚？

（一）唯物主义的速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

的后现代主义反对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鲍德里亚从 “消费社会”到 “符号社会”，

再到超真实的 “拟真社会”制造了本体论的恐怖

事件。① 鲍德里亚推翻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索

绪尔、海德格尔、列斐伏尔，巴特和德波等的理

论，“告别了现代社会理论的问题群”。② 鲍德里

亚认为我们 “只剩下理论暴力”， “必须用死亡

来反对死亡”，张一兵指认他的传统逻辑已经自

我消解了。③波斯特认为，当鲍德里亚指出，“只

有死亡才能摆脱编码”时，他的立场已经从激进

主义退缩为 “一种消沉的宿命论”。④鲍德里亚从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来宣判马克思的劳动生产

观念的过时，拟真则是他用来图绘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存在的关键概念，而这正是他坠入 “一种彻

底悲观主义的思想情境”。⑤事实上，鲍德里亚离

开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反抗，即便是再吓人的

语言恐怖主义也只能沦为 “资本主义统治的同

谋”。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理论成长过程绝对同

质化的理解不仅表现了他的斯大林主义非历史解

释模式，也说明了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无知：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了人类社

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一般状况和规律性的东西，

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

形态中发生的特定历史现象的说明和批判。⑦因

此，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就没有跳出形

而上学的陷阱。⑧这也是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大厦注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歪曲建筑，其命运必然是崩塌。

维希留对 “速度”的关注原本是基于对闪电

战的深刻伤痛记忆，而后转向了对 “速度”本身

的关注，由此开启了速度对人类的影响，速度原

本是一个物理学的抽象概念，然而却被维希留赋

予了实体的内容。在维希留的眼里，“速度不是

一个现象，而是现象之间的关系，即是相对性本

身”⑨，这已经超出了鲍德里亚的 “物”的指涉，

是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另一种解读。马克思认

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

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瑏瑠，而

维希留认为 “速度”是 “现象之间”的 “相对

性本身”。维希留指出 “速度暴力”已经渗透到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非仅仅如鲍德里亚所说

的大众传媒领域。加速的现代性本身将 “空间”、

“时间”、“人”以及 “人的思考”一并删除，而

人类人们对速度的迷信到达了速度拜物教的地

步，“电传托邦”（ｔｅｌｅｔｏｐｉｅ）正快速地 “吞噬我

们以往熟悉的时间与空间”，人类已经成为不知

不觉的受害者。

维希留的 “速度政治学”旨在基于现实的批

判上图绘一个平等而自由的未来，一种更加广泛

意义上的启蒙主义思想，希望人类能够用自由平

等天赋人权来反对速度政治学的专制和霸权，避

免 “速度”使 “人类社会”变成一个 “没有未

来”的 “全世界都远程在场的社会”瑏瑡。维希留

经常无意识的表现出唯物主义革命战士的形象却

毫不知情，这应该也是一种英雄人物的行为无意

识的写实。这些都超越了鲍德里亚的仅仅限于意

识形态批判的 “化蝶”，而维希留确实始终坚守

着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他关注世界范围的革

命斗争，热衷于革命斗争实践，曾全程参与 “６８
运动”，同情 “巴黎公社”，相信 “革命的抵

抗”，无处不彰显 着 “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

义”特征。

（二）批判技术思维而非技术本身：马克思

主义的后现代技术社会批判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技

术决定论？

鲍德里亚的技术反思引发出了对技术哲学中

重大问题的思考，正如罗马俱乐部在 《增长的极

限》中的警告引起了人们对我们所生活的地球的

关注和生态环境的重视一样。瑏瑢 然而鲍德里亚试

图将生产与现代技术相割裂，导致技术成为游戏

的技术，瑏瑣同时认为我们的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

全成了技术的幻觉，全成了一个数字技术的 “模

４３

①

②

⑨

瑏瑠

瑏瑢

③⑤⑥⑦⑧　张一兵： 《反鲍德里亚》，第３４０页，第３５０
页，第３３４页，第３５１页，第２１２页，第２１７页。

④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波德里亚————一个批

判性读本》，陈维振等译，第１１页，第１１２页。
瑏瑡 ［法］保罗·维利里奥： 《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７页，第３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北京：中央编译

局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０页。
瑏瑣　孔明安：《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

究》，第２１９页，第２２１页。



２１世纪为什么是维希留的时代而不是鲍德里亚的时代

拟”世界。① 鲍德里亚除了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和生产方式理路扣上了 “唯心主义”的帽子，还

从技术的仿真批判出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为

“暗淡的”人类社会未来的前景。②面对着技术与

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鲍德里亚悲观的后现代主

义的技术决定论实际上违背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和

科学技术的辨证观，将生产方式与技术方式相分

离的极端化做法是极为偏激的。

维希留对技术的研究不像鲍德里亚那般脱离

现实，变成对 “符号”的象征暴力的研究，而是

基于现实的研究，强调速度成为技术的 “共谋”，

即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控制人的隐形工具。速度不

仅使技术达成了资本主义奴役人类的目的，更让

人们自愿形成一种技术思维的共识：发展 （加

速）正是我们所愿所想所需。在维希留看来，技

术应是价值中立，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而他提出

了对技术时代的生存论之思毫无疑问是比鲍德里

亚的深刻的。尽管二人的思想中都流露着海德格

尔的生存论的痕迹，维希留对技术的批判要更符

合海德格尔的 “让物物着”的思想。维希留的批

判技术思维而非技术本身的思想则更接近于马克

思的批判 “商品拜物教”而非 “商品”本身的

思想颇为相似。③ 在面对２１世纪的技术时代时，
维希留的加速本身就是矛盾的，他指出我们在

“接受加速技术带来的自由和可能性”的同时

“不得不接受暴力，排斥和剥削”④，也就是 “新

技术结构常常带给他们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危险的

真实情况”。⑤由此可以看出，维希留对技术的分

析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客观地阐述了关

于技术的思考，并非如拉什在 《信息批判》中说

“保罗·维希留的客体是无可救药的坏东西”，甚

至认为维希留是 “最具典范性的技术恐惧者”，

对 “技术怀着一种受虐狂似的迷恋”⑥，这种误

认表明了拉什将鲍德里亚和维希留的观点不加区

分的错误视角。而拉什认为 “技术就是速度，就

是意外”⑦，这更加偏离了维希留对技术的理解，

维希留仅仅说 “技术天生就包含着意外”，并未

将技术直接等同于意外，等同于速度，这是更深

层的误认。

维希留提出 “意外是技术天生的本质”，这

并非是其对技术的完全否定，而恰恰证实了其对

技术的肯定，维希留的研究与鲍德里亚的研究基

准不同便是在于此：维希留是在对技术的肯定中

保有否定，这正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影响，

并非如鲍德里亚一般以唯心主义的视角看待技

术，看待世界。正如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Ｚｕｒｂｒｕｇｇ在 《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Ｍｙｔｈｓ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Ｔｈｅｏｒｙ》中提到
维希留坚持自己并非 “反对技术的创造性”，而

恰恰是 “支持技术的”，原因在于 “把艺术和技

术分开是荒谬的”。

尽管与鲍德里亚一样对技术的发展有所担

忧，鲍德里亚的 “技术”倒是完坏的，他坚信大

众在面对技术时只能选择 “冷漠和沉默”，而维

希留对技术之看法并非全是消极的，有其积极维

度，在面对技术的意外时，不仅警示如果再继续

加速我们将无法看清世界，世界将出现 “灰色生

态”危机，更重要的是提出 “减速”或者 “慢

速”的建议。维希留在对待技术批判是审慎中带

有激进，他号召我们要过一种 “慢生活”，尽量不

依赖技术，尽管媒介技术是我们身体的延续，可

以增强我们的身体功能，但过分依赖只会带来极

大的损失，即 “加速的现代性是危险的现代性”。

维希留的速度政治学的研究 “开始于绝望，

终止于希望”， “绝望”在于 “世界的加速”而

希望则是 “速度带来的可能性”。⑧由此看出，维

希留对加速的理解是辩证的，是基于现实的思

考，相对于技术本身来说，他深知那种控制着我

们的技术思维是更加危险的，然而我们不仅全然

不知，还全力支持吹捧，一味强调加速，强调效

率，而这个速度政权为少数人掌控的现象是尤其

值得反思之处。“技术”对人类的奴役居然无形

之中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正是维希留悲伤

之处。从表面的依赖技术到思想上离不开技术，

这种新型的技术政治模式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部

技术生活。维希留之所以被称为 “超现代主义

者”（ｈｙｐ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或者 “后现代技术文化的

批判家”⑨，他以一种 “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技

术社会批判”视角出发给予了我们诸多启示：首

５３

①

③

④

⑥

②　孔明安：《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

究》，第２２７页，第２２８页。
⑨　Ｊｏｈ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ＶｉｒｉｌｉｏＬｉ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１，ｐ３，ｐ３．
⑤⑧　ＳｉｍｏｎＧｌｅｚｏ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ｅ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Ｗａｒｉｎａ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ＬＬＣ２００９，ｐ８，
ｐ９，ｐ２．

⑦　 ［英］斯各特·拉什： 《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２页，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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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警示世人对技术的依赖应当有所节制，尤其

应当拒斥技术思维的统治；其次，号召 “减速”

过一种亲近自然的 “慢生活”，归还身体的本能；

再次，正视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善加运用，造福

人民；最后，预见技术的 “意外”，正确预防，

辩证看待。

（三） “速度的高级牧师”的预言：马克思

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终结论反对后现代的虚无主

义？

鲍德里亚的后形而上学玄学中的虚无主义成

分与其悲观的后现代主义技术决定论在逻辑上是

完全一致的。鲍德里亚对技术的未来前景具有一

种 “命定”的悲观论，认为一切都被命定为

“虚无”了。① 网络和虚拟空间对我们生活的侵

入和骚扰，已经到了不可等闲视之的地步，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虚无主义的拥抱和赞同，而鲍

德里亚对技术的理解已经完全陷入了虚无主义的

泥潭。人们在技术面前已完全沦为技术的奴

隶。②鲍德里亚认为技术具有自身的自主性，人

在技术面前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因此打算

用技术虚无主义来反对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

技观，在这点上，维希留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即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则是持肯定的态度。

维希留认为技术加速带来了 “战争时间的完

善”，导致了 ‘全球极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国家
的到来，即 “通过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和恐惧的时

间控制和组织人民生活的全球军事国家”。③ 维

希留注意到资本主义在利用当代信息技术进行剥

削和压迫时，也十分注意策略，导致我们都情不

自禁地跳入加速的社会中，丝毫未觉被压榨，却

以被彻底剥削了。从 “全球化”视角来研究速度

和资本主义，发现 “技术加速”培育的资本主义

是将整个世界组织成 “一个同质的体系”。④维希

留质疑 “被机器减少”或者 “替代”的人类，

指出当代艺术见证了 “加速的技术”造成的人类

身体的 “苦难”⑤，他倡导与技术 “作斗争”而

不是在技术前面 “麻木的”。维希留警示了加速

的现代性试图将 “技术文化”变成一种 “法西

斯主义者冲动”，并从 “灾难性的” “技术的知

觉”中预见到了 “全面化的意外”将紧随大量

出现的 “技术科学”相继出现，这就是维希留所

谓的 “现代主义的终结”⑥。

维希留提出 “速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这

种以 “速度”所产生的暴力作为权力的支配形式

被称为 “速度政权”。⑦ “速度权力”的问题已超

越存活的问题，而是 “超活”的问题。 ‘超活’

不只是存活，还必须是以更快的速度，更敏捷的

思考才能存活的存活。”⑧维希留指出 “速度政

权”的暴力统治带来 “灭绝”⑨，而 “速度暴

力”带来 “消失”，它将事物 “消除”，将 “人

与人的社会关系消除”，最危险的是它将 “思考

和反省能力都消除了”。瑏瑠维希留认为我们已经进

入了速度掌控的全都市化时代，继人烟稀少乡间

的 “无人之地”，明日我们可以想象 “无人之

时”，“相对于大都会管理需要政治，全都会需要

的是全能政治，而全能政治掌握绝对广度的绝对

权力与绝对控制，一种结合知识／权力，速度／权
力和资讯／权力的统治技术。”瑏瑡这种全能政治绝
“不只是政治经济学想象的 ‘生产之境’之反

射，而根本是速度政权 ‘电传真实’所辐射出来

之 ‘生产之荧幕’”。瑏瑢与鲍德里亚的 “没有快

乐”，“没有能量”，“没有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

的 “虚无主义”不同，维希留从未 “丧失社会

信仰”，而仅仅是 “对政治感到失望”瑏瑣，一直尽

力经营着 “善业”瑏瑤，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房屋。

维希留始终尽心做好一位 “速度的高级牧师”的

职责：用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终结论来反对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的虚无主义。

（责任编辑　林　中）

６３

①

③

⑤

⑦

瑏瑤

②　孔明安：《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

究》，第２２８页，第２２９页。
④　ＳｉｍｏｎＧｌｅｚｏ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ｅ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Ｗａｒｉｎａ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ＬＬＣ２００９，ｐ．１３，ｐ．
１４．

⑥瑏瑤　Ｊｏｈ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ＶｉｒｉｌｉｏＬｉ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１，ｐ６，ｐ１６，ｐ３５．

⑧⑨⑩瑏瑡瑏瑢瑏瑣　 ［法］保罗·维希留：《消失的美学》，杨

凯麟译，第１８页，第１９页，第１９页，第１９页，第２５页，第
２９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６５年，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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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国外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关系研究评析


成　龙

【摘要】“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的关系是国外当代中国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形成

了 “割裂对立论”和 “继承发展论”两类观点。“继承发展论”既看到二者的共同点，也分析了二者的差异。“割裂

对立论”则只看到二者的差异，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国外研究坚持文本研究与实际考察相结合、心理分析与背景分析

相结合、结构研究与案例解剖相结合、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是值得借鉴的。

【关键词】毛泽东；毛主义；后毛主义；当代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３７－０８

　　 “毛主义”（Ｍａｏｉｓｍ）和 “后毛主义”（Ｐｏｓｔ
Ｍａｏｉｓｍ）是国外学者及相关人士对毛泽东时代的
中国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意识形态及其特点的总

概括。如何看待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的

关系？这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国外当代中国
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深入探讨和分析国

外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和把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无疑

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国外研究的基本经过、

代表人物及文献

　　国外关于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关系

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开始研究阶段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
－８０年代初）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是毛泽东

去世后国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他们纷纷发表

文章，就此展开讨论。迈斯纳和威丁在 《亚洲概

览》杂志发表 《毛主义的遗产和中国的社会主

义》、 《毛以后的中国》等文章，标志着这一研

究的开始。１９７８年关于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批判了 “两个凡是”的教条，进一步引发了如何

正确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有人怀疑

中国可能要否定毛泽东，搞所谓 “非毛化运动”，

并发表了一些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言论。另一些

学者则认为，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他们称

之为 “后毛泽东时代”或 “邓小平时代”①。费

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６６－１９８２）》
记载了这期间国外学者发表的著作，其中包括戴

维·Ｍ．兰普顿编的 《毛以后中国政策的实施》，

伊丽莎白·丁．佩里和克里斯汀·汪编的 《毛以

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邹谠的 《文化大革命

与毛以后的改革》②。此外，Ｍ．罗素的 《毛泽

东的思想遗产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基本意识形态》

（１９７９），迈斯纳的 《毛的中国》 （１９７９），日本
野纯一的 《中国的迷惑———邓小平与毛泽东路

线》，苏联学者康丁诺夫的 《毛主义和毛的继承

人》等，也是此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③。

（二）深入研究阶段 （８０年代初 －８０年代
后期）

１９８１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
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国外学者回顾和反思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搞的

不是 “非毛化”，而是把毛泽东放在一个更为恰

当的位置，破除个人崇拜，实现对毛泽东评价的

客观化、正常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迈斯纳盛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

论”。他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已消

除了所有空想和偏激的成分，由新作者改写或摒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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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龙：《否定背离，还是继承发展———海外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②　成龙：《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追溯》，《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８期。
③　成龙：《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海外研究述评》，《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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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中国版马克思主义中大多数带有十足毛泽东

思想特点的东西，成了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

论”①。

１９８６年，在毛泽东去世１０周年之际， 《澳
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发表了纪念毛泽东论文专

辑，就毛泽东的 “正确”与 “错误”问题进行

了专门的讨论②。萨米尔·阿明的 （ＳａｍｉｒＡｍｉｎ）
的 《毛主义的未来》（１９８１），威廉·Ａ．贾斯帕
（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Ｊｏｓｅｐｈ）的 《１９５８－１９８１年中国极
左主义批判》 （１９８４），迈斯纳的 《毛泽东的中

国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１９８６），邹谠的 《文

化大革命与后毛主义改革》 （１９８６），派伊 （Ｌｕ
ｃｉａｎＷ．Ｐｙｅ）的 《论 ８０年代中国的实用主
义》），戴维·Ｗ．张的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

国》，也是这一时期颇有思想深度的著作。

（三）反思研究阶段 （８０年代末－世纪之交）
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受国际 “大气候”

的影响，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现行政策表现出不

理解，研究一度出现较大曲折。这期间的代表性

著作有德里克的 《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反思》 （１９８９），比尔·布罗哥等人的 《中

国后毛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１９９０），罗伯特·
克林伯格 （ＲｏｂｅｒｔＫｌｅｉｂｅｒｇ）的 《中国的对外开

放：对资本主义的试验》 （１９９０），泰韦斯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Ｃ．Ｔｅｉｗｅｓ）的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１９９１）③。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在国际

社会引起强烈反响。１９９３年 《中国季刊》秋季

号发表专辑文章，可谓对这次谈话的回应④。这

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苏黛瑞 （ＤｏｒｏｔｈｙＪ．
Ｓｏｌｉｎｇｅｒ）的 《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统治者的

遗产与市场改革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３），乔纳
森·昂哥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Ｕｎｇｅｒ）主编的 《中国的民

族主义》（１９９６），卡普拉·密拉 （ＫａｌｐａｎａＭｉｓ
ｒａ）写的 《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

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 （１９９８），摩尔·古
德曼 （ＭｅｒｌｅＧｏｌｄｍａｎ）等主编的 《中国后毛时

期改革的二难》（１９９９）⑤。
１９９９年，在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之际， 《中

国季刊》冬季号发表专辑，对新中国５０年的历
程进行回顾总结，其中包括罗伯特 （ＲｏｂｅｒｔＦ．
Ｄｅｒｎｂｅｒｇｅｒ）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５０年：经济发
展》，派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５０年的总体回
顾：虽有进步，但更多问题》，凯文 （ＫｅｖｉｎＪ．
Ｏ’ Ｂｒｉｅｎ） 的 《政 治 变 革 总 览》，罗 斯 基

（ＴｈｏｍａｓＧ．Ｒａｗｓｋｉ）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我

们学到了什么》等，盛赞新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

平取得的巨大成就⑥。

（四）全面提升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持续发展引起世界

更多的关注。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如何看待改

革开放后３０年与前３０年发展的关系？绝大多数
国外学者都强调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反对

把 “后毛主义”与 “毛主义”相割裂。美国芝

加哥大学洛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大卫·施韦卡

特、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林春、英国诺

贝尔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 （ＲｏｎａｌｄＨ．
Ｃｏａｓｅ）等都坚持这种观点。乔纳森·昂哥主编
的 《中国政治的本质：从毛泽东到江泽民》

（２００２）一书，作者分别是罗威尔·迪特默、派
伊、泰韦斯、邹谠、黎安友、奥克森伯格、傅士

卓、谢淑丽等人，反映了他们对当代中国从毛泽

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变化特点的看法。由任柯安

（ＡｎｄｒｅｗＫｉｐｎｉｓ）等人共同主编的 《当代中国的

社会和政治》（２００９）一书，共分为四卷，收录
了国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
代表作，反映了编者从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俯瞰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关系的宏大视野。

二、国外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类观点

国外学者在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关

系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类观点。

（一）割裂对立论

这类观点强调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

之间的对立。

１．“非毛化运动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粉
碎 “四人帮”，废除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

针，把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ｉｓｎｅ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Ｍａｏｉｓｍ，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ｎｉｓｍ，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２１７．

成龙：《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３０年研究述要》，《毛泽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⑥　成龙：《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海外邓小平及其理论研究述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成龙：《否定背离，还是继承发展》，《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成龙：《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海外研究述评》，

《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论集》，第３２９页。



国外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关系研究评析

革开放的战略，都是对 “毛主义”的否定。①

１９７７年５月１日，美国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
斯发表文章，一方面赞扬中国领导人使国家在政

治上实现了稳定，在经济上走上正轨，另一方面

又批评中国领导人 “对毛的一些政策正在加以修

改，甚至是完全的改变”。５月１１日，法中友好
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发表了一篇在国际上颇有

影响的 《辞职书》，认为在中国修正主义路线已

占了上风，批邓已被放弃，要求将生产置于革命

之上。人民保留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己不复存在，

当然更谈不上对资产阶级政策的造反的权利和义

务了。② 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６日，《匈牙利民族报》也
发表文章，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 “将开

始非毛泽东化时代”。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主席阿瓦基安 （ＢｏｂＡｖａｋｉａｎ）主编 《毛泽东

不朽的遗产》一书，仍然将 “四人帮”视为革

命派，认为粉碎 “四人帮”是 “修正主义政

变”，“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 “篡夺了最

高权力”，并且正在使中国走上一条资本主义的

道路③。中屿岭雄、费正清等人在其著作中也坚

持类似的观点。

２．“经济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 “后毛
主义”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显然是对 “毛主

义”意识形态能动性的背离和否定。迈斯纳认

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将马克思的 “存

在决定意识”中的 “存在”狭隘地解释为经济

发展水平，对这种决定论的理解不仅曲解了马克

思主义学说，而且也背弃了毛泽东的教导。“实

际上，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

种现代经济发展的理论，其目的是在可预见的未

来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④ 小林弘二

也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恰似同毛泽东时代

的目标截然相反。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

渡，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政权的

基本观点。”“作为邓小平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背

景，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 ‘意识形态的毁

灭’问题。”不仅是坐标轴的大移动，而且据此

从毛泽东思想的禁锢下解放了出来，重新取得了

领导上的主动权，同时试图谋求意识形态的灵活

性⑤。

３．“民族主义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不具有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取而代之的

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尼克松说，邓小平 “作为一

名共产党人，他既不要资本主义的中国，也不要

民主主义的中国，但他不是自己意识形态的俘

虏，首先，他是一位需要强大中国的民族主义

者”⑥。乔纳森·昂哥主编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

一书分九章专门论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玛

莉·黑瑟·张 （ＭａｒｉａＨｓｉａＣｈａｎｇ）指出：“邓小
平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改造为发展民族主义的理

念。在这样做的时候，邓小平铺平了现今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主义复活的道路。”⑦ 美国 《新闻

周刊》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 （ＦａｒｅｅｄＺａｋａｒｉａ）
也认为，“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

情绪变得更加强烈”⑧。维尼·沃 －蓝普·兰姆
（ＷｉｌｌｙＷｏＬａｐＬａｍ）认为，随着中国共产主义
及其信条的死亡，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

解除全球化毒害及失稳效应的解毒剂⑨。

４．“变相资本主义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
改革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其

它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布

热津斯基就曾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上

是一种 “商业共产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相距甚远，犹如两股道上的车子”瑏瑠。科尔耐认

为，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纯属幻想，唯一的出路

就是走向资本主义。苏黛瑞、卡默尔、赛奇等人

也持同样的观点。Ｒ．斯密司预言，未来中国民
营经济必然超过国有经济，随着私有化成份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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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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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走向资本主义不可避免。① 布鲁斯·迪克森

（ＢｒｕｃｅＤｉｃｋｓｏｎ）认为，中国正在走向 “红色资

本主义”，体现了资本和政治认为可怕的 “质”

的变化———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在中国发生。②

詹姆斯·彼得拉斯认为中国的市场正在形成，每

个资本家都希图对中国近乎无限的劳动力进行无

限的剥削。③

５．“实用主义论”。这种观点认为，邓小平
关于 “白猫黑猫”的理论，典型地反映了实用主

义 “有用就是真理”的原理，邓小平理论与英美

实用主义并无差别。正如石池雨 （ＣｈｉｈｙｕＳｈｉｈ）
所说：“猫论”包含的意思是，不管采取什么手

段，只要达到目的就行。“他 （邓小平）只注重

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带来的。”④ 彼

沃娃洛娃指出：“实质上，这是 ‘目的可以证明

手段之正确’这一原则的另一种表述。”⑤ 基辛

格认为，邓小平不仅自己坚持实用主义，而且把

毛泽东也改写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利用毛泽东

正统思想理论中的 “实事求是”的只言片语，放

弃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照邓小平的说法，毛

泽东是位实用主义者。⑥ 海贝勒指出，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体制在经历了 “转型”、 “巩固”两个

阶段后，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即 “适应”阶

段，“意识形态已逐渐被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

的实用主义所取代”。⑦

（二）第二类观点：继承发展论

这类观点既看到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

之间的联系，又看到二者的差异。在他们看来，

二者的共同点突出表现在：

１．道路选择的共同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
认识到，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没有别的道路可

走。季塔连柯指出：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两种构想都考虑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

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这种社会可

以使中国摆脱落后和贫穷的桎梏，建立现代的繁

荣昌盛的国家。在这方面，毛和邓都是从马克思

主义经济形态不断进行历史性更替，最终社会主

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的。‘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的构想中共同鼓舞人

心的思想”。⑧ 戴维·Ｗ．张认为，无论毛泽东，
还是邓小平，他们都曾受到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

传统、辛亥革命的新民主传统和１９４９年革命时
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邓小平理论能否最终

取得成功，取决于对这三种因素的正确处理。⑨

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在内政方面，邓使中

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并从而把它引上了发

展经济的道路。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

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瑏瑠 小川平四

郎指出： “邓小平绝不是改革开放一边倒的人，

在他的脑子里，经常同时存在两种观念，即改革

开放的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观念。这从他的发

言中便可以看出，他有时强调改革开放，有时强

调坚持社会主义，有时是两者一起谈。”瑏瑡

２．理论构想的共同点。新民主主义论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搞符

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季塔连柯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这两种构想都力求考

虑到中国的现实条件，实行建立多种经济成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因素长期共存、保持和加强

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调节作用的方针。但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毛泽东有些被 “胜利冲

昏了头脑”，他作出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并于１９５３
年６月抛弃 “新民主主义”构想，提出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这种 “盲目冒进”、“更快取得成绩”

的打算，受到刘少奇等人的批评。但在党的八大

以后，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中占了上风，“大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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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页。

［日］小川平四郎：《他不是改革开放一边倒》，齐欣等

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５０页。



国外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关系研究评析

进”和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引导到了最深刻

危机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举行
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成了由摆脱危机深

渊，到探索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新途径的转

折点。① 大卫·古德曼也指出： “邓实质上是要

恢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的他们认为是中

共传统的那些东西。”“八大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

与邓在八十年代所解释的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矛

盾，完全是一致的。”②

３．未来目标的共同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
认识到向西方学习，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

施拉姆指出：“许多事情表明，当今邓小平的中

国和２０年前毛泽东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
事一点也没改变：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

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

保留中国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毛泽东谈到

过开辟一条 ‘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邓小

平则宁愿说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③ 天儿慧也指出，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在四
届人大第一次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个

报告本身是由邓小平领导起草的。１９８２年召开
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更进一步将目标修

改为：“到本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达到 １９８０年的 ４倍，到 ２１世纪中
叶，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④

４．个性品格的共同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志
同道合，相互支持，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不

同寻常的信任关系。大卫·古德曼指出：早在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就因追随毛泽东

而受到打击，被诬为 “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毛

派的头子。７０年代邓小平能够再次复出，还因
为毛泽东于１９６６年以前就已形成的对邓小平的
信任。毛泽东多次说过，他没有像对待刘少奇那

样对待邓小平。但是，邓小平对马列主义绝不盲

从。“甚至到了９０年代，邓始终还是号召中国人
民紧跟毛泽东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他并

不是毛式共产主义政治模式的翻版。”⑤ 戴维·

Ｗ．张也指出，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亦非常忠
于毛泽东，“但他常常就政策和党内事务问题无

所畏惧地与毛泽东争论”⑥。内藤雄三指出，尽

管邓小平因反对 “个人崇拜”而令毛泽东不满，

但１９５６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毛泽东依然把邓小
平视为刘少奇之后的接班人。⑦

国外学者认为，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

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突出表现在：

１．从强调 “意识形态”到强调 “发展生产

力”：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同回答。苏珊·奥格

登指出：作为社会主义，毛泽东更加强调意识形

态的能动性，而现代化仅仅是想象中的达到共产

主义之后的副效应，所以中共执政后前３０年争
论的焦点，是如何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转化为政

策，以迈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而邓小平更加

重视生产力的意义，认为光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社

会主义还抵挡不住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意味着，凡能够促使中国

现代化的东西，均属社会主义。⑧ 国分良成指出：

“在毛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普遍真理，是

不可改变的。然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出现一种动

向，即积极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切合现实情

况的侧面和由于意识形态坚持教条式的态度造成

了社会主义的停滞。当然，这同直接否定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无关，但和毛时代却有隔世之感。”⑨

２．从 “理想主义”到 “现实主义”：思维

风格的不同体现。戴维·Ｗ．张指出： “如果说
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邓小平

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邓小平作为一个讲

求实效的人，他在文化革命前的１０年中自然要
站在那些强调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实现物质进步的

人的立场上……像刘少奇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

也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真诚地赞成基本生

产资料的公有制。但革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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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目的本身。”① 杰柳辛认为，邓小平的思

想不是来源于书本，他蔑视书本中的说教，认为

“邓小平的人生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实践

哲学，他为改造中国经济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

从实践中提出来的，都来自生活本身。合理、有

效、有益———这就是他的标准，他就是用这把尺

子去衡量思想意识。对他来说，实际成效、生产

增长、人们生活的改善要比对学说的 ‘忠诚’更

珍贵”②。基辛格指出，邓小平 “既未发展过任

何哲学宏论，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就中国人民的

独特命运高谈阔论”，“毛泽东凡事都上纲上线，

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而邓小平则认为意识形

态应该为 ‘专’服务”。③

３．从 “政治挂帅”到 “经济挂帅”：工作

重心的不同思考。施拉姆指出：“毛泽东关注的

是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辩证法，而邓

小平则关注的是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辨证

法；毛相信只有通过上层建筑领域激烈的斗争才

能保证人类走向一个新的、无私的社会的正确道

路，相反，邓小平则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建

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之上。”④ 石池雨认为，邓

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实际

上，提出这种观点是为了阻止激进分子搬毛泽东

思想来阻挠他的现代化计划；另一方面，他积极

提倡补充新鲜血液。 “他把 ‘政治挂帅’变为

‘经济挂帅’。就经济来看，他并没有追求一种不

切实际的增长。”⑤ 摩尔·古德曼 （ＭｅｒｌｅＧｏｌｄ
ｍａ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Ｍａｃ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卡尔普拉·米拉 （ＫａｌｐａｎａＭｉｓｒａ）等
人也都持同样的观点。⑥ 国分良成认为，从毛泽

东到邓小平，不仅是从 “革命”时代向 “建设”

时代的转移。 “换言之，这也是从 ‘政治’向

‘经济’的工作重点转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政治’意味着 ‘阶级斗争’……然而，进入邓

小平时代后，国内经济的现代化成为高于一切的

课题，继续革命基本上宣告结束。”⑦

４．从突出 “个人魅力”到强调 “集体领

导”：领袖作用和领导方式的不同理解。晚年毛

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有所抬头，民主

集中制受到破坏，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更加

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民主化、法制化。前英

国驻华大使伊文思指出，与毛泽东不同的是，

“邓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不允许在

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

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⑧ 费正清

指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中国既扶持首创精
神，又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这是一种比毛的

唯意志论更切合实际的看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

多的任务。⑨ 内藤雄三指出：邓在八大上的报告

强调了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并删去１１年
前七大写进党章中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表达形式，

这是借助于同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

信进行的，邓指出我们 “从来没有否定杰出的个

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但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

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瑏瑠

５．从 “大跃进”、“大革命”到 “渐进的和

平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毛泽

东试图以 “大跃进”、 “大革命”的方式迅速改

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而毛泽东之后中国领导人却

采取了 “渐进的”、 “和平革命”的方式。迈斯

纳指出： “毛泽东把 ‘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

段’理解为连续不断的革命改造过程，社会矛盾

的斗争是这一革命过程中的推动力量；而毛的接

班人所预期的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社会发展过

程，其特点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在相对和平、

协调的气氛中进行。”瑏瑡 天儿慧也指出： “如果

说，建国以来毛泽东的 ‘失败’之一是无视自然

的因素，采取划一主义的、‘暴动’主义式的发

动群众方式，那么邓小平正是吸取了毛泽东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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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毛主义”与 “后毛主义”关系研究评析

功和失败两个方面的经验。”① 基辛格指出：毛

泽东逝世十多年后，他宣扬的革命精神又出现

了，但这是一种不同的 “革命精神”———推崇个

人的创造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依靠与外部世

界相联系而非自给自足；它将像 “伟大舵手”设

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盘正好相反。②

６．从 “战争不可避免”到 “和平发展”完

全可能：对时代发展的不同判断。国分良成指

出：“毛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同外国的关系上，

一直维持着极为封闭式的体系，可是在邓时代，

开始改变为开放体系。毛时代对信息控制很严，

且政治教育也很普遍，一般群众几乎不具有将中

国与外国进行横向比较的观点。可是进入邓时代

以后，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国外信息可以

通过各种渠道传来。”③ 巴拉奇·代内什指出，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时间里，毛泽东日渐

变得极端，“这段时期，毛泽东提出了 （‘文化

大革命’期间由红卫兵公布的）关于 ‘不要怕’

新的世界大战的观点：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

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２０
几亿人口剩９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
来了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

是坏事”。④ 而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一再强

调，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发

展是有希望的。基辛格认为，从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角度看，“毛泽东如同恨铁不成钢的老师，邓

小平则像要求严苛的伙伴”。⑤

三、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

国外学者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和研究中国问

题，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其观点不乏真知灼

见，更值得参考借鉴的还有他们的研究方法。

（一）文本研究与实际考察相结合

一般来讲，国外学者对毛主义、后毛主义的

研究，大多是从文本研究开始的。他们往往精通

中文，具有 “汉学”的扎实基础，被誉为 “中

国通”。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财力，搜集毛

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各种著作、论文、讲话、书

信与批文，并重新加以编辑、翻译、整理。日本

学者竹内实、美籍英国学者施拉姆都因在自己国

内主编毛泽东的文集而享有盛名。１９８４年，英
国培格曼公司因首次出版英文版 《邓小平文集》

而轰动西方舆论界。在国外学者的著作中，对毛

泽东、邓小平等人文献的引用之广泛、知悉之准

确，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另一方

面，国外学者的研究，又不仅仅停留在文本上，

有条件的学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中国进行

实际考察，在与中国学者、政治家、普通人的交

流、碰撞中把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费正清、施

拉姆、傅士卓、季塔连柯、沈大伟等人在文章中

都多次谈及他们到中国考察、与中国学者交流的

情景。傅高义 （ＥｚｒａＦ．Ｖｏｇｅｌ）为完成 《邓小平

时代》，先后查阅了中外与邓小平相关的档案和

文献，并拜访了邓小平的家人和好友，还前往新

加坡、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地，与邓小平打

过交道的中外政界要人及学术名家进行交流。大

卫·兰普顿 （ＤａｖｉｄＬａｍｐｔｏｎ）在 《一脉相承的

领导者：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书

“导论”的交代，此书的完成以作者与中国领导

人５５８次的会谈，以及相应的案例研究、文献分
析为基础。⑥ 这与国内一些学者或者从 “本本”

到 “本本”，或者以现象取代历史，缺少文献基

础的片面研究相区别。

（二）心理分析与背景分析相结合

心理分析方法是国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国外一些学者看来，心理分析是打开人之 “心

灵”的门户。一旦打开了 “心灵”之门，则等

于登堂入室，掌握了打开所有理论堂奥的钥匙。

但他们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又十分关注造成人

物特殊心理的环境条件、历史背景。这种研究方

式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学者派伊和他的学生所罗

门。在派伊看来，“在毛泽东那里，关键的进展

与恋母情结的体验有关，涉及到毛与他母亲的关

系，这种关系给了他很强的自强感，但是当他不

再博得母亲专一的照料时，这也使他感受到了不

公平的对待。我们的假说是，这一系列重点体验

可以最合适不过地用来解释毛既作为一个反抗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天儿慧：《邓小平的发展战略》，冷溶主编：《国

外邓小平研究》，第２３页。
［美］基辛格：《论中国》，第４３５、４３６、４３７页。
［日］国分良成：《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

《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２集，第９０页。
［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阚思静、季叶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美］基辛格：《论中国》，第３４４—３４５页。
ＤａｖｉｄＭ．Ｌａｍｐｔ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Ｒｕｌ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ｔｏ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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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作为一个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个性”。①

所罗门也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社会权威对于

个人始终保持着外在性，家庭中的长者具有优越

感，构成了中国社会中 “永恒的超我”，而且社

会约束的主要形式支撑着超越个性的永恒控制。

毛泽东试图改变这种植根于亿万中国人人格之中

的持久的文化模式，然而，这种改变成熟的人

格、持久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所遭

到的困难，最终导致毛泽东采取了发动文化大革

命这样的激变方式。② 对此，前苏联学者耶基莫

娃、弗拉第米诺夫等人在 《远东事务》杂志接连

发表文章，更加强调中国民族心理、社会心理在

毛泽东思想形态过程中的作用。心理主义与背景

分析的研究方法也体现在关于邓小平的研究中，

如派伊的论文 《论 ８０年代中国的实用主义》、
《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本杰明·扬的

《邓小平政治评传》，伊文思的 《邓小平》等。

（三）结构研究与案例解剖相结合

国外学者的研究，既致力于贯通 “思想”始

终的 “结构”，又关注渗透在整体结构中的细节。

强调案例解剖，具有追求构成框架一般性与构成

内容特殊性相结合的特点。沃马克认为，贯穿于

毛泽东思想的是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晚年毛泽东误入歧途，并不是对这种一以贯之的

“结构”的否定。③ 迈斯纳等人强调 “民粹主义”

对毛泽东终身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民粹派 “民众

大联合”的思想一直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中，影

响毛泽东主义对马列主义的修改。④ “毛主义的

思想中更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在列宁主义式的天

才人物统治论与更早的民粹主义式的信仰之间踌

躇不定”，而且愈到晚年毛泽东就愈倾向于后者，

“毛的 ‘相信群众’是完全非列宁主义的，不注

意这一点，‘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都不能

得到深刻的理解”。⑤ ８０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
研究方法仍被运用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前文所谓

各种 “主义”，就是国外学者解读当代中国的

“结构”。但是， “结构”只是统摄全局的方法，

对 “结构”的说明还得通过具体案例的解剖。国

外关于毛主义思想性质的大辩论，关于文革及毛

泽东历史遗产的争辩，关于中国改革具体政策的

研究，都带有具体案例解剖的性质。

（四）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国外一些严谨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往往不为

本国狭隘的民族利益和思维方式所限制，而是站

在更为客观公正的视角，理性审视毛主义和后毛

主义的价值。他们从来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

研究重心紧跟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体现人

类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季刊》、《中国

研究》等国外期刊所发文章的风格都突出反映了

这一点。另一方面，国外学者也特别重视中国传

统文化因素对当代中国领导和民众的影响。魏斐

德系统分析了中国传统 “大同”思想，特别是明

清之际王阳明、王夫之以及近代康有为、梁启超

“心力”学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潜在影响。费正清

认为，“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使人

回想起儒家修身自省的学说，特别是１６世纪的
哲学家王阳明”；“儒家思想对人们灌输了对父亲

和皇帝效忠的思想，而现在毛泽东思想把效忠的

对象转移到党和人民”。⑥ 中国农村采取的合同

制 （即责任制）“必须看成是中国 ‘治国策’的

最新阶段”⑦。俄罗斯学者杰柳辛认为，邓小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完全符合中国传统

富国富民的理念，管子就曾说过 “是以善为国

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⑧ 戴维·Ｗ．张认
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至少可以

上溯到中国３０００年的政治传统。邓小平的话恰
好应证了中国传统中的格言——— “民以食为天”、

“国以民为本”。⑨

（责任编辑　欣　彦）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美］派伊：〈毛泽东：领袖人物〉序言》，参见 《国

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第２５４页。
成龙：《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

“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攀登》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
［美］沃马克：《毛泽东在何处误入歧途：毛泽东 “左”

政治中的认识论与意识形态》，载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７０页。
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ｉｓｎｅｒ，Ｍａｏ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４３．
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ｉｓｎｅ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Ｍａｏｉｓｍ，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ｎｉｓｍ，

ｐ１０６．
［美］费正清： 《美国和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６６页。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１８００—１９８５）》，北

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俄］杰柳辛：《革命家、毛泽东主义者、改革家》，参

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３页。
ＤａｖｅｄＷｅｎ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ｐ６８．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总第１３７期）／十一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６２０１４／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３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适当与失当：从 “优势话语权”到 “绝对话语权”

———话语权视角下的电影 《武训传》批判

周连顺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并以此推动社会整合。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

语权，以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引领前进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急务所在。针对电影 《武训传》的拍

摄特别是评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状况，毛泽东紧紧抓住电影 《武训传》这只 “麻雀”深入

解剖，力图在文艺领域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但是，由于过分求纯和急于求成，又采取批判运动的方式，

“优势话语权”不恰当地演变成为 “绝对话语权”，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武训传》；毛泽东；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２／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４５－０６

　　批判电影 《武训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思

想文化领域影响极其深远的一场运动。如何来认

识和评价这场运动，党内党外一直存在分歧。由

国家权威部门修撰的史书和传记材料由于篇幅限

制，展开不多，基本上是一些概括性的评价。如

逄先知等指出：“毛泽东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马

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

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也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

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

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

先例”。①这种评价虽然比较中肯，却没有更多地

分析这场批判运动的复杂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

给深入理解这场批判运动留下了许多盲点。有一

些学者看到了批判电影 《武训传》的消极作用，

就对这场批判运动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如刘劲柏

指出：“当年批判 《武训传》的 ‘理由’是站不

住脚的。因此，对它的批判是错误的，一切强加

给它的种种不实之词，必须予以推倒。”②有学者

甚至把 《武训传》批判作为 “文革”期间极左

思潮的源头，如袁鹰认为 《武训传》批判 “树

立了一个模式，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

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

制”③。这类评价过于以偏概全，无助于全面总

结电影 《武训传》批判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既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

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全面建构新民主主

义社会秩序并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键阶

段。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取向怎样，

新生的人民政权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成为国际国

内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的急剧变革迫切需

要文化在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提供舆

论支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面对整个社会思

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错综复杂的状况，建构马克思

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以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引领

前进方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

领域的急务所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当

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形势，为引导、规范和约束人

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做出了一系列制度设

计”④，并为此进行相应的政策安排，主要包括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改造旧有学校教

育事业、推动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改造旧有

５４

 作者简介：周连顺，（广州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５页。
②　刘劲柏：《必须重新评价电影 〈武训传〉》，《齐鲁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③　袁鹰：《〈武训传〉讨论———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炎黄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④　周连顺：《制度设计与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建构》，《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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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事业等。当时全国范围广泛开展的戏曲

改革，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戏曲改革的背景下，电影 《武训传》

的出台，特别是对武训和电影 《武训传》的

“好评如潮”说明戏曲改革的目的没有达到。因

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紧紧抓住电影 《武训传》

这只 “麻雀”深入解剖，力图在文艺领域牢固确

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

一、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戏曲改革

　　戏曲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于 “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普遍的宣传效

果”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在多元多样的意识形

态领域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有着重要影

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普

遍推行了戏曲改革，并把它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

优势话语权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中国戏曲源

远流长，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历代

艺人的传承和不断创造，逐渐成为集吹拉弹唱、

舞蹈、演艺、评说等多种艺术门类于一身的综合

艺术。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

级思想意识对旧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深远影响，

旧中国的戏曲在剧本的写作和演出活动中普遍存

在着丑化农民革命、宣扬色情迷信等错误思想倾

向。电影作为一种新兴戏曲艺术，凭借高度发达

的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拥有丰富表

现手段、最有群众性、最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主要

由英美等西方国家生产的影片所主宰。据中央人

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统计：全国每
年共需新片四百余部，其中美国影片占三百余

部。而仅上海一地１９４８年从美国为主的西方国
家进口的影片就有二百七十一部 （其中百分之九

十是美国片）；１９４９年４月，在上海放映美国片
一百二十四部，占全部放映影片的百分之六十

四。② 这类影片大都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的美好及其价值观念的正当等内容，极力贬低工

农大众反抗旧秩序的革命行为。显然，由于社会

意识变迁的滞后性，当时戏曲领域的状况根本不

能适应新中国社会大环境变化的需要。为了在文

艺领域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为中国社

会的变革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新中国成立之

后，党和政府按照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

众的方向开展了对戏曲剧本内容、体制和演出形

式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

为了更好地领导和协调戏曲改革，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国家成立了戏曲改进局，并颁布了一系列
指导戏曲改革的文件，“主要包括 ‘改人、改制、

改戏’三个部分”③。改制工作由文化部统一部

署和组织，主要是废除封建隶属关系特别是人身

依附关系，除一些特殊剧团之外，把 “全国各地

的私营戏曲班、社都逐步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或集

体所有制的戏曲剧团”④。改人工作分别由各地、

各级文教机关分类部署和组织，主要是 “为艺人

们举办了各种讲习会和进修班，以帮助艺人提高

文化修养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⑤。改戏

工作由各级政府分类部署和组织，主要是 “组织

大批新戏曲工作者修改旧剧本，编写大量有时代

气息的新戏”⑥。为了进一步推进戏曲改革，

１９５１年４月又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毛泽东为
建院题词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⑦，周恩来为

建院题词 “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均不

可缺一”⑧。５月５日，周恩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 《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

“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

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

务。凡是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

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

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⑦

⑧

《列宁论文学艺术》第２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第４３０页。

孟犁野：《新中国十年电影艺术史稿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页。

⑥　王丽娟： 《浅探建国初的戏曲改革及其对评剧的影

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⑤　王新民：《建国初期戏曲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南京

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１０期。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２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２２页。
《周恩来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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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

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① 针对广大从旧

社会过来的戏曲艺人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等方

面的缺点和不足，政务院 《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

指示》也指出：“戏曲艺人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

事业上负有重大责任，应在政治、文化及业务上

加强学习，提高自己。”②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

势话语权，积极倡导对戏曲进行改革的特定历史

背景下，《武训传》这部历史故事片引起广泛关

注和讨论就有其必然性了。

二、从 “优势话语权”到 “绝对话语权”：

围绕电影 《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

　　电影 《武训传》是进步艺术家孙瑜导演、赵

丹主演的一部历史故事片，描写的是清朝末年贫

苦农民武训用３０多年时间 “行乞兴学”的故事。

武训认为穷人识了字就可以过上好日子，因此，

他忍辱负重，以乞讨所得放债，置田产兴办义学

而使农村穷孩子得以上学。电影实际上宣传了一

个以妥协和阶级合作来推动社会 “进步”的样

板。③ 导演孙瑜在 《编导 〈武训传〉记》中写

道：“（武训）忍受艰苦，坚韧地、百折不饶地，

为穷孩子兴办义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

是心甘情愿为人民大众服务，做到了鲁迅名句，

‘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

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④ 主演赵

丹在 《我是怎样演武训的》一文中写道：“武训

的这种斗争，反映中国农民的顽强不屈的精神，

这意志是劳动英雄的意志。”⑤ 从这些史料可以

看出，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导演、主演的思想

意识都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有着严重

冲突———农民受压迫并不仅仅是因为不识字，兴

办义学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命运。特别

是影片以农民起义队伍的失败来反衬武训的 “英

雄事业”，称赞武训 “至仁至勇”、 “千古一人”

（《武训传》主题歌词），这就已经不仅仅是盲目

的歌颂，它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农民斗争等

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艺术诠释。但是，就是这

样一部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有着严重

冲突的影片，由于受到中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等

领导机构的肯定，在公开 “上映之后，场场满

座”⑥，赢得了 “好评如潮”，甚至被誉为 “伟大

的劳动人民企图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⑦

据刘勇、高化民等人的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５０年
１２月５日到１９５１年３月下旬，在上海的 《大公

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报》，北京

的 《光明日报》、 《工人日报》、 《大众电影》、

《北京文艺》，天津的 《天津日报》、《进步日报》

等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或者主要是肯定武训和电影

《武训传》的文章就有３０多篇。《大众电影》还
把 《武训传》列为１９５０年十部最佳国产影片之
一。”⑧

在戏曲改革的背景下，对武训和电影 《武训

传》近乎一边倒的 “好评如潮”折射出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在戏曲领域的苍白无力，这

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和忧虑。据导演

孙瑜后来回忆，毛泽东大概在１９５１年１月底之
前就看了 《武训传》。⑨ 应该说，电影 “对中国

历史、中华民族、中国革命、教育和个人奋斗的

作用等重大问题的艺术诠释，毛泽东是不满意

的。因为这些诠释是用 ‘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外

衣下’表现出来的 ‘非无产阶级思想’，里面充

斥着唯心史观、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观

点”瑏瑠。尽管很不满意 《武训传》这部影片在思

想意识特别是思想倾向性方面的失当和失误，毛

泽东还是寄希望于观众特别是党员干部观众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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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５０—２５１页，第２５２页。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６３页。
孙瑜：《编导 〈武训传〉记》， 《光明日报》１９５１年２

月２６日。
张明：《武训研究资料大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５８８页。
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５年

第２期。
董渭川： 《由教育观点评 〈武训传〉》， 《光明日报》

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８日。
刘勇、高化民：《大论争：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上

册，珠海：珠海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４页。
孙瑜：《我编导 〈武训传〉的经过》，《纵横》１９９７第

１１期。
杨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场思想政治教育课———关

于批判 〈武训传〉事件的研究与思考》，《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１年
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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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考、明辨是非，因此他在影片公映之后的

相当一段时期之内都没有公开表露自己对影片的

看法和意见。在毛泽东看来，“被剥削被压迫的

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

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

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和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

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

有制，才有这种可能”①。学者陈晋指出：“中国

革命的历史，毛泽东本人的经历，都在反复阐述

一个真理：改变现状，反对旧社会，只能首先用

‘武器的批判’。”② 毛泽东从１月底观看影片到５
月２０日发表社论系统阐述自己的意见，中间间
隔有三个多月的时间，说明虽然他看到当时对武

训和电影 《武训传》的评论呈现出一边倒的局

面，但是并不想直接介入这场争论。

１９５１年３月２４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出面
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文化部、中宣部

的主要领导人开会，共同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

领导问题，认为 “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

想政治领导”③，强调对 《武训传》的批评需事

先与该片导演孙瑜谈通，指出 “电影批评的标

准，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

艺术性”⑤。同一时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文化

部党组书记周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

主编丁玲等分别在不同的场合点名批评 《武训

传》。之后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批评武训和 《武

训传》的文章。可是这些批评文章，虽然得出了

武训 “不足为训”的结论，却又纷纷肯定 “武

训的动机是好的”， “武训的 ‘苦行’与 ‘利他

主义’是难得的”。⑥ 这些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对

武训的 “义举”尽力歌颂，就是因为他们 “判

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和

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而是传统观念和封建道

德”，“这说明当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力量进

入复杂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后，确实面临着被曲

解以致 ‘消解’的危险”。⑦ 针对电影 《武训传》

上映之初的 “好评如潮”和之后 “虽然批评武

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特别是当

时许多人对于批评武训和电影 《武训传》表示怀

疑或异议的严峻社会现实，毛泽东敏锐地意识

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成为文艺领域

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还

非常尖锐，唯心史观、改良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广

泛传播既关系到 “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

道路”等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也关系到能否正确

理解和贯彻执行建国初期党制定的土地改革、镇

反运动、抗美援朝等重大政策问题。 《武训传》

公演之后几个月的实践证明，由于唯心史观、改

良主义等社会思潮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着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单靠学术讨论式的小规模的批判很

难在短时期内达到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

目的。为了在文艺领域尽快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优

势话语权，必须发动更多人参与讨论武训和电影

《武训传》，让更多的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和历史观。也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

东亲自为 《人民日报》写了社论 《应当重视电

影 〈武训传〉的讨论》，直截了当地指出：“《武

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⑧ 他批

评文艺界思想的混乱状况，特别是批评 “一些号

称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⑨在错误

的思潮面前 “丧失了批判能力”瑏瑠，要求 “展开

关于电影 《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

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

思想”瑏瑡。同一天 《人民日报》在 “党的生活”

专栏发表短评 《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 〈武训

传〉的批判》，要求 “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

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

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该积极起来自觉

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

的错误，就应该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瑏瑢。

８４

①

②

③

⑥

⑦

⑧

瑏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２册，第４０１页。
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３０８页。
⑤　 《周恩来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１４２页，第

１４２页。
杨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场思想政治教育课———关

于批判 〈武训传〉事件的研究与思考》，《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１年
第１期。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３６３页。
⑨⑩瑏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２册，第３１６页，第

３１７页，第３１７页，第３１６—３１７页。
编辑部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 〈武训传〉的批

判》，《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



适当与失当：从 “优势话语权”到 “绝对话语权”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一场历时近

半年的关于武训和电影 《武训传》的全国大讨论

得以展开。全国各主要报刊响应 《人民日报》社

论和评论文章的号召，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

当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一、如何

看待武训？他究竟值不值得歌颂？二、如何看待

电影 《武训传》的思想内容？它究竟是进步的，

还是反动的？三、如何看待对武训和电影 《武训

传》的 “好评如潮”？这些说明了什么问题？在

批判运动中，许多赞扬过武训和电影 《武训传》

的人都在报刊上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参加拍摄

电影 《武训传》及与拍摄有关的人都作了检讨。

由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讨论发展成为政治性的大批

判，实际上不同的思想观点已经很难发表，马克

思主义的 “优势话语权”演变成为 “绝对话语

权”。虽然当时的不少批判文章还是坚持以理服

人的原则，但是也出现了上纲上线、简单粗暴等

错误倾向。为了配合这场批判运动，人民日报社

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调查团。调查团于

１９５１年６月到山东堂邑、临清等武训当年活动的
地方进行了２０余天的调查，根据调查掌握的情
况和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

据执笔人之一钟惦蓒回忆：“在武训历史调查团

出发之前，毛主席的指示也异常明白：武训本人

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

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

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

———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

应该反对？”① 然而由于主观偏见特别是调查团

主要成员之一江青 （当时用李进的化名）在其中

所起的不好影响，② 《武训历史调查记》还是以

这样的结论收尾：“武训是一个以 ‘兴学’为手

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

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③

之后关于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和建筑都作相应

的处理。④ 这就出现了矫枉过正、苛求历史人物、

曲解历史事实的状况。对此，戴知贤在他所著的

《文坛三公案》一书中指出：“《调查记》调查的

是武训，其结论却使 《武训传》的创作人员和武

训的歌颂者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⑤

三、适当与失当：

电影 《武训传》批判的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电影 《武训传》的批判，

围绕着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农民斗争、人民解

放等重大问题进行集中讨论，推动了广大党员干

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

主义理论，促进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广泛

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在文艺领域

的影响逐步扩大。但是，由于缺乏执政经验，没

有及时转换革命党思维，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

话语权的过程中过分求纯和急于求成，又采取批

判运动的方式，马克思主义的 “优势话语权”不

恰当地演变成为 “绝对话语权”，出现了一系列

偏差。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多样多变

的当下，电影 《武训传》批判对于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能够提供一些现实的借鉴

和启示。

（一）既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又要防止意

识形态批判的泛政治化

电影 《武训传》由于涉及到对 “中国历史

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重大问题的艺术诠释，因此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术和艺术认识问题。电

影 《武训传》的出台特别是公开上映之后的

“好评如潮”，反映了建国初期在文艺领域建构马

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面对建

国初期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状况，毛泽东和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无疑是十分必要

的。从这点看，毛泽东发动对电影 《武训传》的

批判有其合理性，它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

语权准备了一些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类

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是一个远比阶级立场和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钟惦蓒：《电影文学断想》， 《文学评论》１９７９年第４
期。

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聊城

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１９８５年第４期；何沁：《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３页。

武训历史调查团： 《武训历史调查记》，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年７月２８日。
参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２册，第３８８页。
戴知贤：《文坛三公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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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立场复杂和深刻的问题。在电影 《武训传》

批判的过程中，由于把文艺创作和评价方面的世

界观、历史观倾向简单地等同于阶级立场和政治

立场，特别是把革命年代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方法

用来处理不同思想理论观点的分歧，不可避免地

出现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泛政治化，不仅严重地伤

害了一些同志和朋友，而且也窒息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自身的发展。

（二）既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

又要处理好多样包容的关系

毛泽东把武训的行乞兴学放在近代中国革命

历史发展中来进行考察，发现 “电影剧本对武训

的宣传却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

目”①，因此，他的批评 “不仅指向武训，更着

重地指向宣传武训的人们”②。毛泽东的看法是

深刻的，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也是

有帮助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急剧变

革的特殊时期，由于社会格局和利益关系的重大

调整，人们思想意识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变性

是客观存在的，企望思想文化 “纯而又纯”，既

不可能，也不现实。遗憾的是，当时对武训和电

影 《武训传》的评价方面过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

绝对优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多样包容的

关系。当时简单地把思想上的不同认识、学术中

的不同观点无限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又不恰当

地采取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认

识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 “优势话语权”不恰当

地演变成为 “绝对话语权”。这样做的结果，不

仅在当时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倾向革命的进步知

识分子，而且也不利于构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

业所必须的宽松文化环境。

（三）既要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又要

尊重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过批

判电影 《武训传》及其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

施，逐步确立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对

文艺工作的领导，可以确保文艺的发展为实现党

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

权的重要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但是，文艺发展

有其自身的规律，文艺领域的不同观点和争论，

是复杂的认识问题，党对这类纯属人民内部的思

想认识问题，应该放手让学术界、文艺界通过自

由讨论解决。电影 《武训传》公开上演之后，讨

论逐步展开。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急于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又过分求纯和急

于求成，这样一方面难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

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容易对知识分

子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属性做出错误的判断，严重

伤害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批判电影 《武训传》

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文化教育界、学

术界弥漫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这些对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明显是不利的。

需要指出的是，电影 《武训传》的导演孙瑜

尽管在批判运动中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并没有

作任何政治处分和组织处理，更没有停止他的工

作，一些影片仍然让他执导；同时，这场批判运

动也从来没有同当时正在紧张进行的土地改革和

镇压反革命运动搅和在一起。因此，尽管这场运

动有偏差，但是当时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上还是

比较慎重的，这跟以后批判运动中的极端做法相

比是有本质区别的。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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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善中：《武训、电影 〈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

判》，《党的文献》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参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２册编后记，第 ６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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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阅读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省思

———以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


许　冲

【摘要】阅读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自出版以来，就成为影响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从文本阅读视域出发，立足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析该文本的阅读主体、文
本内容、阅读方法等要素，是省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客体和方法的基本维度，兼具学理反思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文本阅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

中图分类号：Ａ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５１－０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果缺少对经
典作家及其文本的反复阅读和讨论，将是一个

“错误”。如德里达所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

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 “责任”。①从文本阅读视

域省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立足读者、文

本、阅读方法等要素，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主体、客体和方法的辨析，借以建构对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进程的整体性反思。众所周知，２０世
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充满 “俄国味道”，尤其深

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

程》（下称 “《党史》”）正是苏联教科书体系中

的范本。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推介下，它对各

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特别是马克思主

义本土化进程影响深远。自１９３９年以来，中共
就将 《党史》奉若圭臬，在干部教育、整风运动

和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实践中，按部就班地加以

阅读和实践。通过对该文本的政治实践性阅读，

中共既获得了苏共的理论指导、经验借鉴和方法

启示，却也因袭了个中的教条与窠臼。坦白地

说，《党史》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

阅读、理解和实践。因此，本文拟从 《党史》阅

读要素分析出发，就文本阅读视域中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相关问题，做一简要梳理及反思。

一、《党史》读者要素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省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首先是马克思主
义文本的阅读者。《党史》是体现斯大林 “为政

治而党史”编撰逻辑的经典文本，其读者主要有

两种类型。一是意指的读者，即 《党史》编写之

时作者所要面对和意欲影响的对象。按照斯大林

的指示，《党史》是为 “党员和积极分子”提供

的一本经过中央审定的教科书，以便通过 “统一

解释”，解决 “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任务；②同

时，还要使其能帮助 “联共 （布）及其宣传部

门”，消除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宣传中相互分

离的现象。③基于实现上述任务的对象都是 《党

史》意指的读者。二是现实的读者，即能够跨越

时空界限，在苏联以外各自的 “现实生活”中阅

读 《党史》，并不一定是其意欲面对和直接影响

的对象。共产国际各支部及其党员、干部和群

众，都可以在共同时代主题下，根据不同实践需

要 “现实的”阅读。

纵观 《党史》问世之后的各类读者，就阅读

缘起而言，实践需要是阅读的根本性主体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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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前苏联经典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研究”（１４ＣＤＪ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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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共为例，１９３８年毛泽东正式提出 “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命题，而 《党史》作为马克思主

义基础知识的 “百科全书”，既相 “伴”而生，

又应 “运”而来。考察中共内在需要，阅读

《党史》可为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提供政治技术，

亦可为之后的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提供理论参

考。所以，从１９３９年２月到１９４０年３月，中共
中央连续发出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

《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

指示》等文件，规定以担负领导工作且具有相当

文化理论水平的老干部为主体，将 《党史》作为

“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首先必须深刻研究的

“马列主义”，进行系统学习。① 考察该学习主

体，最为关键的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政治

领导群体。究其缘由，“基于一些极其深刻的原

因，实际上往往是那些不是职业哲学家的政治活

动家和政治领袖懂得从哲学家的角度阅读和理

解”② 《党史》。所以，考察毛泽东阅读 《党史》

的读者身份、阅读方式和阅读旨趣，就成为省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重点。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身兼政治家、理论

家、革命家等多重角色，具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

付诸实践的政治热情。事实上，毛泽东确实反复

阅读了 《党史》，并极力将其中有关党的建设、

武装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在

中国实践化、政策化和行动化。虽然毛泽东阅读

的是域外的 《党史》，但却反映了一个政治家对

２０世纪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
“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具有典型的主体意义

和示范价值。正是基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和领袖权

威，毛泽东对 《党史》的阅读和推介，也实际开

启了中共领袖阅读和领袖传播的先河。延安时

期，毛泽东就曾率先向全党高度肯定 《党史》，

称其为 “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

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③ 并

且，还从实践层面确定了阅读的基本态度，既将

《党史》作为学习马列主义的 “中心材料”，同

时要求 “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方法”。④通过毛泽东的评价 “定位”，《党史》

具有了其他文本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如果说，

《党史》在马克思主义和读者之间充当了 “转译

者”角色，毛泽东也在 《党史》和中国读者之

间扮演了同样角色。这一点从毛泽东的阅读行为

即可见出。

毛泽东个人是 《党史》的忠实读者，也推动

《党史》阅读由 “个人行为”向 “政党行为”、

“国家行为”的转化。概括地说，毛泽东早期阅

读 《党史》，是为借鉴斯大林的政治和理论逻辑，

中期是为干部教育和整风运动寻求理论资源和技

术指南，后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

实践参照。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一再向全

党推介 《党史》，称其 “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

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⑤ 并且，毛泽东的

上述阅读号召，也在中共党内逐步演化成为系统

的学习要求与规范。这主要归功于从１９３９年至
１９６４年间，毛泽东至少 ２１篇次的读解和推介
《党史》。详细考察其背景，几乎全是关键时期党

和国家的各级各类会议；而文本阐释的基本形

式，主要是会议讲话、报告、演讲以及全党政治

报告等。不仅如此，围绕不同阶段 《党史》的学

习目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先后发布多达 １１
项政策文件进行规范。虽不能说毛泽东以一己之

力，掀起了 《党史》学习运动高潮，但领袖阅读

在中共政治传播系统中的示范效应已然显现。

若要深入理解毛泽东的阅读行为，还需考察

其阅读观念。毛泽东阅读的是教科书式的 《党

史》，而非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这就决定他的

阅读目的不完全是回到马克思，而是为了推动中

国社会变革。因此，采用一种政治上和策略上高

度灵活的阅读方式是必要的。换言之，阅读 《党

史》就是为了 “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理论……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

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⑥也

就是说，毛泽东是基于 “探寻”而非 “朝圣”

２５

①

②

③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

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３１页。
［法］路易·阿尔都塞：《读 〈资本论〉》，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２６页。
④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０３页，第８０２页，第８０１页。
转引自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段》，《毛泽东

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杨春贵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科研办公室，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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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心态和理论旨趣，通过阅读 《党史》寻求

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理解，以及对中国现实

问题的切实解决。但是，在实际阅读过程中，尽

管毛泽东极力消解 “教条主义”、 “本本主义”

的消极影响，却仍将 《党史》视为理论联系实际

的 “完全”典型，视为俄国经验、俄国道路的

“唯一”正本。① 不管是出于从政治功利上丰富

中共革命战略和策略的考虑，还是希望通过阅读

《党史》来具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

对该文本的阅读无疑具有功利色彩和拔高之嫌。

对此，考察毛泽东阅读 《党史》的结果就可以明

了。虽说任何阅读都是一种 “被引导的创造”②，

但毛泽东对 《党史》的阅读却更多表征为是以某

种 “意义预期”为基础的。实际上，在毛泽东的

阅读目的之中早已经预设了阅读结论。毋庸讳

言，毛泽东现实地选择并阅读了 《党史》，特别

是其中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略，借以

加强中共思想建设和开展党内斗争；但同时也

“选择性”地漠视了文本中的诸多问题。

诚然，毛泽东并非 《党史》的唯一读者，但

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读者。延

安时期以来，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政治领

袖，既可能秉承高度的理论自觉，持有政治上和

策略上的灵活态度，将俄国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

用于实践，切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可

能在其自身多次强调的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的政治实践中，陷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阅读模

式，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认知偏差。所

以，当前在阅读 《党史》抑或对其他经典文本

时，读者既要联系中国的客观实际，又要充满活

力和开创性，建构一种独立的、自觉的和批判的

经典文本阅读观，成为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主体性诉求。

二、《党史》文本要素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省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主要是原生态马
克思主义和次生态俄国马克思主义。基于消解２０
世纪中国民族危机、国家发展和政党存亡等难题

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 “化”内容，往往

不是作为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革

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历史环

境、语言障碍、语境差异等因素，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进程中，某些流行久远并对实践产生重大

影响的理论观点，实际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

解，或根本就是附加给经典作家的。③ 因此，对

诸如 《党史》之类的经典文本进行追 “本”溯

“源”，有利于辩证地省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

要素。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文本在理论气质和表现

风格上，具有鲜明的逻辑性和修辞性。它既能唤

起读者强有力的理智感，又能激起读者丰富的情

感的关联。同时，也使其在语言和意义的表达

上、在读者的认知和理解上，不至于产生偏差。

《党史》的文本逻辑以及修辞，虽不能与马克思

的文本相媲美，却也包含丰富的理论内容，并运

用诸多修辞手法。它在使读者领略俄国马克思主

义思辨性的同时，也能让读者感受其修辞魅力，

并兼顾到普通党员群众的大众化需要。然而，

“积极修辞”也有可能造就一种另类的 “话语陷

阱”，以至遮蔽文本逻辑上的缺陷。这恰是深入

省察 《党史》文本内容的重要原因。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 《党史》文本的科学性问

题。一般观点认为，依据２０世纪苏共所处的时
代条件和历史任务，从教科书的社会政治功能出

发，应该肯定 《党史》的书写模式及其内容。就

争议颇多的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部分而言，它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而纳入 《党史》。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书

写方面，它起码具有三点特质：一是扼要地阐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内容，使之易于广大人民群

众理解；二是从两种对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历

史观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使之易于在对比

中加深理解；三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无产阶

级政党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并从哲学原理中得

３５

①

②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８０２—８０３页。

［美］费什：《读者反应批判：理论与实践》，北京：文

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７页。
陈金龙：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

《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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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实践结论。① 显然，这是基于革命与战争的时

代主题，从苏共党内斗争的复杂性着眼，从接受

群体的阅读能力等层面的考量。那么，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史》真的是中共理论学

习和实践参照 “范本”吗？这仍需要具体分析。

事实上，《党史》包含了多维层次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内容和实践经验。比如，在方法论上，

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革命发展规律上，强调要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过渡到国民经济恢复时

期的政策选择上，强调新经济政策的运用等。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述内容都构成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重要理论来源。实际上， 《党史》作为

“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获得俄国布

尔塞维克党的历史经验”，实现自身解放、民族

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理论文本价值，② 早在传入中

国之初就被中共充分肯定。但不容忽视的是，

《党史》中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对俄国

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非科学性概括。比如，脱离实

际的 “社会主义高速度”观点，“一国建成社会

主义”思想，农业全盘集体化中的消灭富农政

策，以及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等。其中，

既含有对经典作家理论设想的具体化，也包括应

对国内外严峻形势的策略之选。但是，将未经实

践充分检验的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绝对化、理论

化和模式化，无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斯洛夫

就曾指出， 《党史》造成的 “最消极的后果是，

一些伪造的被篡改了的思想和观点、一些对历史

事件和现象所作的歪曲的评价、一些对史实扭曲

了的解释、一些教条主义的和庸俗化的理论在整

个社会科学领域确立下来，并且多年来一直束缚

着人们的头脑和思想”。③ 而在长期的理论宣传

中，将 《党史》视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

全书”、“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马

克思主义的 “圣经”，是名不副实的。

其次是辨析 《党史》积极修辞的话语悖论。

学界公认 《党史》是简明流畅、叙事生动、史论

结合的经典范本，但也存有难以消解的话语 “痼

疾”。一方面， 《党史》独具特色的大众化语言

艺术，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风格和俄国

气派，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提供了

“技术”参照。具体说来，一是运用富有平民特

点和阶级色彩的革命话语，传递党的理论政策主

张，力求简洁明了且 “泾渭分明”；二是采用完

成时的政治语态，解释和宣传苏共的指示与结

论，建构政党的话语权威；三是使用多种形式的

修辞格，用艺术话语诠释苏共的历史、理论和实

践；四是引用俄国文学俚俗典故，增添文本的民

族风格和俄国气质。正是基于此特质，政治家和

史学家们才称 《党史》是有史有论、以论为主、

文字简明、利于普及的范本。但另一方面，作为

一种符号载体与方法手段，《党史》的大众化语

言或语言艺术，在书写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却

又陷入 “话语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尴尬。究其缘

由，语言或语言艺术虽是一种 “相对独立的存

在”，但作为思想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在遭遇斯

大林多元而复杂的 《党史》编撰目的时，必然成

为书写和形成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可以说，无

论是将联共 （布）党史 “简化”为路线斗争史、

革命领袖活动史，将马克思主义 “僵化”为封闭

的理论体系和模式，还是 “神化”斯大林的历史

地位和领袖权威，甚至不惜 “丑化”党的其他领

导人和理论家，都实际铸就了 《党史》的 “话

语陷阱”。这并非话语和修辞本身之过，但却让

缺乏分辨能力的读者、政党和国家深陷其中，最

终将一国、一党、一时、一地的理论经验，奉若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而照搬照抄。④

可以说，《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中最具影响的苏联文本之一。历史地省察该文本

的理论内容和话语修辞，有助于启示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阅读经典时，必须明晰哪

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哪些需要结合新

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

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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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疑难问题研究》，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２４页。
凯丰：《〈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历史意义和国

际意义》，《群众》１９３９年第１６期。
［苏］Ｈ·Ｈ·马斯洛夫：《〈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

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马积华译，李国海校，

《苏联历史问题》１９８８年第１１期。
参见许冲：《话语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延

安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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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也就说，要通过

辨清经典文本的多维结构与价值，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提供兼具科学性和修辞性的客体资源。

三、《党史》阅读方法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省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是主体所能选择
和运用的一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观条

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读者运用自己的

思维能力组织、阐释和发挥文本的能力，决定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效果。长期以来，形成了蚂蚁

式、蜘蛛式、蜜蜂式等多种阅读经典的方法，而

读者对不同方法的选用，将直接造成选择性阅

读、理解和结论。① 因此，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主体的阅读方式、路径与方法，揭示其背后被

遮蔽的理论目的、意识形态及其他因素，构成判

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效果的重要维度。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主体

选择阅读方法的首要因素是其世界观。鉴于斯大

林通过政党和行政力量，将 《党史》变为 “联

共 （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

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的官定党史

范本②，读者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秉持科学的观念，

才能形成正确的阅读态度和方法。此外，文本结

构也是决定阅读方法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党史》

以大众化语言呈现的 “表层结构”性内容，因共

产国际和苏共的推介而广为人知；但历史为政治

服务、理论为政策服务、集体为个人服务的 “深

层结构”性意蕴，却被遮蔽其中。由此，“症候

式”阅读是可取的，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

未能完全实施。再则，阅读目的和环境是决定阅

读方法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在革命与战争时代

主题下，阅读经典文本的目的是现实取向的，即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 “本土化”和 “化本土”，

它体现了理论运用与理论创造、政治操作与理论

操作高度同步。所以，实有必要再从微观层面省

察中共阅读 《党史》的具体方法。

长期以来，政治实践性阅读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共阅读 《党

史》的基本方法。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

阅读发起者主要是毛泽东等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

践者和领导者。早在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泽东就向
党高级干部发出号召：“应以 《党史》为中心材

料”，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③ 二是阅读主体主

要是中共党员，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１９５３
年以后才演变成全国学习运动。这主要是 “为了

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而系统

学习 《党史》第９至１２章。④ 三是阅读目的是
直接政治性的，即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

际问题，基本方式是进行理论补充与理论动员、

政策移植与政治实践。如１９４１年９月，毛泽东
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倾向，强调要从

《党史》中学习列宁、斯大林与党内外各种 “反

对派”斗争的经验和方法论。⑤ 四是阅读方式是

将 《党史》相关内容在中国实践中移植、运用、

创新，并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如建国以

后，学习 《党史》就是要使 “全党主要干部都

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

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

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

联的经验”。⑥ 五是阅读成果既是为了推动中国

实际问题得以解决，又是为了促成共生成果的建

构。最典型的就是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的制定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概括地

说，这是典型的学以致用式的 “即时性共时性阅

读”方法。

由此可以理解，中共为何在 《党史》阅读路

径的选择上，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而

非自下而上的学术自觉了。建国以前，阅读 《党

史》多属 “政党行为”，主要以干部教育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等作为实践载体，以 “联共党史”

课程设置作为基本形式，以 “联共党史结束语”

作为学习重点。如在全党层面，将 “联共党史”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羽佳：《马克思的当代境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０—１２５页。
《斯大林传略》，北京：新华书店，１９４９年，第１１６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０２页。
《斯大林传略》，北京：新华书店，１９４９年，第１４１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第３７３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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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级课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

并使之持久化与经常化；① 在党校系统中，中央

各分局训练中级干部，要保证每日学习八小

时；②在在职干部教育中，除 “甲类干部”外，

乙类干部和丙类干部在经过文化课和党建课程学

习后，都要转为学习 《党史》。③建国以后，中共

执掌行政权力，进一步强化对 《党史》的政治实

践性阅读。先是发布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４年干部理论学
习指示，中央详细规定学习 《党史》的主要内

容，并且要求在学习时间上，保证每周四至六小

时；在学习方法上，高级组和中级组分别以自学

和上课为主；在理论教员方面，要以各种形式的

短训班解决教员短缺问题；在学习考评上，采用

定期考试和平时测验、答问、写论文相结合的方

式。④ １９５３年，还将 “联共 （布）党史”课程

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成为各类高等学校及专

修科 “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学习的中心。⑤ 可

以说，中共特定时期关于阅读方法和路径的规

范，有利于保证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社会化，以

及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具体化。然而，在学习过

程和学习规范中，过分强调 《党史》要 “为实

践服务、为政策服务”，工具主义的学习倾向难

以避免。这使得对 《党史》的学习，仅囿于应用

科学的层面，影响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

抽象的普遍性品格。这主要是因为，在自上而下

的文本阅读模式中，权力与知识内在的结合在一

起，造成了 《党史》被过度政治化阅读，弱化了

读者独立批判现实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时刻警醒的。

此外，还要对 “自学为主”的 《党史》阅

读方式进行历史的评价。延安时期，中央规定在

职干部学习 《党史》， “努力自习是基本的方

法”；⑥在进行策略教育时， “亦须用个人研究的

方法”。⑦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中宣部总结延安在职干
部学习经验，认为学习质量不高是因 “许多干部

至今还没有养成自习与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⑧

建国以后，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４年干部理论教育指示也
明确规定， “高级组的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⑨

为何强调自学为主？这一规范主要源自苏联。

１９３８年 １１月 １４日，苏共发布 《关于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

传》，以决议形式规定 “独立研究应当成为研究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方法”。瑏瑠 并就学习内容、

要求、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做出极其完备的规

定，而且 “不容许有任何随意的解释”。瑏瑡的确，

“自学为主”可以促进独立思考和主动探索，但

重知识形态而轻思想方法的本质是显见的。如此

一来，《党史》的阅读方法实际决定了阅读结果，

读者只能获得一种 “唯一的”关于俄国马克思主

义的 “叙事体系”和解释体系，而无法从整体上

进行科学系统地阅读。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苏联

教科书体系影响的结果。客观地说，在特定的历

史时期，该阅读方法是有利于普及、宣传和深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而基于独立、批判和开

放的理论概括与创新，以及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

华方面则明显不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中亟待消解的方法论难题。

综上可见，阅读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重要基础。通过对中共阅读 《党史》史实的

微观省察，在获得一次解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

素历史契机的同时，也启示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者，唯有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的读者

自觉、文本明辨和方法科学，才能切实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　欣　彦）

６５

①

④

⑤

瑏瑠

②③⑥⑦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册，北京：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２２７—２２８页，第 ３０１—３０２页，
第３３３—３３５页，第３３５页，第４５２页，第５２４页。

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第１４３—１４６页，
第１４４页。

《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页。
瑏瑡　 《联共 （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第２８３页，第

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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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

———１６－１８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再研究

张西平

【摘要】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第一次真实相遇是１６－１８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由此，开启了
１８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成为启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来源。但当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解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思想
的关系时，要么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否认中国文化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说成一个自我成圣

的过程；要么将启蒙思想与中国跟传统思想对立起来，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联系，从而赋予儒家思想以

现代意义。因此，本文将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说清１８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启蒙运动；中国热；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５７－１０

一、全球史观下新的思考

在１９世纪后由西方所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中，西方文化是人类思想的中心，它代表着

人类的未来。其根据是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和

思想都是由西方人所确立的。西方所以取得现代

化的显著成就，获得这样的地位，那是因为西方

有一整套的思想文化传统。文化的优越导致了发

展的优越，文化的先进导致了社会的先进。这

样，西方文化的这种地域性的经验就成为全球性

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文化的自我表述

就成为全球各类文化的统一表述。西方成为所有

非西方国家的榜样：希腊、文艺复兴、地理大发

现、启蒙运动，西方的道路应是全球各个国家的

发展道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应成为全

球所有国家的制度和的理念。于是就有了目前被

人们广泛接受的 “东西之分”、 “现代与传统之

别”的二元对峙的模式。东方是落后的，西方是

先进的；西方代表着现代，东方或者非西方代表

着传统。这样东方或者非西方国家如果希望走上

现代之路，就一定要和传统决裂，就一定要学习

西方。“化古今为中西”，只有向西方学习，走西

方之路，东方或非西方国家与民族才能复兴。

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东

西，为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

念，也有不少经验和理念的确值得东方去学习，

但中西对峙、现代与传统二分的模式显然有着它

的弊端。仅就历史而言，这样的思路美化了西方

的道路，把西方文化与精神发展史说成了一个自

我成长的历史，把在漫长历史中阿拉伯文化、东

方文化对其的影响与贡献完全省略掉了。特别是

西方在启蒙时期的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

历史完全看不到了，当然同时，自大航海以后西

方在全球的殖民历史以及对其他文化的灭绝与罪

恶也都通通不见了。从全球化史的观点来看，这

是有问题的。

弗兰克和吉登斯认为：“当代世界体系有着

至少一段５０００年的历史。欧洲和西方在这一体
系中升至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久前的一段也许是

短暂的一事件。因此，我们对欧洲中心论提出质

疑，主张人类中心论。”①世界的历史是各个民族

共同书写的历史，西方的强大只不过是近代以来

的事情，而这种强大原因之一就是西方不断地向

东方学习。在希腊时期 “对俄耳蒲斯 （Ｏｒｐｈｅ
ｕｓ）、狄俄尼索斯 （Ｄｉｏｎｙｓｕｓ）、密特拉斯 （Ｍｉｔｈ

７５

 作者简介：张西平，（北京１０００８９）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①　 ［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英］巴里．Ｋ．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５００年还是５０００年？》，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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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ｓ）的崇拜充斥着整个希腊———罗马世界，这
说明在耶稣之后的若干世纪里基督教学说和信仰

很有可能与印度宗教共享了一种遗产。这些问题

都值得深思，关于孰先孰后的疑虑很难决断，但

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即任何试图将西方剥离出

东方传统的行为都是一种人为的划分。”① 文艺

复兴前几百年中，世界的中心是阿拉伯文明，文

艺复兴启始阶段就是意大利人学习阿拉伯文，从

阿拉伯文中翻译回他们已失的经典。在佛罗伦萨

的顶楼上发现了希腊文献的手稿以后，文艺复兴

的重点才回到意大利本土。② “就连像弗雷德里

克·特加特这样的一些西方史学家，早在数代人

之前业已批判过 ‘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著作，

主张撰著单一的 ‘欧亚地区’史。特加特 １９１８
年指出：‘欧、亚两大地区是密不可分的。麦金

德曾指出过：若视欧洲史附属于亚洲史，即可非

常深刻地认识欧洲史’……史学家们的老祖宗

（希罗多德）认为，欧洲史各时期均留有跨越将

东西方隔开的假想线而交替运动的印记。”③ 有

了这样一个长时段、大历史的全球化史观，有了

对西方文化自我成圣的神秘化破除，我再来讨论

１６－１８世纪启蒙时期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④

二、关于１８世纪欧洲中国热

关于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相

遇，要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讲起，“任何试图弄清

楚欧洲和亚洲思想会面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在这一

语境下展开”⑤。

从社会侧面来看，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对

欧洲的影响就表现在１８世纪的中国热。“启蒙时
期正是中国清朝的早期和中期，这时中国在世界

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中国在世界历史和

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其哲学、花卉和重农思

想受到密切的关注，其经验被视为典范……世界

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启蒙时期这样，使

得中国的商业贸易相对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识

界对中国兴趣如此之大，中国形象在整个世界上

如此有影响。”⑥ 在社会生活层面，当时的欧洲

上流社会将喝中国茶、穿中国丝绸的衣服、坐中

国轿、建中国庭院、讲中国的故事作为一种使命

的风尚。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这个词汇的出现，反映了
法国当时对中国的热情。这 “突出地反映了这样

一个事实：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各个阶层的欧洲

人普遍关心和喜爱中国，关心发生在中国的事，

喜爱来自中国的事物”⑦。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研究的，来华耶稣会士的

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欧洲的不断出版，特别是柏应

理的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出版，在欧洲思想界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来华耶稣会士的这些介绍儒

家思想的著作，所翻译的儒家经典引起了欧洲思

想界的高度重视。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最关心中国

的哲学家，而且他和来华传教士有着直接的接触

和联系，他见过闵明我 （Ｇｒｉｍａｌｄｉ），与白晋
（Ｂｏｕｖｅｔ）保持了长期的通信，出版了德国历史
上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中国近事》，在礼仪之

争中明确站在耶稣会一边，写了 《论尊孔民俗》

重要文献，晚年还写下了其哲学生涯中关于中国

研究的最重要文献 《中国自然神学论》。

从思想而言，中国思想在两个关键点上是和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Ｊ．Ｊ．克拉克： 《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

遇》，于闽梅、曾祥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５５页。

参阅 ［英］约翰·霍布森：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于向东、王琛校，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德］瓦尔特·伯克特：《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

希腊文化的影响》，刘智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
［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英］巴里．Ｋ．吉尔

斯主编：《世界体系：５００年还是５０００年？》，郝名玮译，第４５
页。

参阅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

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

［美］Ｊ．Ｊ．克拉克： 《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

遇》，于闽梅、曾祥波译，第５７页。
［英］Ｓ·Ａ·Ｍ·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

智芹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另参阅Ｂｅｒｇｅｒ，ＷｉｌｌｙＲ．，ＣｈｉｎａＢｉｌｄｕｎｄ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ｉｍＥｕｒｏｐａｄｅｒ
Ａｕｊｋｌｒｕｎｇ，Ｃｏｌｏｇｎｅ：Ｂｈｌａｕ，１９９０；ＣｈｅｎＳｈｏｕｙｉ，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ｎｇｌａｎｄ’，ＴｉｅｎＨｓｉ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２
（１９３６），ｐｐ．３２１－３３９；ｒｅｐｒ．ｉｎＡｄｒｉａｎＨｓｉａ（ｅｄ．），Ｔｈ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
ｔｕｉｅｓ，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３３９－３５７．

许明龙：《欧洲１８世纪中国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１页；另参阅严建强： 《１８世纪中国文化在
西欧的传播反其反应》，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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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契合的：其一，他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基

本是正确的，尽管他并没有很好看到宋明理学中

“理”这一观念的伦理和本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但他看到理的本体性和自己的 “单子论”的相似

一面；其二，他从孔子的哲学中看到自己自然神

论的东方版本。在西方宗教的发展中，斯宾诺萨

的自然神论开启了解构基督教人格神的神学基

础，传统神学将自然神论视为洪水猛兽。从此斯

宾诺萨只能生活在阿姆斯特丹，靠磨眼镜片为

生。莱布尼茨通过自然神论来调和孔子与基督教

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是当时唯一

重要的哲学家，认为中国人拥有一门唯理学说，

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教义并存”①。尽管，莱布

尼茨的理解有其欧洲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但他看到孔子学说中非人格神的崇拜是很明确

的。②

如果说莱布尼茨从哲学和宗教上论证了孔子

学说的合理性，那么伏尔泰则从历史和政治上论

证了孔子学说的合理性。卫匡国的 《中国上古

史》、柏应理的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的中

国纪年，在欧洲出版后引起了思想的轰动，中国

的这些纪年彻底动摇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纪年。③

“《风俗论》是伏尔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

著作中，伏尔泰第一次把整个中国文明史纳入世

界文化史之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代替世界史

的 ‘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他说东方民族

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以前就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有

什么理由不重视东方呢？‘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

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

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④ 如

果中国的历史纪年是真实的，基督教的纪年就是

假的，梵蒂冈就是在骗人，欧洲的历史也就是一

部谎言的历史。借助中国，借助孔子，启蒙思想

家们吹响了摧毁中世纪思想的号角。而伏尔泰这

位１８世纪启蒙的领袖是穿着孔子的外套出场的，
他的书房叫 “孔庙”，他的笔名是 “孔庙大主

持”。⑤

魁奈也是推动１８世纪法国中国热的重要人
物。在魁奈的影响下，通过蓬巴杜夫人劝说路易

十五模仿中国古代帝王的 “藉田大礼”，终于

１７６８年６月 １５日，在凡尔赛王宫举行了典礼，

皇太子 “亲自拿着用丝带装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

面前炫示”，这被后人称为对 “‘重农主义’的

流行性疯狂的一个贡献”。⑥ 魁奈对孔子充满了

崇敬的心情，他说：“中国人把孔子看做是所有

学者中最伟大的人物，是他们国家从其光辉的古

代所流传下来的各种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最伟大的

革新者。这位著名哲学家坚贞不渝，忍受着各种

非难和压制，而这些非难和压制有时在哲人们的

著述似乎旨在重新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秩序时，

也会遭遇到。”⑦ 他从孔子学说中找到自己经济

学说的思想基础———自然法则，重农学派的自然

秩序理论主要受益于中国古代思想。魁奈说：

“中华帝国不是由于遵守自然法则而得以年代编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法］艾田浦：《中国之欧洲》上卷，许钧、钱林森译，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３７页。
［德］Ｇ．Ｇ．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

个时代的历史》，杨保筠、梅谦立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李文潮编：《莱布尼茨与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桑靖宇：《莱布尼茨与现象学：布尼茨直觉理论研究》，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胡阳、李长锋：《莱布尼茨
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孙
小礼：《莱布尼茨与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美］方岚生：《互照：莱布尼茨与中国》，曾小五译，王蓉

蓉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张西平：《欧洲早期汉
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年；Ｍｕｎｇｅｌｌｏ，ＤａｖｉｄＥ．，Ｌｅｉｂｎｉｚａｎ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ｒＡｃｃｏｒｄ，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Ｍｕｎｇｅｌ
ｌｏ，Ｄａｖｉｄ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Ａｎｔｉｇｏｎｉｓｍ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１９９１），ｐｐ．９５－１２２．；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Ｌｅｉｂｎｉｚ，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
ｌａｔｈéｏｌｏｇｉｅ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ｄｅｓＣｈｉｎｏｉｓ，àＭ．ｄｅＲｅｍｏｎ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ａｎｄＮｏｖｉｓｓｉｎａＳｉｎｉｃａｉｎＤａｎｉｅｌＪ．Ｃｏｏｋ＆ＨｅｎｒｙＲｏｓｅｍｏｎｔ，
Ｇｏｎ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ｅｉｂｎｉｚ：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ｃａｇｏ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ｔ，
１９９４．

参阅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

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

张西平：《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北京：

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７１页。
参阅孟华：《伏尔泰与孔子》，北京：新华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张国刚、吴莉苇：《欧洲启蒙时期的中国观：一个历史
的巡礼与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张西平：
《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转引自闫守诚编： 《阎宗临史学文集》，太原：山西古

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１页。
［美］ＬＡ马弗莉克：《中国：欧洲的模范》，得克萨

斯，１９４６年，第３０３—３０４页，转引自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
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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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疆士辽阔、繁荣不息吗？那些靠人的意志来

统治并且靠武装力量未迫使人们服从于社会管辖

的民族，难道不会被人口稠密的中华民族完全有

根据地看作野蛮民族吗？这个服从自然秩序的广

袤帝国，证明造成暂时的统治经常变化的原因，

没有别的根据或规则，只是由于人们本身的反复

无常，中华帝国不就是一个稳定、持久和不变的

政府的范例吗？……由此可见，它的统治所以能

够长久维持，绝不应当归因于特殊的环境条件，

而应当归因于其内在的稳固秩序。”① 这个内在

固有的秩序就是 “自然秩序”，而这正是他的学

说核心思想。

魁奈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思想之间的渊源和

联系，是得到学者反复研究得以证明的问题。利

奇温认为，魁奈的学说 “特别得力于中国的传统

文化”②。中国学者谈敏认为：“重农学派创立自

然秩序思想，其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是得自中国

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这一思想中那些在西方学者

看来不同于欧洲主流思想的独特部分，几乎都能

在中国古代学说中找到其范本。”③

在启蒙运动中始终有两种声音，从孟德斯鸠

到卢梭，启蒙思想也在不断的演进与变化之中。

这种变化最终在１７９３年孔多塞 （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Ｍａ
ｒｉｅＪｅａｎＡｎｔｏｉｎｅＮｉｃｏｌａｓＣａｒｉｔａｔ，Ｍａｒｑｕｉｓｄｅ，１７４３
－１７９４）的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表达

了出来。此时以进步为核心的启蒙观念确定了下

来，此时中国成为与进步对峙的 “停滞的国家”。

如他所说： “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

转到那个民族，他们似乎从不曾在科学上和技术

上被别的民族所超出过，但他们却又只是看到自

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继地超赶过去。这个

民族的火炮知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那些野蛮国

家所征服；科学在无数的学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

都开放的，惟有它才导向一切的尊贵，然而却由

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竟致沦为一种永恒的卑

微；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

人类精神的进步。”④

这样我们看到启蒙运动从伏尔泰到孔多塞，

走过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对中国从赞扬变为批

判。其实中国仍是中国，这种中国观的变化是欧

洲自身思想变化的结果。“中国形象发生颠覆性

的转变，归根结底是欧洲人看待中国时的坐标已

经斗转星移，从尊敬古代变为肯定当今，从崇尚

权威变为拥戴理性，从谨慎地借古讽今变为大胆

地高扬时代精神。因此中国曾经被作为圣经知识

体系的从属物而被尊敬，被作为古老文目典范而

被尊敬，但瞬间又为同样的原因被轻视。借耶稣

会士之手所传递的中国知识在１７－１８世纪的欧
洲人眼里堆积起的中国形象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只是这个形象的价值随着欧洲人价值观的变化而

改变了。”⑤

应该如何看待启蒙时代的这种变化的中国观

呢？中国思想在启蒙时代的影响应该如何评断

呢？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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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美］ＬＡ马弗莉克：《中国：欧洲的模范》，得克萨
斯，１９４６年，第３０３—３０４页，转引自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
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６２页。

［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州文化的接触》，朱

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第９１—９３页。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第 １６１页。

有的学者认为魁奈的书名是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Ｌｅｄｅｓｐｏｔ
ｉｓｍｅｄｅｌａＣｈｉｎｅ），就认为魁奈是批评中国专制主义，是法国中
国热的一个转折点，正像看到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主义的批评

一样。实际上即便在孟德斯鸠的批评中，他自己也感到完全把

专制主义套在中国身上是不完全符合的，在魁奈这里更是如此。

这里并非为中国的制度辩护，只是在理解这些西方学者的思想

时，要实事求是。这点克拉克说得好，他说：“但必须记住，启

蒙思想家口中的 ‘专制’绝非批评之辞，在这里中国乃是被视

为受开明统治治理的国家典范，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国家不

会根据统治者的一时兴起而作出决定，它将视法律而定，它将

以全体人民的幸福为目的，它将以社会一切方面的和谐运转作

为统治者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中国视为

理想社会，它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可供模仿的范本。” （参阅 《东

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第７０页。）把重农学派说成 “回

到封建的农业社会”、 “从重农角度讲，他们是维护封建制度

的”、“重农主义推崇中国重视农业”、亚当·斯密比重农学派更

加重视经济的自由发展等等，这些是是而非的议论基本上没有

读懂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不了解这一学派在西方经济学说中

的地位。马克思对于魁奈的 《经济表》给予很高评价。他说：

“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已的 《经济表》中，首

次试图对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生产的形式画出一幅图画。”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６４８页。）他还指出 “魁奈医生使政治

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 《经济表》中概括地叙

述了这门科学”。（［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３８页。）
［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

冰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３６—３７页。
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

的巡礼与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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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思想在启蒙运动中的价值

在如何看待中国思想在启蒙运动中的影响

时，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中国思想是否传播到了欧洲，启蒙思

想家们是否读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儒家的作品，这

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将

其分为两种立场和方法： “研究西方的中国观，

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

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这两种立

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

在理论前提上。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

西方的中国观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

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

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述 （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自身构成或创造意义，无所谓客观
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① 不可否认，

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出发，可以揭示出西方的中

国形象的一些特点，但将现代经验的知识的立场

和后现代的批判知识立场对立起来本身就是有问

题的，尽管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对立

是天经地义的事。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接受是两

个密不可分的阶段。知识是否流动？知识流动的

具体内容如何？接受者如何接受和理解知识？他

们的文化身份对所接受知识的影响如何？这些理

解和他们所在的时代思想关系如何？这是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启蒙思想家在关于中国讨论时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建立在误读基础上的”，这样

的判断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能因为接受

者对知识的理解受到自身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了对

异文化的 “误读”，就否认知识在传播中的真实

性；同样，不因传播者在传播知识时受其自身文

化的影响，对其所传播的知识附上自身的色彩，

就完全否认了所传播知识仍具有真实的一面。中

国后现代主义的知识立场夸大了知识传播和接受

的主体的自身文化背景对知识传播和接受的影

响，并且将文化之间的交流、知识在不同文化之

间的流动，完全龟缩为一个主体自身文化背景问

题，将丰富的历史过程仅仅压缩为主体自己的文

化理解问题，这样也就 “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

无所谓真实或虚构”。显然，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这涉及到启蒙时期欧洲知识界所了解到的关

于中国知识，所接触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究竟是

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或者启蒙时期所形成的中

国观和中国有关，还是根本和中国没有关系？中

国仅仅是一个方法，一个参照系。在这些学者看

来 “关于西方的中国观的客观认识与真实知识这

一假设本身就值得商榷。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

的中国观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

一个时代西方的某一种中国观错了而另一种就对

了，一种比另一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对其

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方式进行分析，揭示西方的

中国观的意义结构原则。”②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自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所接触和了解的外部因

素的多少和真假，当然对其内部因素的理解有着

直接的影响。把外部因素作为一个虚幻的存在，

其内部思想和文化转换的结构当然无法说清。③

在笔者看来，尽管后现代主义的知识立场有

一定的价值，但完全否认现代知识立场是片面

的。中国知识和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引起了巨大的

思想震动，这本身就是欧洲思想内部的原因所造

成的，但正是在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儒家思想的观

照下，儒家自然宗教的倾向，中国历史编年的真

实性，中国政治制度在设计上比欧洲的合理性，

例如科举考试制度等，才会引起了欧洲思想的震

动。如果中国思想文化不具备一定的特质，就不

会引起启蒙思想家如此大的兴趣。就伏尔泰来

说， “毋庸讳言，伏尔泰论及中国、宣传孔子，

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即所谓的

‘托华改制’。这一点，尤其在 ‘反无耻之战’

中更显突出”。④ 但儒家本身的特点无疑是重要

１６

①

②

③

④

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载周宁主编：《世界之中国

形象：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４页。

同上，第４页。
关于西方中国观的分界和转变的具体时间是１７５０还是

１７９３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时间界限、启蒙运动的核心思
想等一系列问题，笔者与后现代主义下的中国形象分析有着一

系列的分歧。对这种分歧的展开，以及对后现代理论的不足与

批评，笔者将在以后展开对话。

孟华：《伏尔泰与孔子》，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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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如孟华所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 ‘仁’，

它的基本含义是 ‘爱人’。而伏尔泰终其一生不

懈追求的，正是这种将人视为人，能够建立起人

际间和谐关系的人本主义。”① 就魁奈来说，中

国的思想对他来说是真实的，是他经济思想的重

要来源，如谈敏所说，他的研究就是 “试图以确

凿的事实和大量的资料，系统地论证法国重农学

派经济学说从而西方经济学的中国思想渊源，具

体地勾勒出重农学派在创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从

中国所获得的丰富滋养及其对后代经济学家的影

响；展示中西文化交流对于十八世纪经济科学发

展的重要意义，驳斥那些无视东方经济思想对于

世界经济思想的贡献与影响的荒谬言论，弘扬中

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②。

中国思想和文化在１６－１８世纪的传播是一
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欧洲启蒙时期对中国古代思

想与文化的接受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

思想和文化在 １６－１８世纪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以至于在欧洲形成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热。这既是

欧洲自身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中国思

想文化融入欧洲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既是欧洲

思想变迁的内部需要的一个表现，也揭示了中国

思想文化特点所具有的现代性内涵。而不能仅仅

看成欧洲精神的自我成圣，完全否认了中国知识

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完全无视中国思想文化的

现代性内涵对启蒙思想的影响，将此时的启蒙的

发展完全归结于欧洲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这不

仅违背了历史，也反映出了这种观点对欧洲思想

自身成圣的神话的相信和迷恋。将欧洲的发展史

神话，这正是欧洲逐步走向 “欧洲中心主义”的

重要一步。如果我们运用后现代的理论，来证明

这一点，按照后现代主义思潮来说，这才恰恰是

“自我殖民化”。

我们必须看到这段历史不仅说明 “中国的

‘遗产’与所有其他文明国家的 ‘遗产’已结合

起来，显然纳入了一条正在实现世界合作大同的

轨道”③，从而彰显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性

意义，同时对我们自身来说 “这段历史又告诉我

们：中国的传统并不是完全与近现代社会完全相

冲突的，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并不是与现代思想

根本对立的，在我们的传统中，在我们先哲的思

想中有许多具有同希腊文明一样永恒的东西，有

许多观念同基督教文明一样具有普世性。只要我

们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定会

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内容。东方在世界体系

中也并非无足轻重，在西方走向世界时，东方无

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起着不可取代的作

用”④。因此，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是中西文化的伟大
相遇，这是人类文明史少有的平等、和平交流的

一段历史，是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史最重要、最

具有现代意义的一段历史，是中国与西方共同的

文化遗产，“未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更多地呈现出

１５００年到１８００年间中西方的互动与互惠”⑤。
第二，对启蒙运动后期所确立的进步史观应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１４６页。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第 ３６６页。

下面这段论述又可能出自主张后现代立场的学者，也承认作为

知识的中国对欧洲思想形成的作用，在谈到拉赫一书的贡献时，

作者说的很好，他说：“《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在历史观念上的

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一般欧洲中心主义世界现

代化历史叙事中，地理大发现与欧洲扩张的意义主要在欧洲对

亚洲的影响。但在这部著作中，欧洲在亚洲的探险与征服，意

义不在欧洲如何影响或冲击亚洲，而在亚洲对欧洲的反向影响

或冲击。在东西文明比较视野内，欧洲现代化历史五百年，基

本上可以１８世纪中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
欧洲相对于亚洲并没有表现出文明的优势，相反，亚洲文明在

器物与技术、制度与观念等方面，逐步影响甚至塑造了现代欧

洲文明，为后一个阶段欧洲文明的胜出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第

二，一般世界史或欧洲扩张史强调的多是经济、军事、政治与

宗教的扩张，很少关注世界知识的扩展与文化的启蒙。这部著

作关注的是欧洲人现代知识与观念的成长，尤其是西方现代性

精神结构中亚洲的意义。欧洲对亚洲的 ‘发现’，不仅是对一种

悠久优越的异在文明的发现，也是对自身文明的发现与重构。

首先，在观念层面，丰富的亚洲知识不仅使现代欧洲认识了世

界，也认识了自我。亚洲知识为欧洲文化的自我批判与自我确

认提供了系统的参照，促发了现代欧洲文化的自觉。其次，在

实战层面，亚洲文化在器物、制度、观念上为欧洲现代文化的

建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理想的榜

样，使欧洲得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它的现代性精神与制度结构的

设计。”（周宁：《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总译序，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６—５７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木史》第１卷第１分册，北京：

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７页；潘吉
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第５４、
２６８页。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北京：

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９２页。
［美］孟德卫：《１５００—１８００：中西方的伟大相遇》，北

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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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解构。孔多塞最终所确立的以进步为核心的

启蒙观是欧洲思想走向自我中心主义的开始。孔

多塞写于１７９３年的 《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以

进步史观为核心，将人类历史发展分为 ９个时
期，由低到高，最终达到完美阶段。他把中国安

排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个时代，他对中国历史

与文明的安排为以后黑格尔的 《历史哲学》对中

国思想的评价打下了基础。① 正如学者所说：

“启蒙主义者努力在知识与观念中 ‘发现’并

‘建设’一个完整的、体现人类幸福价值观的世

界秩序，该秩序的核心就是进步，进步的主体是

西方，世界其他地区与民族只是对象。这其中既

有一种知识关系，认识与被认识，又有一种权力

关系，因为发现与被发现和征服与被征服往往是

同时发生的。启蒙主义者都是欧洲中心的世界主

义者。他们描述世界的目的是确定欧洲在世界中

的位置，他们叙述历史是为了确立自由与进步的

价值，并将欧洲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主体。启蒙运

动为西方现代文明建筑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世界，

或者说是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它在空间中表现为

不同民族、国家及其风俗法律的多样的、从文明

到野蛮的等级性结构；在时间中表现为朝向一个

必然的、目标的、线性的、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

的进步。启蒙主义都是历史主义者，他们将世界

的空间秩序并入时间中，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

中理解不同民族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其线性的、

进步的历史观念已不仅是人类经验时间的方式，

甚至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必

须先在历史中确认自已的位置，停滞的或进步

的，在历史之外或在历史之中，然后才在世界的

共时格局———即文明、野蛮的等级秩序———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② 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指出了

孔多塞所代表的后期启蒙思想家的问题所在，一

种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说明了孔多赛的历史观

的西方立场。

实际上当孔多塞这样来解释中国时，当时的

中国并未停滞，不但没有停滞，当时的中国仍是

一个强大的中国。１８００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国民总产值第一的强盛

大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时期。弗兰克

说的更为明确：“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

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

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

到了１９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
念名副其实地 ‘改写’了这一历史。正如布罗代

尔指出的，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地利

用了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让他们追求

准确或客观的历史。”③

所以，揭示出启蒙时期思想的实际发展过

程，说明欧洲思想不是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仅

仅回到希腊的西方思想家发展不出近代的启蒙思

想观念。但西方思想的当代叙述完全不再提到这

段历史，他们改写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史，并设

置一个二元对峙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模式，将其

作为训导东方国家的思想文化模式。在这个意义

上，这种做法不仅无耻，而且反映出西方思想自

启蒙后的堕落，尤其至今一些西方文化思想领袖

希望按照这样的逻辑继续改造这个世界时，将其

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是完全可以的。后殖民主义的

理论的意义在于揭示出自启蒙以来西方思想发展

形成的真实历史和逻辑，说明东方的价值和西方

虚伪；但绝不是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去论证西方思

想的合理性、开放性、西方思想自我调节与自我

成圣、西方近代思想自我发展的逻辑的合理性。

决不能从这段历史的叙述中，按照后现代主义的

理论框架，强化西方在启蒙后所形成的思想文化

特征的合理性。这样的论述将重点放在西方思想

的自我成圣、自我逻辑的发展，强调西方思想自

身发展的逻辑的合理性、自洽性，东方只是一个

没有实际价值的他者，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全在

西方自身的内因。这样的一种研究实际上仍只是

研究西方，东方只是个陪衬，中国只是个背景，

从而没有真正从全球化的角度考虑文化与思想的

互动，没有揭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东方思想的价

３６

①

②

③

张国刚：《１８世纪晚期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欧洲进步
观念的确立与中国形象的逆转》，《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
期。

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载周宁主编：《世界之中国

形象：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４９—５０页。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一重视经济

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局，２００５年，第
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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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没有用这段真实的历史去揭示当代西方思想

和文化主流叙述的虚伪性。因而，这样一种用后

殖民主义理论来论证启蒙思想的内在形成逻辑的

合理性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初

衷，这是用后殖民主义逻辑为西方辩护的一种自

我殖民化。对于这种思想和认识应该给予足够的

认识。

这说明当启蒙思想家以进步史观设计历史

时，在历史事实上就存在问题。即便当时中国相

比于欧洲发展慢了一些，但并未停滞，启蒙后期

的孔多塞、马嘎尔尼把中国说成停滞的帝国肯定

是不符合事实的。历史是一个长期段的发展，

１００年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今天中国重新崛起，
其道路和特点都和西方的道路与特点有很大的不

同，历史已经对启蒙后期开始形成的欧洲中心主

义和１９世纪主导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做出了最
好的回答。从今天的历史来看，启蒙后期的思想

家的傲慢是多么的可笑。

四、启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充满了复杂性。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

在欧洲的影响也呈现出多元的色彩。学术界在理

解启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大都不注意启蒙运

动真实历史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多元复杂关系，因

而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关系不能做出学理与历

史的综合性分析与解释。

通过弘扬启蒙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

是一种看法。这种思维实际上已经接受了现代与

传统、东方与西方二元对峙的思维方式，加之缺

乏比较文化的立场和全球化史研究进展的关注，

因而完全不知中国文化在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间与西
方文化的基本关系和状态，不知当时中国在全球

化初期的地位。所以，当弗兰克说出当时的中国

是世界经济中心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

波，一些学者极为震惊。这种看法自然无法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何被启蒙思想

所接受、所赞扬。在他们赞扬启蒙之时，内心已

经将中国文化作为启蒙思想的对立面，而完全不

知中国文化恰恰曾是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源泉之

一，也无法理解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

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具有现代思想的内涵，只要

经过创造性转换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重

要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学者并未真正理解

启蒙运动。历史的吊诡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的文化热中，对启蒙的崇拜和信仰有其合理性，

就是到今天启蒙精神仍有其文化和思想价值，因

为启蒙运动所留给人类的 “自由”、 “民主”、

“科学”、“理性”仍有其重要的价值。但将这些

启蒙精神和中国传统思想完全对立起来，是对启

蒙思想形成历史的不了解。同时，对启蒙时期思

想家们的所提出的 “科学”、 “理性”、 “进步”

的一味赞扬，说明这样的看法不了解启蒙思想家

在形成这些观念时的缺失，尤其启蒙思想后期所

形成的 “进步”观念背后的 “欧洲中心主义”

的立场，从而缺乏一种对启蒙的反思，特别是对

西方近百年来在启蒙思想下所走过的实际历史过

程的反思。①

通过批判启蒙思想来弘扬中国文化。这是另

一种看法。很长时间以来，在西方思想文化上启

蒙运动都是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而载入

史册的。正如著名罗兰·Ｎ．斯特龙伯格所指出，
１８世纪为世界贡献了这样的观念：“人类现在和
将来都会 ‘进步’，科学技术对推动人类进步起

了最大作用，人类的目的就是享受世俗的幸福。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说法表示怀

疑，但大多数平民百姓可能还是信奉它们。与许

４６

① “人本主义在上世纪 （１９世纪）末叶达到顶峰。帝国主
义的欧洲统治全球，但文化的欧洲则相信这是对世界文明进步

的贡献，‘一些欧洲人发觉他们的人本主义掩盖了和包庇了一场

可怕的非人惨剧。他们还发觉自己所认为是惟一的文化其实只

是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一枝文化，而自己的这个文化曾居然认为

有权蔑视其他文化并予以毁灭之’。” （［法］莫兰： 《反思欧

洲》，齐小曼译，上海：三联出版社，第７页，２００５年； ［英］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郭英剑校，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当下中国学术与思想界如何创造性的转
化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合理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精神合理

内核的基础上清理 “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

中国即将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之时，思想的创造与独立、本土

资源的发掘和清理百年的西方中心主义成为我们绕不过的一个

重大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的启蒙已经瓦解，思想已经分野，

哪种思想方案更适合与崛起的中国，这要待历史回答。（参阅许

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
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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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社会科学一样，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

在１８世纪孕育出来的。今天的公共政策的目标
也是由启蒙运动确定的：物质福利、幸福。人们

还会想到宗教宽容、人道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和社会平等。所有这些都

主要源于这个世纪。更深入地看，很显然，我们

的基本思维习惯以及我们的语言方式，也主要受

到启蒙运动的影响。”①

以批判当代西方社会思想为其特点的后现代

思潮的兴起后，启蒙运动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启

蒙开始成为批判的对象。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的

一种反思、质疑和批判。“他们开始对现代性的

总体观念提出批判，并提出 ‘后现代’以同

‘现代’相对抗，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被称为 ‘后

现代主义’。”② 这样一种反叛倾向首先是从尼采

开始的，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

会，而是由废物组成的病态胶合物，由此，“现

代道德、现代精神、我们的科学，全都是疾病的

形式”。③ 沿着这条思路，利奥塔、德里达、福

柯、罗蒂等西方哲学家各自展开了自己的论述，

从而形成了后现代思潮；而另一些哲学家如哈贝

马斯，则继续沿着启蒙的方向完善这个理论。

西方这样的思考自然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杜维明先生认为：“启蒙心态从１８世纪以来，是
人类文明史到现在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心态。

科学主义、物质主义、进步主义，我们现在熟悉

的话语，都和启蒙有密切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市场经济、民主政

治、市民社会，还有后面所代表的核心价值，比

如说自由、理智、人权、法制、个人的尊严，这

些价值也都从启蒙发展而来，而这个力量不仅是

方兴未艾，而且在各个地方已经成为文化传统中

间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我进一步说，在文化中

国的知识界，文化的传统之中，启蒙心态的影响

远远要超出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佛教的、

道教的、民间宗教带来的影响。”④ 启蒙的问题

在于：第一，人类中心主义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第二，工具理性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以及
宰制性的科学主义；第三，个人主义；第四，西

方中心主义。由此，杜先生认为，“经过了西化，

经过了现代化，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人文关

怀，可以和启蒙所带来的最强势的人文主义进行

深层的对话，现代西方启蒙所开发出来那么多的

光辉灿烂的价值，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价值，

和人的个人的个性解放，人的精神的发展，儒家

的人文精神和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之间的对话和互

动的空间有没有，有哪些课题需要讨论，这是我

关注的问题。”⑤ 正如学者所概括的 “作为儒家

的现代传人，如何在启蒙反思中发挥儒家思想的

积极作用，是杜维明相关思考的理论兴奋点之

一。对此，杜维明的基本主张是：儒家天人合一

的人文主义可以在自身、社群、自然和上天四层

面为克服或超越启蒙凡俗的人文主义提供思想资

源”⑥。

启蒙思想还是中国传统思想？看起来似乎有

些对立。但一旦我们进入实际的历史境遇，就会

看到将启蒙与中国传统思想对立起来的认识是值

得反思的。

从我们上面所介绍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

的接受来看，儒家思想和启蒙思想并不是对立，

儒家思想曾是滋润启蒙思想的重要外部资源，它

与启蒙精神相连，而又有别于西方启蒙思想。因

此，在重建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时，我们不

能完全将儒家思想和启蒙思想对立起来，而是可

以从启蒙思想家当年对中国文化的跨文化理解

中，纠正其偏误，赋予儒家文化以符合现代生活

的新意，开出启蒙思想之新意。

例如，启蒙思想家利用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

来解构中世纪的宗教，这说明儒家思想中的理性

精神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启蒙思想家在理解儒家

的理性精神时并不全面，启蒙思想所确立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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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罗兰·Ｎ．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
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９６页。

姚大志：《现代之后：２０世纪晚期西方哲学》，北京：
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２９页。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第５０页。
［美］杜维明等：《“启蒙的反思”学术座谈》，《开放

时代》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曾明珠记录整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

话录》，《世界哲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李翔海：《杜维明 “启蒙反思”论述评》，《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９期；郑秋月：《从反思启蒙心态
到儒家价值的普世化期盼》，《北方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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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演化成为工具理性主义。这样他们并未深刻

理解儒家思想的理性精神和宗教精神的融合、儒

家思想的半哲学和半宗教特点。儒家的理性主义

和启蒙思想的工具理性之间有着契合与差别，这

样如何在保持启蒙理性精神的同时，发挥儒家理

性与神圣性合一的资源、人文理性主义的资源，

克服启蒙以来的工具理性之不足？同时，如何学

习启蒙精神，将儒家实用理性转化成为不同于工

具理性的现代理性？这都给我们留下宽阔的学术

空间。

又如，启蒙思想家通过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

国富足的世俗生活，赞扬了个人主义。因此，将

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一个压制个人的专制文化史

是说不过去的，即便在孟德斯鸠那里，他对中国

的专制文化也做了特别的处理，而魁奈专制主义

并非在批评意义上使用。正如克拉克所说：“必

须记住，启蒙思想家口中的 ‘专制’绝非批评之

辞，在这里中国乃是被视为受开明统治治理的国

家典范，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国家不会根据统

治者的一时兴起而作出决定，它将视法律而定，

它将以全体人民的幸福为目的，它将以社会一切

方面的和谐运转作为统治者最关注的核心问题。

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中国视为理想社会，它为

欧洲提供了一个可供模仿的范本。”①

但中国文化中对个人的肯定又不同于启蒙所

开启的物质主义的个人主义，或者说凡俗的个人

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儒家的人文主义正如

陈荣捷在 《中国哲学资料选》中指出的：“如果

有一个词能够概括整部中国哲学史，这个词会是

人文主义，不是那种否认或淡化至上力量的人文

主义，而是承认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在这个意

义上，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主导着中国思想的历

史。”② 按照这样的理解，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人

文主义，既不是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世俗的个人

主义，也不是后来由此演化成为的人类中心主义

的。

自然，孔多赛等后期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

“进步”观念也有其合理性，进步总是比落后要

好。但这种进步不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线性进

步观，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无限索取自然的

进步观，不是以西方文化取代其他多元文化的进

步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

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都可以作为

修正孔多塞所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进步观的重要思

想资源。

目前关于启蒙思想与中国思想的讨论中大都

是在纯粹理论范围内展开的，但思想是历史的思

想，没有历史的思想史是永远无法高飞的。历史

是智慧的源泉，只有在一个长期段的历史中，我

们才会体悟到真理。通过对１５００－１８００中西文
化交流史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启蒙时期的

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从根源上对启蒙做

更为全面的反思，可以走出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

思想对立的思考模式，克服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片

面批判和固守在启蒙思想内部发展思想的两种倾

向，从中国的历史和启蒙的历史做出新的解释，

将历史重新激活，将中西思想重新融合，这是我

们的祈盼。③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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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克拉克： 《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第

７１页。
［美］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选》，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４７９页。
参阅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１９９０年代以

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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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


梅谦立

【摘要】耶稣会士在十七世纪翻译的 “四书”，以张居正的 《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

他们声称，《四书直解》更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也更符合真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四书直解》与 《四书

章句集注》有何不同？他们赞成 《四书直解》什么样的观念？耶稣会士有没有正确地把握 《四书直解》的某些观念？

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翻译，或者背离原文？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耶稣会；柏应理；张居正；儒家经典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７－１２

　　

引　　论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

学者投入最多精力的经典，毫无疑问是 《圣经》。

西方传教士来华时一定关注到在中国也有同样地

位的 “中国圣经”，即所谓 “四书五经”。不过，

当耶稣会士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国诠释学传统时，

他们需要考虑，究竟什么经典最有权威和代表

性？哪些注释家真正诠释了经典的本意？他们反

复阅读儒家经典和各种各样的注释评论，跟士大

夫们进行了广泛交流，力图理解儒家经典的价

值，并按照耶稣会士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儒家经

典是否包含 “真理”？哪种注解更靠近 “真理”？

来华的耶稣会士自称他们彻底排斥宋明理学，与

此同时，大力提倡先秦儒学。可是，当他们跟当

时的士大夫进行交流时能够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

吗？他们对宋明理学的排斥有没有某种修辞成

分？有没有可能当时的理学影响太过强大，以至

于他们无法摆脱朱熹的注解？

即便耶稣会士要从自己哲学宗教思想的角度

去阅读 “四书”，我们今天怎样看待他们所发挥

的儒家经典诠释学？某种外来文化能不能发挥儒

家诠释学？如果可以的话，在基本知识 （语言、

原文、注释、思想史）之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条

件？关于耶稣会士的 “四书”译文，许多学者已

经做过很详细的解读，不过，他们的研究往往仅

止于较笼统的中西思想比较，而没有深入地把握

耶稣会士所使用的中文材料。在这篇文章里，我

们试图理解耶稣会士的 “四书”译文与中国传统

诠释学的关系。耶稣会士对 《大学》、 《中庸》、

《论语》，是翻译还是背叛？简略地介绍耶稣会的

翻译工作之后，我们还要追踪中国传统内部的两

条线索，去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耶稣会士对 “四

书”的解读。

一、从 “学习儒家经典”到 “为它们辩护”

１６８７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耶稣会士柏应
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Ｃｏｕｐｌｅｔ）在巴黎出版了 《中国哲学

家孔夫子》。①这本书是耶稣会传教士此前一百年

不懈努力的积淀产物。早在１５８３年，来华传教
士便开始主要通过 “四书”来学习中文。罗明坚

（Ｍｉｃｈｅｌｅ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１５４３－１６０７）以及利玛窦
（１５５２－１６１０）更是利用 “四书”作为主要的语

言教材。后来，葡萄牙人郭纳爵 （ＩｎáｃｉｏｄａＣｏｓ
ｔａ，１６０３－１６６６）在江西建昌为一些来华不久的

７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柏应理 《中国哲学家孔子》（１６８７年）的翻译及研究”（１４ＹＪＡ７２０００５）的阶
段性成果。中山大学哲学系马永康讲师对于这篇文章提出了宝贵意见。另外，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王格润饰了文字。对此我向他们

表示感谢。本文为第四届汉学大会上发言的修改稿 （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１４年９月５—７日）。
作者简介：梅谦立 （ＴｈｉｅｒｒｙＭｅｙｎａｒｄ），法国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

①　拉丁文标题为：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ｉｎａｒｕ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ｓ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ｔｉｎｅｅｘｐｏｓｉｔａｓｔｕｄｉｏｅｔｏｐｅｒａ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Ｈｅｒｄ
ｔｒｉｃｈ，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ｉＲｏｕｇｅｍｏｎｔ，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ｏｕｐｌｅｔ，Ｐａｒｉｓ：Ｈｏｒｔｈｅｍｅｌｓ，１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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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耶稣会士教授古文，当时的意大利学生殷铎

泽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１６２６－１６９６）帮助编辑
出版了 《中国智慧》 （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６６２
年），包括孔子生平、 《大学》及 《论语》的前

半部分。在文化交流史上，这本书的意义非常重

大，它被美国学者詹启华 （ＬｉｏｎｅｌＪｅｎｓｅｎ）称作
“第一本中、拉双语译著”。① 不过，我个人认为

其重要性更在于，它是在中国首次使用从左到右

横排书写的中文文献。② 后来，殷铎泽把 《中

庸》翻译成拉丁文，题为 《中国政治伦理知识》

（Ｓｉｎａｒｕ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Ｍｏｒａｌｉｓ，１６６７－１６６９
年）。

传教士这样努力地去学习和翻译 “四书”，

其原因在于，按照利玛窦的 “适应政策”，古代

儒家保持了原来的一神教信仰，后来，因为佛教

的传入以及宋明理学的发展，原先的信仰几乎消

失了。不过，在利玛窦去世之后，他的 “适应政

策”在传教士之间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杨光先

所发起的 “历案”，从１６６６到１６７１年，二十三
位传教士被软禁在广州。传教士争论 “中国礼

仪”是否属于迷信的问题。可是，由于每个地方

有不同的礼仪习惯，而且士大夫和老百姓对祭

祀、祭孔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传教士之间针对

“中国礼仪”的定义很难达成共识。因此，他们

试图回到儒家经典，以孔子的思想为标准来定义

中国礼仪，以判断中国礼仪是否属于迷信。

在这段时期的传教士群体中，关于 “四书”

有两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以多明我会士闵

明我 （Ｄｏｍｉｎｇｏ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ｅ，１６１８－１６８６）为代表，
他们认为，无论是 “四书”的本意，还是宋明理

学对 “四书”的解释，都偏向了无神论和唯物主

义；因为基督宗教的思想高于一切，所以不需要

阅读一种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儒家经典。第二种解

读以殷铎泽为代表，他们认为，宋明理学歪曲了

“四书”的本意；如果能够得到 “正确”的理

解，那么 “四书”其实与基督宗教并不矛盾。由

此，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从 “中国礼仪之争”发

展到 “儒家经典诠释学之争”的过程。

为了回应闵明我等反对者的挑战，殷铎泽改

变了他过去的翻译方法。第一，在理论方面，必

须把儒家的权威确定下来。因此，他决定系统性

地介绍儒、道、佛思想，并证明儒家的优越性。

第二，必须把儒家经典与宋明理学更严格地区分

开来，证明四书跟 “无神论”无关。第三，必须

在朱熹之外确立另一个权威的诠释者。第四，必

须提供丰富的史料来证明，儒家思想在某个具体

人物上得以实现。虽然殷铎泽自称要排斥宋明理

学，不过，这种表达中其实修辞成分居多，如下文

所论，朱熹对他们理解四书有很大的实际影响。③

二、朱熹的线索：作为哲学家的孔子

传教士最初用朱熹的 《四书章句集注》学习

中文。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里，陈纶绪发现了一

本 《四书章句集注》，其中有意大利耶稣会士潘

国光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Ｂｒａｎｃａｔｉ，１６０７－１６７１）所作的
笔记，以标示其学习进程。１６３７－１６３８年间，潘
国光在杭州学习古文，并花了五个月时间学习

《论语》。④ 很多年之后，郭纳爵的 《中国智慧》

（１６６２年）也在使用 《四书章句集注》的南京版

本。⑤ 在 《中国智慧》、 《中国政治伦理知识》、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

的标记：ｆｏｌｉｏ指南京版本的页码，ｐａｇｉｎａ１指左
页，ｐａｇｉｎａ２指右页， §指段落。我们可以确认
耶稣会士的这些标记完全符合 《四书章句集注》

的明朝版本。⑥ 另外，我们也发现，明朝 《四书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詹启华 （Ｊｅｎｓｅ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制造儒
家》（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第１１４页。

很多人以为英国传教士马礼孙 （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的
《华英字典》 （澳门，１８１５－１８２３年）首次采用了横排书写方
式。

关于这个历史背景的细节，参见梅谦立：《最初西文翻译的

儒家经典》，《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
１３１—１４２页。

参见陈纶绪 （ＡｌｂｅｒｔＣｈ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ｉｎＲｏｍ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２００２，第
９—１１页。

“ＡｄＬｅｃｔｏｒｅｍ” 《致读者》，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ｉｃａ《中国智
慧》：“Ｎｏｔａｅａｐｐｏｓｉｔａｅｉｎｍａｒｇｉｎｅｓｕｎｔ：ｆ，ｐ，§．Ｐｒｉｍａｄｅｎｏｔａｔｆｏｌｉ
ｕｍｔｅｘｔｕｓｉｕｘｔａｏｒｄｉｎｅｍ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南京 ｎａｎｋｉｍｅｄｉｔａｅＡｕｔｈｏｒｅ朱
熹 ｃｈūｈì，ｑｕｉｌｉｂｅｒｖｕｌｇòｄｉｃｔｕｒ四书集注 ｓūｘūｓｉěｃｈú．Ｓｅｃｕｎｄａｉｎ
ｄｉｃａｔｐａｇｉｎａｍ．Ｔｅｒｔｉａｓｉｇｎ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ｕｍｉｌｌａｍ，ｑｕａｅａｌｉｑｕａｌｉｓｐａｔｉｏｄｉｓｔａｔ
ａｂａｌｉ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ｉｎｉｐｓｏｍｅｔｔｅｘｔｕｓｉｎｉｃｏ．”

比如在嘉靖 （１５２１—１５６７）年间，蔡氏文峰堂所出版
的 《四书集注》二十一卷，收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ｈｔｔｐ：∥ｎｒ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ｕｒｎ－３：ＦＨＣＬ：３７７５６３４？ｎ＝７６，
２０１４年２月３日查阅了网络电子版。１５３８年，陈氏积善书堂所
出版的 《四书集注》二十一卷，收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ｈｔｔｐ：∥ｎｒ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ｕｒｎ－３：ＦＨＣＬ：３７７５６２５？ｎ＝７３，
２０１４年２月３日查阅了网络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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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句集注》的大部分版本都用同样的排版：每页

九行，每行十七字，原文独行，朱熹的注释双

行。①我们也知道，四书原文文献有很多区分卷、

章、段落等的不同方式。朱熹比较习惯把原文很

细地分段，在每一两句之后便夹入注释。耶稣会

士也完全沿袭朱熹的分段。② 耶稣会士使用 《四

书章句集注》的标准版本，这极大方便了他们跟

士大夫的交流。另外，耶稣会士经常到各地传

教，有时他们也分开学习 “四书”，因此需要用

最通用的版本。

总之，耶稣会士一直严格地依从 《四书章句

集注》所提供的原文。不过，根据 《中国智慧》

中 《致读者》（ＡｄＬｅｃｔｏｒｅｍ）的文字，在注释方
面，他们参考了 “将近二十个诠释者”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ｅｓＳｉｎｅｎｓｅｓｆｅｒèｖｉｎｇｉｔｉ）。其实，在读 “四书”

的拉丁译文时，随处可见朱熹的影响。这里，我

们将列举两三个例子。

关于 《大学》的开端，耶稣会士把 “明明

德”译作 “精炼天赐予的理性本质” （ｅｘｃｏｌｅｒ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ｍàｃｏｅｌｏｉｎｄｉｔａｍ）及 “返回自己

原来的纯真本性” （ｒｅｄｉｒｅａｄｐｒｉｓｔｉｎａｍｃｌａｒｉｔａｔｅｍ
ｓｕａｍ），把 “亲民”翻译成 “革新人民” （ｒｅｎｏ
ｖａｒｅｐｏｐｕｌｕｍ），把 “至善”译作 “一切行为完

全符合正当理性” （ｓｕｍｍａａｃｔｉｏｎｕｍｏｍｎｉｕｍｃｕｍ
ｒｅｃｔａ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ａ）。这样的翻译，虽然有待
商榷，但明显是受到了朱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③

耶稣会士关注并肯定了 《四书章句集注》所

蕴含的理性维度，因为这契合士林哲学。他们把

孔子视作哲学家，正如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这

个标题所示。在 《论语》的拉丁译文中，“哲学

家”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出现了五十多次，经常被用
来翻译中文词 “君子”，有两次被用来翻译 “好

学”。《论语》１．１４是以 “好学”来描述君子

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

１９．５同样有：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

可谓好学也已矣。”在这两处，耶稣会士把 “好

学”翻译成 “哲学家”，这样的翻译诠释很有创

意，因为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的原意就是 “爱智慧者”。

对孔子而言，君子的重要品性之一就是 “好学”，

而耶稣会士经常把 “君子”与 “好学”都翻译

成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我们需要注意，按照 《论语》的

意思，“好学”并不涉及抽象的哲学理论，而是

某种生活方式。这一点也符合古希腊对 “哲学”

的理解。在 《论语》的开端，孔子问：“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耶稣会士把 “学”翻译成

“模仿智者”，这就是朱熹的解释：“学之为言效

也”。儒家的 “学”包括了智力和道德两方面，

而耶稣会士意识到这一点也完全符合古希腊罗马

哲学以及基督教哲学的基本观念。

虽然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处处可见朱熹

的观念，不过，书中却避免提及他的名字。我们

可以发现，耶稣会士对 《四书章句集注》的使用

发生了一些变化。１６２４年，耶稣会中华省的
“课程计划”提倡用朱熹注来学习 《四书》。

１６６２年，《中国智慧》的序文中，虽然承认使用
《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原文的标准，但是说明主

要采用了另一位诠释者的注释。同样，１６６９年，
《中国政治伦理知识》的序文中，也提到朱熹的

《四书章句集注》。可是在广州，传教士之间的礼

仪之争及诠释之争继续发酵，这使得殷铎泽尽量

回避提及其翻译工作与朱注的密切联系，以免其

“四书”译文被指责为无神论思想。因此， 《中

国哲学家孔夫子》的 《前言》完全否定了朱熹

及宋明理学家对 “四书”的解释：

今天，不诚实的士大夫使用自然哲学或 “性

理”。其实，这样似是而非的名字并不是他们所

说的祖先的正当王道，相反，它掩盖着很危险的

深渊。当他们的思想正在犯很严重的错误时，他

们并不认错，并且表现出让人无法容忍的傲慢：

不仅对当代思想，而且对整个古代思想，他们妄

图进行评判。他们却从没有想到，那些拥有卓越

美德和智慧的古人，事实上正证明了他们自己的

不恭和愚蠢。第十九个朝代 （宋代）的四位解释

９６

①

②

③

潘国光所用的 《四书章句集注》版本也使用了这种排

版方式。参见陈纶绪，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ｉｎＲｏｍｅ，第９页。

对于 《大学》，朱熹进行了顺序整理及内容补充。关于

《论语》的许多重复，朱熹都保留了。在这些方面，耶稣会士参

照了朱熹的编辑工作。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ｅＬｉｂｅｒＰｒｉｍｕｓ《中国知识第一部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ｉｎａｒｕ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中国哲学家孔子》，第１页。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

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故学者当因其

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

其明德 ［…］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宋］朱熹：《四书

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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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周敦颐、张载、程子、朱熹，无论如何不

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犯错的人，但肯定是错得最

严重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评注来点缀经典。更确

切地说，他们用自己的评注使许多事情变得隐

晦，并卑鄙地玷污了它们。最后，后人将他们视

为导师一样追随。仅仅由这四个解释者的意见和

权威建立起来的新而有害的教义，一直传到了明

朝的著述中。①

在他们的翻译中，耶稣会士好几次提出朱熹

的 “错误”。比如， 《中庸》１９章说： “郊社之
礼，所以事上帝也。”朱熹认为是有两个仪式，

分别面对天和地：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

后土者，省文也。”② 但耶稣会士反对朱熹的理

解，认为只有一个朝拜仪式，即面对上帝。③ 无

论原文的本意如何，耶稣会士的主要意图在于证

明中国古人相信一神教。

关于 《论语》１４．４３，耶稣会士也反对朱熹
的解释。《论语》这个段落涉及到商武丁即高宗

耶稣会士利用了这个宝贵的机会，专门引出武丁

梦见天帝派遣傅说作大臣的情景：“高宗梦得说，

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 《说命》三篇”

（《商书·说命上》）。耶稣会士肯定这个故事，

因为它证明了古人祈求上帝或天帝，并且筣回答

了祈求。不过，朱熹在 《朱子语类》中的表达显

得很谨慎：

高宗梦傅说，据此，则是真有个天帝与高宗

对答，曰： “吾赉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说

帝，谓无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间所谓 “玉皇

大帝”，恐亦不可。毕竟此理如何？学者皆莫能

答。

梦之事，只说到感应处。高宗梦帝赉良弼之

事，必是梦中有帝赉之说之类。只是梦中事，说

是帝真赉，不得；说无此事，只是天理，亦不

得。④

朱熹不直接否定武丁真正地梦见过傅说，他

甚至肯定这场梦等于某种 “感应处”，不过，朱

熹所承认的 “感应”并不完整，因为他不愿意确

认 “帝真赉”。耶稣会士把朱熹的话翻译成拉丁

文，进而把朱熹称为 “无神论政客” （ａｔｈｅ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ｕｓ），予以很严厉的谴责：

解释者朱熹显得无知，或者，由于他对许多

事情的无知及他自己的困惑，他不愿意肯定神的

真理及意志。［武丁］四千年之后，这些无神论

政客们和新解释者发明了这个虚构的 “理”。他

们把 “理”理解为某种力量或者自然流动。虽然

它缺乏思想与意志，不过它被当作为万物的原

则，万物试图回到它那里去。这样，他们的观念

扭曲了整个 ［中国］古代的记载和思想。⑤

这里，耶稣会士把朱熹的谨慎立场极端化，

因为朱熹本来没有以 “理”解释这个记载，而只

是说 “说无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耶稣会

士责怪朱熹不仅不相信天帝或神能真正地回应人

们的祈求，他所用的 “理学”也违背了古书的本

意。对耶稣会士而言，朱熹是政客，因为他不愿

意公开宣扬自己的无神论宗教，而容忍宗教作为

政治统治的手段。⑥

总之，当耶稣会士翻译 《四书》时，虽然无

法摆脱朱熹的影响，甚至完全接受朱熹的很多观

念，特别是关于理性的强调，这使得他们把儒家

思想视作哲学；不过，他们激烈地反对朱熹的宗

教思想。利玛窦已经在 《天主实义》 （１６０３年）
中批评了 “理”、“气”、“太极”等观念，可他

还是用朱熹的 《四书章句集注》来学习 《四

书》。随后，传教士感觉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ｒｏｅｍｉａｌｉ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前言》，《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第
３４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７页。
Ｌｉｂｅｒｓｅｃｕｎｄｕｓ《中国知识第二部分》， 《中国哲学家孔

夫子》，第５９页。其中他们也提到利玛窦在 《天主实义》中提

出了这个观念。（参见 ［意］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梅谦

立注、谭杰校勘，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９９页。）这
项国家祭祀礼仪中对 “天”、“地”的 “分”与 “合”问题，早

在耶稣会士来华以前，就在明代前中期引发过巨大的改制争议

和讨论，大量儒家士大夫学者参与其中，论争一度非常激烈。

在明史研究中，现代学者对之也有不少梳理研究。 （参见赵克

生：《明代郊礼改制述论》，《史学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１２—
１７页。感谢王格同学提供了这篇文章。）

［宋］朱熹：《朱子语类》７９卷，朱维铮编，海口：海
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５年，第８５５页。

Ｌｉｂｅｒｔｅｒｔｉｕｓ《中国知识第三部分》， 《中国哲学家孔夫
子》，第１１０页：“Ｅｔｈａｃｔｅｎｕｓｑｕｉｄｅｍ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ｓＣｈｕｈｉｑｕｏｓｅｖｅｒｔａｔ
ｉｇｎｏｒａｎｓ；ｃａｅｔｅｒùｍ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ｉａｉｌｌａｅｔ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ａｔｅｓｕａＶｅｒｉｔａｔｉＰｒｏｖｉｄｅｎ
ｔｉａｅｑｕｅＮｕｍｉｎｉｓｖｅｌｉｎｖｉｔｕｓｆａｖｅｎｓ．Ｌｉｈｏｃａｔｈ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ｒｕｍｆｉｇｍｅｎｔｕｍ
ｑｕｏｄｐｉａｍｐｏｓｔ４０ｓａｅｃｕｌａｉｎｖｅｎｔｕｍàｎｏｖａｔｏｒｉｂｕ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ｂｕｓ．Ｉｎｔｅｌｌ
ｉｇｕｎｔａｕｔｅｍｐｅｒＬｉｖｉｒｔｕｔｅｍｑｕａｍｄａｍｓｅｕｉｎｆｌｕｘｕ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ｍｍｅｎｔｅｅｔ
ｖｏｌｕｎｔａｔｅｄｅｓｔｉｔｕｔｕｍｓｅ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ｕｍｒｅｒｕｍｏｍｎｉｕｍ，ａｄｑｕｏｄｏｍｎｉａｃｏ
ｎａｎｔｕｒｒｅｆｅｒｒｅ，ｔｏｔｉｕｓｒｅｔｒｏ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ａｔｉｓ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ｅｔｓｅｎｓｕｍｉｎｓｕａｍ
ｄｅｔｏｒｑｕｅｎｔｅｓ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ｍ”。

参见梅谦立：《利玛窦佛教观的日本来源及其中国儒家

上的应用》，《孔子研究》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１１７—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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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传教士都认为朱熹与宋明理学都偏向无神

论，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朱熹的无神论思想也注

入到了 《四书章句集注》中。因此，在 《中国

哲学家孔夫子》中，他们的策略有两点：第一，

不再标明他们大量使用 《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编

辑及注释，把他们对 《四书章句集注》的使用隐

瞒起来；第二，如果要提到朱熹，主要是为否定

他的观念。① 换言之，通过朱熹的解释可以证明，

孔子是一个哲学家；不过，还要通过另一个诠释

者来说明，孔子并不是无神论哲学家，而是有宗

教情感的哲学家。

三、张居正的线索：有宗教感的孔子

早在１６１０年，《四书直解》就已出现在南京
的耶稣会图书馆馆藏目录中。② １６２４年，耶稣会
士的 “课程计划”表明， 《四书章句集注》与

《四书直解》可以同时使用。后来，虽然耶稣会

士还会继续使用 《四书章句集注》，但更多地采

用了张居正的 《四书直解》。比如，在 《中国智

慧》的序 （１６６２年）中，殷铎泽就交代，他们
参考了二十个注释家，特别是张居正。③ 这里，

我们首先要简略介绍张居正的思想及其 《四书直

解》，然后说明耶稣会士为什么选择了他的评注。

作为太傅的张居正

张居正 （１５２５－１５８２）做过两次太傅，这使
得他很快晋升到了最高职位。１５６３年，他首次
担任朱载篨 （１５３７－１５７２）的太傅。那时，已经
二十六岁的朱载篨不一定受到了张居正的深刻影

响，但一定对张有足够的信任：１５６７年，当朱
载篨成为隆庆帝时，由张居正及其他四位太傅担

任内阁大学士。④ １５６８年，隆庆帝立朱翊钧
（１５６３－１６２０）为皇太子。１５７０年，张居正上
奏，敦促皇太子尽快出阁受学：“早一日，则有

一日培养之益；迟一年，则少一年进修之功。唯

皇上深省焉！”⑤ 并且提到了周公如何培养成王。

１５７２年，张居正第二次担任太傅。几个月之后，
朱载篨在刚满三十五岁时突然病逝；高拱 （１５１３
－１５７８）被迫下台，张居正随即成为了内阁首辅。
从十岁至二十岁，万历皇帝由张居正教导。

按照明英宗皇帝 （１４５７－１４６４在位）所确立的
规矩，为皇帝的讲学中，有所谓 “日讲”⑥：早

上，皇帝朗诵十篇经典，太傅及六个讲师轮流解

释；在处理国家事务之后，皇帝要学习一百个汉

字，寒冬时只需学习五十个汉字；中午之前，他

要阅读 《资治通鉴》；晚上则要复习早上的课程

内容。⑦ 这样，从１５７２至１５７５年，万历皇帝用
了三年时间学习 《大学》、《中庸》；之后又用了

六年时间学习 《论语》；从 １５８１年起开始学习
《孟子》。⑧ １５８２年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仍
坚持阅读 《孟子》。每个 “日讲”要经过很复杂

的过程：六个讲师首先要准备讲稿，讲稿需得到

张居正的批准；上课的时候，如果张居正不能亲

自参与，应有另外一个内阁阁老出席。上课时人

数不多，所以万历皇帝跟张居正以及其他老师之

间，可以有一些互动。

皇帝的教育跟一般人有些不同。首先，皇帝

不需要准备科举考试，因此就没有必要十分精确

地记住 《四书》原文及相应的注释内容。１５７４
年，张居正决定将朗诵经书的数目由原先的每天

十篇减少到每天五篇，因为皇帝 “唯融会其意

义，体贴于身心，固不在区区章句间也”⑨。张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两处朱熹的观念受到耶稣会士的公开肯定。第一处，在

翻译 《论语》１０．１０时，耶稣会士提出，注释家包括朱熹都承
认 “傩”这种古代宗教仪式。朱熹 《论语集注》：“傩，所以逐

疫，周礼方相氏掌之。”不过，朱熹也低估这个宗教仪式，称之

为 “戏”。在其他地方，朱熹把 “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论

语》２０．１）解释为：“简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请命而
伐桀之辞也。”也许这两处已经存在于早期的初稿中。在巴黎柏

应理做最终的编辑工作时，他也许没有注意这两处，因此将它

们保留下来。

参见 ＡｄＤｕｄｉｎｋ，“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ｈｏｕｓｅａｔ
Ｎａｎｋｉｎｇ，ｍａｄｅｕｐ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６１６－１６１７（ＳｈｅｎＱｕｅ，
Ｎａｎｇｏｎｇｓｈｕｄｕ，１６２０）”，ｉｎ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Ｍａｓｓｉｎｉ（ｅ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ｕ
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ＣｈｉｎａｂｙＪｅｓｕｉ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ＸＶＩＩＸＶＩＩＩ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Ｒｏｍ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１９９６），第１４７页。

詹启华说利玛窦在翻译四书的时候使用了 《四书直

解》，不过他没有提供任何依据。参见詹启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第８５页。

熊召政：《帝王师张居正》，《张居正讲评论语》，陈生

玺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页。
参见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 〈论语直解〉研究》，台

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２００７年，第２９页。
与日讲不同，经筵在文华殿进行，比较隆重：皇帝坐

着，张居正站着，讲先王之德。

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 〈论语直解〉研究》，第３４—
３５页。

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 〈论语直解〉研究》，第５３—
５６页。

参见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 〈论语直解〉研究》，第

８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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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这样理解皇帝学习经书的目的： “唯明德、

新民、正心、诚意、修己、治人之方。”① “平天

下”是皇帝的独特责任，而这个任务和他的治学

修养密不可分，如张居正所说 “盖统治天下之道

具于经书”。②

张居正的思想

关于张居正的历史角色已有很多相关研究，

不过很少有研究涉及他的思想。张居正的政治理

念基于正统儒家思想。他认为正德、嘉靖以来的

政治社会问题源于朝廷的腐败与软弱，因此造成

异端思想的流行。张居正批评当时的士大夫 “溺

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申其说于天

下”③。的确，在万历时期，在私立书院中萌发

了很多新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大力倡导 “三教

合一”。张居正认为私人书院挑战了正统思想，

在１５７９年，即他去世的三年之前，张居正下令
关掉国内所有私立书院，以禁民间讲学。同一

年，泰州学派学者何心隐 （１５１７－１５７９）因批评
张居正把控朝政，被捕入狱，并终命于牢狱之

中。因为张居正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很多

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张居正是法家。

１９５０年，著名学者熊十力 （１８８５－１９６８）
写了长文 《与友人论张江陵》为张居正辩护：

明代以来，皆谓江陵为法家思想，其治尚武

健严酷，禁理学，毁书院，令天下郡国学宫减诸

生名额，毋得聚游谈不根之士……今当考辩者：

一，江陵学术宗本在儒家而深于佛，资于道与

法，以成一家之学，虽有?于法，而根底与法家

迥异。向来称为法家者大误。④

根据熊十力的说法，虽然张居正确实强调法

治制度，不过，他治人不基于暴力而基于修心，

这是儒家的标志；张居正并没有把儒、释、道、

法放在同等的地位。如此，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

融汇论者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ｔ），而只能说他是在儒家的
基础上，兼采释、道、法各家。⑤ 熊十力对张居

正的评价很高，认为 “江陵盖有哲学天才”。⑥

张居正跟阳明后学的著名人物如罗汝芳

（１５１５－１５８８）及聂豹 （约１４８７－１５６３）有书信
来往。最近北京大学张学智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

察，指出张居正受到了心学的影响。比如，张居

正认为辩论对修养有害，因而非常赞同聂双江的

“归寂主静之学”，认为 “实用功去之学”⑦。张

学智也说明，张居正跟心学家一样重视个人修养

及治国。因此可以说，张学智的结论与熊十力是

大体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张居正为什

么如此看重 “四书”：因为他认为，除非皇帝通

过 “四书”反省自己，否则，就无法有效地治理

国家。

《四书直解》的特征

在讲完 《大学》之后，张居正与其他士大夫

一起对讲稿进行了修订，并于１５７３年出版，张
居正作序。大约在１５９０－１６００年间，才有完整
的 《四书直解》出版。许多版本把张居正作为单

独作者，因此，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没有注意

到 《四书直解》本来是集体合作的产物。１５８２
年，张居正去世之后，他的政敌控告他贪污腐

败，万历皇帝随后下令没收张氏家产。虽然如

此，《四书直解》却能够继续正常地刊行和流通。

例如，１６１１年，在万历统治之下，张亮在福建
出版了 《重刻内府原版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

里面有著名学者焦 （１５４０－１６２０）的注。１６２２
年，也就是在万历皇帝去世两年之后，张居正被

平反。明清易代之后，１６５１年，吴伟叶 （号梅

村，１６０９－１６７２）出版了 《四书张阁老直解》。

１６８４年，康熙皇帝读过 《尚书直解》及 《四书

直解》之后，称赞道 “篇末具无支辞”。⑧

我们可以从八个方面来说明 《四书直解》的

主要特征： （１）它是为皇帝写的，比较重视人
治，而朱熹的 《四书章句集注》以普通士人为阅

读对象；（２）思想基本统一，没有像朱熹那样提
及前辈诸多学者的不同观点； （３）代表官方思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 〈论语直解〉研究》，第

８３页。
［明］张居正：《帝鉴图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６页。
参见张学智：《张居正吏治中的哲学》， 《国际儒学研

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９８
页。

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熊十力全集》第５卷，
第５５１页。

孟德卫把张居正视为融汇论者。参见 ＤａｖｉｄＭｕｎｇｅｌｌｏ，
“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ｓＵｓ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ＣｈüＣｈｅｎｇ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ｉｒ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ＦｏｕｒＢｏｏｋｓ（１６８７）”，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８１），第１５页。

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第５７０页。
张学智：《张居正吏治中的哲学》，第３０５页。
参见郑又荣：《张居正等辑著 〈论语直解〉研究》，第

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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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没有引入个人的观念；（４）表述大意，有字
词解释，介绍了一些背景，贯通地进行解说；

（５）重视实用，没有像朱熹那样大量地讨论理论
问题；（６）取消了许多重复内容，没有像朱熹那
样重视版本；（７）代表张居正、内阁、讲师等的
综合思想；（８）大量使用朱熹的注释。

耶稣会的选择理由

从１６２４年起，耶稣会士开始阅读 《四书直

解》，并于１６６２年起，着手将其翻译成拉丁文。
《中国哲学家孔子》经常提到的 “张阁老”

（ＣｈａｍＣｏｌａｕｓ），即张居正。在该书 《前言》的

结尾，他们陈述了之所以选择 《四书直解》的理

由：

然而为何挑选这样一个解释者是合适的，而

非其他人？因为他的注疏流传甚广，并为传教士

们看重。虽然他是近世的注疏者之一———实际上

是最近的，然而看上去他更可信，其著作中的谜

团和新奇之处比其他的注释者更少。因此我们主

要依据他。①

除了张居正本人及 《四书直解》的权威性之

外，耶稣会士认为它更可靠的另一个原因是，其

中很少讨论宋明理学的 “谜团和新奇”。耶稣会

士的判断是很准确的，因为如前所述，张居正似

乎不太喜欢讨论理论问题，而更强调实用。② 不

过，他们所说的理由中，并没有积极地肯定 《四

书直解》究竟在哪方面是可靠的，因此恐怕耶稣

会士所提供的理由不够全面。

研究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学者也曾试图

解释耶稣会士的选择理由。澳大利亚学者鲁保禄

（ＰａｕｌＲｕｌｅ）分析了耶稣会士的拉丁文翻译，不
过他主要是与 《四书章句集注》比较，并强调耶

稣会士与朱熹的不同。③ 美国学者孟德卫 （Ｄａｖｉｄ
Ｍｕｎｇｅｌｌｏ）更进一步认为，选择 《四书直解》的

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耶稣会士正在学习文言

文，而 《四书直解》文字浅白易懂，因为它是为

幼年皇帝所作；第二，张居正的解释避免了无神

论及唯物主义。④ 如上所论，第二个理由缺乏说

服力，它并不能说明耶稣会士选择 《四书直解》

而非其他诠释的理由。第一个理由也很难站得住

脚，因为殷铎泽、柏应理等人中文水平相当高，

有能力阅读和翻译更难的作品。⑤ 孟德卫也认为，

张居正与朱熹的解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耶稣会

士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区别。⑥ 不过，这种说法也

很难说明为什么他们选择了张居正的诠释。詹启

华也研究过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但他没有很

深入地阅读 《四书章句集注》和 《四书直解》。

詹启华提出 “耶稣会士制造儒家”的说法。这个

立场恐怕太过于极端，因为耶稣会士的观念在中

国传统思想中往往也有根有据。比如，根据詹启

华所论，耶稣会士发明了 “孔夫子”这个名字，

但是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王庆节的考证研究否决了

这种说法，王庆节证明中国民间早已用 “孔夫

子”这个名字来表示对孔子的尊重。⑦ 罗莹的

《儒学概念早期西译初探———以柏应理的 〈中国

哲学家孔子〉为中心》有更详细的分析，不过她

没有深入研究 “四书”的评注。⑧

因此，在我看来，这些学者未能很好地把握

耶稣会士的翻译，因为他们没有仔细地阅读 《四

书直解》，也没有把握 《四书章句集注》与 《四

书直解》在内容方面的不同，自然也就很难理解

耶稣会士选择 《四书直解》的理由。我曾经说

明，张居正对 “四书”的解读符合耶稣会士的政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Ｐｒｏｅｍｉａｌｉ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前言》，《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第
１１４页；Ｍｅｙｎａｒｄｅ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ｉｎａｒｕ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Ｒｏｍ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ｕｍ
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Ｉｅｓｕ，２０１１，第２３４页。

在 《论语》译文的结尾，耶稣会士还强调他们所用注

释的来源：“虽然诠释部分看起来很多，但读者应当明白诠释部

分在大小和厚度上都不能和我们常常引用的注释者张阁老相比

较。就像我们在它处所说的，我们常常借用他的注释。除非因

为更为明白易懂和清晰的原因而运用其他学者的说法，否则其

他部分都来自于我们这位注释者。几乎全部的注释都仅仅来自

于张阁老，所有的观点都属于他。”（《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

国知识第三部分》，第１５９页。）
ＰａｕｌＲｕｌｅ，Ｋｕｎｇｔｚｕｏ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Ｓｙｄｎｅｙ，Ｌｏｎｄ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Ａｌｌｅｎ＆Ｕｎｗｉｎ，１９８６），
第１１６－１２３页。

孟德卫 （ＤａｖｉｄＭｕｎｇｅｌｌｏ），ＣｕｒｉｏｕｓＬａｎｄ：ＪｅｓｕｉｔＡｃｃｏｍｍｏ
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第２８１页；《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
的起源》，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殷铎泽著有 《耶稣会例》，柏应理著有 《徐光启行略》、

《四末真论》、《天主圣教百问答》等。Ｒｏｍ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ｕｍ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ｉｓＩｅｓｕ，２０１１，

孟德卫，ＣｕｒｉｏｕｓＬａｎｄ：Ｊｅｓｕｉｔ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
ｇｉｎｓｏｆＳｉｎｏｌｏｇｙ，第２８０页。

詹启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第８４—８６页；王
庆节：《孔夫子：舶来品还是本土货？》，《深圳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４期，第３８－４２页。

罗莹：《儒学概念早期西译初探———以柏应理的 〈中国

哲学家孔子〉为中心》，２０１１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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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观。比如，与朱熹不同，张居正认为 《大学》

是为君主所写的，并把 “四书”作为君主的政治

理想，突出先王的领导角色。从耶稣会士的翻译

来看，他们吸收了这些君主制度的思想，因为他

们自己在欧洲也偏向于君主主义，经常拥护绝对

君主制度。① 不过，除了政治思想之外，还有另

外一个关键理由让他们选择 《四书直解》，即张居

正的 “敬天”、 “天人感应”、 “鬼神”等宗教思

想。

敬天

孔子曰：“获罪於天，无所祷也。”（《论语》

３．１３）在注释里，耶稣会士讨论了朱熹与张居
正对这番话的不同理解。朱熹认为： “天即

理。”② 不过，耶稣会士不满足于某种匿名原则，

认为朱熹扭曲了本意。相反，张居正则强调天的

地位：“盖天下之至尊而无对者，惟天而已。”③

对耶稣会士而言，张居正的意思是说天在理之

上，而不是朱熹所说的 “天即理”。④

同样，关于 “
&

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１２．４），朱熹理解为一种完全内在的
反省：“自省无罪恶，则无可忧惧”。相反，张居

正强调 “天”作为某种外在、客观的对象：“无

一念不可与天知。”⑤在耶稣会士的翻译中，他们

特别把这句话用拼音写了出来。同样，关于 “君

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１６．８），张居正说：“然此三事，分之
虽有三事，总之只是敬天而已。”⑥耶稣会士评论

认为张居正的观念类似于基督宗教。⑦ 不过，从

以上两段张居正的引文来看，我觉得仅能看出张

比朱更强调 “天”以及 “敬天”的重要性。

“敬天”一语出现在 《尚书》及 《诗经》

中。“敬天”比 “畏天”有更丰富的含义，表示

更深的情感。但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天”已

经失去了人格意志化的主宰义。如此，张居正对

“天”的理解已经远离了宋明理学的含义，而回

归到古代的含义。刘耘华认为： “自晚明伊始，

由于受到东传之天主教的感染，‘天’的蕴含又

出现了意志主宰化的倾向。至清初，这个倾向益

发得到扩散、蔓延，以致出现了一种与宋明理学

不同的 ‘敬天’思潮。”⑧ 其实，张居正不可能

受到天主教的影响；所以应该说，在天主教进入

中国之前，“敬天”思想已经开始恢复，为天主

教的传入提供了良好的准备和基础。

１６７５年，康熙皇帝为北京的耶稣会士题
“敬天”二字。⑨ 此事发生于耶稣会士在广州完

成翻译工作之后。柏应理１６８７－１６８８年在巴黎
进行编辑工作的时候，在 《前言》中提到此事，

以证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相似之

处。瑏瑠

天人感应学说

张居正在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

３．１３）之后继续解释：
作善则降之以福，作不善则降之以祸，感应

之理毫发不差。顺理而行，自然获福，若是立心

行事，逆了天理，便是得罪于天矣。天之所祸，

谁能逃之，岂祈祷于奥灶所能免乎！此可见人当

顺理以事天，非惟不当媚奥灶，亦不可媚于奥

也。孔子此言，逊而不迫，正而不阿，世之欲以

祷祀而求福者，视此可以为鉴矣！瑏瑡

我们也可以将此与朱熹的解释作比较：

逆理，则获罪于天矣，岂媚于奥灶所能祷而免

乎？言但当顺理，非特不当媚灶，亦不可媚于奥

也。谢氏曰：“圣人之言，逊而不迫。使王孙贾而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梅谦立 （ＴｈｉｅｒｒｙＭｅｙｎａｒ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ｉｎａｒｕｍ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ｕ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ｓ，第６１—６９
页。

Ｌｉｂｅｒｔｅｒｔｉｕｓ《中国知识第三部分》， 《中国哲学家孔夫
子》，第１１９页。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第６５页。朱熹关于 “天”的说法含义模糊。参见Ｊｕｌｉａ
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ＣｈｕＨｓｉ（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第５７—５９页。

⑤⑥瑏瑡　 《张居正讲评论语》，陈生玺主编，第３４页，第
１８１页，第２６７页，第３４页。

朱熹则认为 “天”不能跟 “奥灶”比较： “天，即理

也；其尊无对，非奥灶之可比也。”关于张居正对 “天”的理

解，可以参考：ＩｇａｗａＹｏｓｈｉｔｓｕｇｕ井川义次 《张居正の天》，筑波

哲学 ［Ｔｓｕｋｕｂ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第六期 （１９９５年），第２３—３６页。
Ｌｉｂｅｒｔｅｒｔｉｕｓ《中国知识第三部分》， 《中国哲学家孔夫

子》，第１１９页。
刘耘华：《依 “天”立义：许三礼的敬天思想再探》，

《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２００９年第８期，第１１３—１４５页。
ＳｅｅＢｒｏｃｋｌｅｙ，第１１７页。《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 《前

言》提到康熙皇帝所写的 “敬天”。参见梅谦立：《中国哲学家

孔夫子：儒家经典的首次翻译》，第 ２３１页。ＪｏｏｄｅＤｅｕｓ
Ｒａｍｏｓ，“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ａｎｄＮｅｒｃｈｉｎｓｋ：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Ｋａｎｇｘｉ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ａｎｅｍ
ｐｅｒｏｒ：Ｔｏｍá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ＳＪ（１６４５－１７０８），ｔｈｅＫａｎｇｘｉｅｍｐｅｒｏｒａｎｄ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ｕｐｏｎＴｙｎ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第５１８—５２９页。

梅谦立：《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儒家经典的首次翻译》，

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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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此意，不为无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祸。”①

朱熹以 “逆理”理解 “获罪于天”，使

“天”的角色淡化了。虽然张居正明显地受到了

理学的影响，但还是肯定 “天”的角色。一方

面，“人当顺理以事天”，或者如同耶稣会士所

说：“人必须服从理性，并服务于天，而非服从

其他什么神灵或人。”② 另一方面，如果人不事

天，则 “天”会降祸，惩罚他们。这样，“感应

之理”并不是某种匿名、机械化、自动的关系，

其中的 “天”已被赋予认识及意志的主动能力。

我们也可以在另一处发现张居正 “天人感

应”论的影子。 《论语》２０．１涉及到成汤，而
耶稣会士利用这个机会来陈述 《帝鉴图说》的相

关故事：

成汤时，岁久大旱。太史占之，曰：当以人

祷。汤曰：吾所以请雨者，人也。若必以人，吾

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素车白马，身婴

白茅，以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

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

与？包苴行与？谗夫昌与？言未已，大雨方数千

里。③

这个故事说明，先王向天祈祷，并且 “天”

回应了他们的祈祷。这个故事也是天人感应学说

的典范。第一，这个故事证明 “天人感应”说跟

古代气象学和天文学有密切的关系；许多耶稣会

士如汤若望、南怀仁，都在钦天监工作，非常理

解明清朝廷赋予天文现象的征兆涵义。第二，成

汤祈天不是为了得到个人好处，而是为了人民，

为此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在这样的 “天人感

应”思想中，我们很容易发现 “天”已经被赋

予了意志主宰的特性。

其实，这种思想在古代非常流行。在 《论

语》中，孔子二十多次提到 “天”，其中 “天”

经常被赋予认识、意志及感情，可以积极地参与

人的生活。例如：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

之！”（６．２６） “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
（７．２２）“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
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９．
５）“噫！天丧予！天丧予！”（１１．８）④ 很明显，
孔子本人相信 “天”指导了自己的生命。

董仲舒将这种宗教信仰系统化，并提供了理

论上的基础，他认为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是通过

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这一中介物得以实现的。虽

然天与人之间有很多类似性 （形体同类、性情同

类、道德同类、政时同类），但在地位上，天人

并不平等：因为天授命予人，而人受命于天。⑤

另外，人们所造成的混乱使 “天”通过降下灾异

来对君王进行警告。“天”这样先警告、后惊惧

的方式，体现了天意之仁。虽然 “天人感应”与

民间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不过，中国儒家思

想传统中的这类 “天人感应”观念并不等同于民

间宗教的利益观，而是基于更高的伦理标准。

后来，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 “天人感应”

这种宗教观念几乎消失了。朱熹及宋明理学家当

然不接受这些。我们前面看到了耶稣会士对朱熹

思想的批评，因为朱熹以物质上的 “某种力量或

者自然流动”去解释商武丁的梦。晚明时期，

“天人感应”思想再次出现在儒家士大夫群体中，

《四书直解》是一个例证。张居正在 《论语直

解》中所提到的 “感应之理”得到了耶稣会士

的赞同，因为他们认为，不仅要认识伦理原则或

天理，最关键是要认识伦理的立法者，即 “天”。

对董仲舒、张居正和耶稣会士而言，一个匿名的

“理”无法保障伦理原则在世间的实现，而只有

一位被赋予意志的 “天”能提供最后的保障。那

时，耶稣会士不知道这种 “感应”学说并非孔子

本人所提出，而以为张居正所提出的 “感应”学

说反映了孔子本人的思想；不过，事实上，孔子

对 “天”的态度也非常接近汉儒以及张居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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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６５页。
Ｌｉｂｅｒｔｅｒｔｉｕｓ《中国知识第三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第７页：“Ｅｘｑｕｉｂｕｓｐｅｒｓｐｉｃｕｕｍｓｉｔ，ｏｐｏｒｔｅｒｅｈｏｍｉｎｅｍｐａｒｅｒｅｒａｔｉｏｎｉ，
ｅｔｓｅｒｖｉｒｅｃｏｅｌｏ；ｅｔｎｅｉｐｓｉｓｑｕｉｄａｍｓｐｉｒｉｔｉｂｕｓ（ｎｅｄｕｍｈｏｍｉｎｉｂｕｓ）ａｄｕ
ｌａｒｉ”。

［明］张居正：《桑林祷雨》， 《帝鉴图说》，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８页。这个故事载于 《史记·

殷本纪》、《春秋·顺民》及 《荀子·大略》。在翻译 《四书直

解》时，耶稣会士也使用了张居正的其他著作，如 《易经直

解》、《尚书直解》、《资治通鉴直解》及 《帝鉴图说》等。张居

正的 《帝鉴图说》的目的是教授万历皇帝 “治乱兴亡之理”，分

两卷：《圣哲芳规第一卷》包括８１故事，《狂愚覆辙》包括３７
故事。参见 ＪｕｌｉａＫ．Ｍｕｒｒａｙ，“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ｆｏｒＬａｔｅＭｉ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ｅｓ，”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ｕｒｔｉ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ｉｎｇＣｏｕｒｔ（１３６８－１６４４），ｅｄ．ＤａｖｉｄＭ．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第２４３—２４８页。

在 《论语》其他地方有３．１３，３．２４，７．２２，８．１９，
９．１１，１２．５，１４．３７，１７．１９，２０．１。

汪高鑫：《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述评》，《安徽教育学院学

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１—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理解。　
鬼神

关于 “季氏旅於泰山”（《论语》３．６），朱
熹引用了范氏所说的 “以明泰山之不可诬”。朱

熹自己是否相信泰山如此，并不清楚。相应地，

张居正则说得更明确：“泰山是五岳之尊，其神

聪明正直，必然知礼，岂肯享季氏非礼之祭，而

反不如林放之知礼乎？”① 耶稣会士评论说：“这

一段落和阁老张居正的诠释表明，中国人认为神

灵被明确地赋予智慧与心灵，统御物质世界，寻

求公平和正义。”② 对耶稣会士而言，中国古人

并没有崇拜自然界的匿名力量，不过，他们认

为，神有思想和伦理道德，可以排除中国古人有

唯物主义或无神论的怀疑。

关于 “子疾病，子路请祷” （《论语》７．
３４），朱熹认为，孔子拒绝他的学生向鬼神祈祷：
“祷者，悔过迁善，以祈神之佑也。无其理则不

必祷，既曰有之，则圣人未尝有过，无善可迁。

其素行固已合于神明，故曰：‘丘之祷久矣。’”③

按照这样的解释，孔子与鬼神的关系变得很淡。

相反，张居正则强调孔子一直意识到鬼神的存

在：

人有病时曾祷告于天地神癨，欲以转祸而为

福……夫所谓祷者，是说平日所为不善，如今告

于鬼神，忏悔前非，以求解灾降福耳。若我平

生，一言一动不敢得罪于鬼神，有善则迁，有过

即改。则我之祷于鬼神者，盖已久矣。④

与朱熹不同，张居正并没有淡化孔子与鬼神

的关系；相反，他认为孔子在平日生活中的一言

一动都注意到鬼神的存在。

《中庸》第１６段引用孔子关于鬼神的说法：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耶稣会士把鬼神翻译

成了 “神”（ｓｐｉｒｉｔｕｓ），并且提出了它们富有 “理

智力量” （ｖｉ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ｉｖａ）。⑤ 如此，与自然界不
同，鬼神有理智，这是鬼神与人所特有的；而又

由于鬼神的理智高于人的理智，它们类似于天主

教传统所谓的 “天使”。原文提到鬼神的 “为

德”，而朱熹则认为鬼神之为德 “犹言性情功

效”。⑥ 如此，鬼神的运作能真正地改变世间。

耶稣会士也这样翻译：“鬼神所具有的行动能力

和成效是如此的显著、多样、精微！”⑦ 　
即使朱熹与张居正都肯定了鬼神的功能，但

是关于它们的本性，二人的看法迥异。按照 《中

国哲学家孔子》，朱熹认为，鬼神是 “阴阳两个

特质，即冷的和热的，完美的和不完美的自然运

作，或者说它们的伸出或凝集，而不是别的”，

或者可以说它们是 “物质的、无生命的”。⑧ 在

巴黎手稿上可以看到中文拼音： “ｘｉｎｃｈｅｇｕｅｉ
ｘｉｎ，ｆａｎｕｌｈｇｕｅｉｃｈｅｇｕｅｉｑｕｅｉ。”⑨ 这个对应朱熹
在 《中庸》１６注释里关于鬼神的定义：“伸者为
神；反而归者为鬼。”朱熹是引用张载的说法，

这应该根源于东汉许慎的 《说文解字》。

如前所述，董仲舒的 “感应”学说建立于阴

阳之气的基础上，不过，朱熹把 “鬼神”与

“气”这样联系起来，在耶稣会士看来是可疑的。

首先，耶稣会士认为，“四书五经”没有这种对

鬼神的解释，而在历史上这种联系很晚才出现。

此外，从利玛窦开始，来华的耶稣会士把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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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讲评论语》，陈生玺主编，第２９页。
Ｌｉｂｅｒｔｅｒｔｉｕｓ《中国知识第三本》， 《中国哲学家孔夫

子》，第４页： “Ｅｘｈｏｃ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ｏｅｔ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ａｉｍａｘｉｍè
ｃｏｎｓｔａｔ，ｑｕｉｄＳｉｎａｅｊａｍｏｌｉｍｓｅｎｓｅｒｉｎｔｄｅｐｒａｅｓｉｄｉｂｕｓｒｅｒｕｍｓｐｉｒｉｔｉｂｕｓ；
ｅｏｓｕｔｉｑｕｅｅｓｓｅｐｒａｅｄｉｔｏ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ｃｍｅｎｔｅ，ｅｔａｅｑｕｉｒｅｃｔｉｑｕｅｓｔｕｄｉｏ
ｔｅｎｅｒｉ”。

［宋］朱熹： 《论语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０１
页。

《张居正讲评论语》，陈生玺主编，第１１１页。
在士林哲学中，“理智力量”相对于它的认识对象是在

潜能状态 （ｉ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而只有对象在的时候，“理智力量”才
能发起作用。

张居正依照朱熹的中庸章句说明：“为德，犹言性情功

效”；《张居正讲评 〈大学·中庸〉》，陈生玺主编，上海：上海

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０页。　
《中国知识第二本》第２卷，第５０页：“Ｓｐｉｒｉｔ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ａｖｉｒｔｕｓ＆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ｔａｓ；＆ｈａｅｃｑｕàｍｐｒａｅｓｔａｎｓｅｓｔ！ｑｕà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Ｑｕàｍｓｕｂｌｉｍｉｓ”。这句话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罗莹翻译
的，参见 《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译介儒家 “鬼神”小考》，

《拉丁语言文化研究》第２辑，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９８页。拉丁文
的说法很可能来源于朱熹在 《大学·中庸集注》所说的：“愚谓

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

《中国知识第二本》第２卷，第５０页：“Ｐｅｒｑｕèｉｘｉｎ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ｉｖｏｌｕｎｔｄｕａｒｕｍ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ｕｍＹｎｅｔＹａｍ，ｉｄｅｓｔｆｒｉｇｉｄｉｅｔｃａｌｉｄｉｓｅｕ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ｅｔ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ｓ，ｖｅｌｅａｒｕｍｄｅｍ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ｍ
ｅ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ｍｅｔｎｉｈｉｌａｍｐｌｉｕｓ；… ｍｅｒａｓｈａｓ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ｅ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ｓｅｔ
ｉｎａｎｉｍｅｓ…”我的翻译与罗莹的稍微不同。参见罗莹：《十七世
纪来华耶稣会士译介儒家 “鬼神”小考》，第９９页。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ＢＮＦＬａｔｉｎ６２７７，《中庸》第１
卷，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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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纯粹的物质力量①，因此， 《中国哲学家

孔夫子》认为朱熹对鬼神的理解倾向于唯物主

义。② 不过，更为要紧的问题在于：鬼神是一种

无名力量，还是有自己的主体性？在朱熹对鬼神

的定义中，我们很难看到鬼神有主体性，它们更

像是无名的力量。相反，耶稣会士声称要回到

“四书五经”的本意，认为鬼神富有自己的意识

和意志。在这方面，张居正是耶稣会士的盟友，

因为他自己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解释。关于鬼

神，张居正提出了与朱熹完全不同的定义：“鬼

神，即是祭祀的鬼神，如天神、地癨、人鬼之

类。”③ 换言之，鬼神是祭祀的对象。人与鬼神

之间有互动关系；人们向鬼神献祭，而如果人们

的祈求是正确的，鬼神会回应他们的祈求。因

此，与孔子一样，张居正强调，在祭祀的时候，

人们需要感觉到鬼神真正的存在，以保持正确的

态度：“神明之来也，不可得而测度，虽极其诚

敬以承祭祀，尚未知享与不享，况可厌怠而不敬

乎？”④ 张居正的评论如下：

惟是鬼神，则实有是理，流行于天地之间，

而司其福善祸淫之柄，故其精爽灵气，发现昭著

而不可蒁也，如此夫。⑤

张居正赋予鬼神赏罚的权力。这意味着，鬼

神既不像命运，也不同于朱熹的匿名力量，而是

能认识每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并公正地加以赏

罚。与张居正的原文有所不同，耶稣会的译文加

了一点：鬼神在天地之间不断地 （ｐｅｒｐｅｔｕｏｍｏｔｕ）
流行。这种观念受到了天主教关于 “天使”的观

念的影响，因为按照圣经，天使也是这样在天主

与人之间不断地流行。⑥

关于鬼神的影响，张居正更清楚地说明 “其

精爽灵气，昭著于人心目之间”⑦，表明鬼神无

形象而又神妙。鬼神那些神妙而不可见地发挥出

来的作用，非常明朗地显现在人们的心灵和感觉

中。也就是说，鬼神虽然无形无声，但人人都真

实明白地知觉和感受到它们在人世间的作用。张

居正肯定鬼神发挥的作用真真切切地存在，世间

人人都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这些作用。因此，在张

居正看来，鬼神是真实存在的。在鬼神与人心灵

之间可以区分两极，即鬼神的客观动力和人心灵

的主观感觉。既然张居正是强调鬼神的 “精爽灵

气”的 “昭著”，实际上他强调的是鬼神在人心

灵的 “作用”向度。 “昭著”是一种明朗地呈

现；感官和认知的主体还是在人而不是鬼神，不

过，如果没有鬼神的客观动力，很难说明它们在

人心灵上的作用。⑧

换言之，张居正不认同民间所相信的鬼神能

如同魔术一般直接影响物质世界的观念。另一方

面，张居正也不同于朱熹的主观主义的理解，而

坚持认为鬼神能客观上影响人。关于鬼神的理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利玛窦 《天主实义》第四篇： “所谓二气、良能、

造化之迹、气之屈伸，非诸经所指之鬼神也”（１７８）；“以气为
鬼神灵魂者，紊物类之是名者也。立教者，万类之理当各类以

本名。古经书云气、云鬼神，文字不同，则其理亦异” （１９０）；
“未知气为四行之一，而同之于鬼神及灵魂，亦不足

!

；若知气

为一行，则不难说其体用矣”（２０４）。
其实，在朱熹看来， “气”不仅仅包含物质上的原则，

也包含精神上的原则。这样，朱熹对鬼神的解释不应像耶稣会

士所说的那样，简单地被定义为唯物主义。

《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第８０页。张居正引用 《礼

记》，把鬼神分三类。《中国知识第二部分》，第５０页：“Ｃｏｌａ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ｓｎｏｓｔｅｒｃｕｍａｌｉｉｓ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ｒｑｕèｉｘ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ｔｅｏｓｓｐｉｒｉｔｕｓｑｕｏ
ｒｕｍｖ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ｖｅｌｏｐｉｉｍｐｌｏｒａｎｄａ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ａｓｕｎｔ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我的翻
译：“我们的阐释者张阁老以及其他的人将鬼神理解为这些神，

使宗教仪式被成立来祈求筣们保护或帮忙。”

《张居正讲评 〈大学·中庸〉》，陈生玺主编，第８１页。
拉丁译文：《中国知识第二部分》，第５２页：“Ｓｅｕｓｉｈｉｑｕｉｏｍｎｉ
ｃｕｍｖ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ｉｉｓ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ａｎｔ，ｎｅｑｕｅｕｎｔｅｏｒｕｍｐｒａｅｓｅｎｔｉａｍｆａｃｉｌè
ｐｅｒｃｉｐｅｒｅ，ｑｕａｎｔòｍｉｎùｓｐｅｒｃｉｐｉｅｎｔｉｉｑｕｉｏｓｃｉｔａｎｔｅｒａｃｒｅｍｉｓｃè＆ｃｕｍ
ｔａｅｄｉｏｉｌｌｏｓｃｏｌｕｎｔ”。

《张居正讲评 〈大学·中庸〉》，陈生玺主编，第８１页。
在巴黎手稿可以看到这句话的拼音：“ｘｉｇｕｅｉｘｉｎｃｅｘｅｙｅｕｘｉｌｉ．
Ｌｉｅｕｈｉｍｙｕｔｉｅｎｔｉｃｈｉｋｉｅｎ，ｕｌｈｓｕｋｉｆｏｘｅｎ，ｈｏｙｎｃｈｉｐｉｍ．Ｃｕｋｉ
ｃｉｍｘｕａｍｌｉｍｋｉｆａｈｉｅｎｃｈａｏｃｈｕ，ｕｌｈｐｕｃｏｙｅｎｙｅ．Ｊｕｃｕｆｕ．Ｃｈａｍ
Ｃｏｌａｕｓｉｎｌｉｂ．Ｃｈｕｍｙｕｍ”（８５页）。拉丁译：Ｌｉｂｅｒｓｅｃｕｎｄｕｓ《中
国知识第二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第５２页：“Ｓｉｃａｕｔｅｍａｉｔ
ｑｕｏｄｓｉｎｔｓｐｉｒｉｔｕｓ，ｕｔｉｑｕｅｖｅｒèｅｓｔｈｏｃè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ａｍｐｅｒｐｅｔｕｏｍｏｔｕ
ｏｐｅｒａｎｔｕｒｉｎｈｏｃｃａｅｌｉ＆ｔｅｒｒａｅｍｅｄｉｏ，＆ｅｘｅｒｃｅｎｔｐｒｏｏｆｆｉｃｉｏｓｕｏｉｌｌａｍ
ｂｅａｎｄｉｐｒｏｂｏｓ，＆ａｆｆｌｉｇｅｎｄｉｉｍｐｒｏｂｏｓ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ｅｍ：ｉｄｅòｉｐｓｏｒｕｍ（ｓｃｉｌｉ
ｃｅｔｓｐｉｒｉｔｕｕｍ）ａｇｉｌｉｔａ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ａａｐｐａｒｅｔａｃｃｌａｒèｓ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
＆ｎｕｎｑｕａｍｐｏｔｅｓｔｏｃｃｕｌｔａｒｉ”。

按照耶稣会士，张居正说了鬼神是 “上帝之臣”，不

过，我在张居正著作中还没有找到这个说法。参见梅谦立：《从

西方灵修学的角度去阅读儒家经典：耶稣会所译的 〈中庸〉

（１６８７年版本）》，《诠释学与中西互释 （比较经学期刊２０１３年
第二期）》，游斌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６１—８９页。另外，朱子也认为鬼神在天与人之间的中介作用：
“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天地间无非气。人之气与天

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语类卷三》，３４页）并
不是所有学者都接受这样的 “气论”，但用类似 “天地之间无间

断流行”这样的表述来论 “鬼神”，也算是理学家 （包括明代心

学家）常见的语辞。张居正特殊指出它们为 “福善祸淫之柄”。

《张居正讲评 〈大学·中庸〉》，陈生玺主编，第８０页。
我感谢王格同学帮我理解张居正这句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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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张居正其实与朱熹二者之间有一些差别，并

且耶稣会士有意夸大二者之间的差别。按照张居正

的 《中庸》诠释，耶稣会士理解到鬼神与心灵活动

之间的关系。既然外在的鬼神能昭著于人的心灵感

觉，人们就要分辨这些外在的影响，接受好的影

响，排斥坏的影响，最终要自由做决定并行动。

耶稣会士认为新的诠释者 （虽然没有直接提

到名字，不过他们的攻击对象就是朱熹）有很多

错误 （ｍｕｌｔｉｓｅｒｒｏｒｉｂｕｓｉｍｂｕｔｉ），① 为了反对宋明理
学家的 “唯物主义”，他们标举出张居正的 “正

确”解释。同样，他们试图向西方读者证明，中

国古代的鬼神信念不包含任何其他传教士所提及

的迷信成分，而恰恰相反，它完全符合基督宗教

的思想观念。

结　　论

总之，耶稣会士开始使用 《四书直解》的重

要原因是其宗教色彩。在 《四书直解》里，他们

发现古代思想非常重视 “天”与 “鬼神”的角

色，肯定了 “敬天”及 “天人感应”，并且他们

认为张居正保持了这种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推论出耶稣会士的想法：虽然 《四书直

解》与 《四书章句集注》有很多共同之处，不

过，在 “天”这一重要问题上，《四书直解》与

《四书章句集注》有很明显的差异。

对耶稣会士而言，这种发现有重要的策略性

意义：第一，可以证明中国古代一神教色彩并未

完全消失；第二，可以证明利玛窦关于中国古代

的一神教理解是正确的。如此，耶稣会士试图证

明，虽然大部分士大夫偏向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

但还有一批士大夫如张居正保持了原来的信仰。

虽然耶稣会士非常重视宗教问题，不过，他

们无法把宗教作为 “四书”的重点，相反他们主

要是坚持 《四书章句集注》的哲学，仅辅以

《四书直解》特有的宗教色彩。在清朝， 《四书

章句集注》与 《四书直解》曾被集于一册出版，

如１６７７年徐乾学 （１６３１－１６９４）的 《四书集注

阐微直解》，以表明二者的互补关系。② 经典的

“经”，指纺织机上等列布设的纵向绷紧的丝线。

不同线索的交织才能构成一个经典。后来，诠释

者不断增加新的线索。《四书章句集注》和 《四

书直解》就这样被交织起来。同样，耶稣会士用

这两个注解来阅读 “四书”，也很可能用 《四书

集注阐微直解》这样的书，把朱熹的哲学线索、

张居正的哲学线索及他们自己欧洲传统的线索编

织一种 “新”的经典。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充满宋明理学的诠释

学意味，充分展现了古代思想中的理性成分。耶

稣会士并非对宋明理学持彻底排斥的态度，相

反，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思想接近宋明理学，这构

成新儒家和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融通。通过 “四

书”的翻译，他们开启了中、西诠释学的对话。

这种对话也证明，某个文化的经典可以在理性的

基础上跨越本位文化的界限。

关于张居正的宗教信仰，也许仍有人存疑。

一百年来，我们中国学术界习惯性地将哲学与宗

教对立起来。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一种可能性：张

居正也是耶稣会士所责怪的 “无神论政客”：他

自己不见得十分地笃信天、鬼神等，但他需要通

过这种信仰来限制万历皇帝，因为在皇帝之上除

了天没有别的更高权威。③ 不过，张居正也可能

真有这种宗教倾向。他给朋友写信的时候，表明

自己经常阅读佛经；④ 他也曾给五台山大宝塔寺

及靠近北京的慈寿寺题字。⑤ 张居正的私人信仰

很难确定，不过，在阅读 《四书直解》时，耶稣

会士认为张居正试图恢复古代信仰，而这种古代

信仰跟基督宗教有相似之处。如此，他们想证

明，哲学与宗教信仰之间没有对立关系。通过朱

熹及张居正的诠释，我们可以理解，在孔子身

上，宗教与哲学是和谐一致的。孔子是伟大的哲

学家，通过自然理性知道了 “天”和 “鬼神”

的存在，并且理解到，自己的生活与具体行为都

离不开它们。

（责任编辑　任　之）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ｉｂｅｒｓｅｃｕｎｄｕｓ《中国知识第二部分》， 《中国哲学家孔
夫子》，第５０页。

［明］张居正： 《四书集注阐微直解》２７卷，Ｈａｒｖ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ｔｔｐ：／／ｎｒ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ｕｒｎ－３：ＦＨＣＬ：４５９６７０９，访问了网络电子版。

同样，也许董仲舒自己并不相信他所发挥的 “天人感

应”学说，完全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试图借神权来限制汉武帝

的行为。

参见张学智：《张居正吏治中的哲学》，第３０７页。
其中，张居正提及 “涅?”以及 “真如”。参见熊十

力：《与友人论张江陵》，第５５６—５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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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引发与视域意向性

———论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引导动机


李云飞

【摘要】在胡塞尔从前期的静态现象学转向后期的发生现象学的过程中，他的 “动机引发”概念和 “视域意向性”概

念扮演了重要角色，二者共同构成发生现象学的引导动机。“动机引发”概念揭示了经验的视域结构的本质，作为被

动机引发起来的可能性意识，“视域意向性”概念的形成不仅为开启发生的构造观念提供了理论框架，而且 “视域意

向性”概念表明自身是一个先验主体性之权能性的系统，而这种权能性系统观念则进一步将我们引向发生性的探究。

【关键词】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动机引发；视域意向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７９－０７

　　从哲学发展的系统形态看，胡塞尔的先验现
象学可分为前期的静态现象学和后期的发生现象

学。关于其从前期的静态现象学过渡到后期的发

生现象学的动机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

是，而且鲜有系统的论述。而这一问题恰恰至关

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对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

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对发生现象学的理论定位，而

且对于完整把握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完整形态起

着决定性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胡塞尔的 “动机

引发”（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概念与 “视域意向性”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概念之间关系的澄清，
展示胡塞尔从静态现象学向发生现象学演进的学

理脉络。

一、从静态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

现象学还原剥离出自然态度中的存在信仰，

而将世界单纯看作与先验意识生活相关联的现

象。因此，现象学还原表明，现象学的论题并非

世界本身，而是世界在其主观的被给予方式中的

显现，在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以下简称 《危机》）中，这一论题被更确切地

表达为：世界与世界的主观被给予方式之 “普遍

的相关性先天”。关于 “普遍的构造的先天”，

胡塞尔在 《危机》中说：“通常，我们觉察不到

所有这些 ‘属于’事物的呈现方式的主观之物，

而通过反思我们惊异地发现，这儿存在着诸本质

相关性，这些本质相关性是一个继续延伸着的、

普遍的先天的成分。在此呈现出极其奇特的 ‘蕴

涵’，而且完全可以直接描述的方式揭示。”①这

意味着，任何个别的对象意识都在自身中蕴涵着

一个完整的视域，其中存在着所有非现实的、但

却共同起作用的显现方式和有效性综合，如果没

有这一视域所蕴涵的显现的多样性，就不会有任

何事物、任何经验的世界被给予我们。这个完整

的视域为一条无限延伸着的经验结构所贯穿，其

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一经验结构的本质规则性，

亦即 “普遍的构造的先天”。因此，基于现象学

还原与构造之间内在关联的揭示，“普遍的相关

性先天”论题又进一步被深化为 “普遍的构造的

先天”的问题性。

关于 “普遍的构造的先天”的论题，胡塞尔

进一步指出：“我们随即会面临具体展开这种相

关性先天的重重困难。这种相关性先天只能以展

开视域的方式得到相对的揭示。在展开视域的过

程中，人们随即会注意到诸种令人察觉不到的束

缚和许多变得不明显的视域，这促使人们去探询

新的相关性，这些新的相关性与业已显露出来的

９７





本文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一五”规划２００９年度一般项目 （０９Ｃ－０４）、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十一五”规划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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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① 这里显然包

含两层相关性：其一是指行为意向性与视域意向

性之间的相关性，其二是指意向体验的表层结构

与深层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在芬克 （Ｅｕｇｅｎ
Ｆｉｎｋ）看来，“意识的领域，观念论哲学的领域，
归根到底是 ‘生活’的一种派生的方面”②，因

为 “行为意向性和能够轻易揭示的视域意向性，

全都溯源于深层的构造性的功能活动”③。在

《几何学的起源》一文中，胡塞尔将这种深层结

构称之为 “历史性视域”。他认为，无论包含在

这种历史视域中的意义蕴涵多么隐蔽，无论它怎

样只是单纯潜在地被一同意指，它仍然具有被说

明、解释和澄清的可能性，因为 “这种历史性视

域有自己的本质结构，这种本质结构可以通过有

条理的询问揭示出来”④。胡塞尔和芬克关于这

两层相关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表明，这里涉及

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层次，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

域结构和两种不同的先天，但这两种不同的问题

层次、不同的视域结构和不同的先天之间又存在

着内在关联。一方面，就它们的区别来看，存在

着两种不同的视域：一种是单纯就行为意向性与

视域意向性的相关性而言，或者说单纯就意向体

验的现实性与潜在性的相关性而言，是指当下行

为所属的那个蕴含着所有可能经验的多样性、无

限的经验结构或系统，可以称之为 “共时性视

域”或 “空间性视域”，这对应着 “构造的先

天”，就问题层次而言，涉及的是静态构造的问

题性；另一种是就意向体验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

构的相关性而言，是指当下意向体验的 “历史性

视域”或 “时间性视域”，它对应着 “发生的先

天”，涉及的是发生构造的问题性。另一方面，

就它们的内在关联来看，前一种视域结构，即

“共时性视域”或 “空间性视域”，是作为单个

意向行为之构造成就的条件在起作用，尽管构造

分析和意向展显可以揭示其中所蕴涵的可能经验

的多样性，但这种意向性视域本身并未成为课

题，它只是通过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本质规则即

“构造的先天”规定着某种对象类型的构造；而

后一种视域，即 “历史性视域”或 “时间性视

域”观念的凸显，使得前一种视域成为课题，相

应地，我们现在可以探究在这种构造性视域中起

支配作用的 “构造的先天”本身的构造，这种

“构造的先天”本身的构造也具有其本质规则性，

亦即 “发生的先天”。对此，胡塞尔在 《形式逻

辑与先验逻辑》中说道：“借助属于所有对象性

区域的构造问题，我们在这儿开启了巨大的、先

天的和主观的研究领域，因此，已经可以预见，

这样的研究领域必然能够进一步扩展，而超出最

初由这种方法分析所揭示的研究领域。也就是

说，如果所有事实性的主观之物都具有其在时间

上内在的发生的话，那么可以期待，这种发生也

具有其先天。”⑤

在这里，胡塞尔明确将探讨这两种不同的先

天的问题性区分开来，并将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引

导线索，而后者则是对前者之构造问题性的深

化。前者，胡塞尔称之为静态构造的现象学，后

者则被称之为发生构造的现象学，这二者构成胡

塞尔先验现象学完整形态。

关于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这两种先验现

象学形态各自所特有的观念、方法和问题，胡塞

尔本人曾作过零星但却明确的论述，后来的阐释

者也给出过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对于胡塞尔

从前期的静态现象学过渡到后期的发生现象学的

动机问题，却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而且鲜

有系统的论述。我们可以从迄今已有的零星论述

中清理出这样几种观点或思路。第一种主要是从

笛卡尔式还原路径的缺陷出发来探讨发生现象学

观念的形成动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解释。但

这种解释不仅一般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泛泛之

论，而且确切的研究业已表明，笛卡尔式还原路

径的局限与静态构造分析相对于发生构造分析所

具有的局限之间并不相当。 《观念 Ｉ》的确造成
了这样的印象：似乎正是这种笛卡尔式还原路径

限制了时间问题的阐明和视域意向性的揭示。然

而，时间问题的阐明和视域意向性的揭示本身并

不必然是发生的分析。第二种是从胡塞尔自 ２０
年代起建构现象学体系的尝试中所显露出来的系

统现象学观念这一角度出发来揭示发生现象学的

动机问题。第三种是从形式－材料图式的困境或
局限性出发来揭示发生现象学的必然性，这种解

释角度所揭示的必然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文本中

表露得最为显著，因而容易为人发现和认可。第

四种主要是从习性自我的观念出发来探讨胡塞尔

采用发生的构造分析的必然性。第五种是从意向

体验之关联体的动机引发结构和视域意向性观念

０８

①

⑤

②③④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

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３页，第
５７５页，第６２９页，第４４７页。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ＶＩＩ，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４，Ｓ．２５６－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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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出发所作的解释，这种

解释思路把握到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从 “本体的

先天”到 “构造的先天”、再到 “发生的先天”

这一系统推进的脉络和内在的问题性。

我们试图从 “动机引发”概念与 “视域意

向性”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角度阐明发生现

象学的引发动机，而并不打算涵盖这整个问题域

的方方面面。也许我们在此可以说，先验现象学

的每一个核心概念原则上都能导致发生现象学观

念的形成。譬如，起源、统觉、联想、内在、超

越、奠基，等等。这些概念在胡塞尔那里都具有

不同程度的歧义性，诚如兰德格雷贝所言，这些

歧义性并不能通过我们更仔细和确切的考察而得

以消除，而是有其实事本身上的根据。相关的研

究业已表明，这些概念分别置身于静态的和发生

的问题域中，静态现象学的观念与发生现象学的

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它们具有本质歧义性的

实事本身的根据。我们之所以选取上述角度考察

发生现象学观念的引发动机，主要是考虑到这一

角度具有更为显著的方法论内涵。

二、胡塞尔的 “动机引发”概念

“动机引发”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是一个含义

极其宽泛而又充满歧义的概念，但有两点基本内

涵可以确定。首先，它不同于日常意义上和传统

哲学意义上的动机概念，亦即仅仅与人的行动的

意愿或动力相关的含义；其次，作为现象学的基

本概念，它与因果性 （Ｋａｕｓａｌｉｔｔ）概念截然对
立，亦即它绝非一种实在的 “因为－所以”的关
系。在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一

卷）》（以下简称 《观念 Ｉ》）中，胡塞尔曾对此
做过特别强调： “应当注意，通过 《逻辑研究》

对纯粹的现象学领域所实行的分离，我获得了这

个现象学的基本概念———动机引发 （它与涉及超

越的实在领域的因果性概念相对立），它是这样

一个 ‘动机引发’概念的普遍化
獉獉獉

，根据这个

“动机引发”概念，例如，我们可以为手段意愿

所动机引发的目的意愿。”① 他承认 “动机引发”

概念的歧义性，但却认为 “一旦现象学情境得到

澄清，与这些变化相随的歧义将不会有害，甚至

似乎是必然的”。②事实上，在不同的问题关联

中， “动机引发”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

在 《被动综合分析》和 《经验与判断》中，与

关于作为原信仰的信仰确然性之变体的存在样式

的学说相关，“动机引发”概念标识着怀疑意识

中信仰倾向之间的争执。然而，诚如让克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Ｒａｎｇ）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为了能
够估价被动机引发起来的可能性概念对于开启和

实行整个先验现象学的意义，它不应仅仅作为样

式问题内的特殊课题被探讨。只有当我们思考被

动机引发起来的可能性和空乏的可能性的共同起

源而解除胡塞尔对于被动机引发起来的可能性意

识的限制、亦即限制在信仰倾向之争执内的揣测

性意向活动上时，才能估价其作用范围。”③ 这

种 “被动机引发起来的可能性和空乏的可能性的

共同起源”就是指视域意向性。与我们的问题相

关，这里主要是从视域意向性理论出发来阐明其

本质内涵，并在动机引发与视域意向性的内在关

联中揭示发生现象学的引导动机。

在 《观念Ｉ》中， “动机引发”概念首先是
在第４７节关于事物的超越性的讨论中被引入的。
先验悬搁为纯粹从本质必然性和本质可能性方面

考察 “被动机引发起来的经验联结体之本质可能

的诸变体”提供了可能，结果，作为事实性经验

的相关项，现实世界只是作为 “具有某种有序性

的经验联结体的 ‘经验意识
獉獉獉獉

’观念之本质可能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诸变体的相关项
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 “各种可能的世界和非世界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特例
獉獉獉

”，因此，“事物的超越的真正概念，作为

所有关于超越的理性陈述的标准，本身只能是从

感知之本己的本质内涵或某种类型的联结体、亦

即我们称之为证实性经验中获得”，这表明 “这

种超越的观念是这种证实性经验的纯粹观念的本

质相关项”。④

依此观点，根本不存在与意识和意识自我无

关的自在对象，所谓的 “对象之自在存在性”在

现象学上仅仅是指可经验性，而这种可经验性

“绝不意味着一种空乏的逻辑可能性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而是一种

在经验联结体中被动机引发起来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可能性”。⑤

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经验联结体本身完全是

一种 “动机引发的联结体”，它不断地接受新的

动机引发和改造业已形成的动机引发，这些动机

１８

①

③

④

②　 ［德］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１页，第１３１页。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Ｒａｎｇ，Ｋａｕｓａｌｉｔｔｕｎ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

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１５７．
⑤　 ［德］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第

１３０—１３１页，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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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在其立义内涵或规定内涵方面是不同的，而

正是动机引发的这种具体内涵规定了联结体的本

质构形。据此，与 《观念Ｉ》第４４节关于视域概
念的一般规定不同，胡塞尔现在试图从经验联结

体的动机引发特征出发对经验的视域结构做出本

质的规定：“本质上，凡现实存在的、但却尚未

现时地被经验到的东西都能达到被给予性，因而

这意味着，它属于我的各个经验现时性的未被规

定但却可规定的视域。但这种视域是那种本质上

依附于事物经验本身的非规定性成分的相关项，

而这些非规定性成分———本质上始终———向经验

可能性敞开，这种经验可能性绝非任意的，而是

按其本质类型被预先规定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被动机引发起来

的。所有现时的经验都超出自身指向可能的经

验，这种可能的经验本身重又指向新的可能经

验，如此以至无穷。而所有这一切均按照本质上

确定的、与先天类型相联的方式和规则形式进

行。”①

这一规定表达了这样几层含义：首先，视域

并不是无任何规定性的空乏的可能性，而是一种

被动机引发起来的可能性，一种未被规定的可规

定性；其次，在这种动机引发的经验联结体中，

不仅在现时经验与可能经验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

动机引发关联，而且可能经验之间也存在动机引

发关联；第三，超越物的意义并非由现时经验独

自规定，而是由作为此超越物之相关项的整个经

验联结体所规定，现时经验既不是从自身也不是

从自然态度的事物之自在存在的规定性中获得意

义，而是从经验的视域结构中，亦即从被动机引

发起来的可能性经验中获得意义；第四，这种动

机引发关系及其相应的经验视域结构受 “构造的

先天”支配，亦即受那个先天地决定着整个经验

联结体的本质规则的支配。在胡塞尔看来，任何

被给予的对象性都回指一种意向构造的先天形

式，因此，“整个意识生活都由一种普遍的构造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性的先天所统治
獉獉獉獉獉獉獉

，这种普遍的构造性的先天囊括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一切意向性
獉獉獉獉獉

”。② 这种先天由于在本我中被构造

起来的主体间性的特性而扩展成为一种主体间的

意向性的先天。胡塞尔指出：“关于这整个先天

的研究是……先验现象学的任务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③ 最后，由

于作为超越物之观念相关项的经验联结体本质上

是一种动机引发的联结体，因此，每一种统觉类

型或对象类型的构造都有相应的动机引发类型和

相应的明见性类型。在 《观念 Ｉ》第１３６节，胡
塞尔正是通过 “动机引发”概念对明见性做出了

具体的规定：“一般说来，明见性是一种非常突

出的事件，就其 ‘实质’而言，它是某种理性设
獉獉獉獉獉

定与其本质的动机引发者的统一体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④ 这意味

着，明见性是一种理性设定，这种理性设定是由

某种具体的动机引发因素，本质上受经验联结体

之具体的动机引发规则所支配。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索科罗夫斯基说：“理性和现实的规则不可

能在一个先于一切经验的先天中找到，而只能通

过对经验本身的探究被发现，亦即通过现象学分

析以确定：一个被给予的存在区域必须具有怎样

的意向相关项的构造才是合乎理性的、在理性上

可设定的。”⑤

从上述关于 “动机引发”概念的论述中，我

们看到，由于为特定的目的所引导，尽管 《观念

Ｉ》中 “动机引发”概念的引入对于先验构造问

题性的开展极具启发，但却将这种动机引发关系

限制在纳粹体验或实项的内在领域。在 《纯粹现

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二卷）》 （以下简

称 《观念ＩＩ》）中， “动机引发”概念的内涵得
到了扩展和深化，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动机引发”概念突破了实项的内在

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意向活动侧的动机引发关

系，而且在意向相关项方面也探讨了动机引发问

题。对此，胡塞尔在 《观念 ＩＩ》中说：“动机引
发关系具有不同的方面。一方面，存在意向活动

方面的动机引发……另一方面，行为动机引发的

本质在于：在诸行为与诸行为相关项之间以及诸

相关项本身之间也存在着动机引发关系。”⑥

其次，“动机引发”概念既属于主动领域或

理性设定领域，也属于被动性领域即联想的动机

引发领域，这从 《观念 ＩＩ》第５６节 “理性的动

机引发”与 “作为动机引发的联想”这两个子

标题已可窥一斑。⑦这种扩展和深化表明，动机

引发关系不仅存在于一切体验领域，而且存在于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第１３１页。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ＶＩＩ，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４，Ｓ．２５３．

⑦　ａａＯＳ２５３，Ｓ２２０－２２４．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第３３１

页。明见性是现象学的核心概念，胡塞尔曾在多部著作中阐释

过各种意义上的明见性。对此可参见倪梁康：《意向性理论的现

象学视角与心理学视角》，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ｋｏｌｏｗｓｋｉ，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０，ｐ．１５５．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ＩＶ，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５２，Ｓ．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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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体验的每一个方面。例如，不仅有体验行为

之间的动机引发，而且在体验行为与行为相关项

之间和行为相关项本身之间也存在动机引发关

系。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从自我的极化现象方面

论证先验意识生活的统一性，而且也可以从这种

无所不在的动机引发关联来谈论整个体验流的统

一性。对此，胡塞尔在 《观念 ＩＩ》中指出：“在
此，我们有一个由另一个判断所动机引发起来的

判断，但在这个判断之前，时间形式本身彼此动

机引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融贯

的意识流统一体是一个动机引发的统一体。在人

格的态度中，这意味着：自我的每一个行为都遭

受了持续的立义，它被标明是 ‘这个’自我的行

为，是 ‘我的’体验。”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让克在先验还原的标题下充分肯定了 “动机引

发”概念对于整个先验现象学的意义：“先验悬

搁就是向经验之原初的动机引发联结体的回

溯。”②

三、“视域意向性”概念作为发生

现象学的引导动机

　　前述关于 “动机引发”概念的本质规定及其

普遍性的揭示，使我们现在能够从两个方面来探

讨其作为发生现象学观念形成的引导线索的方法

论意义。一方面，这种方法论意义表现在，一旦

我们试图超出这种事实性的范围，而就一切可能

的统觉类型进行思义时，这种作为事实性统觉类

型之必要条件的 “动机引发”概念必然将我们引

向对整个先验意识生活的发生的思考。另一方面

表现在，“动机引发”概念的引入揭示了经验的

视域结构的本质，作为被动机引发起来的可能性

意识，“视域意向性”概念的形成不仅为开启发

生的构造观念提供了理论框架，而且这种视域意

向性将表明自身是一个先验主体性之权能性

（Ｖｅｒ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系统，而这种权能性系统观
念又进一步将我们引向发生的探究。

《观念 Ｉ》关于 “动机引发”概念的本质规

定表明，一方面，具体的动机引发关系及其相应

的经验视域结构受先天地规定整个经验联结体的

本质规则的支配，亦即受 “构造的先天”的支

配；另一方面，作为超越物之观念相关项的经验

联结体本质上是一种动机引发的联结体，每一种

统觉类型或对象类型的构造都有相应的动机引发

类型和相应的明见性类型。因此可以说，“动机

引发”概念为具体揭示经验联结体的本质规则，

亦即 “构造的先天”提供了操作性的方法论概

念。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试图通过 “动机引

发”概念来揭示具体统觉类型的本质结构。为

此，他在 《被动综合分析》指出：“每一个动机

引发都是统觉。在一个意识统一体中，体验Ａ的
出现动机引发体验Ｂ，关于Ａ的意识伴随着一个
向外指出的、 ‘指示着’共同此在 （Ｍｉｔｄａｓｅｉｎ）
的意向……我们也可以说，统觉本身就是一个动

机引发，它引发出任何在充实时可以出现的东

西，它引发到空乏之中。”③ 这意味着，任何原

本的统觉都是通过其可证实性被意向地动机引发

起来的，亦即从共现 （Ａｐｐｒ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过渡到体
现 （Ｐｒ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或者说从可能体验过渡到现时
体验的这种证实是被动机引发起来的。但是，这

种动机引发本身受与此统觉类型相应的本质规则

的支配。因此，作为这种既定类型的统觉形成的

必要条件，“动机引发”概念最终是为了以原本

的意识对象为引导线索回问这种可证实性的规则

结构。显然，这种对于既定类型的规则结构的回

问属于静态构造理论的范围，在此理论框架下，

由于规则结构本身是预先给定的，因而它只能就

单个类型的规则结构进行构造性的澄清，而无法

给予系统考察。对此，胡塞尔曾说：“‘静态的
獉獉獉

’

分析
獉獉

由被意指对象的统一体所引导，它从不清晰

的被给予性方式出发———根据其作为意向变异的

指明 （Ｖｅｒｗｅｉｓｕｎｇ）———追求清晰的被给予性方
式；而发生的意向分析则指向整体的具体关联，

每一个意识及其意向对象本身总是存在于这个整

体的具体关联中。”④ 在他看来，只有在整个单

子的发生关联中才能理解个别统觉类型的发生。

静态分析的局限性促使现象学突破原有的分析模

式，以便能就先验意识生活整体对这种规则结构

本身做出系统的思义：“一种规则结构在意识中

的根据是什么，而一个事实性的、原本的统摄性

意识必然根据这种规则结构进行？”⑤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ａＯＳ２２７－２２８．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Ｒａｎｇ，Ｋａｕｓａｌｉｔｔｕｎ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

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１３５．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Ｉ，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６６，Ｓ．３３７．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ＶＩＩ，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４，Ｓ．３１６．
ＫｌａｕｓＨｅｌｄ，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ＵｌｒｉｃｈＣｌａｅｓｇｅｓｕｎｄＫｌａｕｓＨｅｌｄ，Ｍａｒ
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２，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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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观念 ＩＩ》对 “动机引发”概念

所作的扩展和深化恰恰为这种系统思义提供了可

能。在那里，动机引发关系不仅存在于每一个意

向体验的各个方面，而且存在于先验意识生活的

一切领域，以至于整个意识流被看成一个动机引

发的统一体。因此，就这种系统思义而言，我们

现在可以在整个意识流的统一体内探究这种规则

结构的动机引发。当然，这里的 “动机引发”概

念与静态考察中的 “动机引发”概念具有本质的

区别：静态考察中的动机引发是指某个既定统觉

之证实的必要条件，而这里的动机引发则意味着

一切可能统觉之证实的充分条件。与此相应，关

于 “规则结构的动机引发”的探究与先验反思通

过本质变更对某种既定的规则类型的揭示也决然

不同，它本质上表明自身是 “关于原创立 （Ｕｒｓｔ
ｉｆｔｕｎｇｅｎ）的习性化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之发生的
探究”。在这里，可能的统觉的证实不再有既定

的规则结构可以追溯，而只能 “从发生上预先被

给予的、但却是非统摄性的可能性意识中获

得”。①

《观念Ｉ》表明，视域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
机引发起来的可能性，它指明着以一切现时经验

为前提的、未被规定的－可规定的视域结构。因
此，视域概念首先指明着意向体验之现时性与潜

能性之间的关系。现象学关于构造的问题性表

明，任何超越物的构造都不可能在某个现时的我

思中独自完成，而是对应着一个可无限进行的、

有规则的体验联结体，在其中，“每一个现时性

都蕴含着其潜能性，这种潜能性不是空乏的可能

性，而是在内容上、亦即在各个现时的体验本身

中被意向地预先规定出来的可能性”。② 关于这

种潜能性，我们必须分别从意向活动侧和意向相

关项侧来理解。从意向活动侧来看，潜能性指的

是自我的权能性，因此，先验自我本质上是一个

权能性系统。基于这种观点，则 “一切可理解之

物最终都回溯到主体的原权能
獉獉獉獉獉獉

（Ｕｒｖｅｒｍｇｅｎ），
继而回溯到获得性的权能

獉獉獉獉獉獉
，亦即源于以前生活现

时性的权能”。③ 从意向相关项方面看，潜能性

是指一种指明关联 （Ｖｅｒｗｅｉｓｕｎｇｓ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
亦即每一个现时的所思都指明着可能的所思。这

种指明关联就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视域，对此，胡

塞尔明确指出：“每一个体验都有一个在意识联

结体中变化着的和在其本己的流动相位中变化着

的视域
獉獉

———一个指明隶属于意识本身的潜能性的

意向视域。”④在他看来，每一个经验都有其经验

视域，因为 “每一个经验都指明可能性，在自我

方面则指明权能性……每一个经验都可以在连续

性中、在单个经验的展显的链条中延伸”。⑤

鉴于现象学对视域所作的指明关联的理解，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自然态度所理解的视域与先验

视域的本质区分予以简要的说明。自然意识也具

有视域结构，被感知到的面指明其它各面，这些

面同样能为进一步的感知所通达。但在自然态度

中，现时性与潜能性之间的关系只能从预先被给

予的对象出发来理解，也就是说，那些未被看到

的面就其作为对象之自在规定性而言是现存的，

后续的感知能据此看到它们。因此，在此情况

下，经验的视域结构是外在于对象本身的。相

反，从现象学的观点看，被意指对象只是作为意

向的相关项。因此，视域结构就进入了作为相关

项的对象本身之中。在自然态度中，现时被看到

的面是从预先被给予的对象这儿获得其存在意

义，而在先验的态度中，它作为现时意指的相关

项则是从作为相关项蕴涵在它之中的视域获得其

存在意义，亦即从蕴涵在意识现时性中的潜在性

中获得其存在意义。关于自然态度的视域结构与

先验态度的视域结构的区分表明，作为经验之可

能性活动空间的视域不再诉诸于对象的预先被给

予性，而是诉诸于先验自我的权能性，在现象学

上，视域与权能性是一对严格相关的概念，据

此，现时性与潜能性不再是一种彼此外在的相继

关系，而是一种蕴涵关系。意向分析的任务就在

于，通过展显这种蕴涵关系、通过澄清权能性及

其相关的视域就其本身来理解意识的构造作用。

关于经验视域结构的分析表明了现象学的意

向性概念的扩展，亦即从行为意向性向视域意向

性的扩展。在胡塞尔那里，这种视域意向性本质

上是指先验自我的整个权能性系统。因为作为

“我能”的规则系统，先验自我能够使经验按照

某种有规则的类型方式进行，因而先天地规定着

可能经验的进程和方向。对此，他在 《笛卡尔式

的沉思》中说： “作为关于同一个对象的意识，

每一个意识不仅完全能不断地转变成新的意识方

４８

①

②

③

⑤

ａａＯＳ２２．
④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８１－８２，Ｓ８２．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ＩＶ，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５２，Ｓ２５４－２５５．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ｕｎｄ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ｒｅｄｉｇｉｅｒｔｕｎｄ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ＬｕｄｗｉｇＬａｎｄｇ
ｅｒｅｂｅ，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７２，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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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同一个对象在综合统一体中作为同一的对

象意义意向地寓于这些意识方式之中，而且它能

够，甚至能够仅仅以视域意向性的方式转变成新

的意识方式。”①

就行为意向性与视域意向性的关系而言，胡

塞尔在 《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中将视域意向性

看作是构造性的，它从本质上规定机遇性判断的

意义。② 在 《经验与判断》中，他则将其看成是

一种前识或共知。③ 这表明，视域意向性不仅为

行为意向性提供了可能的活动空间，而且为行为

意向性规定了确定的意义类型。在这个意义上，

视域意向性又可称之为 “意义规定”。在它那里，

意向性不是通过既定的意义对原素的立义而构造

对象，而是对这种既定意义本身的规定。任何行

为意向性都是通过由它所规定的意义才能得以进

行。对此，胡塞尔在 《经验与判断》中指出：

“对于个体经验对象的认识成就绝不是这样进行

的，似乎这种个体经验对象是作为尚完全未被规

定的基底而第一次被预先被给予出来的。世界对

我们来说总已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认识业

已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起作用，因此毫无疑问，不

存在任何在最初－直接的事物经验意义上的经验
……任何经验———无论它在真正意义上经验到什

么，亦即它本身看到它———当然具有，必然恰恰

具有关于它尚未看到的事物的某种知识和共知，

这种知识同样为它所固有。这种前识在内容上是

未被规定的或为完全被规定的，但绝非完全空无

内容的，而如果不承认它，那么经验就根本不会

是关于同一个物的经验。”④ 在他看来，任何实

在之物一般作为可经验之物都具有其普遍的 “先

天”，一种前识性。这种普遍的 “先天”或前识

性是不确定的，但却是永远可自身认同的一种先

天类型的普遍性，这种先天类型附属于一个先天

可能性的活动空间。⑤ 这就是说，与一个既定的

先验自我相对应，存在一个既定的世界意识。这

种世界意识作为 “总体类型”预先规定了每一种

具体的对象类型的意义，因此，它本质上规定着

每一个行为意向性的进行。事实上，这种世界意

识在胡塞尔那里就是指最普遍的视域意向性。

通过上述关于行为意向性与视域意向性的关

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引出三条关于发生观念形成

的引导线索。

首先，作为现时性与潜能性之间的指明关联

性，视域意向性的开启为在对象的构造分析中引

入时间性提供了理论空间。在行为意向性的观念

中，现时性与潜能性仅被看作两种不同的意指对

象的方式，因而它们之间尚停留于一种外在的、

相互继起关系。在此情况下，关于它们的意向分

析仍属于静态现象学的范畴。而在视域意向性的

观念引导下，在现时性与潜能性之间建立了一种

蕴涵关系。在此情况下，原本在静态观念下作为

一种 “前”与 “后”的空间性视域关系，现在

演变成了一种时间性的生成过程。而一旦关于时

间意识的构造分析不再被看作一个孤立的探究领

域，而是被引入关于超越物的构造的研究时，则

必然将先验现象学将导向发生的思考，对此，大

卫·卡尔 （ＤａｖｉｄＣａｒｒ）正确指出：“胡塞尔后来
对从静态分析向发生分析过渡的坚持是由这样一

种认识所引导，时间意识形式也与先验现象学的

出发点相关，亦即与世界如何被给予的问题相关

……不仅事件而且对象，被给予性本身必须被看

作一个时间过程。”⑥

其次，作为先验自我的权能性系统，视域意

向性观念将我们引向关于习性化的发生探究。因

为权能性揭示了自我的习性结构，而习性结构表

明自身是一个本质性发生的结果。因此，习性的

观念则进一步回指自我习性化的本质规则，胡塞

尔称之为 “发生的先天”（ｇｅｎｅｔｉｓｃｈｅＡｐｒｉｏｒｉ）。⑦
最后，作为世界意识或 “总体类型”，视域

意向性凸显出其 “意义规定”的本质，而现象学

关于意义之起源的追问，则最终将我们引向视域

本身的发生构造。

（责任编辑　任　之）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８３．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ＶＩＩ，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４，Ｓ．２０７．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ｕｎｄ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ｒｅｄｉｇｉｅｒｔｕｎｄ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ＬｕｄｗｉｇＬａｎｄｇ
ｅｒｅｂｅ，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７２，Ｓ．２７．

ａａＯＳ２６－２７．在一份出自１９３４年的手稿 《关于自

然空间性之现象学起源的基本研究》中，胡塞尔从与大地的关

联出发关于世界经验的讨论，对于理解他的 “视域意向性”概

念极富启发性。对此，可参见 ［德］汉斯·莱纳·塞普 （Ｈａｎｓ
ＲａｉｎｅｒＳｅｐｐ）：《大地与身体：从胡塞尔现象学出发探讨生态学
的场所》，《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ａａＯＳ３２．
ＤａｖｉｄＣａｒｒ，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

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７１．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ＶＩＩ，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４，ｐｐ．
２５２－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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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圣经诠释中的启示与理性

——— 《约翰福音》１∶１中的基督论问题及两种解释进路
齐飞智

【摘要】《约翰福音》１∶１在基督论问题上出现了自相矛盾的两个表述：“道 （ｌｏｇｏｓ）与神 （ｔｈｅｏｓ）同在”和 “道就是

神”。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可以认为是 《约翰福音》自身的希腊和希伯来双重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在教父时期可以发

现两种典型的解决这一基督论矛盾的模式，一种是以奥利金为代表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通过理性，即寓意解经，调

和矛盾；另外一种以奥古斯丁为代表，通过保留字面的张力体现信仰的超越性。这两种模式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分，一

方面奥古斯丁对于奥利金的寓意解经有所继承，但是另一方面又用在先的信仰超越了理性调和主义的方法。

【关键词】《约翰福音》；奥利金；奥古斯丁；寓意解经法

中图分类号：Ｂ９７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８６－０７

　　在新约正典的福音书中，《约翰福音》的气
质是最为独特和异质的，《约翰福音》中有９０％
的材料与前三福音不平行：有的是 《约翰福音》

中记载的而前三福音中没有的；有的在前三福音

中都有记载而偏偏 《约翰福音》中没有；还有的

四部福音都有记载的材料，《约翰福音》的次序

又与前三福音不一致。①　 《约翰福音》揭示出一

个与前三福音截然不同的文学和神学世界，亚历

山大里亚的克莱门 （约１０６—２１５年）称之为属
灵的福音书。②

在独特的 《约翰福音》中，序言部分

（１∶１—１８）又是最为独特的。这一部分是以赞美
诗 （ｈｙｍｎ）的形式呈现的，其中穿插着几句注
疏。③　序言部分包含着即使是对于 《约翰福音》

来说都是十分异质的要素。比如从语言形式上来

说，《约翰福音》中有叙述、对话、独白，而序

言部分却是一首赞美诗，迥异于福音书的其余部

分；再者，序言赞美诗的主语为 “道” （ｈｏｌｏｇ

ｏｓ），并且结合注疏，表达出了这样一种认识：
耶稣基督为道成肉身，作为道在起初就与神同

在，而且就是神。将耶稣表述为起初就存在的

“道”，几乎在整部圣经中都是独一无二的。④而

且 《约翰福音》在序言之后的部分再也没有把耶

稣称为 “道”了。

或许可以这样说，《约翰福音》的主要部分

是在叙述作为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历史事迹及其对

门徒的教诲。历史事迹方面包括耶稣所行的奇

迹，以及关于耶稣受难的叙述，在十字架上受

死，第三天复活，并向门徒显现。而这一系列的

叙述和教诲所依据的神学基础则是由序言部分提

供的。这一基础包括三个层次：１、耶稣是先存
于世界万物的道；２、道成了肉身，进入历史；
３、耶稣于世界中显明神的荣耀，一方面作为神
在世间的代理，另一方面将神启示给世人：“律

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

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

６８

 作者简介：齐飞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参见ＭａｒｋＡｌｌａｎＰｏｗｅｌ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Ｇｏｓｐｅｌ，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Ｆｏｒｔｒｅｓ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１１６．
②　 《约翰福音》与前三福音的关系一直是传统释经家关注的主题。从教父时期开始，普遍认为在四部福音书中，《约翰福音》

的成文时间最晚，参考了前三福音，并且弥补了前三福音在教义和神学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一观点在上世纪中期受到挑战，现在越来

越多的学者支持 《约翰福音》的独立起源。（参见钟志邦：《约翰福音注释》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第２９—４３页。）
事实上 《约翰福音》不仅是新约正典的福音书，也是诺斯替主义 （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ｓｍ）认可的典籍，现在已知的最早的 《约翰福音》注疏便

出自瓦伦丁派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ａｎ）的赫拉克勒昂 （Ｈｅｒａｃｌｅｏｎ）。有学者认为 《约翰福音》早期在诺斯替主义中比在正统的基督宗教之中还

要流行。（参见ＭａｕｒｉｃｅＦ．Ｗｉｌｅｓ，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Ｇｏｓｐｅｌ：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ｔｈＧｏｓｐｅｌ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ｈｕｒｃ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ｐ．９６．）

③　参见ＮｏｒｍａｎＰｅｒｒ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Ｉｎｃ．，１９７４，ｐｐ．２３２－２３３．
④　除了归名为约翰的作品中的极少数篇章，如约一１∶１、启１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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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１∶１７—１８）①

而第一句话 （约１∶１）以非常精炼的语言开
门见山地指出道与神的关系，可以说是基督论的

首要原理，《约翰福音》的神学基础中的基础。

因而这一句话中的问题也就反映了约翰神学的基

本问题，对于这一句话的解释也将处于基督论神

学的机要地位。

一、《约翰福音》１∶１中的问题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Ｅｎａｒｃｈｅｅｉｅｅｎｈｏｌｏｇｏｓ，ｋａｉｈｏｌｏｇｏｓｅｅｎｐｒｏｓ
ｔｏｎｔｈｅｏｎ，ｋａｉｔｈｅｏｓｅｅｎｈｏｌｏｇｏｓ．

《约翰福音》１：１由两个ｋａｉ分割成三句话，
并以两个顶真 （ａｎａｄｉｐｌｏｏｓｉｓ）修辞格连接在一
起，主语都是道 （ｈｏｌｏｇｏｓ）。② 第一句话陈述出
主词 “有道”（ｅｅｎｈｏｌｏｇｏｓ），第２句和第３句则
分别从两个方面表述道与神 （Ｔｈｅｏｓ）的关系。
三句话中都出现了同样的存在动词 ｅｅｎ，因而可
以说这三句话都在表达道的存在。其中第１句为
总纲，强调道的先存性。第２、３两句话可以看
作一个整体，并且在语言形式上相互对称，呈现

出 “道……神———神……道”的结构，以 “道”

开端，以 “道”结束，而 “神”在中间。

根据存在动词ｅｅｎ的不同用法，又可以把第
１、２两句归为同一类，而第３句为另一类。前者
的存在动词ｅｅｎ连接主格和介词短语，此时存在
动词ｅｅｎ表达主谓关系，揭示出道的存在与开端
（ａｒｃｈｅｅ）及神 （ｈｏｔｈｅｏｓ）的关系；而后者的存
在动词ｅｅｎ连接两个主格，此时表达存在的同一
性：“道就是神”。注意到 “道”的前面有冠词

ｈｏ，而 “神”的前面没有冠词。按照希腊文的惯

用法，在这种情况下，加冠词的主格一定是句子

的主语，而加冠词的 “道”作为对基督的名号，

在这里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 “第一实体”。

因而严格讲来，第三句话的存在动词 ｅｅｎ所表达
的也是主谓关系，此时是对主语道 （ｈｏｌｏｇｏｓ）
的身份的一个认定，说 “道就是神”。在古希腊

的多神论传统下，这句话更精确的含义是说 “道

是诸神当中的一位”。但是对于犹太 －基督宗教
的一神论传统，说 “道就是神”，但是又说 “除

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２０：３）。那么
在这里 “道”不可能不是 “那一个神” （ｈｏｌｏｇ

ｏｓ）。但是这里的这个 “神”偏偏又没有冠词，

这不禁会对熟稔希腊文和新约的读者产生不小的

困扰，因而一些学者将第三句翻译成 “ｔｈｅｌｏｇｏｓ
ｗａｓｄｉｖｉｎｅ”其实是可以理解的。③

第１句话第一个短语ｅｅｎａｒｃｈｅｅｉ立马就会使
熟悉希伯来圣经的读者联想到 《创世记》１∶１的
七十子译本的第一个短语也是 ｅｅｎａｒｃｈｅｅｉ④，这
样 《约翰福音》的开端便与创世相关联：《创世

记》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而 《约翰福音》则

说 “起初道存在”，句式差不多是一样的。这种

关联赋予道以创世论的意义，ａｒｃｈｅｅ是先于创世
的，在 “神创造天地”之先。

另一方面，ａｒｃｈｅｅ也是古希腊哲学中极重要
的概念。它有起初的含义，也有始基、本原的含

义，万物由之而生，消亡后又复归于它，并且在

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或如同亚里士

多德所说：

所有事物由之构成，它们最先从它产生，最

后它们又消融于它，他们说，这就是元素，这就

是事物的本原 （ａｒｃｈｅｅ）。因此，他们 （第一批

哲学家）认为既没有什么东西被生成，也没有什

么东西被摧毁，因为这类自然物永远保存着。⑤

开端之物具有永恒不朽的性质，具有生成万

物和支配万物的能力，也是万物的最终归宿。开

端与本原和权柄相联系，是古希腊人根深蒂固的

哲学观念。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对亚里士多

德梳理关于本原的哲学史时引述诗人赫西俄德感

到莫名其妙。⑥ 开端作为本原产生、持存、终结

万物几乎是古希腊哲人的一致意见，而所不同的

是关于开端是什么，或者说在开端有什么 （Ｅｎ
ａｒｃｈｅｅｉｅｅｎ），不同的哲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引文依照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发行的简化字和合本，以

缩写形式引注圣经篇章，下同。

此处将ｌｏｇｏｓ称为 “道”完全是因方便起见而遵从中文

圣经和合本的翻译。

钟志邦：《约翰福音注释》上卷，第９６页。
这里的希腊文短语是紧贴着希伯来圣经的第一个词来翻

译的，原文也是一个介词短语组合词。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９８３ｂ１０，引文出
自李真译：《形而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２２页。

参见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９８４ｂ２５，所引部分为赫
西俄德的 《神谱》１１５：“最先产生的确实是卡俄斯 （混沌）。”

（参见 ［古希腊］赫西俄德： 《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

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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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物质性的材料为本

原，如早期的泰勒斯、阿那克西美尼、恩培多克

勒等；而另一类则是以形式或关系为本原，这一

类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代表，直至柏拉图的理念

说。而关于本原问题的这两种区分中，比较模糊

的是赫拉克利特，一方面他似乎认为火是世界的

本原，另一方面他又说万物所遵循的不变的原则

是道 （ｌｏｇｏｓ）。①

带着这样的思想史背景去读 《约翰福音》，

其一章一节的第一句话，就仿佛接着古希腊哲人

说：首先存在的是道。而这一句话又是对 《创世

纪》１∶１的模仿，这样道不仅有创世的意味，也
有形而上学的意味。道是理性原则，也是神的话

语。《约翰福音》开篇第一句，便同时兼具希伯

来圣经传统和希腊哲学的双重特质。有人认为

《约翰福音》所用的 ｌｏｇｏｓ跟希腊哲学无关，② 然
而，用希腊文写作，流传于希腊化的世界中，怎

么可能会与希腊哲学对 ｌｏｇｏｓ的理解丝毫无涉？
或者可以从读者的角度来体会开篇的双重特质，

这句话传在犹太人中间，便是一句关于道的创世

叙述；若是传在希腊人中间，就是一种关于道的

形而上学。

但是接下来的两句，就马上把思考的焦点转

移到道与神的关系上面。２、３两句在形式上对
称，内容上相矛盾，给犹太传统中的读者造成不

小的困扰。而对于外邦人而言，说 “道与神同

在”紧接着又说 “道就是神”是没有问题的，

正如前文所言，“道就是神”是对 “道”的身份

的认定，但这并不妨碍 “道”作为一个神与其他

的神 “同在”。

在犹太－基督宗教的一神论传统下，必然要
费心对２、３两句话提供充分的解释，使之相一
致。第２句说 “道与神同在”，用介词 ｐｒｏｓ表达
伴随关系，意谓相对而立，或者说是，道在神的

面前。也就是说，道与神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否

则道就不可能在神的面前，与神相对。而这直接

与下一句 “道就是神”的同一性陈述相冲突。同

一物如何与自身相对而立，就像自己与镜子中的

影子相对而立一样？要解释这一对矛盾，就像解

读圣经中的其他矛盾一样，大体的解读思路有两

个不同的方向：其一是消除矛盾；其二是保留矛

盾，并解释矛盾的合法性。在教父作家中，前一

个思路以奥利金为代表，后一个思路则以奥古斯

丁为代表。

二、奥利金的注疏

奥利金 （Ｏｒｉｇｅｎ）大致生活在三世纪上半叶
的亚历山大里亚，从小便在接受希腊式的教育同

时研读圣经，被认为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代表

人物之一，主要的作品为对圣经的注疏和解读。

关于 《约翰福音》的注疏就是这方面作品的典型

代表。奥利金对于后世解经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他

的寓意解经法，认为圣经的经文在字面的含义之

外，还可以有属灵层面的含义。这两种含义都是

正确的，但是价值不同。字面含义仅仅启示给头

脑简单的人，然而经文的字面或历史层面的问题

往往不能就字面和历史层面得到解决，因而探讨

经文的属灵的含义十分必要。

奥利金对于经文的字面含义和属灵含义的区

分，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他对人的区分，针对不

同的人，便宣讲不同的含义：

对着那些属肉体的，就宣讲我们 “不知道别

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林前２：
２），那么，我们就都必须这样去做。但是，若是
我们发现，有人在圣灵里有所建树，并在圣灵里

面结果子，而且切慕属天的智慧，那么，我们就

应该与他分享这 “道”，从仅仅传讲 “道成肉

身”进而传讲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 （约

１∶２）。③

一方面，圣经的经文有字面的和属灵的两层

含义，另一方面，领受经文的人也有属体的和属

灵的区分。在圣经注疏中，固然要从字面的含义

上升到属灵的含义，但是也要注意所针对的受

８８

①

②

③

参见 《赫拉克利特残篇》Ｄ１、Ｄ３０、Ｄ７２，载 《西方哲

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２２页。
例如ＢｒｏｏｋｅＦｏｓｓＷｅｓｔｃｏｔｔ认为 ｌｏｇｏｓ一词在新约中根本

就没有 “理性”的含义，参见 ＢｒｏｏｋｅＦｏｓｓＷｅｓｔｃｏｔｔ，ＴｈｅＧｏｓｐｅ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ｔ．Ｊｏｈｎ：ｔｈｅＧｒｅｅｋｔｅｘｔ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ｔｅｓ，
Ｇｒ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ｓ：Ｅｅｒｄｍａｎｓ，１９５４，ｐ．５．Ｗｅｓｔｃｏｔｔ的断言大致是没
有错的，他缺少的仅仅是读者的视角。另参见谢文郁：《〈约翰

福音〉的作者问题》，《古典研究》第６期，第３７页注释②。笔
者十分赞同谢文郁的看法：《约翰福音》的写作触及到了希腊哲

学的根本问题。

［古罗马］奥利金：《属灵的寓意：〈约翰福音〉注疏》

上，柳博
"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９—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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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受众的不同，首先

就可以作为解决字面含义和属灵含义的不同，同

时也可作为解决 《约翰福音》与前三福音不同之

处的一个取巧的办法：《约翰福音》作为属灵的

福音，是为属灵的人预备的，因而不能仅仅从字

面含义去理解，而要从属灵的含义去理解。这里

已经暗示了解决矛盾的途径：通过对属灵层面含

义的探究，消除字面含义上的矛盾。

这种对属灵含义和字面含义的区分，以及对

受众的区分，并且做出高下的价值判断，似乎是

受到柏拉图的影响，下面的引文将进一步支持这

一推断：

感官可以认知的一切事物都不是真实的。但

是，这并不能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感官可以认知

的既然不是真实的，那就是虚假的。因为，感官

可以认知的内容与心智所理解的内容可以有某种

相似性。①

从真知的角度来说，只有属灵的含义才是唯

一真实的；而字面的含义并非真知，顶多只属于

真的意见。但是从意见的角度来说，字面的含义

也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来自于它与真知的 “相似

性”，因而字面含义也是真实并且有益的，它因

为与属灵含义的 “相似性”而分有了真实，并且

可以引导人们去寻求属灵的含义。这几乎是赤裸

裸的柏拉图主义。② 因而始终要从字面含义上升

到属灵的含义，这里面就需要一种使灵魂转向的

技巧，这种技巧对于柏拉图来说就是辩证法，而

对于奥利金而言，则是他的寓意解经的方法。就

像柏拉图对于意见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划分一样，

奥利金对于属体和属灵的划分具有绝对性。不

过，他虽然认为字面的含义是等而下之的，但也

并不否认字面含义的价值。就像柏拉图在意见世

界中寻求真知一般，奥利金对于经文的属灵含义

的寻求也始于字面含义。

在对 《约翰福音》１∶１的解读中，奥利金非
常敏锐看到字面上出现的 “神”（ｔｈｅｏｓ）有加冠
词的和不加冠词的两种，并且牢牢抓住这一点。

他对这一句的解读也像柏拉图的世界一样充满着

层次结构和在 “相似”意义上的真实：

当名词 “上帝”是指那自身无因的宇宙存在

之因时，他加上了冠词，但当 “道”所指的是上

帝时，他就省略了冠词。③

在一段时间之内，加冠词的 “上帝”是独一

的上帝，因此救主在向父祷告的时候说：“认识

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

督，这就是永生。”（约１７：３）另一方面，独一
的上帝之外的一切，就是那与神性有分而成为上

帝的，就不应该被称为加冠词的 “上帝”，而应

被称为不加冠词的 “上帝”。④

这样一来，就在 《约翰福音》１∶１的几个名
词之间排了次序，定了高下。第一位的是 ｈｏ
ｔｈｅｏｓ，这是绝对唯一真神，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
的造物主，是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出２０：３）。而第二位的是ｔｈｅｏｓ，从绝对的意义
上来说，只有一个神，但是 ｔｈｅｏｓ因为 “与神性

有分”也被称为 “神”，因而 ｔｈｅｏｓ的真实性也
就建立在 “与神性有分”上面。 “与神性有分”

的原文是：ｍｅｔｏｃｈｅｅｉｔｅｅｓｅｋｅｉｎｏｕｔｈｅｏｔｅｅｔｏｓ，⑤ 其
中ｍｅｔｏｃｈｅｅｉ意为 “共有”、 “分享”，其动词形

式为ｍｅｔｅｃｈｏｏ，同时也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的重
要概念，用来表达理念 （即可知世界）与感官所

感知到的现实事物之间的关系：

我想如果某某事物是美的，它之所以美并不

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分沾 （ｍｅｔｅｃｈｅｉ）了美
本身。（《裴洞篇》１００Ｃ）⑥

柏拉图用来表达可感事物与理念的关系的

词，被奥利金用来表达 ｔｈｅｏｓ与 ｈｏｔｈｅｏｓ的关系。
这样便同时兼顾了神的绝对唯一和道的神性。柏

拉图对于可知世界和可感世界的区分也可以顺理

成章地用来阐述 ｔｈｅｏｓ与 ｈｏｔｈｅｏｓ的区分：ｈｏ
ｔｈｅｏｓ是唯一真实的，而 ｔｈｅｏｓ因为分享 （ｍｅｔｅ
ｃｈｅｉ）了神性而为真神，其神性在本体论上次于
独一真神，但是对于可感世界，也就是从世界历

史的层面上来说，ｔｈｅｏｓ的神性是真实无妄的。
《约翰福音》１∶１中对道 （ｌｏｇｏｓ）的基本认

定落在第三句 “道就是神”，其中 “神”是不加

冠词的 ｔｈｅｏｓ。从本体论的层面来说，道是次于
独一真神的，但是因分享神性而为神，在分享神

９８

①

②

⑤

⑥

③④　 ［古罗马］奥利金： 《属灵的寓意： 〈约翰福音〉

注疏》上，柳博
"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７页，
第１１２页，第１１２页。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５０９Ｄ—５１１Ａ。
希腊文参见ＭｉｇｎｅＰａｔｒｏｌｏｇｉａＧｒａｅｃａ，Ｖ．１４．
引文出自 《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２６５页。ｍｅｔｅｃｈｅｉ是ｍｅｔｅｃｈｏｏ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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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意义上，道也是真神，对于可感世界，也就

是对于世界历史，是真实的，也是有益的，通过

道的神性，历史中的人有希望认识绝对的独一真

神。这也是符合 《约翰福音》的思想旨趣的。

“道与神同在”的意思就是道在神 （ｈｏｔｈｅｏｓ）的
面前分享神性，因分享神性而是神 （ｔｈｅｏｓ）。

对 《约翰福音》１∶１的解释并没有反映出奥
利金典型的 “寓意解经法”，甚至严格地说，这

一部分根本就不是寓意解经，因为这句话既非叙

事，也非隐喻，而是直白的陈述，奥利金在这里

还没有展开揭示属灵含义的解释，而仅仅是在字

面上澄清文字的含义。然而这种澄清又不是简单

的字面释义，我们可以看到，在奥利金的字面解

释下，原本的字面存在的矛盾却悄然消失了。或

者我们也可以说， “与神性有分”就是后一个

ｔｈｅｏｓ不加冠词的属灵含义。借着柏拉图哲学的
帮助，奥利金在从字面出发的诠释中消除了字面

上的矛盾，在尊重圣经原文的同时，也满足了理

性的需求。

三、奥古斯丁论 《约翰福音》１∶１

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ｏｆＭｏｐｓｕｅｓ
ｔｉａ）① 对奥利金的寓意解经法提出了尖锐的批
评。这种批评首先出于安提阿学派对圣经文本和

历史的尊重，反对经文的双重含义。寓意解经法

容易导致对经文的过度诠释，得出与文本不符的

解释。其次，奥利金的寓意解经法得自异教解释

寓言故事的方法，然而圣经并非寓言故事，而是

历史事实，因此不能适用这种解经法。② 安提阿

学派注重文本和历史维度的解经进路无疑是出于

虔敬的信心，但是对圣经文本的信心却过于理想

化了，在面对棘手的文本时无所适从。③

与西奥多同一时期的拉丁教父希波的奥古斯

丁 （３５４－４３０），似乎更多地受到亚历山大里亚
而非安提阿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思想上跟奥利

金是同源的，都带有深厚的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背

景。④ 奥古斯丁基本上认同奥利金的寓意解经法，

也赞同圣经有属灵的含义，但是对人的理性的信

心却比奥利金要小得多。他认为人凭着自己是不

可能认识天主的，但是天主希望凭借我们自己的

语言来指引我们。⑤ 对于奥古斯丁而言，要获得

对属灵含义的理解，不能单靠人的理性，还要祈

求天主的帮助。因此，奥古斯丁在凭借上主的帮

助来使用寓意解经法的同时，回避了西奥多的批

评。看上去奥古斯丁在对待寓意解经法时极为谨

慎，但实际上比西奥多和奥利金都要大胆得多。

奥古斯丁认为整部圣经的最终意义无非两条，一

是 “爱天主”，一是 “爱邻人”，只要紧紧把握

住这两条，即便是在文字的理解上有什么偏差，

都不算太大的错误。⑥

《约翰福音论集》 （Ｉｎ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ｕｍＪｏｈａｎｎｉｓ
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是奥古斯丁最重要的释经作品之一，
但这部注疏跟他的其他释经作品一样，其实是一

部讲道合集。《约翰福音论集》共有１２４篇讲道，
而且也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地点所作。这

些讲道的创作时间很模糊，至今也没弄清楚，在

学界尚有许多的争论。大致说来，这些讲道应该

是陆陆续续在４０６年到４２０年之间完成的。⑦ 其
中讲道一的１－７节可以算是引论部分，８－１２节
与 《约翰福音》１∶１直接相关。

讲道的第１节开门见山地点出理解 《约翰福

音》的困难。因为众所周知，这部福音同前三福

音的差距非常大，被称为 “属灵的福音书”，然

而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林前２：
１４）．《约翰福音》便是 “神圣灵的事”，而读者

皆是属血气的人，《圣经》本身就已经下了断言，

我们还有希望领会 《约翰福音》吗？

第２－７节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领会 《约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约３５０—４２８，安提阿学派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ｎｔｉｏｃｈ）的代表，
摩普绥提亚主教，坚持基督的完整人性，在基督论思想上影响

了涅斯托利 （Ｎｅｓｔｏｒｉｕｓ），于六世纪中叶被定为异端。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ｓｔｓ，见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Ｇ．

ＭｃＬｅｏｄ，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ｏｆＭｏｐｓｕｅｓｔ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ｐｐ．７５－７６．

西奥多过于小心谨慎的基督论的特点是基督的二性，参

见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Ｇ．ＭｃＬｅｏｄ，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ｏｆＭｏｐｓｕｅｓｔ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ｐｐ．４２－６３．

无论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还是奥古斯丁，其思想背景中

的柏拉图主义都是显而易见的。参见 Ａ．Ｈ．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Ｓｔ．Ａｕ
ｇｕｓｔｉｎｅ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ｍ，Ｒ．Ａ．Ｍａｒｋｕｓｅｄ．，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ｃｈｏｒ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２．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Ｄ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Ｉ．６，Ｊ．Ｐ．Ｍｉｇｎｅ，
ｅｄ．，ＰａｔｒｏｌｏｇｉａＬａｔｉｎａ，本文参考的为在线版本：ｈｔｔｐ：／／ｗｗｗ．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ｉｔ／ｌａｔｉｎｏ／，下同。

Ｉｂｉｄ．Ｉ．４１．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Ｓ．Ｓｃｈａｔｚｍａｎｔｒａｎｓ．，ＨｕｂｅｒｔｕｓＲ．Ｄｒｏｂｎｅｒ，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ｕｒｃｈ：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２００７，ｐ．４１４．



圣经诠释中的启示与理性

翰福音》的方法。既然凡人皆是属血气的，而属

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属灵的事情，那么，很自然有

一个问题：《约翰福音》的作者，或者默认为使

徒约翰，难道就不是人吗？当然是人，但是他已

经近乎神，或者说他是天使，传福音于世间。奥

古斯丁将约翰比作大山：“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

使民得享平安。”（诗７２：３）“大山”是如何得
享平安的？或者说约翰是如何领会属灵的事情

的？是因为他的海拔足够高，超过了群山，得以

上升到超越于创造物的层面：

他超越了地上所有的高山，超越了所有的天

层，他高于星辰之上，高于众天使的合唱团及万

军之上。因为若非他超越所有的受造物，就不能

达到对那万物借之而造者的认识。除非见到他所

达到的，你无法思考他所超越的。①

对 《约翰福音》的理解要求心灵上升的高

度，然而这超越于一切受造物的高度又岂是一般

人能达到的？那么，寻常的 《约翰福音》读者有

没有希望领会这部福音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奥古斯丁说，一方面，要用心灵的眼睛朝上看，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属人的意义上，而要借着高山

一般的 《约翰福音》的字面含义，尽量向上看：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诗１２１
∶１）另一方面，本身作为受造物的人，再怎样向
上举目，又怎能超越一切受造物呢？因而另外一

个重要的方面是要祈求主的帮助：

寻求造天地的主的帮助吧！因为诸山能够说

的也就是这样了，他们不能照亮 （启示）人，因

为他们自己也是被照亮 （启示）的。②

总的来说，领会 《约翰福音》的方法是：借

助圣人的言辞，迫使心灵向上，远离受造的属血

气的肉身，而尽量朝向属灵的方向，然后祈求神

的帮助。方法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的释经就顺

理成章地尽情发挥奥古斯丁所擅长的演说术的功

夫了。第８－１０节解释道与通常言辞的区别，也
无非是用一个释经的例子来提醒我们不要从字

面，也就是从属血气的方面去理解圣经上的话，

而要从属灵的方面去理解。通常的言辞转瞬即

逝，而道或圣言则是永恒的。

拉丁文通常用 Ｖｅｒｂｕｍ来翻译希腊文的 ｈｏ
ｌｏｇｏｓ，但是Ｖｅｒｂｕｍ只有语词的含义，而没有如
ｈｏｌｏｇｏｓ那样丰富的含义和深厚的希腊哲学背景。
因而用Ｖｅｒｂｕｍ转译 ｈｏｌｏｇｏｓ无疑丢失了很多丰

富的内涵。然而奥古斯丁在释经时只谈论道的关

涉到言辞方面的含义，而完全不理会 ｌｏｇｏｓ的丰
富内涵，给人造成一种只知 ｖｅｒｂｕｍ而不知 ｌｏｇｏｓ
的感觉。有人认为奥古斯丁不懂希腊文，③ 但是

我们所知道的是奥古斯丁不喜欢希腊文，④ 而不

喜欢并不意味着不懂。首先，奥古斯丁至少是学

过希腊文的；其次，他在 Ｄ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中强调过希腊文的重要性，在解释圣经的时候，

一些文字方面的障碍要通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

知识才能得到解决。⑤ 没有道理教导别人的事情

自己却不做到。⑥ 这种明显故意的忽略可以有两

种解释：其一是奥古斯丁讲道的对象可能多数文

化水平不是很高，甚至可能存在一部分文盲，为

了适应他们的接受能力，奥古斯丁便只就拉丁文

译本来发挥，而不去探讨其背后的希腊文语境；⑦

其二，这种故意的忽略也可能表达了奥古斯丁对

希腊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态度。⑧ 或者这

两个方面的因素兼而有之。在去除了 ｌｏｇｏｓ的丰
富内涵之后，ｖｅｒｂｕｍ可以单纯地作为一个指称耶
稣基督的符号。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Ｉｎ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ｕｍＪｏｈａｎｎｉｓｔｒａｃｔｕｓＩ．５，Ｊ．Ｐ．
Ｍｉｇｎｅ，ｅｄ．，ＰａｔｒｏｌｏｇｉａＬａｔｉｎａ引文为笔者从在线版本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ｉｔ／ｌａｔｉｎｏ／）的拉丁文译出，下同。

Ｉｂｉｄ．Ｉ．７．
ＢｒｏｏｋｅＦｏｓｓＷｅｓｔｃｏｔｔ，ＴｈｅＧｏｓｐｅｌ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ｔ．Ｊｏｈｎ：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ｔｅｘｔ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ｔｅｓ，Ｇｒ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ｓ：Ｅｅｒｄｍａｎｓ，
１９５４，ｐ．ｃｘｃｉ．

Ｓａｉｎ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１３，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ｄｗ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ｐ．１５
－１７．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Ｄ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ＩＩ．１６．
Ｉｂｉｄ．ＩＶ．５９．
奥古斯丁虽然强调熟悉圣经原文在解经时的好处，但是

并不排斥译本。既然上帝本身是不可言说的，但为了我们能够

认识，还是要利用我们自己的话语来指引永恒。一个人若已然

具足信望爱三德，那么就连圣经都是不需要的了。（见 Ｉｂｉｄ．Ｉ．
４３．）在这种认识下，文字仅仅是指引性的工具，那么圣经的翻
译自然就在情理之中。甚至对不同译本的研究对理解圣经也是

有帮助。（见Ｉｂｉｄ．ＩＩ．１７．）
奥古斯丁的思想受到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并且认为异教

的学问不但不妨碍对圣经的理解，如果善加利用，还会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圣经。（Ｉｂｉｄ．ＩＩ．２８．）在 《上帝之城》（ＤｅＣｉｖｉ
ｔａｔｅＤｅｉ）第八卷中阐明柏拉图的哲学是最接近基督宗教真理的，
但在那一卷中也同样提到柏拉图哲学的局限性，并且认为基督

宗教超越了所有哲学。（参见 ［古罗马］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驳异教徒 （上）》，吴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
２８１—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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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１２节则反对阿里乌主义关于 “道是

受造”的说法，指出既然万物都是借着道而造

的，而且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

的” （约１：３），那么道就不可能是受造的，否
则的话，道又是借着什么来造的呢？在１２节的
末尾又重申了一遍方法论的问题，但似乎为了矫

枉过正，这里强调理解经文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心灵对受造物的超越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

你不能理解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就请耐心等待你

的成长。这话就好比是干粮，人要先喝奶得滋

养，等到足够强壮时才能接受干粮。①

同奥利金一样，奥古斯丁也强调 《圣经》经

文具有字面含义和属灵的含义两层含义，并且都

将属灵的含义视为在真理性上更高的，也都强调

字面含义对于理解属灵含义的重要作用，字面含

义是上升到属灵含义的一个环节，只有理解了经

文属灵的含义，才算真正理解了经文。

要达到属灵的含义，需要一种灵魂转向的技

巧，要举目向上。然而，在奥利金看来，通过对

圣经的哲学式解读，人凭借理性是可以达到属灵

的含义的。但是在奥古斯丁看来，对属灵含义的

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除了循序渐进的修

行和举目向上的努力，还要祈求造物主的帮助。

对于奥古斯丁而言，属灵的含义是一个需要神的

恩典的奥迹。可以说，奥古斯丁的进路是从上而

下的：神通过道 （基督）而启示给使徒，使徒启

示给一般信徒。这种进路更加强调神的权威性，

在理解圣经时要祈求神的启示，而获得启示的人

则用符合理性的修辞学开导未获得直接启示的

人。而奥利金的方法偏向于通过人的理性自下而

上地理解神的奥秘。二者都重视理性，差别在于

理性相对于启示的优先性。

从释经的风格上来看，奥利金的行文当中充

斥着希腊哲学式的话语和概念，而对文法的分析

颇为敏锐和精妙。但是奥古斯丁不是很在意文法

方面的细节，也无意进行哲学思辨，其论证多是

通过引用圣经权威来达成的，而释经本身是一个

讲道的缘故，充满着修辞学家的雄辩演讲。

结　　语

德尔图良 （Ｔｅｒｔｕｌｌｉａｎｕｓ）在 《反异端的抗

辩》 （ＤｅＰｒａ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ｅＨａｅｒｅｔｉｃｏｒｕｍ）中反问道：
“雅典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 （７９）雅典和
耶路撒冷作为轴心时代的重要城市，在这里代表

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史类型。雅典代表了希腊

哲学的质疑和追问的传统，而耶路撒冷代表了希

伯来文明的因信称义的传统。甚至可以更宽泛地

说，两希文明各自表达了人类的两种追求真理的

态度，而所追求的真理也是不尽相同的，前者可

以说是哲学的真理，后者可以说是宗教的真理；

前者需要思辨的头脑，后者希求虔诚的信心。

《约翰福音》１∶１本身所反映出来的雅典和
耶路撒冷的双重背景的交织赋予了 《约翰福音》

以独一无二的特质，尤以开篇第一句最为超凡脱

俗，但是这一句在一神论传统的审视下又包含着

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就是 “道与神同在”和

“道就是神”两句表达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也

不妨看作是雅典和耶路撒冷在思想史上的相遇造

成的，《约翰福音》摆出了矛盾，但却不甚关注

解决矛盾。

奥利金和奥古斯丁在本文作为教父作家的代

表，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释经进路。奥利金想要调

和矛盾，其调和的工具即使不是柏拉图哲学，也

摆脱不了同柏拉图哲学的牵连。奥古斯丁的释经

进路则完全不同，他虽然继承了亚历山大里亚学

派的某些方面，但是在基本方法的层面是完全异

质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主张调和矛盾，也就是

在理性的层面消除矛盾，经文表面上的矛盾其实

并非矛盾，是人可以理解的。而奥古斯丁则保留

矛盾之间的张力，正是借着矛盾的地方，说明神

是完全超越于人的理智的。人所不理解的地方，

正是神的奥迹所在，而经由矛盾，才知晓神的超

越性，才需要寻求神的启示和恩典。

理性调和主义的进路在信仰和理解两者的关

系上似乎是以理解为先的，是以矛盾的消除达到

最终的理解。而消除矛盾的思想工具由希腊哲学

提供。而奥古斯丁虽然也非常重视哲学式的理

解，认为信仰寻求理解，但是始终以信仰为先。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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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施：善意、善物、善行

———对塞涅卡 “善施”内涵意蕴层面的阐释


刘海娟　李　萍

【摘要】何谓好慈善？古罗马慈善伦理思想家塞涅卡 （ＬｕｃｉｕｓＡｎｎａｅｕｓＳｅｎｅｃａ）提出只有 “善施”才是一种真正的好慈

善。所谓善施，包涵三个层面的意蕴：意向性层面 （善意）、介质性层面 （善物）和实践性层面 （善行）。通过对这三

个层面意蕴的解读，明确作为好慈善的精神本质是善意，物质载体是善物，道德实践是善行。可见，对于一个真正的

好慈善———善施而言，这三个层面缺一不可。

【关键词】善施；善意；善物；善行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９３－０８

　　现代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存在诸多争议，尤
其对慈善问题的关注，注重的是慈善的策略或效

力———慈善如何做得好？一般认为，这些研究都

从实践层面或者行为维度探讨了慈善做得好的实

践法则，但却忽视了这些实践性层面背后的理论

问题，即究竟什么才是好慈善？实际上，我们的

世界缺乏的不仅仅是慈善，更是能将 “我”联结

成 “我们”的好慈善。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和回应

能够为好慈善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理由。何谓好

慈善？古罗马慈善伦理思想家塞涅卡在 《善施

论》（Ｄ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ｉｓ）中提出，只有 “善施”才是

一种真正的好慈善。“那么什么是善施呢？它是

一个出于自发自愿意向的、给予快乐并在给予之

中享受快乐的善意行为……既指善意的行为，又

指善意行为所施与的东西，例如一笔钱，一栋房

子，一袭官袍。两者的名称一样，内涵和意义则

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善施包括三个层面意蕴：

意向性层面 （善意）、介质性层面 （善物）和实

践性层面 （善行）。在塞涅卡看来，提出这三个

层面的原因在于：一般常见的恩惠或礼物只能构

成善施的外在价值，出自于心智的善意构成了善

施的内在价值，而表达实践的善行则构成了善施

的目的价值。另外，ＪａｋｏｂＳＴＯＺｅｙｌ也曾提
出：塞涅卡首先从对立面阐释了日常所言的恩惠

并不是善施 （Ｂｅｎ１５．）；与此相对，从正面对
善施的心理逻辑层面之善意进一步探索 （Ｂｅｎ
Ｉ６．）；最后，如果将恩惠等同于善施，其作为
一种错误观点将掩盖了善施的精神实质，从而推

断出恩惠只能作为善施的物质载体。可见，Ｚｅｙｌ
提出了塞涅卡对善施界定的最为核心的两个部分

———善意与善物。但需要补充的是，除了物质载

体和精神层面之外，善施仍表现为一种实践行

为。

一、意向性层面———作为精神实质的善意

所谓意向性层面，是与人的心灵善 （或内在

善、精神善）相关的，是一种意图、愿望或意

志。所以，善施的意向性层面简而言之就是一种

善意。在塞涅卡看来，善意构成了善施的意向性

层面，作为发动善施行为的动力机制，成为善施

的精神实质。塞涅卡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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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善施的精神实质？

塞涅卡在界定什么是善施的精神实质时，并

非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受惠者着手，提出

值得其感谢的对象才是善施的精神实质。他列举

出一般可能出现的回应，即受惠者的感激可能指

向 “接受的金钱”、“执政官”、“祭司们”、“那

个行省”等。在他看来，这些并非是值得感激的

对象，只是所接受善施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并非

善施本身。之所以其并非是善施本身，是因为所

列举的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直接看得见、摸得着

的、可以剥夺、并且可以消失不见的东西。而善

施一旦执行之后，就很难消失。他举了两个实例

说明善施的本质，并非施与之物或行为后果。一

例是如果我从海盗那里赎回一个朋友，这显然就

是一次善施，然而此时这个朋友又被他的敌人抓

住之后送到了监牢里，这时似乎我对这个朋友的

善施行为消失不见了。实际并非如此，被剥夺或

者消失的只是朋友被我赎回之后所应享有的益处

或快乐等，这只是善施的行为后果，而非善施本

身。另一例是说假设我从灾难中抢救了一个小

孩，但是这个小孩后来因为瘟疫等不幸致死，是

否因为小孩的死去导致我所给予小孩的善施也一

并消失了呢？显然我对小孩的善施仍然存在。除

此之外，塞涅卡还列举了对荣耀本质的理解作为

比衬。他说将军可以向士兵授予很多荣耀，比如

“军人铁岭”、“城垒荣冠”、“市民荣冠”等，这

些荣耀最珍贵的并不是 “粉边的官服、法西斯大

棒、法官的席位和凯旋的战车”等所谓标志荣耀

的载体，而是荣耀本身值得珍视。所以他说：

“这些东西不是荣耀本身；它们只是荣耀的标志。

同样的道理，眼睛为之一亮的东西也不是善施本

身，而是善施的标志和痕迹。”① 因此，塞涅卡

概括说：“善施是不可能用手摸到的；善施的交

流乃是在心智之中发生的。善施本身与其物质形

式之间有巨大的差别。看成善施内容的，不是金

子或者银子，也不是任何被当做宝贝而接受的那

些东西，而毋宁是那施与恩惠之人的善意 （ｇｏｏｄ
ｗｉｌｌ）。”②

（二）为什么善意是善施的精神实质？

在塞涅卡看来，对于善施而言，真正有意义

的并非是善施所带来的行为后果，也不是因此而

付出的礼物，而是其背后的精神状态———善意。

如他所言：“善意不在于行为后果或者给出的礼

物，而在于行为人或者给予人的心智本身。”③

为什么善意被认定为善施的精神实质？在塞涅卡

看来，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如前面曾阐述芝

诺的观点，善意自身即为善，而礼物或行为后果

则是中立的。如他所言：“正是心理状态，它叫

细小的事物高尚起来，它叫昏暗的东西呈现光

泽，它叫煊赫而贵重的东西名声扫地；人们渴望

的那些东西，它们本身的属性是中立的，既不是

善也不是恶；真正有意义的是那决定它们的形式

的统治者 （心智）所赋予它们的目的。”④其二，

善意是不可数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更是不可剥

夺的；而礼物或者行为后果则是可数的、可以分

割的、更是可以剥夺的。正如塞涅卡举例祭祀神

明时所言：“取悦众神的也不是那祭祀用的牺牲

品，而不管它们是怎么的肥硕或者闪着金子的光

芒，叫众神喜欢的是敬拜者诚实和神圣的意

志。”⑤其三，衡量恩惠大小的并非是善物或善行

的大小，而是施惠者的善意。因为塞涅卡提出如

果善施取决于善物而并非善意，那么应该我们接

受到的善物越多，所获得的恩惠就应该越大。但

事实并非如此。他举例说有时礼物虽小但心意很

重。比如， “那人在 ‘精神上富比国王’，他施

与最少但满怀快乐，他在挂念我的贫穷时忘记了

他自己的贫穷，他不仅仅是有帮助的意愿，而是

有燃烧的激情，他在施与恩惠之时感觉就是在接

受恩惠，他在付出之时丝毫没有取得回报的想

法，而他在遇到回报之时也从未想到是他付出在

先，他走在街上就是要看看哪里需要帮助并要抓

住那个机会。”⑥可见，善物的大小并不能决定所

施与恩惠的大小，反而善意却能。因为善意反映

了施惠者自发自愿的心态。另外，也可补充从受

惠者的角度的理解，如果善物成为决定所接受恩

惠的量，那么受惠者在接受恩惠和回报感恩时就

应该直接回报以善物。但是塞涅卡并不赞成这

样，在他看来，“接受一个恩惠的时候满怀欢喜，

这就是对善施的首期回报”⑦。这种观点就证实

４９

①

③

②　 ［古罗马］塞涅卡：《道德和政治论文集·论恩惠》，

袁瑜译，第２６６页，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④⑤⑥⑦　 ［古罗马］塞涅卡： 《道德和政治论文集·论

恩惠》，袁瑜译，第２６７页，第２６７页，第２６７页，第２６８页，
第３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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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坚定善意作为善施的精神实质的看法，因为

欢欢喜喜作为受惠者善意的表达，与施惠者施与

恩惠的善意构成了平等的交往平台。

（三）善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最后，塞涅卡所理解的善意包含两个内容：

意图或意愿与好意。他说：“我们都要牢记：善

施必须首先是经由某种意图而给予我们的，其次

是经由某种好意而给予我们的……给我善施的人

必须不仅仅是给予，还必须有意地帮助。”① 其

一，塞涅卡所提及意图或意愿，表达的是善施行

为是出于意愿而非违反意愿。这可借鉴亚里士多

德对意愿行为的论证，他认为违反意愿的行为是

被迫的或出于无知。所谓被迫的，“在一般意义

上，初因在当事人自身之外且他对之完全无助的

行为就是被迫的……违反意愿的行为并不产生对

普遍的东西的无知 （这种无知受到人们的谴责），

而是产生于对个别的东西，即对行为的环境和对

象的无知”②。所谓无知，“是与所有这些个别方

面联系着的。对任何一件事，特别是对那些最重

要的东西，即行为的环境和后果无知，其行为就

是违反意愿的……出于意愿的行为就是行为的始

因在于了解行为的具体环境的当事者自身中的行

为”③。由此得出，善施是出于意愿的行为，不

可能是违反意愿的行为，或者不可能是出于被迫

或出于无知的行为。正如塞涅卡所言：“谁都可

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惠，但是没有人能够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施惠。”④ 如何出于意愿而行动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出于意愿的行为包含三个元素：

选择、考虑和希望⑤。这里的选择不仅像知识和

意见一样，包含着逻各斯与理智，而且也包含着

一种预先的或者在先的考虑，所以才说 “选择是

包含着在先的考虑的意愿的行为”⑥。所谓考虑，

亚里士多德认为考虑主要是针对选择的题材而

言。亚里士多德论述了选择的题材所具有的三个

相关特性：选择的题材不是我们能力以外的事

务，例如疯子或傻子所考虑的东西、永恒的宇宙

法则、必然或自然的变化、无规则性的变化、偶

尔或碰巧的事情、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人类事

务；选择的题材至关重要的是那些在能力范围之

内而又不确定、需要作出判断的事务；选择的题

材不是选择的最终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基于此，“既然所选择的是我们在考虑之后所期

求的东西，那么选择也就是经过考虑之后的、对

力所能及的事物的期望”⑦。这种期望就是针对

于目的而言的希望。希望区别于选择和考虑的

是，它是针对目的的，而实现目的的手段则是选

择和考虑的题材，并最终得出结论 “与手段有关

的行为就是根据选择而定的，就是出于意愿

的”⑧。正如塞涅卡自己所言：“所谓的善施，不

能是你被迫接受的什么东西。如此看来，它也就

不能违背你的意志而把义务强加给你。你首先必

须允许我又抉择的权利；然后才是施行你的恩

惠。”⑨ 其二，塞涅卡之所以强调 “好意”，这里

承接了这种出于意愿的行为既然是包含了主体的

一种期待、期望或希望，那么这种期待、期望或

希望就具有好的、或者善良的指向性。也就是

说，好意是在意愿基础上对目的的性质给予一个

好的、或善良的指定性。就像亚里士多德在指明

希望时，指出 “在一般或真正的意义上，所希望

的东西就是善；而每个个人所希望的则是对于他

显得善的东西”⑩。所以，塞涅卡指出：“不是源

于好意的东西是不可能成为善施的。有人帮了，

而他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对他没有义务。

有人在害我的时候帮了我———我会学他的样

的。”瑏瑡这里的好意不仅表达的一定的指向性，同

时也表达了其所包含的从容、乐意与高兴。正如

塞涅卡所言：“从一只乐意的手递来的礼物，与

那从一只没有办法带走更多东西的剩下的礼物相

比，要叫人高兴得多。”瑏瑢

总之，塞涅卡由此得出善施的第一个界

定瑏瑣。善施是一种出于善良意愿的行为，这种出

于意愿针对的是实现善施的手段，一方面表示善

施是在施受双方自发、自愿、自觉、自知的基础

上实施的行为，另一方面表示善施是经过理性选

５９

①

②

④

⑤

⑨

［古罗马］塞涅卡：《强者的温柔：塞涅卡伦理文选·

论恩惠》，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第２４６页。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６０、６２页，第６３、６４页。
⑧　 ［古罗马］塞涅卡：《强者的温柔：塞涅卡伦理文选

·论恩惠》，包利民等译，第２４６页，第２４８页。
⑥⑦⑩瑏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廖申白译，第６７页，第６７页，第６７页，第７２页，第７１页。
瑏瑢瑏瑣　 ［古罗马］塞涅卡： 《道德与政治论文集·论恩

惠》，袁瑜译，第２９９页，第２６８页，第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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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审慎考虑之后，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务的一

种期待行为。这种善良意愿 （好意）针对的是实

现善施的目的，表达对意愿行为的善良性质的目

的性和指向性。同时也表达了快乐。正是因为善

施的本质在于其出于善良意愿，所以与善物和善

行相比，善意才是善施的精神实质，成为推动善

施的行为动机。

二、介质性层面———作为物质载体的善物

所谓介质性层面，是存在于善施活动中的媒

介性物质层面，也就是所施与和所接受的实在内

容———善物，这个层面不同于善施的意向性层

面。介质性层面强调的是善施得以外显的实际表

现或物质载体，是善施的物质层面；而意向性层

面则属于善施的精神层面，决定着善施的实质和

始发。塞涅卡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证

成。

（一）可能形成善物的种类

塞涅卡区分了善意行为和善物的区别，认为

善施 “既指善意行为，又指善意行为所施与的东

西，例如一笔钱，一栋房子，一袭官袍。两者的

名称一样，内涵和意义则大相径庭”①。然而，

一般看来，善物无非就是金钱、礼物等。但在塞

涅卡看来，善物的类型很多，其实相当于我们常

说的恩惠，也即常常作为名词性的恩惠，表达的

是塞涅卡所言的善物之意。他提出，“我已经收

到善施了，但是无论如何不会更少了。长话短

说，一次善施也就是一次善施，但是用来施予恩

惠的方法既可以更好，又可以更多———也就是那

些表达仁慈之心的那些东西”②；再或 “一个人

伸出援手，另一个授予荣誉，第三个人则提供劝

慰”③。可见，作为善施物质载体的内容或者形

式很多。塞涅卡指出作为一个好人帮助人们的形

式很多，比如 “用金钱，用赞美，用影响，用建

议或者明智的教导”④。这些作为实际帮助的外

在形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米利亚姆·格里芬

（ＭｉｒｉａｍＧｒｉｆｆｉｎ）曾认为塞涅卡在这里区分了作
为好人 （善施者）可以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帮助，

借助金钱的慷慨，借助影响力或激发感恩的个人

服务，借助知识的建议 （或告慰），借助演说的

规劝戒律 （或明智教导）等。⑤ 另外，柏拉图也

提出了施惠布恩的方式有四种：“其发生或者通

过金钱援助、或者通过个人服务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ｅｒｖ
ｉｃｅ），或者借助知识，或者借助演讲。当一个人
帮助另一个处于困难中的人，使他免于所有因钱

而产生的焦虑时，他给予的就是金钱援助。当人

们碰到那些正在挨打的人，并救助他们时，其所

给予的就是个人服务。那些训练或治愈他人，或

传授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的人，就是借助知识布施

恩惠。而当人们进入法庭，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进

行辩护，代表他发表颇能打动人心的演讲时，他

就在通过演讲使其得利。因此，恩惠的给予或者

借助金钱或者个人服务，或者借助知识或演

讲。”⑥ 西塞罗也曾在 《论责任》一书中提出：

“表达善意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服务，一种是

送钱。”⑦ 可见，这里的善物并非我们惯常意义

的纯粹性物质，而是作为物质载体出现于善施之

中，从而构成了联结善意和善行的介质。

（二）善物之于善施的价值

除此之外，塞涅卡对善物的界定还可以从其

对报恩的两种形式中看出来：“那个在行动中体

现出来的善施，如果在接受它的时候心怀感激，

这也就是对它的回报。而另一个善施呢，它凝结

在那个物体上，它还没有得到它的回报，尽管我

们希望对它作出回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善意行

为回报了那善意行为；但是对那个物体呢，我们

还有未尽的义务。”⑧可见，善施的回报包含两

种：善意的回报和善物的回报。这显然也突出了

善物之于善施的价值。对善意的回报是善施的首

期、必要且完全的回报，而对善物的回报也并没

有被完全排斥在报恩之外，其可以以相仿的回报

出现。当然，善意的接受和回报之所以显得必要

而完全，在于善意是善施的精神实质；而善物之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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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⑤

⑥

⑦

③④⑧　 ［古罗马］塞涅卡：《道德与政治论文集·论恩

惠》，袁瑜译，第３１２－３１３页，第３２５－３２６页，第２５９－２６０
页，第３１３页。

［古罗马］塞涅卡：《强者的温柔：塞涅卡伦理文选·

论恩惠》，包利民等译，第２８４－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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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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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施：善意、善物、善行

所以不是必要的，在于善物是善施的外在表现或

物质载体。善物之于善施的价值表现为物质载

体，这主要是因为善物的可剥夺性而决定的。塞

涅卡在 《善施论》的第六卷在探讨善施能否被剥

夺时，认为善施是不可能被剥夺的，只有善物才

可以被剥夺。正如水手和航海、疾病和病人这二

者均不是一回事一样，善物和善施并非一回事。

如其所言：“有没有可能剥夺一份善施是一个问

题。有人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善施不是东西而

是行动。礼物是一回事，给予的行为又是一回

事；水手是一回事，航海的行为又是另一回事里

还有，尽管没有了疾病，病人就不是病人，但病

人和他的疾病还不是一回事。因此一次善施是一

回事，人们在受惠中接受的东西又是另一回

事。”① 其二，善物是有形的，是可以不断易手

的；但善施是无形的，而且从不可能会失效。所

以，“当你从任何人那里取走你已经给他的东西

时，你只是取走了善施的物质载体，而非善施本

身”②。其三，即使是自然女神，其可以停止继

续善施，但无法取走这些善施，一方面在于其不

可能完全记得所有施与之善物，另一方面，即使

记得取走的也只是善物，赐予人之善施犹存。由

此说明，善物即使可以易手，但善意依然会存

在。因此，“有些时候，我们不能长时间享用一

份善物，但是善施本身是不会因此消失的。即使

自然调集所有的力量来撤销自己的行动，也无法

做到。一个人的房子、钱和财产，以及所有可以

被称为 ‘善物’的东西，都是可以剥夺的，但是

善施本身却依然固定不动。没有力量能够抹煞施

惠者曾经施惠、受惠者曾经受惠这一事实”③。

塞涅卡在致卢齐利乌斯的第八封信 《论哲学家的

隐居》中，引用诗人普布里里乌斯的几句话，是

为了说明 “机遇带来的礼物不应被视作为我们的

财产：‘只要是觊觎得来，无论是什么都非你所

有。’…… ‘机遇带给你的并非真的属于你。’

…… ‘能给予的好处，也就能被拿走。’”④ 这句

话正也说明了作为物质载体的善物具有可剥夺性

的特征。可见，与善施本身比较，善物具有可剥

夺性，而善施本身则并不因为善物的剥夺而消

失。所以善物之于善施的价值，在于善物只是善

施的物质载体。

（三）物之于善物的可能性

根据斯多亚学派所坚持的道德中立论，塞涅

卡将财富、健康等视作中立的，也就是可善可恶

的。那么，这些物何以成为善物？塞涅卡提出：

“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别人吧！这样你就是最好

地利用了自己的财产，而且是真正地享用了它；

你对它们的所有权也就确定无疑，不可动摇，也

更为荣耀了。你认为你的使你富有和强大的财

富，你主要自己保留在手，就只不过是不起眼的

‘房子’、‘奴隶’和 ‘钱’；但当你把它给予别

人时，它就成了 ‘善物’了。”⑤可见，物并不是

因为物自身是善的，物之所以成为善物，在于物

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或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这

种发挥并不是一个人独享此物，而是将其分享。

而 “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别人”就意味着一种共

享的意识，当然这种共享的意识存在于善施的活

动之中，就会使得物尽其用。所以，善物最本质

的善并非存在于物体之中，而是存在于善 （分

享）的意识之中。另外，塞涅卡在致卢齐利乌斯

第九十二封信 《论幸福生活》中，也曾提及

“那么，对于它们而言什么是善的？只有当选择

它们时它才可能成为一个善的事物……因此，选

择整齐的着装是善的，而非整齐的着装本身；因

此善物并不是被选择的事物本身，而是选择的能

力”⑥。另一方面，善物的善性也存在于选择的

行为之中。总之，物之所以成为善物，并非物自

身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是因为存在有对物的分享

的善的意识和对物的选择的善的行为。由此，我

们可以说，人尽其责 （善意和善行），才使物尽

其用，才能成就善物。

（四）善物成为善施的必要条件

在塞涅卡看来，并非有了善物一定能够被称

为善施，能够成为善施必须具有两个方面的条

件。一方面善物必须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有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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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无法达到这个标准的。比如， “没有谁用

‘善施’这个字眼来描述一片面包，或者扔给乞

丐的一个铜钱，或者叫别人借到一点儿光亮。虽

然有的时候这些事情堪比那些最伟大的帮助，但

是它们毕竟事属琐细，就算是在必不可少的场

合，它们也没有太高的价值”①。可见，能够使

得善物成为善施的一部分，就要求这里的善物具

有一定的重要性，这里的重要性指向善物的质和

量两个方面的价值，无论在善物的质性方面，还

是在善物的数量方面，都不能太轻太少，因为太

轻太小就意味着没有太高的价值，这样的话，就

不可能称这些善物构成了善施的重要一环。另一

方面，善物的质和量的选择不是依据施惠者所拥

有的多少来定，而是为了受惠者的利益。也就是

说，“我所以行动，是为了我看中的那个受惠者

的利益，我必须认为他值得这次善施，而我也愿

意给予这个善物，给出这个礼物叫我感到快乐

———我们刚刚谈论的那些情况，没有一个有这些

内容，因为我们在出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接

受者的德行问题；我们只是随意而为，就好像它

无关紧要———那个礼物不是送给一个人，而是献

给人道”②。约翰·Ｍ．库伯 （ＪｏｈｎＭ．Ｃｏｏｐｅｒ）
和Ｊ．Ｆ．普罗科佩 （Ｊ．Ｆ．Ｐｒｏｃｏｐé）曾在注释
中指明，塞涅卡这一段说明了真正的善施包含的

重要因素。而这些是为了说明在原则上施惠者是

不会向他知道的忘恩负义之人进行善施。这就引

来开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对这种忘恩负义

之人，施惠者不会在任何事情上施与帮助，抑或

其不会给予忘恩负义者真正的善物？在他解释这

个问题时，首先解释了真正的善施所具有的两个

重要因素。因此，对业已明确的忘恩负义之人作

出一些细小的一般意义上的得体之举 （如根据请

求而指一条道路等），这算不得善施，所以塞涅

卡所坚持的原则并不排除这种做法。由此可见，

塞涅卡这里论述的主要是适用于面对业已明确的

忘恩负义者是否该施与何种善物。但实际上，只

有当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塞涅卡所言的善物

才能转化为善施。所以，约翰·Ｍ．库伯和 Ｊ．
Ｆ．普罗科佩也指出：“塞涅卡在其他章节给出了
进一步的信息，并开始说教他自己的哲学原理。

要想成其为善施，一个好的举动必须有其实质性

的内容———诸如向一个乞丐丢弃一枚硬币之类的

做法实在无足道也；并且它的实施必须是为了受

益者。”③

但是，只有善物这两个具体内容不可能完全

等同于善施，所以这两个条件只是作为构成善施

的必要条件。作为善施，除了善物之外，还需要

善意和善行。正如 “一个人有愿望，却还没帮我

是不够的；一个人帮了我，却没有这样的愿望，

也是不够的。设想一下有人想给我礼物，却还是

没有；是的，意图是有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得到

善施，因为善施的完成既需要具体的东西，也需

要意图”④。这表达了善意构成善施的重要价值。

另外，塞涅卡强调如果 “善施之中最为重要的两

个内容在此俨然不存———及时的行动和友好的初

衷”⑤，就不能成为善施。由此，塞涅卡认为，

善行作为善施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构成了善施

行为的道德目的。

三、实践性层面———作为合乎美德的善行

所谓实践性层面，作为善施的实现形态，主

要区分于物质性层面和精神性层面，指向的是人

的行为或活动。善施的实践性层面主要指向善

行。对善行的分析，塞涅卡主要论证了三点：善

行出自于人的心智之中，并与人的完善理性有

关，构成了善施的道德目的。

（一）善行出自于人的心智之中

塞涅卡十分强调这种善行出自于人的心智之

中，这种善行应该是 “一个自愿的善意行为

（ＢｅｎＩ．６１）。这个行为本身不同于它的载体，
即那个物质的帮助或者礼物———这些东西也可以

用 ‘恩惠’（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ｕｍ）这个词来指代，这不免
给人带来一些困惑；为了把两者清楚地区分出

来，他用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的一个故事来说明

这个界限 （ＢｅｎＩ８－９１．）”⑥。这里主要介绍

８９

①

②

④

［古罗马］塞涅卡：《道德和政治论文集·论恩惠》，袁

瑜译，第３８３页。
③⑤⑥　 ［古罗马］塞涅卡：《道德和政治论文集·论恩

惠》，袁瑜译，第３８３页，第２４８页，第３８３页，第２５２页。
［古罗马］塞涅卡：《强者的温柔：塞涅卡伦理文选·

论恩惠》，包利民等译，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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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苏格拉底的两个学生，埃斯基涅斯 （Ａｅ
ｓｃｈｉｎｅｓ）① 不同于亚希比德 （Ａｌｃｉｂｉａｄｅｓ）向苏格
拉定送上礼物的事情。亚希比德很富有，对苏格

拉底也很是慷慨，也有古罗马学者伊连 （Ａｅ
ｌｉａｎ）曾记述亚希比德试图向苏格拉底滥施其礼
物的故事 （Ｖａｒｉ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ＩＸ２９）。而埃斯基涅斯
则相反，因为很穷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东西送给

苏格拉底，所以他对苏格拉底说：“我没有任何

配得上你的礼物送给你，单从这一点看，我感到

我自己一无长物。就叫我把我拥有的唯一一件东

西送给你吧———这就是我自己。我恳求你，就尽

量收下这件礼物吧，而不管它的价值如何。你知

道，别的人尽管给了你很多的东西，他们留下了

更多的东西给自己。”② 苏格拉底认为这个礼物

远远超过了亚希比德的礼物，因为埃斯基涅斯是

倾尽所有，而亚希比德的慷慨精神不过是与他的

财富相称。因此苏格拉底回应道：“你送给我的

礼物，除了伟大之外还能是别的什么呢？我将尽

力做到回报你一个比我接受你时更好的你自

己。”③可见，伟大的善施并非是舍得给予善物，

而是出自于心智深处的善意和善行。

（二）善行与人的完善理性有关

塞涅卡认为善行也必然与人的理性有关。人

的理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理性，一种是完善

理性。这两种理性分别对应两种行为，自然理性

对应的是适当行为，完善理性对应的是正确行

为。斯多亚学派自芝诺开始，就在两类行为之间

作了清晰的区分：一种是对人们而言适当的、合

理的行为，可以称为适当行为 （Ｋａｔｈｅｋｏｎｔａ）；一
种是与人的有德性的行为，这种可称之为正确行

为 （Ｋａｔｏｒｔｈｏｍａｔａ）。“‘适当的行为’定义如下：
做事时要有合理的理由，而且合理性同行为者的

本性相联系。于是，动物也可以做出适当的行

为。与此相比，适当且另外是从行为者的德性倾

向中产生的行为被描述为 ‘正确的行为’。适当

行为与正确行为之间的区别对理解斯多亚学派关

于事物价值和生活目标的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非

常重要。”④ 适当行为在两种层面上描述：一种

对于人类而言一般适当的行为，比如关心个人的

健康、谋生、照顾自己的家庭、投身于政治活动

之中等；另一种是在具体的或一定的环境中适当

的行为，这种适当从普遍适当转化特殊适当，比

如残害自己在一般人类行为种是不适当或不合理

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作为特殊环境的结果又被

证明是适当或合理的行为。斯多亚学派所提及的

适当行为， “只是道德的基础。无论多么合理、

多么正当，任何行为都不是正确的，除非它来自

于一种德性的倾向。这显然是适当与正确的行为

之间的主要区别，而且，在考虑正确行为时，回

忆一下它们被定为适当行为的子集是至关重要

的：它们是 ‘完美的’、 ‘圆满的’适当行为。

我们的文献材料似乎强调一个正确行为 （它涵盖

了所有方面）的圆满性和产生行为的道德倾向的

坚定性。动机 （知道所做之事是为其自身的目的

而做）的本性也曾很重要。然而，关键之点在

于，只有一个彻底有德性的人才能做出正确行

为，而且只有聪明人才有德性，剩下的人，严格

来说，是傻子，充满了罪恶”⑤。显然，这种严

格意义上的道德二元论也深刻影响了塞涅卡，其

提出善施分为两类，一类是贤者的善施，一类是

普通人的善施。这两类善施的善行依据就是正确

行为和适当行为区别。然而，塞涅卡也明确了善

施 “是一个正当的行为，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叫它

不存在”⑥。这里 “正当的行为”拉丁文是 ｒｅｃｔｅ
ｆａｃｔｕｍ，它对应的希腊文是 χατορθωμα，这个词
在斯多亚学派理论中指的是一个完全合乎美德要

求的行为，这种正当的行为是为了正当的理性而

发生，并源于一种完全、永久的心智中的一种完

善理性状态，这种完善理性就是一种合乎美德的

状态。由此可见，塞涅卡所提及的善行是在合乎

美德的论域中阐释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善行是

９９

①

②

④

埃斯基涅斯 （Ａｅｓｃｈｉｎｅｓ）是腊肠匠卡里努 （Ｃｈａｒｉｎｕｓ）
的儿子。他是雅典公民，从小就非常勤奋。他从未离开过苏格

拉底；苏格拉底评价他说 “只有腊肠匠的儿子知道如何尊敬

我”。伊美多纽认为，是埃斯基涅斯，而不是克里同，在监狱里

建议苏格拉底逃走。无论如何，在埃斯基涅斯的对话中，有七

篇具有苏格拉底的特征：《米尔提亚得》 （Ｍｉｌｔｉａｄｅｓ），《卡利亚
斯》 （Ｃａｌｌｉａｓ）， 《阿克西俄库》 （Ａｘｉｏｃｈｕｓ）， 《阿丝帕希娅》
（Ａｓｐａｓｉａ），《阿尔基比亚德》、《特劳格》 （Ｔｅｌａｕｇｅｓ），《利农》
（Ｒｈｉｎｏｎ）。（参见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

（ＬｉｖｅｓｏｆＥｍｉｎ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ＩＩ．６０－６２．）》上卷，马永翔等译，
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③⑥　 ［古罗马］塞涅卡： 《道德和政治论文集·论恩

惠》，袁瑜译，第２６８页，第２６８页，第２６６页。
⑤　 ［美］大卫·福莱主编： 《劳特利奇哲学史 （十卷

本）·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第２卷，冯俊等译校，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８７页，第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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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的完善理性相关的，是一种德性的行为，虽

然普通人的善行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贤哲的善行，

其通过不断的努力，会不断接近完善理性。

另外，塞涅卡也十分支持赫卡顿 （Ｈｅｃａｔｏ）
的观点，因为赫卡顿也提出 “要达到道德上的完

美状态———实际上哪怕是接近那个完美状态，总

是需要一番艰辛努力”①。这种努力作为心智上

的努力，“不仅需要行动，而且需要理性的行动。

我们必须钟声遵从理性的指导；所有的事情，从

那最小的到那最大的事情，都必须遵循理性的指

引；而礼物之授受呢，也必须是根据理性建议的

方式来进行”②。具体而言，塞涅卡提出这种完

善理性的行为包含审慎的判断和适当的选择。其

一，审慎的判断是善行的前提。塞涅卡指出：

“善施本身包含着一个判断，去掉这个判断因素，

善施就不再成其为善施了。”③这种审慎的判断就

是经过理性判断和慎重选择，与盲目、随意、漫

不经心等相对立。“你要有你的审慎判断———随

便而漫不经心的礼物不会为你赢得任何人的

心。”④其二，适当的选择是善行得以继续的根

据。塞涅卡提出：“心智上的努力，如果没有凭

借适度与节制而体现为美德，那么它就没有什么

值得赞美———即使它有着良好的初衷；有鉴于

此，我所坚持的是，慷慨但不要挥霍。当一份善

意在理性的指导下，达到那与它相称的人，而不

是基于偶然或冲动胡乱碰到形形色色的每一个

人，这份善意就会被满怀喜悦地接受———实际上

是用张开的双手。”⑤可见，对于善施而言，完善

理性的善行不仅需要审慎的判断，也需要适当的

选择。当然，完善理性应该还包含有其他内容，

塞涅卡在这里只是突出强调这两点而已。

（三）善行构成了善施的道德目的

因为善行自身与完善理性的相关性，使得善

施的行为自身就足以构成了善施的道德目的。塞

涅卡提出：“如果你善施的行为本身即目的，你

就不会关注那些问题。一次善施，不论在什么环

境里，用什么方式来施行，它都是一次善施。不

错，对那些高尚的事物，我们追求它只是为了它

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虽然如此，即使不

是追求别的东西，我们还是要问做什么、什么时

候做以及怎么去做。正是这些考虑，叫这些行为

高尚起来。在选择我要施行恩惠的那个人时，我

是要叫我的行为真正成为善施，因为，如果它是

做给一个猥琐之人，这个行为就不能说是高尚，

并且也不能说是善施。”⑥可见，善施之所以合乎

美德的，最关键在于其以善施的行为本身为目

的。塞涅卡提出：“善施，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

我们施与，即使冒着一去不返的危险；在于我们

把它完全交给那个蒙受恩惠的人，听由他自己的

斟酌意见。”⑦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这种以

善行为目的的善施是不求回报的。塞涅卡提出：

“一个伟大而善良的心智，其标志就是施与恩惠

而不图回报，为了施惠而施惠，并去寻找那好人

———即使曾经遇到了坏人。……事实上，美德在

于施与恩惠而不问回报，尽管总有什么优异的人

物因为施行恩惠而马上获得利益。”⑧另一方面，

这种以善行为目的的善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的。

塞涅卡指出：“神对我们施行那最伟大、最为重

要的恩惠，而不会想到什么回报。他不需要我们

给予他任何东西，我们也不能够给予他任何东

西。如此说来，施行一个恩惠，它本身就是它存

在的目的。唯一要考虑的好处，是那受惠者要得

到的好处，在作出这个好处时，我们要把我们自

己的利益放到一边。”⑨

（责任编辑　任　之）

００１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古罗马］塞涅卡：《道德和政治论文

集·论恩惠》，袁瑜译，第２９６页，第２９６页，第２５９页，第
２７７页，第２７７页，第３６２页，第３２１页，第２５８页，第３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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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与经教之间

———朱子政治哲学中的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陈壁生

【摘要】宋代道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重新解释 《四书》，发明 《四书》义理以启发德性，同时又面对五经中的礼乐

思想。从教化的角度看朱子的政治哲学，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帝王方面，朱子的 “帝王之学”旨在

启发帝王的德性，以复兴致君于尧舜的儒家理想；在教化士大夫方面，朱子重新解释 《四书》，探求修德成圣之路，

以此塑造一个儒士的知识共同体；在教化庶民方面，朱子并不认为要对每一个人进行德性启蒙，而是通过对五经礼制

的损益，设立家礼、乡约，以教化一般百姓。

【关键词】朱熹；理教；经教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０１－０７

　　康有为于万木草堂纵论古今学术三大变云：
“两汉行孔学，三国、六朝行刘歆伪古学，自宋

至今，皆朱子学。”①康子从教化的角度，勾勒出

古今学术的迁变痕迹。朱子为唐宋转型之后的思

想巨子，自元至清数百年间，儒家义理的探讨，

生活方式的塑造，都与朱子密切相关。可以说，

朱子通过对儒学的重新解释，前瞻性地设计了传

统社会的政治与生活方式。今天要重新认识 “中

国”之近世社会，便必须首先探讨朱子这种设计

的利病。

中国学术至朱子，其重心完成了革命性的翻

转，即从五经之学向 《四书》之学转变。朱子合

四子之书而为之注，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义理系

统，再以 《四书》朱注之义理系统为标准而观五

经、注五经，经学为之一变。可以说，理学之要

在 《四书》，而经学之要在五经。然理学家亦注

五经，不过，《四书》与五经并非并列关系，而

是只有探明 《四书》之抽象义理，方可认识五经

之实学典章。因此，《四书》之学为宋学之真正

核心所在。

如果说五经之学是 “圣人之学”，那么，

《四书》之学则转化为 “学做圣人”之学。在教

化问题上，经教 （具体化为 “礼教”）偏重于建

立政治社会制度以塑造生活方式，理教偏重于先

觉者对后觉者的道德教化。汉宋之别，大要系于

此。经过朱子的转化，儒教理论，为之一变，而

其教天子、士大夫，启发德性，学做圣人，用理

教；而其教庶民，则损益经义，制为新法，是经

教。

一、理教：帝王之学

《庄子·天下篇》所云 “道术将为天下裂”

时代之后，德位分离，人主位居王侯，而德非圣

贤。是故帝王之学，为历代儒者所极为措意者。

盖人主操天下之权柄，为政治之中心，而每一个

人的现实生活，实质上都是政治生活。因此，如

何通过帝王之学，确定人主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位

置，遂成为儒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故孟子之说

梁惠王，诱之以王道；董仲舒劝汉武帝，建言以

尊五经。及至宋世，天下之学术变，而帝王之学

亦随之而变。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 （１１６２）六月，高宗内
禅，孝宗即位，时年三十三岁的朱熹上 《壬午应

诏封事》，大讲 “帝王之学”云：

窃以为圣躬虽未有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

熟讲也……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

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夫前者，义理所存，

１０１

 作者简介：陈壁生，广东潮阳人，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①　 ［清］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２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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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细毕照，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

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

二，辨黑白矣。①

此处朱子明以 《大学》之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说 “帝王之学”。在 《大学章句》中，朱子引

程子之言以补 “格物致知”之义曰：“所谓致知

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

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

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

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

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

也。”② 朱子之说 “帝王之学”，几乎是程子解

“格物致知”之普及版。其后，朱子向孝宗解释

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 “自古圣人

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并建言孝宗 “少留意

于此遗经”，然后再 “考之于六经之文，监之以

历代之迹，会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③。

帝王之学，不是参照古经中的圣王法度，以损益

礼乐而用之，而是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这是宋学断然迥异于汉学的地方。朱熹希

望帝王这一角色所做的，不是让帝王模仿圣王的

礼法去重新改革制度，而是帝王去学习圣人的心

性，使帝王本人的个人修养不断向古圣先王趋

近。如果帝王能够在学习圣王之心中不断提高德

性，那么 《论语》中所说的 “政者，正也”，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

等，便会自然实现。而要让帝王提高德性，关键

是找到学习做圣人的方法。在学习做圣人的道路

上，不管是君主还是凡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

通过 《四书》所建立起来的成圣之道。而此种

“《四书》 －五经－史书”之为学次第，不但适
用于一般士大夫之为学进德，而且适用于帝王。

细味朱子之语，所谓 “帝王之学”，除了

“应天下之务”诸虚言外，帝王之学的修德进路，

与一般士庶无别。其背后之预设，即是 “人皆可

以为尧舜”的观念。帝王作为人中之一，在心性

上与士庶是一致的，皆得之于天而备仁义礼智之

性，因此在个人修身进德上，圣凡无异，帝庶无

别。但是与一般人相比，帝王之特殊性在于其固

有的至尊之位。帝王之位，导致帝王之修身，比

其他人更为紧迫重要。淳熙十五年 （１１８８）十一
月，年已五十九的朱子上 《戊申封事》，其思想

愈成熟而其言辞愈深切，《封事》言天下之大本

与今日之急务，而论 “天下之大本”，仍然是帝

王之学。朱子云：

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天下之事

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

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

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

于正。④

把 “天下之大本”系于帝王之心，这才是真

正的 “帝王之学”的实际内容。帝王之位，为天

下之喉衿，故帝王之言行，为天下之方向。而帝

王之言行系于其心，故帝王之心，实为天下之?

'

，帝王之学，即在于规范帝王之心。朱子上书

痛陈 “今日之急务”者六事，即辅翼太子、选任

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

政，而后又强调：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在于陛下之一

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

期间，则虽欲惫心劳力以正乎六事者，亦将徒为

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故所谓天下

之大本者，又急务之最急而不可以少缓者。⑤

帝王是否 “心正”，直接决定了具体政务能

否施行，故比具体政务更为急切。而且，正因为

帝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无比

的重要性，故朱子讲学亦云：“天下事，须是人

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乃得。如一事八分是

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为宰相了做，亦做不

得。”⑥ 朱子把皇帝之心视为人之心腹，以天下

万事视为四肢、毛发，心腹有病则四肢毛发俱

病，所以，要使四肢毛发好起来，首先需要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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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全书》第６册，第２０页。
④⑤　 ［南宋］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

生朱文公文集》， 《朱子全书》第 ２０册，第５７２、５７３页，第
５９０、５９１页，第６０９页。

［南宋］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

全书》第１７册，第３５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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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起来。而心腹好起来的关键，即在于帝王自正

其心。可以说，在朱熹的思想中，所谓 “帝王之

学”，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正是因为通过此，

帝王才能在一念发动之时，便能觉察其为 “天

理”所驱，或者为 “人欲”所使，从而存充天

理，克灭人欲，使君主屏去私意，转而合于天下

之大公。由此应对万事万物，则无不得心应手。

在 《戊申封事》中，朱子还教训孝宗如何进

行德性的自我启蒙。朱子引用自己 “昨来面奏諸

子一节”云： “伏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

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邪？为人欲邪？果天理

也，则敬而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

耶，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

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

圣心洞然，中外融彻，而天下事将惟陛下所欲

为，无不如志矣！”① 这一节的思想来源，是

《论语·颜渊》中 “克己复礼为仁”一章，此章

被朱子视为孔子传颜回 “传授心法切要之言”②。

另，在 《朱子语类》中，有问：“或言今日之告

君者，皆能言 ‘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从何处

修起？必有其要。”朱子答道：“安得如此说？只

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讲一切私

底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以用

之。”③ 其意与 《戊申封事》相应。

在经学中，从来不相信现实中会有圣人存

在，经学之所以重要，前提是现实中没有圣人。

如果有新的圣人出现，则新圣必创立一代新法，

而旧五经之法不过明日黄花，已陈刍狗。因此，

只有在世无圣人的时代，才有必要通过解释五

经，寻索当世法度之价值来源。经学义理之中，

绝不认为圣人之出现可以是学习的结果，在帝王

问题上，一个帝王无论如何学习，也不可能超凡

入圣，成为新圣王。故董仲舒之 “天人三对”，

绝不劝时王学做圣王，因为一个继体守文之君，

绝不可能通过德性修行而优入圣域。惟因如此，

时王只有尊奉前圣规定的价值与制作的义理去改

造现实政治，把无道的天下变成有道的天下。而

程、朱诸儒通过对理气心性诸概念的重新解释，

导向 “圣人可学而至”，对一般人而言，固然激

励了他们希贤希圣的信念，而程朱也相信，每一

个人通过学习，都可以趋近乃至于达到圣人之境

界，那么时王也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道

德自信，同样达到圣王的程度。宋儒之 “圣人可

学而至”，施之于帝王，一方面，固然可能唤起

帝王的自省意识，让其在内在德性的自修中，实

现精神之超越；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相信帝

王可以通过 《四书》的 “圣人之学”而修身进

德为君子、圣人，却忽略了五经之中的 “圣人之

法”及其背后的种种预试，以重新考虑圣王之法

转化为制度建构的可能性。

二、天理与儒生集团

宋学因其对五经进行四书化的理解，通过五

经求圣人之心而不求圣人之法，遂致其对于宋明

之后皇纲政制之大改革，建树甚微，而且，宋学

也未曾将得位的时王教化成圣以为新一代圣王。

然而宋学塑造华夏七百年政治社会，亦有其不可

磨灭之功绩。宋明理学提出之进德成圣之路，使

天理之下，众生平等，每一个人皆能通过 《四

书》这一入德之阶梯，成圣之宝筏，修炼自己的

道德。在此基础上，华夏数百年天下始有明确而

统一的价值世界。宋明清之世，人口增加，社会

发育，宋明之学虽不能建设一种好政治，但却营

造了一个好社会。其中包括通过建立书院制度，

形成儒教士共同体，通过制定家礼、宗族制度建

立血缘共同体，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建立地缘共

同体，又通过民俗、说书、戏曲等诸种形式，把

儒学观念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共同体的

相同特征，都是有一定的自治性质，都能使生活

于其中的人们形成一套更好的、有礼义生活方

式。

宋学所进行的是一场德性启蒙，理论上说，

这种德性启蒙针对并适用于一切人，但是在现实

生活中，则有天然的 “启蒙限度”。程、朱从人

天生具有仁义礼智之性出发，把人引向 “圣人可

学而至”的学习圣人进德修身过程。他们的理论

基础是 “性善”与 “人皆可以为尧舜”，并用理

３０１

①

②

③

［南宋］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校点： 《晦庵先生朱

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２０册，第５９７页。
［南宋］朱熹撰，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朱

子全书》第６册，第１６８页。
［南宋］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

全书》第１７册，第３５１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气心性等概念为之进行形而上的论证。从理论上

说， “人”指普遍性的一切人，人性之本一致，

皆至善。现实生活的个体人内在地具有完满之

性，故无限可塑，“尽性”而后可至于圣。但是

绝不能忽略的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个体具有德

性之自觉。朱子 《大学章句》下解释道：“子程

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

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

而 《论》、 《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

庶乎其不差矣。”① 要尽性，首先要 “入德”，而

作为 “入德之门”的 《大学》，所提倡的入德之

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理论上，一切人都

可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但实际上，能够自觉地

“格物穷理”，也即有德性之自觉的，决不是一般

的庶民，而是读书人，尤其是士大夫。

朱子之解 《大学》八条目，最核心者为

“格物”。《大学》“致知在格物”，朱注云：“格，

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

不到也。”② 《大学》“物格而后知至”，朱注云：

“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

之所知无不尽也。”③是 “格物”即在于穷理，而

“物”之义，非如今之谓 “物体”，而实为具体

生活中之万事万物。程朱皆以为，万事万物，一

草一木皆有理，而格物便是去格此万事万物，以

穷其背后之理。朱子有云：“虽一草一木亦有理

存焉。一草一木，岂可不格。如麻麦稻梁，甚时

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

种某物，亦皆有理。”④ 如此之说，则仿佛老农

种地，亦有格物致知。但格物并非简单的即物而

见其理，而是要有自觉的 “致知”，致知的前提，

是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穷至”

与 “极处”，便不是简单地知其然，而是知其所

以然。故程朱解 “格物”， “穷”字极切要。如

朱子答文振问便云：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皆人所不能无者。但学者须要穷格得尽。事父

母，则当尽其孝；处兄弟，当尽其友。如此之

类，须是要见得尽。若有一毫不尽，便是穷格不

至也。”⑤又云：“遇事接物之间，各须一一去理

会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会，粗底又放过了；大

底去理会，小底又不问了。如此，终是有欠缺。

但随事遇物，皆一一去穷极，自然分明。”⑥这样

的格物，所至之处并非事物之现象，而是事物之

本质。如老农通过观察与经验而知土地之厚薄，

禾稻之耕收，便不是真正的 “格物穷理”。能够

真正对万事万物 “格物穷理”者，必为读书人，

只有读书人通过老师、书本的教育而唤起道德心

的自觉，才能去 “格物穷理”。

宋儒以天理进行教化，只能局限于读书人，

不能及于庶民，此为现实所使然，而非理论之结

果。 《论语·泰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程子 《遗书》云：“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

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可封也。盖

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⑦

朱子亦云：“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

使之知其所以然也。”⑧程子之意，圣人之教化，

欲家喻户晓而不得，不能启发每一个人之德性，

故言 “由之”。而朱子之意，则更进一步以为庶

民不可能也不必要知道 “理之所以然”，而只需

要营造 “理之当然”，即符合天理之制度环境、

生活方式，而庶民顺之而行则可。由此可见，

程、朱之学，通过解释 《大学》，抹平了人性的

自然差别，在形而上层面上，将天下所有人的内

在德性逼到了同一条底线上，却又通过 《大学》，

遴选出少数有志于道德事业的精英分子，这正是

程、朱之学在教化问题上的精妙绝伦之处。这批

有志于道德事业的儒生，成为 “道统”的继承者

与发扬者，在自元至清数百年间，作为 “道”的

载体，上教君王，下化民庶。

朱子之后，阳明之学对朱子之学的最大突

破，正在于将朱子之教化对象，由读书人而普遍

化至于一般庶民。宋世象山之易简工夫，终至明

代阳明之良知之说。《传习录》中载：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 “游何

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 “你

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又

一日，董梦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

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 “见满街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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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⑦

②③⑧　 ［南宋］朱熹撰、徐德明校点： 《四书章句集

注》， 《朱子全书》第６册，第１６页，第１７页，第１７页，第
１３４页。

⑤⑥　 ［南宋］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 《朱子语类》，

《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６３３页，第４６４页，第４６６页。
［北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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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圣人。”先生曰： “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

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

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①

“满街都是圣人”为阳明学派之新基础，而

“做得个愚夫愚妇”则为阳明学派教化之新心态。

焦循 《良知论》对比朱子、阳明之学云：“余谓

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

教天下之小人……至若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

然，诵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

二读书之士能之，未可执颛愚顽梗者而强之也。

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

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② 此语精当无伦。

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亦云：“朱子之学，为士人

说法。陆子之学，人人皆可，学王学亦然。”③

程朱之学在理论上打开了一切人走向圣人的大

门，却又用 “格物穷理”，把这个入德之门建在

普通民庶难以企及的高墙之上，只有那些 “志于

道”者才能获得进入的资格。而王阳明则将这个

入德之门重新建在平地上，建到每个人内心的

“诚意正心”之中，遂致 “满街都是圣人”，所

有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获得准入资格。此二者之最

大不同，在于程朱之教化读书之士，尚须读书，

才能成德，所读之书，五经不可或缺；而阳明可

以直接教化庶民，启发良知，则五经之学，反而

无用矣。

三、经教：士大夫之 “外王”学

程、朱理学之教士大夫，是以 《四书》为中

心进行德性启蒙，而其教天下民庶，则是改制立

法，损益礼乐，制作家礼、乡约，通过礼乐重

建，使道德在一般庶民生活中成为日用而不知的

纲常伦纪。此宋儒在 “外王”方面之最大贡献，

而影响中华数百年社会生活者也。蒙文通先生

《宋明之社会设计》有云： “汉儒言政，精意于

政治制度者多，究心于社会事业者少。宋儒则反

是，于政、刑、兵、赋之事，谓 ‘在治人不在治

法’。其论史于钱、谷、兵、刑之故，亦谓 ‘则

有司存’，而谆谆于社会教养之道。”④ 教与化通

用而微有别。教存乎人与人之间，先觉觉后觉，

觉而知之，知而行之，师弟子义理相授受，是教

也，非化也。化则存乎人与礼法之间，人不自觉

而自然行，如一时代之人共遵一时代之礼法而行

之，伦常在于日用而不自知，此化也，非教也。

教化之真谛，在于建立礼乐制度，以安顿共同体

生活，使道德入乎其心，见于其行，而行者皆以

为自然如此，不必事事寻求为何如此，此即 “民

可使由之”之大义也。任何社会，皆是极少数人

从事教化，大多数人终日谋生。政治之优劣，即

在于能否建立或容许建立纲纪，使大多数人生活

于其中，日迁于善而不自知。汉唐五经之教化，

重于化；宋明 《四书》之教化，重于教。而宋明

之学又有重于化者，即制作家礼乡约之类也。制

作家礼乡约之实质，即为社会之宗族、乡党立

法，使宗族、乡党成为稳定的血缘、地缘共同

体。

家礼之制作，自司马光 《书仪》、程颐唱于

前，朱子 《家礼》成于后，遂大行于天下。朱子

《家礼序》云：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

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者，其本也。冠婚

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⑤ 是言家礼之本，

在于使一家之人，守父子兄弟夫妇名分，崇其天

然之爱敬。而其礼，则在于冠、昏、丧、祭四

礼。朱子又言其制作之原因曰：“三代之际，《礼

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

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⑥损益礼乐以适宜于

今，为朱子一向之立场。但是，损益古礼，要有

标准。以经学眼光言之，圣人立万世之法，而贤

者据其法而制一时之宜。朱子从不敢以圣人自

居，家礼制作，必据前圣典章而损益之。五经之

中，涉及社会生活之礼乐最切合者，在于 《仪

礼》，而且，宋人以 《礼经》即 《仪礼》。自皇

汉独崇五经以来，所尊之经，代有不同。两汉之

尊五经，中心为 《春秋》大义；汉唐之间之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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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王阳明： 《传习录下》，吴光主编： 《王阳明全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１６页。
［清］焦循著、刘建臻点校：《雕菰楼集》，《焦循诗文

集》，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４页。
［清］康有为：《南海师承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第２册，第２５３页。
蒙文通： 《儒学五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１３１页。
⑥　 ［南宋］朱熹撰，王燕均、王光照校点： 《家礼》，

《朱子全书》第７册，第８７３页，第８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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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主要为 《周官》典礼；而宋世之经学致用，

要在 《仪礼》。盖 《仪礼》之冠、昏、丧、祭诸

礼仪，非如 《春秋》、 《周官》之必施于邦国，

而可以行于一家，正应当时社会重振礼乐之需要

也。

朱子之前，二程、张载、司马光于家礼皆有

论说。而朱子之制作，远法 《仪礼》，近从司马

氏 《书仪》。朱子议论前人所修家礼有云： “横

渠所制礼，多不本诸 《仪礼》，有自杜撰处。如

温公，却是本诸 《仪礼》，最为适古今之宜。”①

由此可见，朱子心目中，一时之礼必以经典为标

准，不可自加杜撰。朱子又云：“二程与横渠多

是古礼，温公大概本 《仪礼》，而参以今之可行

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八

分好。”②朱子之赞司马光 《书仪》，皆言其 “本

《仪礼》”，正因如此，朱子 《家礼》，取于温公

《书仪》处最多。清人汪祁为 《书仪》作跋亦

云：“《书仪》为温公考诸 《仪礼》，通以后世可

行者。文公定 《家礼》，于冠礼多取之，婚与丧

祭，参用不一。”③

朱子 《家礼》对后世影响最巨者，在于沿温

公之例而定祠堂之制，使祠堂成为庶民礼乐生活

之中心。自此，社会领域之士大夫、一般庶民生

活，终能依赖血缘关系紧密团结而实现自治。宋

世家庙之制，本甚为混乱。有设祠馆于墓前者，

沈括 《苏州清流山钱氏奉祠堂记》言钱僧孺之事

云：“姑苏钱君僧孺将谋葬其亲，而筑馆于其侧，

岁时率其子弟族人祭拜其间。凡家有冠婚大事，

则即而谋焉。”④ 有于墓前建亭者，苏洵设亭于

祖先墓园，其 《苏氏族谱亭记》云：“乃作 《苏

氏族谱》，立亭于高祖墓茔之西南而刻石焉。既

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

少而孤则老者字之，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而不

然者，族人之所共诮让也。’”⑤ 其祠馆、墓亭，

皆不但为祭祀所用，而且冠婚大事，必即而谋，

则实有联结一族，教行礼乐之意存焉。虽司马氏

《书仪》之礼制详备，士大夫家庙尚称 “影堂”，

至朱子始定为 “祠堂”。

祠堂之制，本在祭祀部分，温公 《书仪》，

列于祭礼。而朱子 《家礼》，则将其提到开篇之

《通礼》。朱子云：

此章本合在 《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

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

传世之本也。故特着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

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

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

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

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⑥

宗族的建立，以其有共同的祖先，而祭祀祖

先之所，则是一个宗族内部的公共空间。祖先祭

祀，一方面是道德上的报本反始、尊祖敬宗，一

方面是现实生活中的和睦族人，使族人患难相

恤、生死相救。因此，立祖先祭祀之所，是确定

一宗族之心脏，此朱子所谓冠祠堂之制于篇首是

“先立其大”者也。人生普遍之礼有冠、昏、丧、

祭，而四礼之行，皆与祠堂有密切关系。冠礼，

“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⑦。礼之末， “主人

以冠者见于祠堂”⑧。婚礼有六，凡纳采、亲迎、

庙见，皆须告于祠堂，见于祠堂。丧礼之纎，奉

新主入祠堂。祭礼更不待言而明。是故祠堂之

立，而诸礼皆可行也。

朱子之 《家礼》，宋以后大行于天下，尤其

是南方地区。实行家礼的地方，皆能收宗族，睦

族人，崇孝敬，厚风俗。本来，立家庙，行礼

乐，为古代卿士以上地位者之家事。而自明代以

后，《家礼》流行，虽民庶人家，也能尊祖敬宗，

行冠、昏、丧、祭之礼。尤其是明代以后，东南

沿海多省常以宗族为单位建立自然聚落，祠堂之

制，遍及乡村，而冠昏丧祭，行于民庶，此朱子

教化之功也。

如果说家礼使一家之人，联结为一血缘共同

体，那么乡约则旨在促成无血缘关系而同居乡党

之人，联结成为一地缘共同体。乡约始创于陕西

蓝田吕氏兄弟，吕大忠在其兄弟吕大钧所作 《乡

６０１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南宋］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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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沈括：《苏州清流山钱氏奉祠馆记》， 《长兴

集》卷第二十二，《四部丛刊》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２４年。
［北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 《苏氏族谱亭

记》，《嘉佑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９１
页。

⑦⑧　 ［南宋］朱熹撰，王燕均、王光照校点：《家礼》，

《朱子全书》第７册，第８７５页，第８８９页，第８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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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最后言制作之意曰：“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

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

同，不可一日而无之。”① 是将乡党关系，比喻

成一身之手足，一家之兄弟。而其善恶利害相

同，必不如兄弟、手足骨肉之亲，故乡党邻里之

家与家之间关系，更像是朋友之间。吕氏 《乡

约》有四事，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

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邻里乡党之人，本

无兄弟骨肉之亲，惟朝夕相处，生死可以相救，

患难可以相恤。故可以 “乡约”的形式，构建一

种共同生活方式。

吕氏 《乡约》之后，朱子又以之为基础而作

《增损吕氏乡约》，其主要修改者，一在更加明确

主事人，即约正的责任；二在 “礼俗相交”部

分，朱子将吕氏模糊言之的乡村基本礼俗做更明

确的规定。朱子新增内容曰：“礼俗之交，一曰

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

庆吊赠遗。”② 两 《乡约》比较，朱子更重礼，

朱子的修改，包含了一乡生活之基本礼俗。

吕氏、朱子之 《乡约》，主要针对非血缘关

系之乡村聚落，将没有血缘关系，但有共同生活

的人群塑造成一个地缘性的道德共同体。《乡约》

规范中的乡村聚落，最基本特征是乡村自治。例

如 “过失相规”部分，凡酗、博、斗、讼，行止

?违，行不恭逊，言不忠信，造言诬毁，营私太

甚，皆属 “犯义之过”。交非其人，游戏怠惰，

动作无仪，临事不恪，用度不节，皆是 “不修之

过”，这些过失，“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

诫”③。违反乡约的惩罚机制，并非如国家法律

一样针对其人身、财产进行惩罚，而是将其过失

公诸于众，讨论之后记载在册，以俟其自改。同

时，乡约之目的，又绝不止于乡村自治，而是塑

造道德共同体，塑造良善风俗，塑造符合礼义的

生活方式，此即儒家所谓教化。凡治庶民，通过

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其安居乐业，养生送死，这

只是 “养”，是最基本的要求。而更主要的是使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道德，有尊严，此则赖乎

“教”。

凡家礼、乡约一类，为宋明之世儒者 “外

王”之学，而最主要的效果是实现社会自治与社

会教化，简言之，即塑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宋

代之后，庶民之聚合，不外血缘与地缘，而家礼

正是立宗族之法以构建血缘共同体，乡约正是立

乡党之法以构建地缘共同体。宋世大儒之教弟

子，教帝王，皆教其发明本性之善，格物致知，

启蒙德性。而其教庶民，则是为社会共同体立

法。前者为理学，其要在于 《四书》；后者本于

经学，其据在于五经，尤以 《仪礼》为要。儒教

本以孝悌为本，而要对天下士大夫乃至老百姓进

行孝悌教化，并非要家至日见，让每一个人去

“格物”，格孝悌而行孝悌，而是通过立宗族、乡

里之法，使每一个人生活在宗族、乡党中，行孝

悌仁义而不自知。可以说，宋儒因其对五经进行

《四书》化之解读，导致其对大共同体———天下

国家之皇纲政制的改良，并无大补；而也正因为

宋学之重心转向发明个人内在德性，培养出新的

士大夫阶层，他们以其德性，发而为社会团体制

定规则，为宗族、乡党等小共同体立法，使天下

士大夫乃至普通民庶，皆能敬宗返本，慎终追

远，践行礼乐，此为宋学对中国文明影响之最深

最巨者也。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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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５６７页。
［南宋］朱熹撰，戴扬本、曾抗美校点： 《晦庵先生朱

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２４册，第３５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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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

———兼论刘宗周、黄宗羲是甘泉后学

周仍乐　周炽成

【摘要】湛甘泉与王阳明既是朋友，也是对手。从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可见两家关系之错综复杂。作

为浙人的甘泉后学刘宗周和黄宗羲，既受阳明学的影响，也受甘泉学的影响，但学界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从甘泉

学脉来看这一对师生，对他们会有新的定位。针对同门对阳明学的批评，黄宗羲确实经常进行反批评。但我们不能说，

甘泉学在晚明已完全与阳明学合流，从而失去独立性。从刘、黄二人以及其他甘门人士的作为，我们不难看出甘泉学

在中、晚明的影响。

【关键词】甘泉后学；阳明学；刘宗周；黄宗羲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０８－０５

　　黄宗羲对明学有两种很有影响的说法，其一
是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

大”①，另一是甘泉 “与阳明分主教事”②。他在

这两种说法中都充分肯定了阳明与甘泉对明学的

重要贡献，但却常常对甘泉后学批评阳明学进行

反批评。吊诡的是，若按师承关系来说 （甘泉

———唐枢———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

黄宗羲也是甘泉后学！这样，他的反批评就颇为

复杂了。在本文中，我们将考察曾经与阳明分主

天下 “教事”的湛甘泉之后学是如何看待阳明学

的，由此展现两家错综复杂的关系。站在学术的

立场，我们会实事求是地看待黄宗羲这位倾向阳

明学的甘泉后学的观点，如发现他有偏颇之处，

也会不客气地予以批评。

一

甘泉后学与阳明学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涉

及到甘泉与阳明二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是

“一见定交”③的朋友，也是 “分主教事”的对

手。具体言之，在早年，甘泉更多地把阳明看作

朋友；在中年，他与阳明保持很深的友谊，但也

有很多争辩；在晚年，面对阳明学影响越来越

大，他有时强调自己与阳明的分歧以突出自己学

说的特色，但有时也调和两家，如他在阳明的墓

志铭中写到： “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

以言其交用则同也。”④当然，这种调和不一定能

成功，黄宗羲即言两人之学 “是终不可强之使合

也”⑤。但 “调和说”对甘泉后学肯定是有影响

的，由唐枢可证之。

唐枢，字惟中，号一盭，甘泉一传弟子。唐

枢仿甘泉 《心性图说》著有 《真心图说》，且在

其中指出 “真心即是良知”⑥，故黄宗羲认为他

“于甘泉……阳明……两存而精究之。卒标 ‘讨

真心’……然真心即良知也，讨即致也，于王学

尤近”⑦。黄宗羲说唐枢 “两存”可以，但 “讨

即致”，则非也。其实，他自己就指出 “致”与

“讨”有不同——— “致之，则工夫在本体之后

……讨之，则工夫在本体之先”⑧。黄宗羲上述

自相矛盾的说法倒显示了他刻意肯定唐、王二学

“尤近”之心态。不过，如果考虑到倾向阳明学

的他正是唐枢之后学，那么他的 “刻意”倒可同

时避开对师说与阳明学的批评。而对甘泉后学吕

怀，他就没有这么 “刻意”了。

吕怀，字汝德，号巾石，甘泉一传弟子。他

也主 “两存”： “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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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气质。学问不从这上著脚……只是虚弄精

神，工夫都无着落。”① 表面上，吕怀强调 “变

化气质”，批评 “虚弄精神者”而非阳明。但

“虚弄精神”是明人批评阳明学的常见观点 （见

下文），故其说就多少有暗含批评阳明学之嫌。

或因此，黄宗羲批评其说：“离性于气质，总由

看习不清楚耳。”②然他还是认可吕怀之强调 “功

（工）夫”的，如他认可甘泉后学何迁之说。

何迁，字益之，号吉阳，甘泉一传弟子。他

十分强调 “功夫”，并认为 “阳明之学……嗣后

一传百讹……不假学力……由是继之以畔。夫良

知曰致……非百倍其功不可入”③。但他只批评

阳明后学，而不像吕怀那样有暗含批评阳明学之

嫌。这得到了黄宗羲的认可：“其疏通阳明之学

……亦中流之一壶也。”④为学强调 “功夫”，可

说是甘泉学的一个传统，在甘泉后学中也多见。

如甘泉后学蔡汝楠也如是。

蔡汝楠，字子木，号白石，甘泉一传弟子。

他认为 “良知天理之学……人往往作口耳知解

……圣人发蒙在亨行时中，要之良知天理，可亨

之道也”⑤。蔡汝楠的批评与 “亨行时中”之

“功夫说”都颇为含糊。或鉴于此，黄宗羲对其

说竟没有任何评论。不过，黄宗羲并非对任何含

糊之说都这么客气，如他对甘泉后学洪垣之说。

洪垣，字峻之，号觉山，甘泉一传弟子。他

的观点比较复杂：“阳明公之言……似倚于微而

无上天之载，失之倚……甘泉公……乃大揭……

中正之语……似又倚于显而有处，失之倚……显

之失，尚有规矩可循，微之失，则渐入于放而荡

矣。”⑥洪垣这种以甘泉学 “救弊”阳明学而又引

发新流弊的说法相当含糊。而他 “显之失”之言

更是有抬高甘泉学以贬低阳明学的嫌疑，故黄宗

羲针锋相对地反批评他：“以随处体认……未免

倚之于显……以致良知似倚于微……为不足恃

……则倚之于显……得无自相矛盾乎？”⑦黄宗羲

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但他对许孚远的 “自相矛

盾”却视而不见。

许孚远，字孟仲，号敬盭，唐枢一传弟子。

他曾与周汝登论辩 “无善无恶说”且偏袒阳明，

认为 “‘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盖指其 （良

知）未发廓然寂然者”⑧。而周汝登的反驳可谓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无善无恶心之体’一

语，既指未发廓然寂然处言之，已发后岂有二

耶？……夫自生矛盾……不可也。”⑨但黄宗羲对

此却反批评周汝登：“竟以性为无善无恶，失却

阳明之意。”瑏瑠 “无善无恶心之体”毕竟是阳明之

说，故黄宗羲此言难免有失偏颇。而他对许孚远

的宽容，恐怕多是出对师公的尊重。至于老师的

同门冯从吾，他就不得不更为委婉地 “尊重”

了，因为冯从吾是明确批评阳明学的。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许孚远一传弟

子。他不但批评阳明 “以 ‘无善无恶为心之

体’，翻孟子性善之案，堕告子无善无不善、佛

氏无净无垢之病”瑏瑡，而且还认为 “近世……病

猖狂者什九，皆起于为 ‘无善无恶之说’所

误”瑏瑢。奇怪的是，黄宗羲在冯从吾的学案中无

上述批评之任何引录与反批评，但辗转到周汝登

的学案却反批评：“后来顾泾阳、冯少墟皆以无

善无恶一言，排摘阳明，岂知与阳明绝无干

与！”瑏瑣阳明之说毕竟含有 “无善无恶一言”，怎

能说 “与阳明绝无干与”呢？不过，在晚明，总

体上反对 “无善无恶说”的声音比支持它的声音

大得多瑏瑤。故或鉴于同门身份与时风，黄宗羲对

冯从吾的批评相当 “迂回”。而他对王道的批评

就直接多了。

王道，字纯甫，号顺渠，甘泉一传弟子。他

明确批评 “阳明先生……固存省之一法……是几

于执一而废百矣”瑏瑥。但黄宗羲却认为 “此在门

弟子之失，而以加之阳明，不受也”瑏瑦。他还指

出王道是湛、王两家的 “边缘人”： “先生初学

于阳明……又从学甘泉，其学亦非师门之旨，今

姑附于甘泉之下。”瑏瑧这样，王道的批评之意义，

无疑在甘泉后学中大打折扣。不过，杨时乔就不

存在这样的 “身份问题”。

杨时乔，字宜迁，号止盭，吕怀一传弟子。

《明史》谓：“（杨）时乔……最不喜王守仁之学

……尤恶罗汝芳……具疏斥之曰：‘……汝芳假

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反道乱德……望敕所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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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① 他又批评阳明学 “为心学者，于佛

氏尝即心而见其血气凝定……又得孟子 ‘良知’

两字偶同……援假遮饰以为名”②。对此，黄宗

羲反批评道：“此是先生以意测之，于阳明无与

也。”③杨时乔 “意测”确有，但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政治层面对阳明学的批评 （“望敕所司明

禁”）。不过，他这批评多是针对罗汝芳等阳明后

学而非阳明本人，而其同门粤人唐伯元则是直接

针对阳明本人了。

唐伯元，字仁卿，号曙台，吕怀一传弟子。

《明史》谓：“（唐）伯元……深疾王守仁新说。

及守仁从祀文庙，上疏争之。”④ 阳明一旦从祀

孔庙即意味他的学说成为 “官方之学”，故唐伯

元之上疏实有反阳明学 （尤其在政治上）之重要

意义。在疏中，他首先否定了时人批评阳明学为

“禅学”、 “弄精神”等 “六大批评”⑤，然后批

评：“（阳明）曰：‘不
(

不闻是本体，戒慎恐惧

是工夫。’又曰：‘戒慎恐惧是本体，不
(

不闻是

工夫。’不知本体、工夫从何别也？曰：‘有心是

实，无心是幻。’又曰： ‘无心是实，有心是

幻。’不知实与幻、有与无，从何定也？”⑥在

“严滩问答”中，阳明即意在调和上述矛盾，故

其说也并非无所见。接着，他又指出：“守仁之

学……岂能出献章造悟之内？……曾不挂口献章

一语……或者比而同之，过矣。”⑦唐伯元显然有

意贬低阳明而抬高白沙，且暗指阳明吸取 （甚至

剽窃）了白沙的思想而又完全没有提到白沙。最

后，他似乎是退了一步说： “（阳明）其气节

……勋名……文章……合之以祀于孔庙，似亦不

为甚过。”⑧但他又说： “凡有学守仁者……不得

学其言语轻易之失。”⑨唐伯元这种 “退”的说

法，事实上显示了他批评阳明学的 “执着”。唐

伯元不但批评阳明学，而且直接批评阳明本人，

可说是甘泉后学中批评阳明学之最激进者。

但黄宗羲在学案中并没直接反批评唐伯元，

而是提及一 “逸事”： “孟我疆问于顾泾阳曰：

‘唐仁卿何如人也？’曰： ‘君子也。’我疆曰：

‘君子而毁阳明乎？’曰： ‘朱子以象山为告子

……何但仁卿？’泾阳过先生 （唐仁卿）……

曰： ‘……文成恐人认识为知……点出一良字

……恐人将这个知作光景玩弄……点出一致字

……奈何归罪于良知？’先生曰：‘善……向者论

从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瑏瑠按，“此段文字是

现存唯一能反映唐伯元曾修正自己对王学态度的

材料”瑏瑡，故其可靠性还有待考证。但无论如何，

黄宗羲借顾泾阳之说使得他既保持了对同门之尊

重，又达到了反批评的目的！然而，这并不影响

唐伯元是 “最激进者”。

二

本文开头已经说到，黄宗羲和他的老师刘宗

周事实上都是甘泉后学，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这

一角度对他们师徒二人对阳明学之态度进行考

察。我们不妨先从刘宗周说起。

刘宗周，许孚远一传弟子。黄宗羲在 《子刘

子行状》中总结其师对阳明学之态度道：“先生

……驳 《天泉证道记》曰：‘……如心体果是无

善无恶……无乃语语绝流断港乎？’其驳 ‘良

知’说曰：‘……止因新建将意字认坏……仍将

知字认粗……非 《大学》之本旨明矣。’盖先生

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辨难

不遗余力，而新建之旨复显。”瑏瑢 依黄宗羲之说，

刘宗周不但对阳明之 “无善无恶说”、“良知说”

等都进行严厉批评，而且认为阳明背离了 “《大

学》之本旨”。但奇怪的是，他又认为老师在

“三变”之后，使得 “新建之旨复显”。如果说

刘宗周批评阳明 “背旨”，那么显然与黄宗羲

“复显”之说前后矛盾。黄宗羲这种 “矛盾说”

颇为令人费解。

又，刘?在 《蕺山刘子年谱》也曾言 “三

变”：“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始疑之，疑其

近禅也。中信之，信其为圣学也。终而辨难不遗

余力，谓其言良知，以 《孟子》合 《大学》

……失之粗且浅也……而世之竞以玄渺称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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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乌足以知阳明也与！”① 如果再考虑到刘?

在完成其父的年谱且又去世后，黄宗羲还没有完

成老师的行状②，那么黄宗羲的 “三变说”，就

很可能来自刘?之说。进而，从刘?的 “乌知

说”（即认为刘宗周有维护阳明学之意）来看黄

宗羲的 “复旨说”，后者的 “矛盾说”似乎可得

到一个解答：阳明学经过刘宗周的 “辨难”后，

时人的某些观点剥离了，而阳明自己的观点就

“复显”了。但需要指出的是，两人之说都只是

代表他们的个人之见。事实上，刘?的 “乌知

说”是基于刘宗周晚年写的 《良知说》而言，

故判断两人之说恰当与否，有必要回到 《良知

说》文本本身。

在 《良知说》中，刘宗周确是批评阳明学不

合 《大学》之说： “阳明子……只传孟子教法，

于 《大学》之说，终有未合。”③ 但纵观全文，

刘宗周多是 “辨难”，而无 “维护之说”，故此

说恐怕多是刘?他们自己的 “有意补充”。然而，

他们竟都 “忽视”了刘宗周在文中的新见解：

“然则良知何知乎？知爱知敬而已矣……阳明曰：

‘致知焉尽之矣。’余亦曰： ‘致知尽之矣。’”④

刘宗周以 “知爱知敬说”对治阳明的 “良知

说”，显然非 “复旨”。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作

为甘泉后学的角度来看，刘宗周此说乃多少受到

甘泉学的影响而形成。因为甘泉在其 《心性图

说》中就指出：“良心……始之敬者，戒惧慎独

以养其中也……终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

也。”⑤甘泉对良知 （心）不但强调 “敬”之始

终 “功夫”，而且还要求 “戒惧慎独以养其中”。

故刘宗周的 “知爱知敬说”，从他的师承渊源来

看，实是与甘泉学有关，甚至其慎独之学，也滥

觞于甘泉学。

但不知为何，黄宗羲在 《明儒学案》中没有

直接提及蕺山学与甘泉学之渊源，只是提到了刘

宗周曾师从许孚远。事实上，从甘泉学脉来看蕺

山学，不但其中的 “知爱知敬说”、慎独之学与

甘泉学有渊源，而且诚如乔清举所言：“（刘宗

周）强调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可分，气质之性

与天地之性之不可分，道心人心之不可分，亦皆

滥觞于甘泉之学”⑥。故蕺山学之形成除了受阳

明学影响之外，实也离不开甘泉学之影响。对

此，乔清举更指出：“刘氏之学，融合了湛学与

王学，使明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⑦这种说法

可能还有商榷之处，但我们应该可说：蕺山学使

甘泉学在中、晚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刘、黄二人的 “有意补充”也并非

“无中生有”。因刘宗周确曾批评时人视阳明学为

“禅学”： “然则阳明之学……未可病其为禅也

……只为后人……推而让为佛氏之物，亦安见其

有以相胜？”⑧且在 《良知说》中，他也无批评阳

明学为 “禅学”，故两人之 “补充”亦是言之有

据。进而，再细究 《良知说》，也可见他多少有

把 《天泉问答》之说归咎于阳明后学之意：“阳

明子言良知……至龙溪所传 《天泉问答》……益

增割裂矣。”⑨此外，他对阳明的批评也多有委婉

之词：“止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又

不得不……矣。”瑏瑠 “止因”、 “不得不”等词都

明显带有惋惜之情，故我们不能说刘宗周对阳明

学无其维护之一面。

总体上，作为甘泉后学的刘宗周对阳明学之

态度可说既有批评的一面，又有维护的一面，显

得相当之复杂。与老师不同的是，黄宗羲却更倾

向阳明学，甚至有意拉近老师与阳明 （“有意补

充”与 “忽视”）。显然，从黄宗羲作为甘泉后

学来看，他对阳明学之态度是离不开他对甘泉学

之态度。故我们有必要考察黄宗羲对王、湛两家

之态度。

黄宗羲倾向阳明学，这是众所周知的，甚至

他的整本 《明儒学案》都是以阳明学的发展为主

线。如果他有批评阳明学的话，则是批评阳明后

学，而不是阳明本人之学。他对其他甘泉后学之

批评阳明学进行反批评，也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这

种倾向。但这不是说黄宗羲对甘泉学并不认可。

上述种种反批评的 “委婉”与 “尊重”，都表明

他还不至于与甘泉学派决裂。同时，他也肯定了

甘泉在当时享有与阳明分主天下 “教事”的学术

地位。此外，他对老师师承甘泉后学许孚远的叙

述是相当明确的。不过，黄宗羲对甘泉批评阳明

学确有所不满：“先生 （甘泉）……谓阳明……

格物是正念头……此不足为阳明格物之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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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⑥

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６册，第１４７页。
吴光：《天下为主———黄宗羲传》，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④⑤⑧⑨⑩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

下，第１５８６页，第 １５８７页，第 ８７６—８７８页，第 １５６３—１５６４
页，第１５８６页，第１５８７页。

⑦　乔清举：《甘泉哲学体系及其后传研究》， 《哲学研

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５２—５９页，第５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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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曰随处体认……其言终觉有病也。”① 他直接

对师祖甘泉之说进行批评与反批评，可见其倾向

阳明学之心。他对甘泉学的不满甚至促使他更倾

向阳明学。但如果考虑到，在中、晚明，阳明学

的影响大于甘泉学，而黄宗羲与阳明又同是浙

人，且其师刘宗周对阳明学也多有维护等因素，

那么，他倾向阳明学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我们

不能说，黄宗羲完全没有受到甘泉学之影响。事

实上，当他晚年提出 “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

其本体”② 之说而表现出逸出阳明学的趋向时，

其说中恐怕多少还有些甘泉学的痕迹。黄宗羲虽

有意无意淡化其甘泉后学之背景，但我们从他在

《明儒学案》的叙述中不难发现 “甘泉———唐枢

———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这样的学

脉。他也没有否认这样的学脉。

总的来说，如果比较作为甘泉后学的刘宗周

与黄宗羲对师祖与阳明的看法，显然可见：老师

受甘泉的影响更大一些，学生受阳明的影响更大

一些；老师明确批评阳明学，而学生则对阳明学有

更多的维护；老师离甘泉学更近一些，而学生则稍

远了一点。这或正如黄宗羲 “夫子自道”：“名湛氏

学者……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③

三

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可说是

承甘泉与阳明之既是 “朋友”又是 “对手”的

复杂关系而来。如果把刘宗周、黄宗羲也视为甘

泉后学，那么黄宗羲无疑是阳明之 “朋友”，而

刘宗周则更多地如甘泉，即与阳明既是 “朋友”

又是 “对手”。在此，我们大概可将甘泉后学对

阳明学之态度近 “朋友”者归为一派，其中包括

唐枢、吕怀、何迁、蔡汝楠、洪垣、许孚远、黄

宗羲等；而近 “对手”者则为另一为派，其中包

括冯从吾、王道、杨时乔、唐伯元等。第一派如

对阳明学有所批评，那只是批评阳明后学而非阳

明本人之学。黄宗羲对同门批评阳明学进行反批

评，是这一派中的最激进者。我们甚至可说他经

常游离了甘泉后学之身份。第二派则多有见于阳

明后学之流弊而直接批评阳明学乃至阳明本人，

其中无疑以唐伯元为最激进。至于刘宗周则处于

这两派之间而与甘泉遥相呼应。

在甘泉后学中，“朋友”派要比 “对手”派

多。又诚如乔清举所言：“最值得重视……是唐

枢———许孚远———刘宗周一系。”④ 但需要指出

的是，“对手”派的存在也恰恰最能说明甘泉学

并没有淹没在中、晚明的阳明学之时流中，而保

持了自己相当独立的学术传承与影响。且正是这

种独立性使甘泉学能够延绵至明末，进而最终在

刘宗周之学中达到新的高度。此外，甘泉后学黄

宗羲虽然倾向阳明学，但我们显然不能把他简单

地归为阳明后学。不管怎样，甘泉学在中、晚明

的重要影响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黄宗羲对阳明学确有明显的倾向，但从学脉

上来说，他是甘泉学一脉的人。对于同门中的

“朋友”派，他有意识地以阳明学为准来淡化他

们与阳明学的差距，而对于同门中的 “对手”

派，则在遵循师道的原则上进行有克制甚至 “迂

回”的批评，可见其用心之良苦。这或因黄宗羲

是浙人，对老乡阳明多有同情，多有维护，但他

究竟是甘泉后学，又不能不保留对甘泉学派的尊

重，以致出现了前述种种复杂之面相。而 “对

手”派之最激进者唐伯元是粤人，与白沙、甘泉

为同乡，这恐怕不是巧合这么简单。

进一步考察两派的地缘因素，可发现：“朋

友”派是今安徽 （洪垣）、浙江 （唐枢、蔡汝

楠、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江西 （吕怀、

何迁）等人，即他们的籍贯都是当时阳明学影响

较大的地方；“对手”派则是今陕西 （冯从吾）、

山东 （王道）、江西 （杨时乔）、广东 （唐伯元）

等人，只有一人是江西人，即他们的籍贯多是其

时比较疏离阳明学的地方，甚至在那里还有可与

阳明学相抗衡的地方之学 （如当时在广东有白沙

学、甘泉学，在陕西有关学）。故两派的分立确

有不可忽视的地缘因素。

地缘的因素虽然很重要，但学缘的因素也不

能忽略。如黄宗羲一系即多倾向阳明学，而唐伯

元一系则多批评阳明学。故可说，地缘因素与学

缘因素的奇妙结合，使黄宗羲以及他的老师刘宗

周与甘泉学和阳明学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但

无论如何，淡忘了两人是甘泉后学这一点，恐怕

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思想。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２１１

①

②

④

③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下，第

８７６页，第８７５页。
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第

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６７页。
乔清举：《甘泉哲学体系及其后传研究》，《哲学研究》

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５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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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微言荀子蠡测


石永之

【摘要】惠栋喜微言主要是因为满清的文化高压，微言荀子乃是为探究 “礼”背后的义理根据，以期典章制度的革故

鼎新。惠栋微言荀子的大意有三：第一，指出宋儒所谓的 “十六字心传”实际上渊源于荀子；第二，调和孟荀；第

三，荀子的 “礼学”渊源于子夏 “礼后”之说，乃孔门真传。惠栋微言荀子极大地推动了清代中叶的荀学复兴，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出官方结论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重新研究和评估 《荀子》扫清了障碍。

【关键词】惠栋；微言；荀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１３－０６

一、惠栋何故微言荀子？

章太炎论清儒：“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

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好博而

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

也。”①这就是说，清代学术确立自己的特色是从

惠栋开始的。惠栋 （１６９７—１７５８），字定宇，号
松崖，元和人 （今江苏苏州）。其祖父惠周惕、

父惠士奇皆有著述，惠栋受家学熏陶，为乾嘉汉

学吴派学术的集大成者，是清代朴学的开山鼻

祖。章太炎评价惠栋说： “清初亦有理学先生，

后来汉学家出，尚不敢菲薄理学，如惠栋之流，

说经虽宗汉，亦不薄宋。”②梁启超说： “惠氏家

学，专以 ‘古今’为 ‘是非’之标准。栋之学，

其根本精神即在是……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

字弊之，曰：‘凡古必真，凡汉必好。’”③这两位

大师级学人对惠栋的评价影响很大，研究清代思

想史的人鲜及惠栋，似乎以惠栋为代表的清代朴

学是无思想的学问，仅仅是无义理支撑的考据之

学，但这样的评价却是有待商榷的。惠栋宗汉学

以立清代朴学自然不成问题，但是要说惠栋 “不

薄宋”、“凡汉必好”，恐非实情。请看惠栋 《易

微言》之 “理”字条：

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必

兼两，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

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曰性命之理……天命之

谓性，性有阴阳、刚柔、仁义，故曰天理。后人

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人之

性，禀于天性，必兼两……感于物而动，性之欲

也……理，分也，犹节也。汉律逆节绝理，谓之

不道。康成、子雍，以天理为天性，非是。理属

地，不属天。一阖一辟，一静一动，谓之天理

……道理二字说得分明，宋人说理与道同，而谓

道为路，只见得一偏。④

这里惠栋不仅批评宋儒，还批评了郑康成

“以天理为天性，非是”。由此可见，惠栋不是

“凡汉必好”、“薄宋”，而且惠栋提出 “分理说”

直接抗击宋儒的 “天理说”。

至于惠栋之所以宗汉，戴东原说：“夫所谓

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故训明则古经

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

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

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

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

求理义，确有据依。”⑤他之所以 “薄宋”，乃是

惠栋为求典章制度之革故鼎新的义理依据。

惠栋何故喜用 “微言”？首先，惠栋对

“微”颇有研究，从他对 “微”的注解之中可以

窥探一二。《中庸》 “知微之显，可以入德矣”，

惠栋注：“夫微之显，诚者，天之道也。知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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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诚之者，人之道也。”① 荀子 《劝学》“《春

秋》之微也”，案， “《春秋》推见至隐，故云

微”②。由此可知， “微”对惠栋而言至关重要，

蕴涵着他对儒学的基本理解。他强调天道诚实无

妄，但天道显微，就是说，天之道往往是在一些

很细小的事情上显现出来的，如果不细心体察是

感觉不到的，因此，体察天道的细微显现，是诚之

者，即人之道。 《春秋》推见至隐，所以称之为

“微”。在惠栋看来，天道微显，人道在于知微之

显，著书立言也可仿效 《春秋》微言以彰显大义。

其次，惠栋喜微言也与当时特定社会环境有

关系。胡奇光指出，我国古代文字祸以清代最为

严重，主要集中在顺、康、雍、乾四朝，其中又

以乾隆朝为最。乾隆朝的文字祸持续时间最长、

发案率最高、打击面最广。他说：“乾隆朝之于

顺、康、雍三朝，既传下了以文字狱整汉人民族

意识、以文字狱反朋党的成规，又创造了从查办

禁书里制造文字狱、从疯子呓语、怪人奇谈里制

造文字狱的新法。正因为这样，乾隆朝文字狱就

比以前三朝更为阴毒、更为荒唐。”③ 处清朝大

兴文字狱之世的惠栋，难以显而立言，故微言以

求之。不仅惠栋如此，戴震也一样。章太炎说：

“至言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此则目击雍正、

乾隆时事，有为言之……而身亦不敢质言，故托

诸 《孟子字义疏证》以文之。”④ 以惠栋、戴震

之才，处所谓 “康乾盛世”之文化高压之下，只

能微言以文之，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若非如此，

清代学术的走向应是在回到经典之后，出现新思

想，而且重点当是新外王。可惜惠戴之后，义理

之学渐渐窒息，成了所谓的清代朴学。

再次，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对惠栋的看法

也绝非空穴来风。惠栋未能将其思想著书立说，

而只是微言义理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清代学术思

想的开创者，处于一个新思潮草创期的拓荒者的

思想往往不够圆熟，这也是一般的学术规律。继

惠栋而起的清代朴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戴震的思

想就相对成熟些，清代中叶的义理学首推其 《孟

子字义疏证》，研究清代中期思想必定提及戴震

的这本书，戴震在是书中的 “分理说”、人性论

等思想就比惠栋表达得圆熟许多，但惠栋对戴震

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那惠栋微言的重点又为什么是荀子呢？这首

先与学术思潮的流转有关。梁启超说：“‘清代

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

一大反动，而以 ‘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

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 ‘文艺复兴’绝相类。”⑤

明末学术 “游谈无根”，顾炎武大力提倡 “舍经

学无理学”的主张。惠栋作 《九经古义》回到

经典，正如戴震所说，经典之义理存乎典章制度

之间，惠栋自然就有复兴儒家外王之学的追求。

郑朝晖说：“清初的实学经世之风，在乾嘉学者

身上并未消亡，考据学就是实学的发展，而所谓

经世之风，则由于现实条件的变化，逐步演变成

了一种理论形式的探讨……惠栋的学术研究逐步

转向了专门的 ‘知识性’研究，而与现实政治愈

行愈远，他对政治行为的经学探讨也渐渐具有

“政治哲学”的意味。”⑥ 这自然与代表儒家外王

路向的荀子思想关联起来。

复次，惠栋学术渊源于家学，其父惠士奇就

对荀子思想有所研究，受父亲的影响，惠栋很早

就关注 《荀子》无疑。据王欣夫 《蛾术轩箧存

善本书录》所录：“《荀子》二十卷，六册，清

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刊本。自临吴县叶奕、长洲何

悼、元和惠士奇、惠栋、顾广圻校并跋。半农校

用朱笔，松崖临校蓝笔，皆发伪经义，独抒心得

为多。松崖又据叶林宗校北宋本，何义门校景定

本，照临之。顾千里据以重录，并附己说。”又

潘景郑 《著砚楼书跋·惠定宇校批荀子》云：

“惠先生手批 《荀子》十册，明刊本。内一二卷

原缺，以世德堂本补入；全书间有世德堂补刊之

叶。此书经先生据叶石君所校宋本?录，并录石

君跋语于后。自第三卷以下，眉间有先生识语，

虽多寥寥数十事，词旨精奥，可埒王氏 《读书杂

志》也。”⑦ 惠栋校订、手批的 《荀子》不止一

种，是和其他学者一起研究 《荀子》的，这表明

惠栋对荀子思想的重视，也表明他的荀学思想对

当时学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惠栋对荀子研究可见于 《易微言》、 《荀子

微言》等。惠栋所撰 《荀子微言》未刊，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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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②　 ［清］惠栋： 《周易述·易微言》，前揭书，第４０７
页，第４０８页。

胡奇光： 《中国文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１８５页。

章太炎、刘师培等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前

揭书，第８４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前揭书，第５页。
郑朝晖： 《论惠栋易学的思想特点及其思想史意义》，

《周易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６７页。
潘景郑： 《著砚楼书跋》，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７年，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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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于
《续修四库全书》中收入影印出版。惠栋题 《荀

子微言》，其意即在阐发 《荀子》的思想之微言

大义。关于 《荀子微言》以及惠栋的荀学研究对

乾嘉荀学复兴的作用和影响，研究者有不同看

法。有论者认为：“然或是该书仅有稿本，未曾

刊行的缘故，当时学者论及惠氏著作，鲜及此

书，至晚清王先谦 （１８４２—１９１７）汇集诸本作
《荀子集解》，亦未曾提及。乾嘉研治荀书者，亦

未有人言及 《荀子微言》，此作在当时的影响极

为有限，不可谓不是荀学史上的一件憾事。”①

王应宪则认为，“在清代中叶的荀学复兴运动中，

惠栋占有重要一席”。他说：“至清中叶，汉学鼎

盛，荀学复兴。学者校勘 《荀子》，阐释微言。

惠栋、卢文?、谢墉、汪中、王念孙等均有专著，

创始之功，当推惠栋的 《荀子微言》。”② 笔者认

为，惠栋微言荀子，不为古人争分量，只为开新

做准备。惠栋微言荀子推动了清代中叶及以后荀

学复兴，揭开了清代中后期荀学研究高潮的序幕。

二、惠栋微言荀子大意

惠栋微言荀子的大意主要有三点，最为可观

的第一点就是，惠栋对宋儒关于 “十六字心传”

的解释予以了全面否定。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

证》指出 《古文尚书》为梅赜所献，属于伪书，

并指出 “虞廷十六字”实际上源出 《荀子》。惠

栋认同阎若璩的考证，并在多部书中对 “虞廷十

六字”详加论证，以批评宋儒的解释。《古文尚

书·大禹谟》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执厥中”，世称 “虞廷十六字”，亦即所

谓的 “十六字心传”。韩愈推出道统说之后，朱

子在 《中庸章句序》中把道统说和 “虞廷十六

字”融合在一起。朱子说：“‘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传禹

也……自是以来，圣圣相传，若成汤、文武之为

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

接夫道统之传。”③ 自此而后，“十六字心传”被

奉为道统的圣传心法。

在证伪 《古文尚书》之后，清人发现在先秦

古籍中，只有下面这段话与所谓 “十六字心传”

最接近，即 《荀子·解蔽篇》所言：“昔者舜之

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

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 《道经》曰：人

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

知之。”至少可以说， 《荀子》中的这段文献有

助于理解所谓的 “十六字心传”。

“十六字心传”所涉甚广，在此仅就最关键

的问题进行探讨，那就是如何解释 “危”，然后

据此解释下文的 “人心”。《说文·危部》：“危，

在高而惧也。”指在高处的人有一种恐惧心理。

《荀子·儒效》 “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中

的 “危”可以如此解释，但人心之危的 “危”

则需要加以引申。惠栋本于杨絫的解释且有所发

挥。杨絫注：“一，谓心一也。危之，当为之危。

危，谓不自安，戒惧之谓也。侧，谓迫侧，亦充

满之义，微，精妙也。处心之危，言能戒惧，兢

兢业业，终使之安也。养心之微，谓养其未萌，

不使异端乱之也……孔安国曰：‘危则难安，微

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引此以明舜

之治在精一于道，不蔽于一隅也。”④ 惠栋的解

释是：“危者，戒惧也。微，精妙也。”⑤ 惠栋又

对此进行了发挥，他说：“‘人心之危’，《中庸》

所谓 ‘诚之者’也，所谓慎独也；‘道心之微’，

《中庸》所谓 ‘诚者’也， 《荀子》所谓独

也。”⑥ 又说：“危不如微，犹诚不如独，微与独

皆全体之诚……夫微之显，诚也，《荀子》至人，

即 《中庸》至诚。”⑦ 这就是说，惠栋认为，

“危”是 “戒惧”、“慎独”，“微”是 “至诚”，

人心是所谓 “诚之者”也，而道心 《中庸》所

谓 “诚者”也，简言之，人心属人，而道心则属

天。这与宋儒对 “十六字心传”的解释相去甚

远。

再看宋儒的解释。程颐说： “人心，私欲，

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

矣。”⑧ 朱子说：“而又以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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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伟：《乾嘉荀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２００８年５月。
参见王应宪： 《惠栋荀学思想刍议———以 〈荀子微言〉

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８—２４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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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惠栋：《荀子微言》，前揭书，第４７２页。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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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

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

耳……必是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

焉，则危者安，微者著。”程朱解 “危”为

“殆”，解 “人心”为私欲、人欲，于是人心、

道心就成了相对待的人欲与天理。孔安国、杨

絫、惠栋解 “危”为戒惧，其中的 “戒”字的

意思在程朱的解释中就基本消失了。

从 《荀子·解蔽篇》中的这段文献来看，程

朱理学对人心、道心的解释是有些问题的。《解

蔽篇》中的 “处一危之”说舜以戒惧之心处理

天下之事，终获安荣，“养一之微”说舜养心至

于精妙，虽荣而人未知，荀子由此引出 《道经》

的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以申论之，既然

“危”与 “微”说的是大舜之事，那么由此引出

的人心、道心就应当都是关乎圣人的心。如果朱

子对 “人心”的解释放在这里，就成了大舜有

“生于形气之私”的 “人心”，显得很不合理。

王阳明就曾指出朱子如此解释，是析人心、道心

为二心，阳明说： “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

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

人欲又从而听命者？”①

惠栋还说：“精者精微，一者道本。得一而

加功焉，然后精。伪 《尚书》 ‘惟精惟一’，此

误解 《荀子》也。吾闻一而后精，不闻精而始

一。盖后人以为精察之精，故误耳。”② 惠栋认

为，“一”而后才能 “精”，不应是 “精”而后

“一”，这才符合荀子 “虚壹而静”的思想。可

以说，惠栋对宋儒 “十六字心传”的批评是全面

的。

程朱理学通过对 “十六字心传”的创造性阐

释证明 “存天理灭人欲”的合理性，又把道统说

和 “十六字心传”糅合在一起，证明其理学是渊

源有自，有其历史合法性。实际上，道统说本是

韩愈对中华文化传承的一种系统解释，此前本无

所谓道统说，更无所谓 “心传”之说，“十六字

心传”在宋以后对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可

以看作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创造，但如果据此以为

儒家只此一脉真传，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

碍儒门广大。道统说排斥荀子以及后来的汉唐诸

儒，压缩了儒学的解释和发展的空间，宋明理学

虽然理论精微，但宋明两朝国政衰微，皆有皇帝

被人虏走，最后亡国于草原部落，反不如汉唐，

这正是明末至清季以及今日之学者要思考的问

题。

第二，调和孟荀。首先是调和孟荀的人性论

思想。据王欣夫的记载，惠栋 “于 《成相》篇

‘暴人刍豢，仁人糟糠’。云：‘荀子自谓其言悲

切，盖当秦将并一之时，极恶之世，故有性恶之

说。’于 《赋》篇 ‘天下不治，请陈?诗’。云：

‘子思作 《中庸》，首言性，次言教。中又列三

等知行之人，而归重于教，所以救时也。孟子言

性善，本其初也。荀子言性恶，痛其习也。后之

学者不知人论世，而猥以荀子为非，安可与之言

学哉！’”③ 这就是说，惠栋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

发，从学术的时代性解释荀子之所以提出 “性

恶”说，同时以孔子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的思想来权衡孟荀，指出 “孟

子言性善，本其初也。荀子言性恶，痛其习

也。”’意指孟子性善论合于 “性相近”，而荀子

性恶论合于 “习相远”。

惠栋还力辨荀子识诚，回应宋儒对荀子不识

诚的批评，进而消解孟荀之间在内圣问题上的紧

张。宋儒批评荀子不识诚，即是批评荀子不懂得

儒家的内圣之学。 《河南程氏外书》有： “荀子

曰：‘养心莫善于诚。’周茂叔谓：‘荀子元不识

诚。’伯淳曰：‘既诚矣，心焉用养邪？荀子不识

诚。’”④ 惠栋对此予以反驳。 《性恶篇》 “治复

一，修之吉”，惠栋注：“周子用其语。”⑤ 《不苟

篇》“致诚则无它事矣”，惠栋注：“朱子曰：诚

则众理自然，无一不备，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

矣。”又， “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惠栋

注：“周子所谓诚之道。”《不苟篇》 “君子养心

莫善于诚”，惠栋注：“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养心莫善于诚。故 ‘宋儒谓荀子不识诚字’。周

子曰：‘诚则无事矣。’正用荀子语，然则周子亦

不识诚字耶！”⑥惠栋不仅用宋儒的话反驳宋儒对

荀子的批评，还进一步论证了荀子对 “诚”的理

解渊源有自，合于 《大学》，正是七十子之徒所

传之大义。他说：“《大学》曰：‘欲正其心者先

诚其意。’故荀子曰：‘养心莫善于诚。’《大学》

释诚意而归于慎独。故荀子曰： ‘不诚则不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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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吴光等编校，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页。
［清］惠栋：《周易述·易微言》，前揭书，第５０８页。
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辛壬稿》第３卷 “荀

子二十二卷六册”条，第５６０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前揭书，第３６５页。

⑥　 ［清］惠栋： 《荀子微言》，前揭书，第４８１页，第
４６９页。



惠栋微言荀子蠡测

不独则不形。’此 《大学》诚于中形于外，《中庸》

诚则形之义也。荀子所言见 《不苟篇》。七十子之

徒所传之大义与宋儒旨趣不同。孟子言存心，故云

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言慎独，故云养心莫善于

诚。或据孟子以鈎荀子之非，是鈎 《大学》也。”①

第三，惠栋指出，荀子的 “礼学”思想渊源

于子夏的 “礼后”之说，乃孔门真传。也就是说，

荀子的思想为孔门正统传承之一脉。惠栋说：

自子夏论 《诗》有 “礼后”之说，而夫子

与之，故其徒皆传其学，五传至荀子，其言曰：

“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又曰： “学至乎 《礼》

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盖先王治定制礼。

夫子训伯鱼先 《诗》后 《礼》，论成人兼备众才，

而终文之以礼乐。是知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

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此

子夏 “礼后”之说，为不可易也……于是荀子之

所以述子夏者，后儒亦不知其义之精矣。②

这里的 “礼后”之说出自 《论语·八佾》。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

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

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 《诗》已

矣。”朱熹注 “绘事后素”谓： “绘事，绘画之

事也。后素，后于素也， 《考工记》曰： ‘绘画

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

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注 “礼后”说：

“礼必以忠信为质，犹……杨氏曰：‘甘受和，白

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其质，礼不虚

行。’此 ‘绘事后素’之说也。”③ 这里，朱子引

《考工记》之文，却不用其古注，反而用 《礼

器》之 “甘受和，白受采”。朱子的目的在于，

由 “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引出所谓 “忠信之人，

可以学礼”之结论。故程树德说： “朱子之失，

在引 《考工》，不引 《礼器》。”④ 惠栋说： “朱

子解 《论语》‘绘事后素’废郑氏之义，以 ‘礼

后’之 ‘礼’为礼之仪文。”⑤

对于朱子的解释，惠栋之父惠士奇亦有说以

辨之。《荀子微言》特别录入，其文如下：

《论语》“绘事后素”，郑注云：“绘画，文

也。凡绘事，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

成其文。”《考工记》：“画绘之事，然后素功。”

注云：“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也。”古

者裳
#

而衣绘。画绘之事，代有师传，秦废之而

汉明复古。所谓 “斑间赋白，
$

密有章”。康成

盖目睹之，必非臆说。或曰：“绘事，素地加采，

谓之白受采。”此不知而妄为之说也……盖五色

之黑黄仓赤，必以素为之介，犹五德之仁义礼智

信，必以礼为之间。且礼者，五德之一德，犹素

者，五色之一色。以礼制忠，复礼为仁。礼失而

采礼云，礼云太素者，质之始也。则素为质，后

素者，绘之功也。则素为文……然则忠信之人，

可以学礼，其说非乎，忠而无礼则愿也，信而无

礼则谅也。愿则愚，谅则贼。不学礼而忠信丧其

关也。是故，画绘以素成，忠信以礼成。素者，

无色之文；礼者，无名之朴。⑥

“绘事后素”本是古代的绘画技法，惠氏父

子本 《考工记》，朱子本 《礼器》，各有其本。

问题的关键在于由此而引出的结论。朱子的结论

是：“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惠士奇认为此说有

误，他指出：“忠而无礼则愿也，信而无礼则谅

也。愿则愚，谅则贼。不学礼而忠信丧其关也。”

惠栋认为，朱子是把 “礼”当成了 “礼之仪

文”。也就是说，在惠栋看来，学 “礼”是学习

礼之所以为礼的义理根据，而不仅仅是学那些

“礼之仪文”。探究 “礼”背后的义理根据，以

期典章制度的革故鼎新，乃是清代中叶学者们的

一种时代自觉。由此可知，惠氏父子因为重视

“礼”而重视荀子思想并进而影响了以后的清代

荀学。

三、惠栋微言荀子的影响

依据严灵峰 《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所列

荀子研究的专门书籍来统计，从唐朝到明代，研

究荀子的书有４１种，而清代就有４４种，惠栋之
前仅有６种，清代对荀子研究有影响的书多在惠
栋 《荀子微言》之后⑦。如受惠栋影响的钱大昕

跋谢墉 《荀子笺释》为荀子性恶论辩污，汪中

《荀卿子通论》还原了荀子经学大师的地位，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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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惠栋：《周易述·易微言》，前揭书，第４５６页。
［清］惠栋：《荀子微言》，前揭书，第４６４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前揭书，第６３页。
程树德： 《论语集释》，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

１５８—１５９页。
［清］惠栋：《荀子微言》，前揭书，第４６４页。
［清］惠栋：《荀子微言》，前揭书，第４６４页。此处所

引文字与惠士奇 《礼说》略有差异。参见 《清经解》第２２７卷
“画绘之事，凡画绘之事，后素功”条，《清经解》第２册，上
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８年，第１０３页。

参见严灵峰编著： 《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第３卷，
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７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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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拱有 《荀子补注》参考先秦汉魏典籍以及诸家

之说，补正文字、文义，并自附案语，说解详

尽。惠栋对清代荀学研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惠栋微言荀学对后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

点：首先，为汪中还原荀子经学大师的地位做了

思想上的铺垫和一些考据的准备。荀子传经的问

题，如上文所引，惠栋认为，荀子乃孔门真血

脉，子夏的 “礼后”之说，五传至于荀子。汪中

《荀卿子通论》说：

《经典叙录·毛诗》，徐整云：“子夏授高行

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

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

人小毛公。”一云： “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

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

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由是言

之，《毛诗》，荀卿子之传也。①

其次，惠栋为荀子 “性恶论”所做的辨护，

开启了清人调和孟、荀，折衷于孔子的思想径

路，直接影响了清人对荀子的评价。钱大昕跋

《荀子笺释》说： “宋儒所訾议者，惟 《性恶》

一篇，愚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

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

人以善则一也。宋儒言性善，虽主孟氏，然必分

义理与气质而二之，则已兼取孟荀二义，至其教

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然

则荀子之书讵可以下疵訾之哉。”俞樾说：“太史

公以孟、荀合传，实为卓见。考 《孟子》一书本

亦在诸子之中，后升为经。今若升 《荀子》为

经，与 《孟子》配次 《论语》之后，并立学官，

乡会试首场即用此一圣二贤之书出题取士，允为

千古定论。”② 从惠栋为荀子辩护开始，到俞樾

的 “一圣二贤”再到其弟子章太炎称述荀子为

“后圣”，清代学者对荀子的评价可谓一路飙升。

惠栋以及受其影响的乾嘉学者之荀学研究，

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出官方结论奠定了基

础。从时间上说，《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于

乾隆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年），但最后成书的时间是
乾隆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年），而惠栋的 《荀子微

言》至迟在 １７５６年已成稿。思想上更是如此。
乾隆时编定的 《四库全书》中对荀子的评价是：

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

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 《非十二子》及 《性

恶》两篇，王应麟 《困学纪闻》据 《韩诗外传》

所引，卿但非十子，而无子思、孟子，以今本为

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

贤耳。其在当时，固亦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

相非，不足讶也。至其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

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说，任自然而

废学，因言性不可恃，当勉力于先王之教……平

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

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

短。韩愈 “大醇小疵”之说，要为定论，余皆好

恶之词也。③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以韩愈 “大醇小疵”的评

价作为对荀子的定论。对荀子性恶论的评价，既

认为其 “于礼未融”，又认为其并非蔑视礼义，

这种调和论调，是清代学者对荀学评价的主流，

而这正源于惠栋。而且认为荀子在 《非十二子》

中对子思、孟子的批评，与宋代朱、陆之争的性

质一样，不必惊讶；不像宋明理学家把荀子批评

思、孟视为攻击儒家，并以荀子为异端，也不回

避荀子批评思孟这个问题。

《四库个书总目》关键的结论是 “卿之学源

出孔门，在诸子中最为近正”，这在程朱理学仍

然占主导的清代来说，不啻石破天惊。由于 《四

库全书总目》的官方评价，为后来的清代学者重

新研究和评估 《荀子》扫清了障碍、开启了闸

门。乾隆以后一些尊荀的学者大多引用 《总目》

的评价为荀子张目。如王先谦说：“国朝儒学昌

明，钦定 《四库全书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

好恶之词，通训诂之谊，定论昭然，学者始知崇

尚。”④ 总之，作为清代朴学代表的惠栋之所以

宗汉、薄宋，实际上是在为追求典章制度的革故

鼎新，而探求 “礼”背后的义理根据，而这正是

他致力于所谓 “汉学”的思想动力，从惠栋微言

荀子可见一斑。可惜惠栋生时只能微言，戴震

“亦不敢质言，故托诸 《孟子字义疏证》以文

之”。惠栋、戴震之后，这种学术思潮因满清的

文化高压而渐渐窒息，他们的思想追求消失了，

只留下了回到经典、回到经典最初的解释的考据

之学，因而清代学术也就成了所谓的 “朴学”，

直至西学东渐，中国学术才又开出一个新局面。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８１１

①

②

③

④

［清］汪中： 《荀卿子通论》，载 《新编汪中集》，扬

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１２—４１３页。
［清］俞樾：《宾萌集》第４卷 《议篇·取士议》，《续

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１５５０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第５０页。

转引自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第９—１０页。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序》，前揭书，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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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大义


李虎群

【摘要】马一浮一生将发明自性视作为学宗旨，以阐明儒家六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他所说六艺者，即 《诗》 《书》

《礼》《乐》《易》《春秋》六经。他认为，六艺之教，莫急于礼，礼主于义，以敬为本，礼以导行，循理践形，制度

文为，皆在于礼；礼乐之源，本于孝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以道和，法界一性。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之大义既

明，近代以来 “礼教吃人”等对于儒学的偏见自会不攻自破。

【关键词】马一浮；礼教；乐教；孝弟；敬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１９－０５

　　２０世纪的中国学人中，被誉为一代儒宗的
马一浮，一生漠视近代以来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框

架、问题意识来整理、阐释中国传统学问的学术

主流，在写作方式、讲学方式以至生活方式上无

一不保持着传统学者治学为人的风貌。他自匿陋

巷，但乐而忘忧，始终以六艺之学统摄一切学

术，以发明自性为为学宗旨。马一浮论述儒家礼

乐教大义的思想，意蕴深厚，对于理解和传承中

国哲学的精髓以及破解近代以来对于儒学的诸多

偏见都极其重要。

马一浮认为，古时学者，非在多闻，学道而

已；而六艺之文，即是道之所寓。六艺所载之

道，和顺积中则为仁义礼智之德，英华发外即是

诗书礼乐之教。而六艺之教，莫急于礼；移风易

俗，莫善于乐。

一、六艺之教，莫急于礼；

礼主于义，以敬为本

　　马一浮泰和出山讲学，即提 “六艺该摄一切

学术”之旨以教学人；他所说的六艺，即 《诗》

《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艺之

教，即六经所蕴含之义理。他认为：“天地一日

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

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①

六经义理揭示的就是人人天性具有之性德，古圣

先贤只不过先得我心之同然，学于六艺之文，即

是要发明自性，堂堂正正地做个人，以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马一浮认为，六艺之教，莫先于诗，莫急于

礼。诗教本仁，以感为体，诱人兴起，志于性

德；而礼教主义，以敬为本，原于孝弟，导人之

情。人无诗教，往往会不知痛痒，陷于不仁；人

乏礼教，则易致手足无措，万事堕坏。他认为，

礼者，履也，在心为德，在行为礼，礼乐之教，

即是蹈德履仁：“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制事。诗

主于仁，感而后兴；礼主于义，以敬为本。”②即

是说，礼的内核就是义：“义为礼之质，所存是

义，行出来便是礼。又礼与义本是性德，就其断

制言之，则谓之义；就其节文言之，则谓之

礼。”③他经常引用 《论语》中孔子一段话：“君

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他为之解说道：“此谓君子之制事，本

于义而成于信，而行之则为礼逊…… ‘义以为

质’，亦犹 ‘仁以为体’，皆性德之符也。”④儒学

主流一般认为，仁义礼智，皆非外铄，我固有

之；其中，义主断制，但人往往生活中会中心无

主，成为外境的奴隶；故孔孟教人居仁由义，所

谓 “君子于其仕也，行其义也”，即是仁义之德

藏诸内，随时随地做应该做的，而不迎合世俗。

马一浮这里实是接续这一理路，所谓 “本于义而

制事”，即是行为举止不随俗起倒，一以义理为

主；所谓 “行出来便是礼”，是说礼固然要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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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但实自内心真诚流出，本于大 “义”，节

文而成。

近现代以来，多有学者指责 “礼教吃人”。

马一浮认为，这是因为其人惑于假道学，不明礼

之本末，只看到古来礼节之繁缛，未能了解礼实

以义为质、以敬为本，才会于礼全盘否定。马一

浮也有学生一直按照古人礼节奉行，但觉得甚

难，不能持久，于礼不免有疑。马一浮告诉他：

“礼之节文，古今自有不同，岂可拘泥。须知礼

有本有末，恭敬为礼之本，节文乃其末迹。若心

中常存畏敬，不敢放逸，不敢怠慢，则视听言

动，自然寡过，行为自然中节。若勉强把持外表

之节文，而不知存诸于内，是以敬在外，宜乎不

能持久也。世人所诋毁之道学，其病在此。”①

言行无往而不中节合礼，不是强自把持而成，实

赖身心持敬工夫。马一浮释 “敬”： “主一无适

之谓敬。心不杂乱，谓之主一，不外驰，谓之无

适。孟子所谓求放心，程子所谓心常在腔子里，

即一心收敛向内之意。一心能收敛向内，自然不

杂乱、不外驰，即是敬也。”②马一浮认为，“敬”

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乃是圣贤血脉所系，因

为心体本来湛然常存，但因习气所覆、私欲所

蔽，故不免于放逸，敬只是收其放心，返其本

然；而虽说是一念回机，便同本得，但毕竟不

易，所以持敬工夫当绵绵不断，贯彻始终，涵养

深厚，才能复性，而绵绵持敬，不求责效，即是

涵养。马一浮认为孟子所说的 “苟得其养，无物

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即是涵养的最好

注脚；涵养也即孟子所说的 “持其志，无暴其

气”，持志养气，自能以志帅气，气自收敛，举

止自然不觉拘迫，言谈自然流畅宽舒。

马一浮指出，先儒所说的 “礼仪三百，威仪

三千，一言以蔽之，曰：勿不敬”，即是强调礼

以敬为本。而敬通于忠信之义，“《说文》忠敬

互训，故曰： ‘忠信之人，可以学礼。’”③ 主忠

信，即是主敬。忠信亦可通于忠恕，“礼有大本，

忠恕是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礼在其中

矣”④。圣狂之分，即在敬与肆之一念之间，故

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孔子说 “立于礼”， 《礼

记·礼运》也说 “故惟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

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所以，

所谓六艺之教，莫急于礼；急即严切、剀切之

义。因为个人持身不循礼，则流于怠慢，或使性德

遮蔽；治国不以礼，则天下纷纭，易致争攘之祸。

马一浮认为，中国近代自魏源以来，举国争

言富强，即是背礼忘义，逐末舍本，而有夷行者

必有夷祸，生心害政，已致积重难返。“吾昔尝

为诸子言，言富强者必极于不仁。以今观之，岂

不益信。自清道光间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始作筹

海篇，创为 ‘师夷制夷’之说。至今垂百年，从

变法自强递变为科学救国，为革命抗战，致使魏

源流派所衍，不能出其范围。言师夷已自沦为

夷，言制夷卒为夷所制。祸烈至此，而朝野上下

曾不一悟。”⑤ 故马一浮极重礼教，在筹备复性

书院时，即详拟书院之简章，其中第七条即寓礼教

之义，后因绌于经费限于时限，终未能置备礼器，

但书院之开讲诸礼，仍是非常隆重，闻名儒林。

马一浮重礼，以礼为性德之自然发露，其发

而皆中节，即是乐；故言礼，乐即在其中，而礼

乐之原，皆本于孝弟。

二、礼乐之原，本于孝弟；

礼乐之兴，达自爱敬

　　马一浮乐山讲学，继读书法、学规之后，即
授以 《论语》大义，以之含摄六艺之教，认为

《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

问仁皆诗教义，问政皆书教义，而问孝皆礼乐教

义。马一浮特重孝道大义，《论语》之后，即专

门教授 《孝经》，认为吾人自性本具之义理，广

说则在六经，总会即在 《孝经》：一念孝弟之心，

乃天之经、地之义，即是吾人天性，是一切德之

本原。礼乐之教，即本此天性而设。

马一浮最常引用孟子 “良知良能”一段话，

认为孝悌爱敬之心，是人的良知良能，而礼乐即

从此天性而生。其 《孝经大义》详细分析：“有

生之伦，谁无父母？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

者，未知私其身也……即此一念爱敬之心，便是

性德发露处，莫知所由，然若人当下体取，便如

垂死之人复活，此心即是天地生物之心。本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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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之，礼乐神化皆从此出。”① 天之所以予人的

一念孝悌爱敬之心，即是人之天性，这是天地生

物的根本。顺之则满腔都是恻隐，都是和乐，都

无偏倚，都无滞碍，即礼乐之达；逆之则如险阻

当前，触处皆碍，计较横生，天地变色，即礼乐

之失。正因为体认到孝弟之心为礼乐之本，马一

浮极为称道程伊川所作 《明道行状》中的两句

话，“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

礼乐”，指出 “行孝弟，则礼乐由此生，性命由

此至，神化由此出；离孝弟，则礼乐无所施，性

命无所丽，神化无所行……孝弟之心，实万化之

根原，至道之归极”②。赤子之心，爱敬发于天

然，全身奉父，无一毫私吝于其间，不假安排，

不能自已，礼即体此作，乐即顺此生，知礼乐之

本，原于孝弟，即谓知本。

近代梁启超倡 “新民说”，以为中国古来只

重私德，而缺公德，往往为摒弃儒家礼教者引以

为口实。马一浮认为这是因为不知礼乐之本所

致，如此以往，则必致轻弃礼乐、专恃强权，甚

而丧失爱国之心，“古人谓其所生之国曰：‘父母

之邦’，亦曰 ‘宗邦’，本其爱亲之心，而后能

爱其邦国，守之弗去。今人亦盛言爱国矣，其所

谓爱国心者将何自而推之邪？”③人们若是离弃孝

悌之心这个根本，言行则只会出于利害私欲，社

会也只是系于法律强权，这是只知有人欲而不知

有天性，人生而至此，诚为可哀。“苟以私欲为

万事根本，则国家民族之爱，人类同情之心，又

何自而生乎？《孝经》，始揭父子天性……此而不

知，故于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莫知其原，遂

以万事万物尽为爱恶攻取之现象，而昧其当然之

则。一切知解但依私欲、习气展转增上，溺于虚

妄穿凿，蕴之为邪见，发之为暴行，私其甚以私

天下，于是人生悉成过患矣。”④马一浮讲明礼乐

原于父子天性之爱敬，是要人知本，知本才能报

本，报本即是孝弟之行，礼乐之作。

１９３５年，有人为母亲营造 “报春亭”，以报

母恩，请马一浮作文以记之。马一浮藉以阐发了

报本大义：“父母之于子，为德而已矣。子之于

父母，为报而已矣。夫孝弟之心，发于其中而不

能已者，其设心以为不如是则?然不能以自安

……曰：吾何以厚之哉，斯报之事也。报之事始

于事亲，终于安人。故可以事亲，乃可以莅众立

事。”⑤ 事亲报本，即与孔子所言 “父在，观其

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孝之道，可谓孝

矣”、“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以及曾子所言 “慎终追

远，民德归厚矣”同旨。报本之义，于丧祭之礼

最著，故马一浮认为：“礼莫重乎丧祭，丧礼是

慎终，祭礼是追远。”⑥又说： “圣人尚礼，所以

安人心而遏乱源，其中以丧祭之礼最紧要。试自

体验，当人临祭之时，便觉自己与天地、鬼神、

祖宗、亲族皆是血脉相通、浑然一体，此时心中

已忘恩仇，泯好恶，一内外，融物我。人之本心

正好于此时识取。”⑦ 所以，孝子行礼，可泯然

忘我，心通天地，发露自性。也即是说，礼乐本

于爱敬之天性，亦可助发爱敬之天性，正是因该

果海，果彻因源。

马一浮认为孝子仁人是一体的，因为孝弟爱

敬之心，推致其极，实能以天地万物为一身，由

报本反始即可推极于仁民爱物，故孝子即是仁

人，事亲即是事天，“对天言则谓之仁人，对亲

言则谓之孝子……孝子之身则父母之身也，仁人

之身则天地之身也”⑧。孝子无己，故能会万物

以归己，即全体是仁，遂能行仁，本此而推之，

则 “天地变化，草木蕃”，礼乐由此兴起，即可

陶铸风俗，故古来制度文为，皆本此而设。

三、制度文为，皆在于礼：

政教合一，移风易俗

　　马一浮主张，礼包括制度，但治礼不可斤斤
计较于此， 《中庸》所谓 “礼仪三百，威仪三

千”等等，只是特指礼之美盛，非即实指其条

文；观 《论语》孔门问答，孔子皆据义答之，所

以治礼当以义为主。苟以义理治礼学，则古来关

于 《周礼》《仪礼》 《礼记》之真伪古今诸争端

可息。“《周官》与 《王制》同为制度，不必苦

分今古、定别殷周，务求其义，皆可以备损益

……其实 《周官》不必制自周公，《王制》亦断

非出于博士，皆七十子后学所记，以为一王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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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① 又，“‘三礼’亦是门面语。学者每为名

物度数所困，汩没一生而不知大义。试思 《论

语》所说 ‘学诗’、 ‘学礼’，宁指 ‘三礼’

耶？”② 所以，马一浮治礼，不专以说古制，而

重体证其大义所在。

马一浮认为，孔子之言，每叹古而惜今。如

说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古之愚

也直，今之愚也诈”，又自称 “信而好古”等

等，不是指时间意义之古今，而是表人之德，

“是知言今者以表流俗，言古者则是出乎流俗者

也”③。信而好古，实乃是信其理，马一浮讲学，

每古今对比，亦用此义。就实际政事沿革上，他

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自是以德治

天下；而三代之制，自秦汉以降则已坏失，故马

一浮说 “古”如何如何，实是说理，多寄应然、

当然之义；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古来政事，皆秉

礼乐之义，以尽人之性，而尽人之性，则必从尽

己之性做起；今则昧是，不知自性，政事失本，

只牵于人欲而已。古之政事，义在正己，继以正

人，即孔子所谓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用

礼乐之义，首在养民，并可施教化，移风俗：

“寓教于养，故有制度；寓养于教，故有文为。

制度文为，皆在于礼……故教亦养也，养亦教

也，教养合一，然后人性可尽也。”④

教养合一，即是政教合一，也可说是君师一

体。马一浮认为六经中言君子甚多，君子本是表

德，而有时亦指君位，即可证明。“《学记》曰：

‘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 ‘三王四代，唯其

师’，言为君之道，皆务自学充之。天生民，

立之君，作之师，故曰：‘君师者，治之本’。古

者政教一理，君师一道。未有能为君而不能为师

者也。”⑤

在讲解 《孝经》大义 “原刑”篇中，他着

重指明了德和刑的关系，认为孔子说过的 “礼乐

不兴，则刑罚不中”，即是阐明刑罚也是齐之以

礼之义，刑之所生，由于悖德；故刑是因德而

制，施刑亦是为德，正是因为性摄教、教摄政、

政摄刑、刑摄兵，所以兵刑之作，层层推求，可

知是源于性德不明：“是知兵刑之作，由于礼乐

不兴；礼乐不兴，由于德教不修；德教不修，由

于孝弟不达；孝弟不达，由于性德不明。”⑥

所以马一浮指出，政教皆 《礼》之施，即认

为 《礼》为体，而 《书》为用。也即是说，政

治之本应为道德，而道德不是伦理规范的教条，

而本于人的父子天性，而今人往往以为道德是外

在对人的规约，也就很难认同政治的根本在于道

德了。在讲述 《礼教绪论》“原政”中，马一浮

指出政事、刑法皆本于教民养民，故为政之实，

即是礼乐， “此明即事即理，舍礼乐无以为政。

故政之实，礼乐是也……以法制禁令为政者，是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⑦。既然政之实为礼乐、

礼乐之实为言行，故务本之道，即在寻常，言行

之间，便可化民成俗，这和孔子所说的 “《书》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

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的精神一脉

相承。

制度施设，既本于礼；施政即为行教化，移

风俗。修己治人又皆从一身之言行做起，切实可

以操循，如此修己以恭敬，治民以礼乐，便可泯

绝人我，知性践形，共趋于一性法界。

四、礼以道行，循理践形；

乐以道和，法界一性

　　上文指出，马一浮以为礼之质是义，礼之本
在敬，这是就礼与义之关系而言；若就礼与仁之

关系而言，则礼即仁中之分理： “礼者，理也，

乃仁中之有分理者。玉工治玉，必依其理；君子

为仁，必顺其礼。”⑧ 马一浮认为 《论语》“颜渊

问仁”章，可谓孔门传心法要。颜渊问的是仁，

而孔子答以 “克己复礼”，颜子直下不疑，接着

请问其目，再答以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颜子便直下承当。这里所说

的 “仁”即是德之总相， “己”则是形气之私、

或为我见；仁为己私所蔽，则仁中之理即不能显

现，一旦 “克己”，私己廓落，此理自显，即是

“复礼”。孔子之所以不直接答颜渊问仁，而是答

之以礼，这是因为， “仁体浑然，难以显说，故

举出其中所具之自然之法则言之，是之谓礼。此

礼既复，当体即仁，乃是以礼显仁也”⑨。克己

复礼，即是以礼显仁；而克己之功，即在于视听

言动。视听言动属气，四者一于礼，则全气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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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⑦

⑧

③④⑤⑥　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
２０２页，第２３３页，第１６０页，第１４６页。

马一浮：《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９４８页。
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第２０３页。

⑨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第５１页，第５１—５２页。



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大义

便是仁；一有非礼，则全理是气，便是不仁。

视听言动，一循于理，即能以理率气，全体

是仁。循理即是全气是理，亦可说是全情是性。

“视听言动皆气也，礼即理之行乎气中者也，仁

则纯然天理也。四事皆礼，则全气是理，全情是

性矣。”① 在马一浮看来，全气是理与全情是性

并无二致，皆是教人合下用力，识取自性。“曰

‘性其情’者，情皆顺性，则摄用归体，全体起

用，全情是性，全气是理矣。”② 气主乎理、情

顺乎性，即是以礼导行，为礼所摄，如此变化气

质，即能践形。

孟子说过：“形色，天性也。唯圣人可以践

形。”马一浮指出， “践”即是步步踏着之意，

于气中见得理，步步踏着这个理而无失即是践

形。不说 “践性”而说 “践形”，是因为就体用

而言，在体上只能说 “尽”，在用上始能说

“践”，而形色视听言动皆属于用，故穷理即是尽

性，尽性即是践形，“视听言动，气也，形色也，

用之发也。礼者，理也，天性也，体之充也。发

用不当则为非礼，违性亏体则其用不全；发用而

当则为礼，顺性合体而其用始备。故谓视听言动

皆礼，为践形之事也”③。内循乎理，外践乎形，

即全体是仁，是乃礼教之极功；而礼之所至，即

便是乐，“言而履之，礼也，行其所言，然后其

言，信而非妄；行而乐之，乐也，乐其所志，然

后其行和而中节。此谓礼之所至，乐亦至焉”④。

马一浮讲礼乐教大义，多讲礼教，而于乐教

稍阙，是因为他认为礼乐一体，讲礼教即可该摄

乐教， “乐主合同，即是平等一心。礼主别异，

即是差别万行。万行不出一心，一心不违万行，

故有礼不可无乐，有乐不可无礼”⑤。礼乐之本，

同是一心，就体上言之，礼乐无别；就用上言

之，二者乃可分说，“言乐则该礼，言礼则该乐，

言有先后，理则同时，不必分体用为说。礼乐之

本，唯是一心”⑥。就用处分疏，礼主别异以道

行，乐则主合同以道和，“《乐》以道和。凡声

音相感，心志相通，足以尽欢怡鼓舞之用而不流

于过者，皆 《乐》之事也”⑦。如是，乐教之义

是要人欢怡鼓舞，有所兴起而达性情之和，惜乎

此义已失：“如今之歌曲，辞既鄙倍，音则淫靡

而粗厉，以此感人，岂能兴起于善邪？”⑧ 不唯

社会歌曲如此，即便大学亦已无国乐，“今之大

学无国乐，有乐悉是以夷变夏，亦是怪事。西洋

音乐多发扬蹈厉之意，或为靡靡之音，歌声颤

动，弦索亦然。中国古乐和平中正之音当不如

此，惜沦亡已久耳”⑨。马一浮应竺可桢之请，

为浙江大学讲学时，曾应邀为浙大撰写校歌，他

作校歌就寄托了乐教之义；到四川乐山主办复性

书院后，他还曾写信给丰子恺，请他为横渠四句

教谱曲，认为四句教语句天然，意义广大，可同

于释氏四弘誓愿，后来丰子恺果然制成此曲，这

是马一浮对于乐教的又一次尝试。

马一浮以为， 《论语》中凡言 “不争”者，

皆礼教义；凡言 “无怨”者，皆乐教义。求仁则

无怨，知性则知天，故乐教是成德之事。他引述

《周礼·大司乐》中以乐教和谐万邦的语句，认

为这是表乐教的功用，“此乐教之大，尤显法界

一性之义，非精思恐难喻”瑏瑠。这里所谓法界一

性，即是马一浮论孝道时所指出的 “天地万物本

来一体，即本此一理，本此一性，本此一命”瑏瑡。

所以礼教知性践形之极功，必致于乐教之尽性，

“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古来达德，莫

不始于知性而后能率性，循理由道，不堕习

气”瑏瑢。晓谕法界一性之义，即可见天人一性，

事理不二；理一中见分殊，分殊中见理一，斯为

乐教之了义，也是德教之极则。

马一浮在乐山复性书院时，为书院拟写了两

幅对联。第一幅是： “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矣；

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第二幅是： “不出门

户，周知天下；直接孔孟，羽翼六经。”这两幅

对联鲜明地展现了马一浮的为学宗旨和学养。他

始终最为推崇一念孝弟爱敬之心，认为此心是儒

家礼乐教大义的根本，若能绵绵持敬，逐渐推扩

开来，便可浑同物我，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如此

则自然全体是仁，礼乐周流———这种对于儒家礼

乐之教的阐述，对于真正把握儒学的精髓无疑具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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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⑤

⑧

瑏瑢

④⑦瑏瑠瑏瑡　马一浮： 《复性书院讲录》，第２２７页，第１８４
页，第１３页，第３３７页，第６６页。

③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第５０页，第５６页。
⑥　马一浮：《马一浮集》第２册，第５０３页，第８２１页。
⑨　马一浮： 《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９８１—９８２页，第

１０４４页。
马一浮：《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７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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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吊诡重审太虚与胡适之争

———兼论近代佛学研究的边缘化

许轶冰　黄新华

【摘要】有关太虚与胡适交往之研究，本应成为窥视近代学术史尤其是佛学研究史的一个窗口，然通过审视以往之研

究成果，却不难发现此一研究不免过于单薄。除二人之直接交往与学术交往未能梳理清晰外，同时就研究者的立场看，

存在着难以将两方面资料融汇共通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两方面文献的考证，再现了太虚与胡适直接交往与学术交往之

具体细节，并对百年来佛学研究亦提出自己的反思，即不免边缘化。

【关键词】太虚；胡适；吊诡现象；直接交往；学术交往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２４－０４

　　太虚 （１８９０—１９４７）和胡适 （１８９１—１９６２）
作为同时代领导各自领域穿越历史三峡、实现现

代化的 “掌舵者”①，梳理其二人之交际往来、

际遇离合，既是充实各自传记撰写之必须素材，

同时亦是窥视、检讨中国近代学术史，尤其是近

代佛教学术史研究之绝佳途径。然若对此二人之

关系进行学术成果检索②，不难发现一个吊诡现

象，即论述之片面性。以往之学术成果更多是从

佛教及太虚角度出发而论及胡适③，从胡适角度

出发而论及太虚之研究成果，不免缺失。胡适作

为近代学术史上开一代风气之学人④，对于佛学

研究，不可否认因其 “考据癖”⑤而更多聚焦于

禅宗史之考证⑥，此点当代多位学人已做深入解

读⑦；然其钟情禅宗史之考据，却又不足以解释

此一片面性问题。毕竟此二人之交往，今日证据

俱在不容否认。因此欲解读此一片面性吊诡现

象，必须先从现有文献中梳理出此二人翔实之交

际往来细节。

一、太虚、胡适直接交往之再考证

有关太虚、胡适二人交往之考证文字，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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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许轶冰，陕西铜川人，社会学博士，（无锡２１４１２２）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黄新华，江苏镇江人，（无锡２１４１２２）江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①　此处借用已故学者唐德刚 “历史三峡”之概念。在其看来，自鸦片一役以降，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势力进入，

中国无力抵御，造成空前之社会政治动荡，几千年中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与冲击。然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亦为适应新环境而不

断改变，无论经济、政治与文化，各行各业，均有其杰出人物掌舵其间，带领各自领域直面外来之挑战，可谓百舸争流、舟行三峡，

际会有无、贤与不肖、能拙与否，则往往决定其所掌舵之领域能否从容穿越此一历史三峡。参阅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１册，台
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２８７页。

②　就太虚与胡适之之交往此一研究成果，除二人之日记、年谱、传记等书籍文章外，笔者查阅了大陆学术界绝大多数公开发表
之学术刊物，以及香港、美欧大量之中、英文学报。海峡对岸台湾方面之研究成果因碍于检索不便，亦烦请佛光山觉多法师、财团法

人印顺佛教基金会厚观法师等代为检索相关学术成果，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③　比如释印顺著 《太虚大师年谱》、陈永革著 《人间潮音———太虚大师传》与邓子美、陈卫华著 《太虚大师全传》等书均有所

涉及。

④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⑤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２７—１２９页。
⑥　胡适禅宗史研究之全部成果，除全集外，可参阅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台北：中正书局，１９７４年。此外京华

出版社所编之 《禅学指归》（２０１２年）一书，亦为详实之参考书籍。
⑦　此点可以江灿腾、葛兆光、江勇振诸人之研究成果为例，其中两位江先生更将焦点集中在胡适之禅宗史研究是否 “借鉴”日

本学者而进行多轮次学术争论。可参阅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第１０章 《从台湾到台湾胡适禅宗研究七十年来的争论与发

展》，台北：南天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３３９—４０８页；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２部 《日正当中１９１７—１９２７》下篇，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７—１９０页。



从学术吊诡重审太虚与胡适之争

学者做过专题论述①，但同样存在与上述吊诡现

象相类似之问题，即论证之片面性。以二人之初

次相识时间为例，该专题论述本之于太虚 《自

传》与释印顺之 《太虚大师年谱》，而定 “胡适

与太虚的晤谈时间大约在 （１９１９年）６至７月份
之间”，“我们不知道胡适与太虚晤谈的确切时间

和详细内容”②，且在下文中更断言 “胡适对这

次晤谈似乎没有什么记述”③。然是否果如此专

题论者所言 “没有什么记述”，胡适日记给出了

否定答案。

检胡适１９１９年８月５日所记：“汪友箕同太
虚和尚来谈。”④ 则不难考订二人之初次晤谈，

确切时间当在民国八年 （１９１９年）８月５日，绝
非如上文论者所讲 “我们不知道胡适与太虚晤谈

的确切时间和详细内容”。今日学者对胡适日记

之 “真实性”讨论颇多，且不乏质疑者⑤，然就

与太虚初次晤谈之时间与内容而言，胡适尚无

“过分修饰”之必要。至于此次晤谈之详细内容，

日记更有详细之记录，如言 “他 （太虚）谈中

国佛学的系统，很有和我相同的地方……我略有

不同的地方……他说法相宗不发达的原因很详

细”⑥，再看上文论者对此次晤谈内容之分析，

认为当日所谈为宋明语录与禅宗语录之关系⑦。

检太虚之 《自传》，其对当日之回忆如下： “胡

适之亦曾约谈。他购华严经阅，认为是一种想像

文学；谈及宋明儒语录亦白话文，我告以宋明儒

语录文体创自唐朝禅宗语录，胡因此遂及六祖坛

经并搜览各种禅录。”⑧ 由此可知上文论者所言，

本之此 《自传》，然就内容而言，不难发现与胡

适日记所记大有出入。

就精确性而言，自然以胡适日记为胜；然就

可能性而言，却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即太虚所忆

亦未必为虚，只是较之史家之胡适，作为宗教家

之太虚，极有可能在民国二十八年 （１９３９年）
初稿、三十四年 （１９４５年）秋修正⑨ 《自传》
之时，将二人之间两次或两次以上之会晤，化为

一谈。细检太虚之所忆，“胡因此遂及六祖坛经

并搜览各种禅录”一语，虽不免夸大瑏瑠，然却为

能否证实上述假设，提供了时间线索。考胡适研

习坛经、收揽各种禅录可将时间最晚推迟至民国

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年）瑏瑡，如若上述假设为真，则
在１９１９年８月５日之后，至１９３４年之间，太虚

与胡适之间则尚至少有一次晤谈。今遍检胡适日

记，此段时间之内无晤谈记录，在胡颂平所编之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同样难以查询

晤谈之痕迹。然日记与年谱无考，却难下无晤谈

之论断，因胡适日记在此时间内有所中断瑏瑢。如

此，欲讨论此一问题，则不能不将眼光暂时从日

记与年谱上抽离，放大文献查询之范围。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就生前著作之丰富与

生后研究之浩繁而言，胡适无疑独占鳌头。除却

生前即已陆续发表之日记以及 “我的朋友胡适

之”外，自其去世之日始，其未刊之著作、日

记、书信亦不断新出，集腋成裘，至有４２卷本
之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于１９９４年示人，普
惠学林。今检其第１９卷，有 《胡适致太虚法师

信一通》，此信开篇即有如下数语： “功德林席

上，太匆匆了，不及细谈。别后又因事忙，不曾

得机会写信。”瑏瑣

从书信之内容可知，太虚曾设座功德林，胡

适曾在席间与之做一浅谈。此信落款于民国十六

年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８日。再从 “别后又因事忙，

不曾得机会写信”，可知此次席间浅谈之时间，

上距写信之时已有一段时日，然亦非过久，谅当

以一二年，即民国十四年 （１９２５年）为限。今
检太虚之年谱，从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太虚所设
座之功德林，唯民国十五年 （１９２６年）４月 ２１
日起 “应杭州佛学会吴璧华等请，讲 《仁王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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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④

⑤

⑧

瑏瑠

瑏瑣

雷杰龙：《胡适、太虚和印顺———现代学术规范的建立

和佛教现代化调适之关系刍议》，《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１８—２１页。
③⑦　雷杰龙：《胡适、太虚和印顺———现代学术规范的

建立和佛教现代化调适之关系刍议》，前揭刊，第１８页，第１８
页，第１８页。

⑥瑏瑢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３册，曹伯言整理，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页，第７—８页，第８—２２５
页。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１部 《璞玉成器１８９１—
１９１７》，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１２页。

⑨　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第３１卷，北京：宗教文化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２０页，第１５１页。

瑏瑡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 ２部 《日正当中

１９１７—１９２７》下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８３
页，第１８０—１８４页。

胡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１９卷，耿云志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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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护国品》三日，设座功德林”①。再佐证之

胡适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１日之行程，“（１９２６年）四
月，从汉口到南京，又到杭州，回到上海，已是

下旬了。四月二十三日夜，在上海客利饭店写了

《四角号码检字法序》一文”②，则可断定上文所

作之假设已获确证，太虚与胡适在１９２６年４月
２１日或２２日确有晤谈。当时胡适正准备赴欧美
查证禅宗史料③，得此机会与教界大德太虚晤谈，

定当与之谈及宋明儒语录与唐朝禅宗语录之关

系，因此才误使日后释太虚修订自传，将此次晤

谈与１９１９年８月５日至晤谈混为一谈。
上述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１日或２２日晤谈时间之

考证，尚可从太虚 《自传》中捡得佐证。检太虚

之 《自传》，在民国十五年 （１９２６年），有如下
一段记录：“十五年夏，在北京，英国女佛徒克

兰柔等……胡适之先生亦为邀上对东方文化有兴

趣的英德友人，蔬食谈学，有所介绍。”④ 证之

上述考证，可知修订自传之时，太虚对此次晤谈

所忆，虽误记地点，然时间大体正确。太虚笔下

之 “胡适之先生亦为邀上对东方文化有兴趣的英

德友人，蔬食谈学，有所介绍”，佐以１９２７年１０
月８日胡适致其之书信，更准确之描述当为胡适
在此功德林席间，谈及即将远赴欧美查证禅宗史

料，太虚同时也表达了远赴欧美讲学宣教之意，

胡适内心不甚认同，然碍于对方颜面，只能向同

样出席功德林之 “对东方文化有兴趣的英德友

人，蔬食谈学，有所介绍”，如此方才与太虚二

三十年后修订 《自传》之内容若合符节。有关此

时间节点尚有一可玩味之处，释印顺为太虚做年

谱，不能定此事之确切时间，而将 “为大师介绍

欧美友人者……胡适之”等这一条目系之于民国

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８月 １０日太虚将环游之时，
此时胡适人虽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然绳之

时空、证之史料，绝无在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０日之可
能。

太虚与胡适之间的直接交往，以现存之文献

资料，经上述考证，笔者认为有 １９１９年 ８月 ５
日和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１日或２２日两次晤谈，除此
之外或尚有其他见面之可能，然文献无考，只能

留待新材料之发现再做证实或证伪。然从上述晤

谈时间之考证来看，无论是来源于太虚方面的文

献资料，还是来源于胡适方面的文献资料，二者

缺一不可，而学术现实却往往容易忽略某一方

面，尤其是对基于胡适角度方面之缺失，此点前

可以太虚之 《年谱》、后可以上文所提及之专题

论述为例作证。此又与上述之片面性吊诡现象惊

人相似，偶然抑或必然，在此先预留一伏笔，详

情待本文结论处做进一步探讨。

二、太虚、胡适学术交往之再审视

太虚与胡适二人之交往，除上文所述之两次

直接交往外，尚有数次学术之交往。今检太虚全

书，与胡适有关者计有： 《评实验主义》 （约略

作于 １９１９年秋—１９２０年元月，刊 《海潮音》

１９２０年元月创刊号）⑤、《论胡适之 〈中国哲学史

大纲〉上篇》 （作于 １９２０年，刊 《海潮音》

１９２０年第１卷第３期）⑥、《〈人生观的科学〉后
序》（作于１９２４年）⑦、《评胡适戴震哲学》（约
略作于１９２７年与１９２８年之冬春之际，刊 《海潮

音》１９２８年第９卷第２期）⑧、《评对于西洋文明
态度的讨论》 （约略作于１９２８年初，刊 《海潮

音》１９２８年第９卷第２期）⑨五文，在其书信集
中，尚有与胡适书一通 （作于１９２８年，刊 《海

潮音》１９２８年第 ９卷第 ６期）瑏瑠。此外，尚有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９日太虚对胡适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８日
来信之回复，今不收于太虚之书信集，而见之于

胡适之书信集瑏瑡，以上为太虚方面之现存史料。

而胡适与太虚之文字交往，就现存史料而言相对

较少，只有１９１９年８月５日日记和上述１９２７年
１０月８日之去信。今欲重新审视太虚与胡适之学
术交往，就时间先后而言，当从胡适 １９１９年 ８
月５日日记内容讲起。检当日日记内容，除上文

６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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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４年，第６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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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第３１卷，第２２０页。
⑥⑧瑏瑠　太虚： 《太虚大师全书》第２８卷，第３４９—３５１

页，第２７０—２２７页，第２８６—２９４页，第２２５页。
⑨　太虚： 《太虚大师全书》第２９卷，第３５４—３５６页，

第３６６页。
胡适等：《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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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吊诡重审太虚与胡适之争

对晤谈内容所引用外，尚有胡适对太虚之整体评

价：“太虚是上海觉社的主座，曾著有 《道学论

衡》等书。在近来治佛学的人里面，要算顶开通

的了。但他也还有蒙蔽的地方，如今天谈鬼，认

为六道之一，究竟他不能打破遗传的学说。”①

再比如上文已引用之删节日记内容，如 “他

（太虚）谈中国佛学的系统，很有和我相同的地

方……我略有不同的地方”②，从上述评价中不

难看出，胡适与太虚持论虽略有异同，然对其人

评价颇高。且日记中更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

１９１９年８月５日中，就中国佛教性、相两宗之系
统，二人各持己见，然在此条日记旁，附有胡适

在１９２０年６月３日之日记补注，“这是我错了，
近来看来，太虚的分法为是”③，时过近一年尚

且不忘当日观点分歧，断能非己而从善，更足见

胡适对太虚见解之重视。考胡适 １９１９年前后，
从思想史来看以再造新文明为己任④，从学术史

来看，刚用新典范之形式，完成其典范性之 《中

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撰写⑤，对有 “革命和尚”⑥

之称的太虚，颇欲引为 “革新”之同调。然检同

时期太虚对胡适之学术回应，不难发现此 “革

新”之同盟，很快就因各自观点之歧义而瓦解。

太虚的 《评实验主义》对胡适之实验主义大

加批判，“胡适之尝辑录杜威一派底学说，题为

实验主义。肤浅轻泛，原不过庸俗日用之需，无

甚学理上可研究评论的意义”⑦。如果说此文只

对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做批评，《论胡适之 〈中

国哲学史大纲〉上篇》则将批评之矛头直接指向

学理了。其言有曰：

予作此论，先有欲申明者，胡君此书与佛学

本无甚关系，然取而论之者，不仅以其为新近出

版的国语杰作，有关于现代人心思想者颇钜，而

更有二种之原因在也。胡君援用西洋学者的历史

观念，以为解释演述中国哲学史底工具……一

也。胡君于此卷底中国上古哲学，对于佛教底评

判虽仅微露端倪……其对佛学将下如何之评判，

必甚重大。今可于其已微露底端倪中察知大略，

二也。⑧

再者，

胡适之君未能将哲学家个人的才性，特殊的

感验，及其方域、家世、师友、与时代趋势兼营

并顾，唯侧重时代的思想学术大趋势立论，致于

古代哲学史的史料，觉得十有七八与这进化论的

历史观念冲突，而悍然遮拨为十有八九都靠不住

也。⑨

又者，

胡君论近世哲学，尝谓：……佛家见解尽管

玄妙，终究是出世的，是非伦理的。宋、明的儒

家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故极力提倡伦理的入世

主义。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正心

诚意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伦理的人

生哲学了。这是反动的影响……胡君谓明心见性

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一由不知佛法的根本

与究竟，二由不知佛法所谓心性，故竟能于明心

见性以成佛果的下面，连写着终是自私自利六个

字！……夫又安能将 “终是自私自利”六个字连

缀以成一辞哉？⑩

从上引文中就不难发现太虚与胡适所持立场

差异之大。此外，太虚的 《〈人生观的科学〉后

序》《评胡适戴震哲学》 《评对于西洋文明态度

的讨论》三文以及作于 １９２８年的致胡适信中，
对于胡适之批评同样言辞深刻且观点犀利，比如

“胡适是有其先入为主之私己意见的，以其承袭

于美国实验主义派哲学的私己意见，用来裁断一

切配其胃口的摭取之，不配其胃口的则忽略或攻

击之。其所持的私人意见，正与宋儒所执著 ‘得

于天而具于心的天理’一般”瑏瑡。如此言辞，不

一而足，很难看出有同调之意味。因乎此，在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８日致太虚的信中，胡适才会对太
虚远赴欧美讲学宣教之意，表达出直接反对意

见，且 “到欧美，不如到日本，去讲演，不如去

考察；去宣传教育，不如去做学生”、“如为一班

夸大狂的盲人所误，存一个宣传东方文化的使命

出去，则非我所敢附和的了”瑏瑢 之言辞，同样是

规劝中略带讥讽，这对一贯抱持忠恕之道之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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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甚为罕见。在此不免存一疑问，何以在数

年几年之间两人从互相引为同调到互带敌意，果

如释印顺所讲 “大师不满胡适之进化论的历史观

念，责其抹杀个人之才性，不明佛法所说之心

性”① 吗？笔者看来如更有深一层次之原因，须

从两人所处之不同学术立场来阐述了。

就胡适之学术立场而言，因清代考据传统之

熏染，受近代 “科学主义”之洗涤②， “实验主

义其表、实证主义其实”，“让他一辈子厌恶唯心

哲学，一辈子以打到玄学鬼为职志”，此重要发

现已由当代学者指出③；同样，作为 “革命和

尚”，尽管倾其一生极力提倡教制革命、教产革

命、教理革命④，但在科学主义面前，他 “虽然

有所矛盾”，但还是 “本能地站在所谓东方精神

文明一边”，本之于中国佛教传统立场，“对应用

进化论之历史考证法”，“大师取极端反对态度，

为传统佛教担心”⑤，因此，他虽批评东方文化

弊端之迷信鬼神，然就教理而言，太虚更多是革

命其表、保守其实，因此也必然决定了与胡适分

道扬镳之结局。而百年后重新审视发生在太虚与

胡适之间这一系列学术交流，不难发现这既是一

场不对称的论战，更多是太虚单方面在向胡适做

挑战，而胡适却较少回应；同时亦不难发现，这

同样是一场空对空论战，胡适通过实证主义极力

扩张其文化霸权，而太虚从其所服膺之传统佛教

角度进行保守抵抗，可以讲从这场关公战秦琼式

的争论中，很难审视出双方有任何致力于传统佛

教现代化的成分。而这同样是一个吊诡现象。

三、从三个吊诡现象看中国佛学

研究的边缘化

　　通过分析太虚与胡适之交往研究、考证太虚
与胡适之直接交往、审视太虚与胡适之学术交

往，发现三个吊诡现象：从太虚与胡适交往之研

究成果看，存在前者较多、后者缺失之片面性吊

诡现象；从太虚与胡适直接交往之考证看，存在

所用之文献往往聚焦前者、忽略后者之片面性吊

诡现象；从太虚与胡适学术交往之审视看，同样

存在不对称、空对空吊诡现象。

这三个吊诡现象之内在关联，在笔者看来，

正是贯穿于百年来佛学研究中的一大弊端，即相

对边缘化。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主流学术

界，因盛行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只聚焦于佛史

考证之佛学研究，有意无意之间对其他佛学研究

表现出学术霸权，此点非唯胡适如此，近代著名

学人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寅恪、钱穆无

不如此⑥；另一方面，以太虚为代表之佛学研究

者，不论对传统佛教采取何种立场，虽或多或少

有过引为同调之努力，然终因为难以纳入学术研

究之主流，不脱 “附属性的第二义的 ‘工具性’

功能”⑦，甚至难免相对封闭、相对保守，甚至

相对边缘⑧，此点可从后两个吊诡现象中得以明

证。不可否认，今日之佛学研究界，较之百年前

太虚时代优之远矣，然却依旧难以完全摆脱边缘

化之痕迹，比如就太虚与胡适之直接交往考证，

佛学研究者却未能参考胡适相关资料得以确证。

如何摆脱当前相对边缘化之现状，前车之鉴，殷

鉴不远，尚有待全体同仁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⑤　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７３页，第７５页。
郭颖颐：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１９００—

１９５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４２页。
胡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１９卷，第１９０页。
邓子美、陈卫华：《太虚大师全传》，台北：惠明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第９３页。
此点可参阅顾颉刚： 《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２页。
参阅江灿腾： 《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现代性佛学研究

———新佛教史的体系性建构与批判性佛教思想诠释的辩证开

展》，《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１７页。江灿腾对
此有较为深刻之阐述：“换句话说，现代性的佛学研究虽有其必

要性，但却是附属性的第二义的 ‘工具性’功能考虑和配合性

的灵活运作。因此，不论杨仁山、章太炎 （１８６９—１９３６）、谭嗣
同 （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康有为 （１８５８—１９２７）等人的佛学思想著述
如何有其时代性的思想价值和相关巨大的社会影响，却与现代

性的佛学研究并无密切关联性。连欧阳渐、梁漱溟 （１８９３—
１９８８）和熊十力 （１８８５—１９６８）的相关佛学著述，也都是属于
如此性质。”江先生虽未点明太虚，然以笔者之见，太虚之佛学

研究同样有如此弊端。

此点在当代一些佛学研究者的百年佛学的回顾与展望中

有所体现。比如，黄夏年认为：“本世纪上半叶，学术界研究重

点，主要以佛教史为其特色。”虽未直接言及边缘化，然却间接

肯定了除主流佛学史研究外，佛学研究之边缘地位。可参阅黄

夏年：《２０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中国文化论坛》１９９７年第
４期，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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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范畴的审美性和历史性意蕴

———卢卡奇行动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解析 王浩斌　王　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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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念史为视角 侯小丰　１６
%%%%%%%%%%%%%%%%%%%%%%

福山的 “末人”之忧 方　敏　旷三平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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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视角下的电影 《武训传》批判 周连顺　４５
%%%%%%%%%%%%

文本阅读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省思

———以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 许　冲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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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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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 梅谦立　６７
%%%%%%%%%%%%%

动机引发与视域意向性

———论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引导动机 李云飞　７９
%%%%%%%%%%%%%%%

圣经诠释中的启示与理性

——— 《约翰福音》１∶１中的基督论问题及两种解释进路 齐飞智　８６
%%%%%%%

善施：善意、善物、善行

———对塞涅卡 “善施”内涵意蕴层面的阐释 刘海娟　李　萍　９３
%%%%%%%

理教与经教之间

———朱子政治哲学中的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陈壁生　１０１
%%%%%%%%%%%

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

———兼论刘宗周、黄宗羲是甘泉后学 周仍乐　周炽成　１０８
%%%%%%%%%%

惠栋微言荀子蠡测 石永之　１１３
%%%%%%%%%%%%%%%%%%%%%%%%

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大义 李虎群　１１９
%%%%%%%%%%%%%%%%%%%%%

从学术吊诡重审太虚与胡适之争

———兼论近代佛学研究的边缘化 许轶冰　黄新华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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